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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硏究叢書」序 

「基督敎與中國文化研究叢書」的出版，是建道神學院「基督敎與中 

國文化研究中心」的一項重要事工，也是中心同工和認同我們這工作的 

同道的研究成果，深盼叢書的出版能對基督敎在中國和海外華人地區的 

本色化作出貢獻，使耶穌基督的福音，更能促進中國文化完美的發展。 

自景敎來華之後，基督敎（包括天主敎）便多方嘗試與中國文化建 

立不同形式的關係，有成功、也有失敗的例子，同時，中國社會和文化 

亦不斷隨著時代而轉變。共產黨執政之後，中國文化受著馬克思主義和 

西方文化的巨大衝擊，使整個社會結構起了重大的改變’近年來國家致 

力於經濟開放和各方面現代化的追求，更使中國的社會進入一個前所未 

有的急劇轉變期。 

海外華人對中國的改革和開放都寄以厚望，同時，各界人士亦樂意 

用自己的專長作出貢獻，海外的華人敎會亦不例外，盼望爲這個在急變 

中未定型的中國社會和文化盡一點力量，使它走上一條光明的康莊大 

道 ° 

這叢書的出版乃基於確信聖經眞理的時代適切性和對中國文化的負 

擔。一方面從基督敎過去在中國歷史上的成功和失敗的研究吸取敎訓， 

以免重蹈覆轍，同時藉現今形勢的分析和展望，盼望歷久常新的基督敎 

信仰，能夠爲急變中的中國文化覓出一條新路，並帶來一點亮光。 

張暮媳謹識 

建道神學院院長 

一九九三年二月 





出版序 

我的博士論文能夠修訂出版，實在是一樁至爲欣慰的事。它除了意 

味著五年漫長的研究成果，終於能夠較易呈獻在讀者面前，接受批評指 

正外；也是長久以來心內不平感的重要安撫：八年以來，無論在資料以 

至觀點上，這篇論文都甚多被「借用」，全無註明地出現在大小不同的論 

著文章中。當然觀點雷同還可以說是東方聖人與西方聖人道心相同，一 

切純屬巧合；但某些是我在極偶然的情況下才求得的孤本資料，對方竟 

然恰巧地又從別處求得，且是尋著同一頁的同一段引文，就不能不敎人 

耗異對方何其神通廣大了。在此我不欲掀起任何無謂的文章訴訟，總 

之，研讀中國敎會史的人必發現我所說的事實。 

這篇論文雖然出版於一九九三年，卻是早在一九八五年便已成書 

的。雖然事隔八年，期間也出版了不少重要的中國敎會史資料的論著， 

但我深信並不減損這本書的原創性和價値；特別是有關基督敎敎育的區 

域性研究，可能是碩果僅存的資料。作爲我的第十本出版著作，它是我 

具信心的一本。我敢信它有延之久遠的貢獻，也敢恭敬地將之推薦給 

讀者。 

本書之所以能付梓，乃是由於得到基恩資訊公司的贊助，也是這公 

司慨然捐出的第一筆經費，使建道神學院「基督敎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得以在九三年二月成立。對筆者而言，這意味著我將迷途知返，重拾舊 

歡。自八七年離港赴加隐神學開始，幾乎全身投入歷史神學的學習，樂 

而忘返，將中國敎會史這老本行也冷落了。闊別多年，一切新的變化與 

動向已須重新掌握，我深深感受到自己在中國敎會史的研究裏是一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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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不扣的初學者。我會棘棘業業的努力’除爲自己的學術研究外，也希 

望使建道神學院及「基督敎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成爲日後中國 

敎會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惟願上帝得榮耀。 

梁家麟謹識 



、产i 

一八〇七年（嘉慶十二年），基督新敎傳入中國，對世界基督敎傳 

播史的意義，並不僅是在衆傳敎工場外多增一個而已，它卻是開啟了二 

十世紀初全球 大的傳敎工場。四億多人口的東方古老大國，吸引了歐 

美國家 多的傳敎資源，其重要性非其他地區可以比擬。同樣地，對近 

代中國來說，基督敎四度來華，並非純粹要在過去三次中輟的經驗之外 

多增一次；事實上，此時期傳敎所產生的影響，無論是正面地引進西洋 

知識、協助中國近代化，或負面地導致晚淸數十年間，八百多宗敎案的 

發生，皆超越中西交通史的意義，進而成爲研究中國近代政治、社會、 

文化等部門都必須處理的重要課題。 

對比重大課題，中外學者所作的研究頗具成績。有以某傳敎士或傳 

敎機構爲對象，探討其對中國的貢獻和影響；有以國人的反敎情緖和行 

爲作題材，硏究某時期或某些重大的民敎衝突，成就都很可觀。然而由 

於問題的龐大複雜，牽涉層面又廣；加上資料藤雜，差會檔案、傳敎士 

筆記和回憶錄、地方資料等浩如煙海，要全面復原和解釋基督敎在華傳 

敎的歷史，實仍有漫長的道路，有待學者努力。 

敎育是在華傳敎事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傳敎士在此投下了大量的 

傳敎資源，開辦了不同種類和級別的學校，吸引了爲數甚巨的學生就 

讀。對於傳敎工作的發展，自然有深遠的影響；即對正當步向近代化、 

渴求西洋知識的中國而言，意義也甚爲重大。 

基督敎敎育若與其他部門的傳敎事業相較，其獨具的特點有如下六 

黑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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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敎敎育廣泛地爲傳敎士所設立，幾乎所有來華的差會，均 

辦有一間或以上的敎會學校，甚至多至百數十間’佔用的傳敎資源  

多0 

(2 )敎會學校遍設中國各地，每一處傳敎士足跡所及的地方，無論 

是大城市裏的大學，以至農村簡陋的一人主理學校，均對其所在地的社 

會產生衝擊和影響。 

(3 )同一或不同差會所辦的敎會學校之間，直接或間接地均有著若 

干聯繁和溝通，並且又有全國及地區性的「基督敎敎育會」之類的聯絡統 

籌組織；如此更使基督敎敎育的發展和影響，不單局限於一地，而是常 

具有普遍及全國性的意義。 

(4 )基督敎敎育對整體傳敎事業而言，不僅是其中一個個別的部門 

而已，因爲其他部門如醫療、翻譯、傳道等，皆需要受過基督敎敎育訓 

練的本地人才以爲供應。故此，敎育在傳敎事業中，實具樞紐性的地 

位0 

(5 )基督敎敎育對中國的影響，也較醫療和社會福利事業爲複雜， 

因爲後二者 多僅以其設立目的在誘人入敎而爲國人所詭病，而其正面 

價値較易爲人肯定；但敎育的正、負面影響兼具，故此評價甚爲困難。 

(6 )基督敎敎育的正面貢獻在其輸入西洋知識、培育西學人才，並 

爲中國新敎育的先驅，此爲多數人的常識，毋庸多言；惟其負面影響則 

不易處理，特別是牽涉民族主義的問題。在二〇年代中期，中國曾爆發 

了一次「收回敎育權運動」，藉此反對敎會學校。如此更表明後世學者在 

檢討中國基督敎敎育史時，不能任意臆測和評價，或以後世的眼光來衡 

量之，而必須追溯「收回敎育權運動」這樁歷史事件，探討當時國人反對 

基督敎敎育的原因，及其所反映的敎育問題之所在。 

由於敎會學校數目龐大（一九二〇年時，全國各級學校超過七千 

間），很難全面加以處理，故此，有關此範圍的研究，幾乎全都集中在 

十數家的基督敎大學、或一、二家較有規模、資料較全的中學。此等研 

究，貢獻固然不小，然而卻不免陷入一些猶豫困難中：其一，是難以全 

面檢討基督敎敎育的發展；其二，由於忽視了其他中、小學的情況，孤 

立的例子所建立的理論，很易流於過分推衍，犯了以偏槪全的毛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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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者，單單研究大學或個別中學，也很難將某差會在同一地區的辦學策 

略、及學校與學校間的關係反映出來。 

因此，本文企圖從另一個角度入手，以廣東作爲取樣地區，探討從 

晚淸到中共立國此百多年間，各差會在省內辦學的情況，一方面希望將 

原貌較完整地描繪出來，以補前述研究之不足；另方面也可以就廣東地 

區所發生的具體政治、社會問題及敎會學校的回應，了解彼此之相互作_ 

用。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基督敎敎育的區域研究。 

基於種種條件所限，作者未能廣泛翻閱各差會總部留存下來的檔 

案。但亦曾九度前赴廣州，翻閱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以上兩大學 

保存從前嶺南大學的藏書甚多）、省立中山文獻館（內有廣東書庫，藏 

有晚淸以來編纂的縣志數十種及大量地方史料）、省政協和市政協的文 

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有《廣東文史資料》及《廣州文史資料》共五十多 

輯，皆爲歷史人物的回憶錄，立論偏頗，但內容珍責，必須小心選擇運 

用）、廣東基督敎協會等機構，上述各處藏書數百種。作者把廣東的地 

方報刊、政府報吿及調查、時人著述、敎會出版刊物、會議記錄，以及 

不少敎會學校校刊、校報、同學錄等資料詳加整理；又以面談或書信方 

式，訪問了近十位過去曾在廣東工作的敎會學校校長、敎師及傳敎士 ； 

再加上在港、台兩地刊行及收藏的資料，相信即使仍有欠缺不足，亦不 

會相距太遠。縱使日後得睹差會檔案及傳敎士的書信，尋獲更多材料 

時，也不致將如今建立的解說全盤推翻。 

然而，單就作者所能尋得的資料來說，詳略不一仍是一大掣肘，一 

些環節因此無法完全補足，並且討論也難以避免地較爲集中在材料完備 

的廣州的敎會大、中學校上。這樣逹至的結論，仍可能產生以偏槪全的 

毛病，不過在現階段，作者搜羅材料的工作，已是竭盡所能了 ° 

本書題爲《廣東基督敎敎育（一八•七至一九五三年）》，涉及的時 

限是從第一個來華的基督新敎傳敎士馬禮遜抵粤開始，直至中共廢止一 

切敎會學校爲止，即是說包括了所有廣東的敎會學校的創立和結束時 

期。至於「廣東」，除了在一八〇七至一八四二年，因傳敎的預備工作主 

要在澳門及南洋，故不能不提及外，大致上並不包括香港和澳門兩地， 

因爲自一八四二年後，香港已受英國統治，在傳敎環境及條件上，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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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均有顯著不同，不能合倂討論；另方面香港的資料太多，與廣東其他 

地區比較，不成比例，倒不如獨立爲文，故不予列入。 後，有關「基 

督敎敎育」一詞，這裏必須略作解釋。基督敎敎育（ C h r i s t i a n 
Education ) 實 在 上 是 相 對 於 「 傳 敎 敎 育 」 （ M i s s i o n School 
Education )而言的。前者是指由中國基督敎徒主辦、控制、支持的敎 

育事業；後者則是指由外國傳敎士負責的學校。直至一九二七年（甚或 

更後期），敎會學校才眞正從傳敎敎育轉變爲基督敎敎育；故此，本文 

從第一章至第八章，均使用「傳敎敎育」及「傳敎學校」等名稱，至第九章 

方作「基督敎敎育」和「敎會學校」。至於基督敎敎育的範圍，乃包括除主 

曰學、簡單的識字班及聖經班以外的各級寄宿和走讀學校。本來作者在 

爲文前，欲將神學院及傳道訓練學校摒除在討論範圍以外，但是由於許 

多差會都將神學院置在整個學校系統的 頂部，甚至有以大學名之；且 

不少中、小學的設立目的和課程內容，都是爲了適切神學院的需要，故 

此至一九二七年以前，作者仍將之保留在傳敎敎育之內。 

全文共分十一章，大致均按著時序，詳述廣東的基督敎敎育在一八 

〇七至一八三九年、一八四二至一八六〇年、一八六〇至一八九九年、 

一九 〇 〇 至一九二 〇 年、一九二 〇 至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七至一 

九三六年、一九三七至一九五三年等七個時期的發展；這些時期的劃 

分，全是以一些對基督敎敎育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爲分界的。由於基 

督敎敎育在早期的發展與傳敎工作的擴展息息相關，故必須對各差會在 

各地建立的敎會予以交代；第六章以後，敎會學校已能獨立發展，敎會 

部分乃從略。第三章和第七章較爲特別，分別討論兩個專題：敎育如何 

被傳敎士採納爲傳敎工作一部分，及傳敎敎育與中國社會變遷的關係。 

至在結論方面，則希望突破廣東一地，利用前面各章討論的成果，綜合 

搭建一個有關中國基督敎敎育的解說。 

本書的研究計劃，包括碩士論文所完成晚淸的部分，及博士論文之 

延伸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後，共歷時五載。在此期間曾得到多位師 

長友人的襄助。首先，我要感謝已去世的亡師王德昭敎授，他對我的史 

學方法多所提點；在我初度赴粤搜集資料時，亦蒙引薦協助，師恩永誌 

不忘°其次，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暨南大學一些學者如端木正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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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周德昌敎授、徐德卿先生等，在資料的搜集和處理，及背景與觀點 

的討論上，均提供了寶貴的意見，獲益良多。至前面提到廣州各機構單 

位圖書館，及香港大學、嶺南學院、道風山叢林、中國敎會研究中心， 

Rev. Carl Smi th也給予作者豐富的材料。高彥頤從美國惠寄部分影印 

資料，對本文有很大的幫助。接受作者訪問的汪長仁敎士、李聖華牧 

師、李實先生、黃振鵬敎授、傅世仕校長、邵明耀先生，以及一些不願 

透露名字、或本文沒有直接徵用其材料的前輩，作者都予以衷心感激。 

後，我願意恭謹的將此文呈獻恩師王爾敏敎授，其八載諸譯敎誨，各 

方督責提携；即不說其他，惟就治學態度的勤懇與嚴謹兩方面，已夠作 

者一生學習不盡了。 





簡寫表 

下列縮寫主要用於註釋中 

China Centenary Conference 

CCYB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Held 

at Shanghai, April 25 to May 8, 1970 (Shanghai: 

Centenary Conference Committee 1907).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CMYB 

CR 

CP 

IRM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The 

Chinese Repository,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Conference Record 1877 

Conference Record 1890 

Record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

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877 (Taipei: Cheng Wen, 1973; Reprint of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Record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

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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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廣東基督教敎育 

第一節基督敎傳入中國的背景 

)三度輸華的失敗 
基督敎（廣義言之，泛指一切信奉耶穌基督的宗敎）早在六三五年 

(唐朝貞觀九年），便由景敎徒傳入中國1。其後歷元朝也里可溫敎 

(包括景敎和天主敎）2、明淸之際天主敎耶穌會
3
的二度嘗試，至一 

八〇七年（淸朝嘉慶十二年）後，基督新敎和天主敎接踵東來時，已是 

第四度的傳入中國了。但是對基督新敎（指更正敎，Prcrtestants ) 而 

言，一八〇七年卻是她在改敎運動後，頭一遭踏足在這個古老國家的土 

地上。 

淸朝康熙年間的禮儀之爭問題，破壞了自明末以來利瑪竇等傳敎士 

與朝廷所建立的良好關係；以西洋科技替朝廷服務，取悅帝室來換取傳 

敎權利的途徑，乃受到極大的礙滯。雖然康熙帝並未禁絕天主敎，但過 

去和諧的關係已遭損害。至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禮部奏准將所有 

在華傳敎士，除在朝廷供職外，一律遂至澳門。基督敎第三度傳入的歷 

史，乃於焉告終。 

基督敎三度進入中國，均以失敗
4
而吿終，其原因基於各個時代的 

背景不同，很難一槪而論。但東西文化的衝突，及中國政府對外來宗敎 

的態度5，總是兩個很重要的因素。這兩個因素即使是在淸中葉以後， 

基督新敎東來時，仍是 大的障礙。 

耶穌會傳敎士的失敗，象徵著一個劃時代的傳敎實驗的終結。雖然 

唐、元兩朝基督敎傳入時，對中西文化交流也起了或大或小的促進作 

用；但大規模地將西洋的天文、地理、數學和種種實用科學，以及音 

樂、繪畫、哲學和宗敎等文化輸入中國的，卻仍以耶穌會士開先河。他 

們這種以西洋知識作爲吸引中國人的媒介，藉此傳敎的方法，在十八世 

紀前期的中國，大致上是成功的，對中國也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有史 

家指出：康、雍兩朝的禁敎，使中國失去一個近代化的機會6。 

從一七二三年到一八•七年，期間相距了二百多年，在這段時間 

內，歐洲經歷了巨大的變化，某督新敎亦不例外。 



第一章初叩通商之門 21 

(二）西方教會宣教運動 
自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開始了改敎運動後，基督敎（嗣後所有此 

名稱均指新敎）在民族主義及宗敎復原主義的相互推動下，在歐洲奠立 

牢 固 的 基 礎 。 十 七 世 紀 ， 德 國 興 起 的 莫 拉 維 運 動 （ M o v a v i a n 
Movement )、十八世紀英國的衞斯理復興（Wesleyan Revival )及 

北美十三殖民地的大醒覺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 )，除了將基 

督敎的信仰重心，從敎義哲理轉移至個人敬虔生活的追求外，也加速了 

近代宗派，如：公理宗（Congregat iona l is ts )、長老宗（Presby -
terians) 、浸禮宗（Baptists )的發展。向海外傳敎的熱誠，亦於此時 

期萌生7。 

其實天主敎早在十六、十七世紀，因著改敎運動的刺激，各修會在 

改革後，已將傳敎士遣送至非洲、南美洲及亞洲了，基督敎的起步晚了 

將近二百年。不過此時西班牙、葡萄牙在歐洲稱霸的力量，已爲繼起的 

英、法諸國所取代。當中除了法國的拿破器仍大力支持天主敎傳敎工作 

外，英國、德國及繼起的美國，均是主要信奉基督敎的，她們對敎會的 

傳敎事業，提供了很多的幫助。事實上，英、美等國的海外擴展所開闢 

的貿易航路和政治勢力範圍，均爲傳敎工作舖置了坦途。因此，當十九 

世紀基督敎開始龐大的海外傳敎運動後，很快便已超越了天主敎。 

宣敎運動的發端，是傳敎組織（Missionary Societies、以下簡稱 

「差會」）的成立。這些差會除了少數之外，均鎌屬於某個宗派。它們成 

立的時間，集中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三十多年間，英國 早的 

差會是浸禮宗（一七九二年）、倫敦會（一七九五年）、聖公會（一七 

九九年）、英國福音派敎會（一七九九年）及衞理宗（一八一八年）。 

美國的公理宗、浸禮宗、聖公會、長老宗等，亦先後在一八二〇至三〇 

年代差出它們的傳敎士8。 

亞洲是傳敎運動中 重要的工場（Miss ion Field )，而中國這個 

旣神秘又古老的國家，也很早便置在差會的議事日程之下9。 



2 2廣東基督敫敎育 

第二節一口通商下的廣州 

(一）閉關政策與一口通商 
傳敎和通商，是中西交通兩種 主要的關係1°。因爲在航海技術尙 

未完備以前，除了極少數冒險家外，敢於跨越重重天然地理的障礙，來 

到一個語言和文化完全陌生的國家的人，必然具有極强烈的熱誠和動 

力；而挺救靈魂與賺取暴利，都足以造成此强大的動力”。 

然而當十八世紀末，歐洲急欲拓展其貿易市場及傳敎工場之際，中 

國卻頒佈各樣的限制。 

一六四四年，滿洲人取得中國的統治地位，建立滿淸皇朝。這個新 

皇朝除了注入一些滿族的文化習俗外，其餘典章制度，率以前朝爲籃 

本。她對邊疆外族的政策，亦與明代一樣，奉行閉關政策。 

就傳敎方面，如前所述，自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中國政府下 

令驅遂各省洋人出境、天主堂改作公廨、國人嚴禁入敎後，敎禁日嚴一 

日。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再度下令禁止福建、廣東開 

設敎堂，福建主敎、副主敎、敎士遇害。其後各地敎士、敎徒被捕懲治 

者，時有所聞。外國人再不能以傳敎理由居留中國。 

而在通商方面，滿淸雖然實行閉關政策，但終未完全杜絕中外貿 

易。明中葉後葡萄牙人賄賂官吏而取得澳門的居留權，淸率其舊。康熙 

年間，荷蘭與英國取代葡萄牙與西班牙成爲歐洲海權强國，遣其商船東 

來，亦獲准在東南沿海港口進行貿易，其中 主要的貿易港口是在廣 

州，次爲厦門和寧波。由於廣州官商荀徵濫收，爲英商所不滿，他們曾 

大力開拓寧波市場，用以取代廣州的貿易地位。但此擧旣造成廣州方面 

重大的損失，乾隆皇帝又不願中外貿易港口北移；特別是寧波瀕海，洋 

船可揚帆直至，無險可守，反不如廣州位處內河，虎門和黃埔駐防的官 

兵炮台，可握咽喉，監視洋船活動。故在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 

下令關閉廣州以外的所有商港，嗣後中外貿易，只准在廣州進行，一口 

通商政策於鼓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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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州的貿易情況 

廣州位於珠江三角洲北面，廣東三條主要河道：西、北、東三江交 

滙之處，貫通全省的水路交通網。從廣州循三江合流的珠江順流而下， 

約七十公里便到海口（虎門外），因此兼得河港和海港之便
12
。 

廣州在古代稱爲番禺。秦朝在嶺南建置桂林、象、南海三郡，番禹 

是南海郡的治所。至漢武帝時，廣州成爲嶺南地區的政治和經濟中心， 

對外貿易已有進行。東晋南渡後，加速了嶺南的經濟開發，廣州的地位 

更形重要。唐朝時，廣州已成爲中國對西方貿易 主要的港口，且設置 

市舶司來管理。五代後經濟重心南移，廣州之繁盛日加一日。至宋代， 

廣州、杭州、泉州各置市舶司，但廣州一司的稅收，竟佔全部關稅的十 

分之九。可見其在國際貿易的位置
13
。 

淸代廣州的一口通商，與從前各朝的情況大不相同。首先，貿易不 

是自由地進行，而是買賣雙方各以獨佔公司包攬經營的。英國方面，直 

至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爲止，東印度公司都是該國對華貿易的專 

利權持有人；而中國方面，則由廣州洋行合組的公行獨佔。獨佔貿易的 

目的，在使中外貿易關係簡單明晰，權責淸楚，管理方便；是以公行除 

買賣外，甚至連管理夷商、徵收課稅也負全責。但是這種貿易關係卻出 

現很多弊病，甚至間接促成日後鴉片戰爭的發生。 

除了貿易關係簡單化外，中國政府欲進一步限制中外接觸，使除喬 

貨的往還外，中西文化無別種形式的交流。因而訂下種種荀刻的禁例： 

夷人不准進入內地，只許居住在遠離廣州城的洋行附設的夷館，且在交 

易完畢後必須退回澳門。又禁止番婦進入中國，此擧在防範夷人一家定 

居境內，久留不去。這樣，夷商唯一接觸到的中國人，僅是獲得特准證 

的洋商及少數在夷館服役的僱員，而不可能進到中國人的生活中。此 

外，中國政府更禁止外國人學習華文華語，任何中國人敎授夷人華語， 

一經發覺’即處死罪I4。連學習語言也不容許，更遑論對文化思想的了 

解了。可以說，防夷章程固然造成許多對夷人的不便，但其原來目的卻 

不在窘迫夷人，而在於禁止中外文化交流° 

這個政策大致上是成功的。自明代開始，中國人狹隙的民族觀念盛 

行，導致他們無意了解外族文化；而來華的夷喬主要的動機乃謀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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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中國國情如何，對他們並不重要。因此，在一口通商後半個世紀之 

內，中西除貿易外，幾無任何文化交流可言。 

但是傳敎士來華的目的旣不在貿易，這方面的開放對他們並無好 

處。反而他們要求在華傳敎，除了直接與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頒下 

的禁敎命令相衝突外，亦必然地催使他們設法學習中國語言，及找尋與 

中國人接觸的機會，此二者皆與防夷章程相抵觸。傳敎面對的困難，實 

在很大。 

第三節傳敎士東來及面對的困局 

(一）早期來華的傳教士 
基督敎派遣來華的第一個傳敎士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 。 

他於一八〇七年受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差派， 

先到澳門，續至廣州。六年後，該會另一位傳敎士米憐（W i l l i a m 
Milne )亦到中國。 

一八二七年，荷蘭傳敎會（Nether land Missionary Society )派 

了德國籍的郭實臘（Kar l Gutzlaff )東來，先在南洋工作數年，一八 

三一至三三年數度往中國沿海地區旅行，派發聖經，後居留粤港兩 

地15。一八三〇年，美國海員之友會（Ame r i can Seaman's Friend 
Society )的雅裨理（D a v i d Abeel )及美部會（隸公理宗，A m e r -
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Missions ) 的 裤 治 文 

( E l i j a h C. Bridgeman )同抵廣州 ° 一八三六年，美國浸信會差會 

(Amer ican Board of Baptist Foreign Missions ) i®先派遣了叔未士 

( J . Lewis Shuck )，稍後又派了 羅孝全（ Issacher J. Robert )來 

^ ^ O 

至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據統計在中國的傳敎士共有十七 

人，其中包括三名在澳門的傳敎士
1 7
。 

(二）陌生的文化 
這些基督敎傳敎士，面對一個怎樣的情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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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一八〇七年基督新敎傳入中國，已是歷史上基督敎（廣義的） 

第四度的嘗試。但前三次的輸華，都是斷斷續續，彼此相隔各數百年， 

因此根本談不上承接前度努力所獲至的成果，甚至連經驗的累積亦厥 

如°加上自馬丁路德改敎後’數百年間因著政治、經濟等矛盾，歐洲的 

天主敎和基督敎國家互相攻伐，宗敎戰爭綿延數十年；兩派敎徒彼此仇 

視，不但不相往來，甚至視對方爲傳敎競爭對象。此種現象不獨在有長 

久宗敎文化傳統的歐洲如此’連立國方不久的美國亦無例外I8。在這情 

況下，作爲基督新敎第一批來華的傳敎士，馬禮遜等人實在並無任何前 

人的成果和經驗可以承繼。 

雖然基督敎已傳入中國，且每次都曾致力於傳敎工作，並使其宗敎 

與中國文化和社會特質相融合，以致基督敎能植根於中國的泥土之中。 

然而或因時間的短暫，或因政治的阻撓，結果終未能使基督敎中國化， 

或使中國基督敎化。因此，基督敎信仰相對於中國人來說，仍是徹頭徹 

尾的異敎。 

基於上述的原因，再加上東西兩地的隔閡，彼此思想習慣的互異， 

十九世紀來華傳敎士所面對的，乃是一個與他們的文化體系截然不同的 

社會和人羣，如何與中國人接觸、溝通，以至將基督敎此嶄新的槪念和 

價値介紹出來，並使中國人能夠了解和接受，實在是非常艱巨的工作。 

在以後的篇幅裏，我們將會詳細探討傳敎士當日曾嘗試的傳敎途徑。 

淸廷禁止外國人學習中國語言，加添了多一重的障礙。馬禮遜抵華 

後不久，便高薪聘用了兩位中國先生敎導他中文，在當時這是絕對非法 

的事，故應聘的都是無其他生計的窮人，據說當中一人常携帶毒藥在 

身，以防一旦被官府發覺時可即服毒自殺，免受酷刑；這樣授課自然亦 

是偸偸摸摸地進行了
19
。 

(三）居留問題 

文化隔閡、語言不通固然是大困難。但當時傳敎士存在 逼切的問 

題，卻是如何取得合法居留中國的身分。 

滿淸政府嚴厲禁止外國人進入中國，唯一可以合法留居廣州的，只 

有壟斷中英貿易的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和僱員。馬禮遜抵步後，曾寄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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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然而這種非法居留並不受他們歡迎，因爲當時中外關係已非常緊 

張，商人們恐怕傳敎士的存在，會進一步傷害此關係；甚至激怒中國政 

府，一擧中斷貿易的進行。 

爲了取得合法居留的權利，馬禮遜在一八〇九年加入東印度公司， 

充任翻譯員。其他早期來華的傳敎士不少亦加入外國在華的機構或商 

行工作，甚至與鴉片貿易牽上關係。他們這種做法，就成爲日後中國 

人攻擊基督敎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先鋒的其中一個證據。 

至於沒有受職的傳敎士，不但無法在廣州合法居留，連在澳門定居 

也出現困難。因爲葡籍的天主敎勢力對這些新敎的傳敎士並無好感，除 

了多所习難外，有時甚至會知會中國官方，驅遂這批外來客。 

在無法於中國居留的情況下，不少傳敎士乃轉至南洋一帶，在當地 

的華僑中開展福音工作。 

第四節南洋傳敎與辦學 

(一）辦學動機 
米憐是基督敎來華第二位傳敎士，在一八一三年（嘉慶十八年）到 

逹中國。然而他發現面對著的，是一個難以開展工作的情況。正如他所 

描述的：在禁敎期間，傳敎士在中國所能做的，僅是躱在一個緊鎖的房 

間內，帶著恐懼和戰棘的心情，向一兩個人傳福音
23
。而且除了替傳敎 

士服務的幾個中國人外，他們甚至無法找到別的傳敎對象。在此情況 

下，米憐乃決定轉至馬六甲來工作。 

當時南洋一帶都是英國或荷蘭的殖民地。華僑從廣東、福建遷去的 

相當多。在英國屬地向這些華僑傳敎，自然不會受到任何攔阻或干涉。 

所以在一八四二年以前，無法在中國境內立足的傳敎士，幾都遷到這裏 

來24。 

傳敎士來到南洋，並不等於他們放棄了中國的傳敎工場。他們雖然 

也在南洋展開傳敎工作，但更重要的目的卻是建立到中國的傳敎基地， 

並進行各樣預備性的工作。故此，除了向當地華僑傳敎，建立華人敎會 

外；他們也利用英國及荷蘭等歐洲殖民地政府提供的方便，從事學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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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刊印聖經及傳敎文字；出版刊物向歐美信徒宣傳到中國傳敎的需 

要，藉此吸引更多人投身傳敎工作；及研究和推介有關中國的知識等等 

工作。米憐在馬六甲設立「恒河外方傳道會」（U l t r a - G a n g e s 
Mission )的總部，正是基於以上的目標

25
。 

此外，傳敎士又發現，華僑可以成爲向中國傳敎的橋棵，因爲他們 

大多數仍有親人在大陸，亦會定期往返探親；透過他們，起碼一些傳敎 

刊物便能在國內散發
26
。 

但傳敎士還有一個更大的搆想：他們希望先向南洋的華僑傳敎，待 

其 信 主 後 再 給 予 訓 練 ， 使 他 們 成 爲 本 地 傳 道 人 （ N a t i v e 
Evangelists )，然後讓這些人光明正大的返回國內，向同胞傳敎。馬 

禮遜和米憐在開設馬六甲的傳敎基地時，便已懷有這樣的念頭，他們寫 

信給倫敦會的監督時指出： 

「有必要盡早設立一間免費學校給中國人就讀。此校可以作爲 

設立神學院的準備，讓本地敬虔的基督徒接受神學訓練，好使 

將來能在中國及郵近地方從事敎會工作。」
27 

(二）英華書院 

馬禮遍和米憐 初構想要辦的，不是一間普通的初級學校，而是能 

夠在畢業後進神學院修習的預備班。但是基於師資及經費各方面的限 

制，他們的理想並未能立即實現。一八一五年八月五日，米憐在馬六甲 

開辦了第一間給中國兒童就讀的學校
2 8
。此校非常簡陋，僅利用原來是 

馬廐的地方作敎室，並聘用一位傳統的中國塾師，敎導學生讀、寫、 

算，用的亦是傳統中國的啟蒙課本；唯一不同的是，聖經列入課程之 

一
29
。這種單僱用一位傳統塾師，採用傳統書塾的敎學內容與敎育形式， 

只是加上了由傳敎士或本地傳道人講授聖經的學校模式，是早期傳敎士 

在華辦學的主要方式，稱爲「一人主理學校」（One-man School ) 。 

這間學校 初並不受華橋歡迎，僅得五個學生；後來採用派錢政 

策，情況才有好轉
3
1。由於用福建話授課，對操廣州話的學童不便，故米 

憐在翌年再辦一校，但以粤語授課。兩校在一八一六年共有學生八十 

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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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八年九月一日，辦學踏進一個新里程，英華書院正式奠基。 

書院並非完全由倫敦會資助，在開辦之初，馬禮遜和其朋友的捐獻佔了 

大部分
3 3
。嗣後學校的常費，則向馬六甲的殖民地政府、在華的洋商及 

英政府分別籌募
3 4
。因經費來源不穩定，學校常爲財政困難所困擾，並 

成爲妨礙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
3 5
。 

該校名爲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 )，「英華」二字顧名 

思義是欲溝通中西的語言文化
36
，而「書院」二字則表示該校並非是初級 

學校，至少是中級以上乃至大學的程度（Col lege的原意）。 初的構 

想是：學校分三班，其上有神學院，學校是爲神學院提供預備課程 

的
37
。但究其實況，在學校開辦十六年後（一八三四年），初級班的課程 

仍僅是中文、英文、翻譯、數學、地理、英文文法及聖經等
3 8
。而在一 

八三五年的高級課程也只是聖經知識、地理、作文、數學、實用幾何、 

翻譯、讀本等。師資方面，高年級學生只由一個傳敎士和兩位中國籍的 

助手任敎。因此，有批評「書院」此稱謂名不副實
39
。 

學生方面，一八三二年人數爲二十四人，三三年爲二十六人， 

三四年三十五人
4 2
。宗敎活動非常頻密，每天早晚均有聚會，每星期兩 

晚有査經班，星期天有崇拜，下午有敎理班，英文程度較好的還會參加 

英語崇拜
4 3
。在學校的薰陶下，很多學生成爲基督徒

4 4
。 

畢業後，部分學生果如傳敎士的願望從事傳敎工作，其中一位是爲 

人熟知的何福堂（進善），他是中國近代改革思想的重要人物何傲的父 

親
4 5
。其餘畢業生中不少受聘於當地的洋商，從事文牘工作

4 6
，即後來 

我們稱呼的買辦。例如一位名Song Hoot K i a m的學生，深爲校長理 

雅各（James Legge )所喜愛，其英文非常良好，他曾在一八四五 

年，隨同患病的理氏回英國。他後充任大英輪船公司（The P. and O. 
Company )新加坡分行的出納主任

4 7
。 

傳敎史家賴德烈（K. S. Latourette )曾評論說：「只有那些欲與外 

國人做生意或希望受僱於洋人的中國人，才會感到此校的需要。」
4 8
無 

論如何，傳敎士辦學以栽培本地傳道人，及傳敎學校的英文科具有吸引 

力，都是傳敎敎育的重要特色。 

一八四〇年，理雅各受倫敦會的差派，來華接任英華書院校長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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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三年十一月’理氏將學校及附設的印刷廠遷至時已割讓爲英國殖 

民地的香港，並在港設立一間預備學校（Prepara tory School )及神 

學院50。 

(三）其他學校工作 

除了英華書院外，傳敎士在南洋一帶尙辦有許多其他學校51。 

一八一八年，另一位傳敎士麥都思（Wal te r Henry Medhurst ) 

到達馬六甲不久’即開辦了三間華童學校。一八二二年，他轉至玻逹維 

亞（Batavia )，又負責當地政府出資辦理的學校
5 2
，但爲期都不長。 

一八二五年，一位英國婦人格蘭（Miss Grant )在新加坡建立了 

首間爲中國女童而設的學校。一八二七年，尼維爾女士（ Miss Nevelli, 

後爲郭實臘妻）
5 3
抵馬六甲，先後開辦了五間女校；尼維爾離去後， 

由嵩麗斯（Miss Wallace )接替其位置。萬麗斯共負責十間女校，其 

中有八間是爲中國人辦的
5 4
。 

一八三四年，在雅裨理的呼顢下，一羣英國婦女組成「東方女子敎 

育促進會」（T h 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三年後，該會一位女敎育家艾德斯（M i s s Aldersey )在爪 

哇開辦一所女校。鴉片戰爭結束後遷至寧波，在那裏建立中國境內第一 

間女校
5 5
。這是中國境內有新式婦女敎育之始。 

一八三一年，據統計馬六甲有十五間爲中國人而設的傳敎學校，招 

收了近二百名學生
5 6
。一八三六年，傳敎學校的收容額增至二百二十個 

男童及一百二十個女童。越二年，這數目略下降至二百零五及一百一十 

五人57。 

傳敎士在南洋開設的學校，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由當地政府資 

助，但委託傳敎士負責的免費學校（ f ree shcools )；另一種則是純粹 

由差會開辦的傳敎學校。此等學校一般規模都不大，所提供的敎育質素 

也不高，且維持的時間很短，因此談不上有長遠的敎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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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廣州傳敎工作的探索 

(一）預備工作 
我們回顧留在廣州的傳敎士。 

雖然不少傳敎士因見在華工作的困難，轉而到南洋建立傳敎基地， 

但仍有少數人勉强非法居留在廣州或澳門，在極惡劣的條件下探索將福 

音傳給中國的可能。 

前面曾統計在廣州及澳門的傳敎士共有十七人。這十七人中包括第 

一位來華的馬禮遞。有一段頗長的時間，馬氏都是獨自一人鍵而不捨地 

工作。由於受僱於東印度公司，他可以合法地居留於中國，但是他大半 

時間仍是逗留在澳門。 

就傳敎士來華傳福音的目的看，他們在廣州和澳門的工作成效極 

差， 主要的原因是缺乏接觸中國人的途徑和溝通的媒介。他們唯一的 

傳敎對象就是替他們服務的幾個華人，如印刷工人、語言敎師、傭人 

等，是以第一批信奉基督敎的中國人都是這些人。然而，效果也不如理 

想，馬禮遜自一八〇七年到華，七年後才有第一位中國人（蔡高）受 

洗
5 8
。至一八三二年馬氏來華已整整二十五年後，中國才有信徒共十 

人
59
。另一位傳敎士裨治文在一八三〇至三五年的五年間留在廣州，但竟 

不能使一個人信主，可見傳敎的困難。 

傳敎士面對著溝通和接觸的困難，又常被國人誤會爲鴉片煙販。故 

此他們只能首先採用緩進的方法：一方面積極從事預備性工作，包括學 

習語言、編寫字典、翻譯聖經、撰寫供傳敎用的單張、出版《中國叢報》 

(The Chinese Repository ) 向外國人介紹有關中國的情況和知 

識。另一方面，他們也零星地作有限的活動一一包括分派聖經和小單 

張，若干試探性的沿海地區旅行，以及在廣州開展簡陋的敎育和醫療工作。 

(二）教育工作 

在敎育方面，中國境內第一所基督敎學校，原來並不是由傳敎士所 

開辦。一八二八年，中國第二位信徒、第一位傳道人梁發，從馬六甲返 

回他的家鄕高明縣三州司古勞村傳敎。在那裏，他替一位叫古天靑（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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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少年擧行洗禮，後來二人合作’開設一間私塾，利用中國人歷來 

尊師重道的傳統思想來進行傳敎工作。但未幾爲鄕人發覺，指爲宣傳迷 

信及賣國，學墊被迫解散，梁發也要逃至澳門避難。這除了是中國第 

一所基督敎學校外，更是直至一八五〇年爲止，第一間設在城市以外的 

內陸傳敎學校。很明顯，梁發辦學的目的純粹是爲傳敎；藉著敎育作爲 

傳敎手段，這大槪是他在馬六甲時，從米憐處學來的。 

一八三一年，裨治文在廣州開辦一間規模很小的學校，基於地方所 

限’僅招了四至五個學生
6 2
，其中包括梁發的兒子梁進德

6 3
。此校僅維 

持至一八三四年，便因學生離去而解散
6 4
。梁進德後來利用他所學到的 

英文，充任林則徐的翻譯員，協助耆英簽訂望厦條約，任潮州海關分卡 

的秘書長及代理卡長等需要與外國人接觸的職務
6 5
。 

一八三四年，德國籍傳敎士郭實臘夫婦至澳門。不久郭夫人開辦了 

一間學校，初期只收女生，後來兼收男生。學校在一八三五年九月三十 

日正式開課，有女生十二人和男生二人
6 6
，其中一位即後來中國第一個 

獲得美國耶魯大學學位的容閎
6 7
。及後不斷有新生入學，但學生流動率 

極大，中途輕學者甚衆，尤以女生爲甚，能在校逗留超過二年者，僅五 

至六人，故學生人數維持在十五至二十五人之間。全部學生均須留宿， 

而瞎宿是免費的。經費方面，由印度及東方女子敎育促進會（T h e 

Ladies’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 )
 6 8
所支持。課程方面是三年制，主要讀中文和英文，第一年 

兼習地理、歷史及寫作，第二年習讀本和寫作，第三年只習讀本。敎師 

方面，主要由郭實臘夫婦負責，以英文授課。後來因敎務繁重，郭夫人 

乃邀請其姪女派克司（Miss Parkers )姊妹二人來華幫忙，敎授寫作 

閱讀。中文科則聘請中國先生敎授
6 9
。 

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馬禮遜病逝。爲紀念這來華基督敎傳敎士先 

驅，廣州及澳門的外籍人士（包括英商務監僱員、洋商及傳敎士）倡議 

組織馬禮暹敎育會（Morr ison Education Society )，並在粤澳等地籌 

募經費，以爲辦學之用。一八三七年，該會一方面資助郭實臘夫婦在 

澳門所辦的學校，另方面亦在廣州設立一間學校° 

這學校 初僅有五個學生就讀，均來自極窮苦的家庭，第一個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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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更是個乞丐
7
1。翌年學生增至六人，他們主要學習中英文，程度 

好的還讀地理、數學等科。一八三八年取錄的第六位學生，除習英文 

外，更跟隨當時在廣州行醫的伯駕（P e t e r Parker ) 習醫（詳見下 

段）。聖經自然是必修科。學校「反覆地向他們灌輸關於認識及服從的 

眞理——即單單服從眞理的責任。」
72 

一八三九年二月，馬禮遞敎育會從美國聘請一位耶魯大學畢業生勃 

朗（Samuel R. Brown )偕同妻子來華，專門負責敎育工作73。一八三 

九年十一月四日，勃朗在澳門成立馬禮遜學校。 初入學者只有五人， 

即：黃勝、李剛、周文、唐傑及黃寬；一八四•年容閎加入
7 4
，這是開 

校的第一班學生。適時因鴉片及通商問題，中英關係緊張，一八三九年 

三月，馬禮遜敎育會解散廣州的學校
7
5，故澳門的馬禮遜學校成爲該會 

唯一的敎育機構。一八四〇年四月，再招收第二班學生，共五人
7 6
。一 

八四一年，該校共有學生二十人，一八四二年有十六人
7 7
。 

學校課程，「爲初等之算術、地理及英文。英文敎課列在上午，國 

文敎課則在下午。」
7 8
英文等課由勃朗敎授，美魏茶（W i l l i a m C. 

Milne )及文惠廉（W . J. Boone )也有協助
7 9
。中文課則仍聘請中國 

先生任敎，敎授內容是朱子註解的四書。 

馬禮遜敎育會在廣州的學校的數個學生，其中一人後來在澳門受僱 

於英國大使，從事翻譯工作（主要是翻譯書本和報章），此外，也有一 

些從事中國研究，且將部分資料送至英廷
8
1。一八四四年，有兩位肆業 

學生出任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巴富爾（Cap ta i n Balfour ) 的辦公室僱 

員，充翻譯之職
8 2
。至於澳門馬禮遜學校的第一屆學生：容閎、黃勝、 

黃寬等三人，在一八四七年一月隨同勃朗夫婦回國赴美
8 3
。此三人連同 

另一位肄業生唐傑（廷樞），對日後中國近代化運動，均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 

一八四二年，31片戰爭結束後，香港割讓予英國。是年二月二十一 

曰，馬禮遜敎育會的主席部特（Lancelot Dent )寫信給樸鼎查（S i r 
Henry Pot t inger——香港首任總督），要求撥地建校，以便將學校從 

澳 門 遷 至 香 港 ， 翌 日 即 蒙 允 准 。 一 八 四 七 年 勃 朗 回 國 ， 由 麥 士 

( W i l l i a m Macy )接任校長。一八四九年，馬禮遜的學校結束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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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療及醫藥教育 

除提倡敎育的馬禮遜敎育會外，在一八三〇年代，中國還有兩個由 

傳敎士成立的組織——即一八三八年成立的醫療傳道會（M e d i c a l 

Missionary Society )及一八三四年成立的中國益智會（S o c i e t 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前者負責推廣醫療 

傳敎、設辦醫院的工作，後者則爲編譯出版刊物書報之組織。而與本書 

有關而必須注意的，是醫藥敎育工作。 

醫療傳道會的主要創辦人是伯駕醫生°他在一八三四年到達廣州， 

一八三六年開辦了中國第一所西醫院，從事醫療傳道，效果非常良好。 

伯駕透過診治病人，得以廣泛接觸從前對外國人疏遠及懷有敵意的中國 

人
8 6
，從而開拓傳敎事業的新途徑。 

但是醫院的工作並非只有醫生一人便可應付得來，必須有其他人手 

予以協助。因此伯駕在開始醫療工作之時，已著手訓練中國助手° 一八 

三八年伯駕向差會報吿時，已提到三個很有潛質的年靑學生，其中一個 

且能負責一些簡單的手術
8 7
。 

毫無疑問地，在物質、時間、人力等條件的限制下，這些學生，與 

其說是醫科生，不若說是「醫術學徒」來得更恰當°但中國近代的西醫敎 

育，卻正是從這種「醫術學徒」制度開始的，旨在訓練中國助手。 

一八三九年，由於政治形勢所迫，訓練工作被迫中斷一段時間，嗣 

後的發展將在下章交代。 

自一八〇七至一八四二年，總括這個預備時期的情況，由於政治條 

件的限制、傳敎工作的困難，早期的工作差不多都轉移到南洋一帶的華 

儒聚居處°至一八三〇年後，粤澳的傳敎活動才漸漸增多，惟障礙仍非 

常多。至醫療工作展開後，傳敎策略才有一些突破°至於敎育工作，則 

在南洋傳敎之初’已在當地華人之中興起，目的是使之作爲接觸中國人 

的媒介，另方面也爲訓練本地傳道人作準備。 

在此階段，廣州的傳敎學校，僅有裨治文及馬禮遜敎育會所辦的兩 

所，但爲期均不逾兩三年，且學生不足十人°梁發在家鄉所辦的書塾更 

不用提了。在澳門和南洋建立的學校，規模亦非很大，約有三數十人而 

已，學生多來自貧苦家庭，學校要以金錢爲餅，吸引他們上學。學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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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並無嚴格的系統和制度，課程也不固定，主要集中在語文及聖經等 

科，其餘歷史、地理、數學等雖或兼具，亦僅聊備一格。敎師方面，主 

要由傳敎士充任，除勃朗外，極少有專職的敎育工作者；中文科聘任傳 

統的中國塾師，敎授四書五經等古典著作，基本上與其他科目全無關 

係、不相銜接。至於在傳敎學校畢業的人，除從事傳敎外，其選擇的職 

業，亦多與他們所修習過的英文有關。 

註釋 

1關於基督敎 早傳入中國的時間，曾有一些比唐朝更早的說法，然而均無可靠資 

料佐證。參： 

陳垣：「基督敎入華史略」，收《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 

一)，頁一八四至一九二 ； 

王治心：《中國基督敎史綱》（香港：基督敎文藝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二五至三十； 

陳健夫：《基督敎在華早期傳播史》（香港：浸信會出版部，一九七二），頁一至四； 

楊森富：《中國基督敎史》（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六一年），頁一至七； 

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敎及開封猶太人》(上海：知識出版社’ 一九八二），頁十至十 

四 ° 
2
「也里可溫」是.「上帝敎」或「信奉上帝的人」的意思，包括景敎及天主敎。參江文 

漢：同前註，頁九五至九六。 

3
有關明末淸初天主敎來華歷史，中外文的論著極多，較新的是：John D. Young,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The First Encount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
versity Press, 1983). 

4
這裏失敗的意思是指基督敎未能如傳敎者之願在中國生根，甚至不能合法地在中 

國流傳下去；而不是指傳敎工作完全中斷，或已建立的敎會被徹底剷除。因爲據筆者所 

知，唐朝的景敎並未因武宗滅佛而全然消失，在邊塞地區的少數民族，至元朝仍有信奉 

景敎者（參江文漢：同前書’頁九七至九八）。至於淸朝雍正帝下令禁敎以後’中國依 

然存在不少天主敎徒°在乾隆、嘉慶年間，因傳敎活動被揭發而將敎士判刑的案件屢有 

發生；據稱’至一八〇〇年（嘉慶五年）’在華的天主敎徒仍達二十萬人。參Thomas 
F. Ryans, Jesuits in China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64), p. 73 ；德禮 

賢：《中國天主敎傳敎史》（台北：商務印書館’ 一九七三），頁八二。 

5 Paul A. Cohen 在其著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的第一章’論述到中國歷代都存在著一個反洋敎的傳統（頁三至六〇）， 

此說爲王爾敏老師所不贊同(W a n g Erh-min, "Book Review of China and Christian-
ity", 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



第一章初叩通商之門 35 

don, 1964], Vol. 28, pt. 1 ) °但假若我們將「反洋敎」改爲：中國長久存在著一個「政府 

控制宗敎」的傳統’則應不致產生疑問。於此楊慶至有很精確的敍述（參C . K .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Chap. 8, 
esp. pp. 210-217 )。政府控制宗敎，除了基於經濟和社會的理由，如不欲出家僧尼的數 

目任意膨脹外’也因著宗敎是一種意識型態’而中國皇帝及儒家常有一統思想的欲望。 

政府控制宗敎不一定就是壓迫宗敎，有時反可能是幫助其發展。武宗滅佛固然是這個傳 

統的表達，但唐太宗派宰相到城郊迎接一個異敎的僧侶，出資替其建造廟宇、助其翻譯 

經典等，也是這個傳統另一面的表逹形式。 

6 Immanuel C.Y. Hsii,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1975)，p. 149. 

7
關於十六至十九世紀的基督敎歷史’參K . S .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ity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54), Ch. 30-44 及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 1937-45)，Vol. 3； Three Centuries of Advance, 

A.D. 1500-A.D. 1800, Ch. 1. 
8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Vol. 4，The Great Cen-

tur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D. 1800-A.D. 1914, pp. 1-9. 
9 Ibid., Vol. 6，The Great Century: North Africa and Asia, p. 296. 

10 參 James C. Thomson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p. 3. 
1 1
更有學者發現，傳敎與通商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使命，其實也有其內在的關係的。 

歷史上幾次大規摸的國外宣敎運動，都是在政治擴張、貿易發展的時候 ( R e M n k i n g 

Missions by the Commission of Appraisal, Wil l iam E. Hocking, Chairman [New 
York: Harpar & Brothers, 1932], p. 10.) 

這不是說傳敎因而只是商人賴以剝奪後進國利益的手段，而是當國際活動頻繁之際，往 

往給熱心的信徒帶來國際的觀念，擴闊了他們關注的區域，從而萌生國外宣敎的熱忱。 

其次，已開拓的海外航路，商船的往來，亦爲傳敎工作提供了便利。 後，經濟因貿易 

而發展，信徒對敎會的奉獻增加，可以爲宣敎工作供應足夠的金錢，不少因貿易致富的 

商人，都是熱心支持國外宣敎的人。 

！
2
有關廣州的地理槪況，主要參考陳正祥：《廣東地誌》（香港：天地圖書，一九七 

八)，頁一八〇至一八三；E d w a r d J.M. 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的第一章也對早期之外文資料傲了一個頗爲完整的敍述（頁八至十四）。 

I 3陳正祥：同前註，頁一八三至一八九。有關廣州發展的原始歷史資料’可參阮元 

修、李默校點：《廣東通志•前事略》（台北：中華叢書編甚委員會’ 一九五九）° 

Will 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Shanghai: The Oriental Affairs, 1938), p. 37. 
15 K.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aipei: Cheng 

Wan, 1966. Reprint of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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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此名稱是美國浸信宗聯會所沿用的，直至因奴款問題，而在一八四五年分裂後就 

停止使用該名稱。一八四五年後，南部馬利蘭等州脫離美國浸聯會，自組美南浸信會 

(Sou 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故此有美北、美南兩個不同的浸信宗差會。在華 

的美國浸信會差會的傳敎士亦按其州籍分開，美南浸信差會留在廣州工作，美北浸信差 

會則轉至潮汕一帶，故後者又稱爲嶺東浸信會。參L ida S. Ashmore,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A Historical Sketch of Its 

First Cycle of Sixty Years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20)，pp. 7-8. 
1 7
見CP，Vol. 12, Apri l , 1843所列的人名表，此數字已扣除在南洋向華儒傳敎的人 

數。 

18參 Mart in Lipse and Earl Raab,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London: Heinemann, 
1971)，Ch. 3. "The Protestant Crusades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World War I". 

1
9
馬禮遜早期聘任兩位中文敎師的其中一人:’竟索取毎月三十元的薪酬，超出了馬 

氏的能力範圍以外，故被迫辭去。可見這些甘冒性命危險的人索價之髙。參El i za Mor-
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pp. 1 8 3 - 1 8 4。至於敎師中的一人常携毒藥在身’可參 

Marshall 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 (London: Church Mission-
ary Society, 1924), p. 55. 
有關學習的情況，據多年後馬禮遜的憶述，他是利用晚上的時間，偸偸地殺在房間，利 

用遮蔽的燈光來學習，此擧是爲了保護他的老師，見H u n t e r , The Fan Kwae at Can-

ton, p. 37. 
2Q所有傳敎士都贊同馬禮遜的做法。如郭實臘說：「他之受僱爲英國商行的翻譯員， 

可使他不致過分暴露在其仇人的敵意之下。」參C h a r l e 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 (Taipei: Cheng Wen, 1938. 
Reprint of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 A.H. Davis, 1834). 

衛三畏則說：「毫無疑問，他的決定受僱在當時的情況下是明智的。若無此有力的組織 

(按：指東印度公司）的贊助和支持，他的字典很難有機會出版，聖經的翻譯及其他文 

字工作更難如此成功地進行了。」參Samuel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 1907) Vol. 2, p. 3 1 7。郭實臘和衛三畏均先後受僱爲外 

國在華的私人或官方機構職員，擔任翻譯或秘書等職。 

2 1
這裏指的是郭實臘，他於一八三一至三三年間，曾三度到中國沿海各省遊行，並 

散發傳敎刊物 °第一次坐的是一艘中國船，第二次則受聘爲英國船L o r d Amherest號 

的L i n d s a y的翻譯 °第三次更乘坐腾片煙船 " t h e Sy lph "號至東三省。郭氏與鸦片煙商 

及鳴片貿易都有關係（參Wil l iams，The Middle Kingdom, pp. 328-329 ；至於整個航 

程，見Gutzlaff，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郭氏的做法，並不爲其他傳敎士所贊 

同 ’ 如 麥 都 思 就 認 爲 傳 敎 士 不 應 坐 鸦 片 煙 船 ， 與 鸦 片 貿 易 牽 上 關 係 。 見 W . H .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John Snow, 1842), pp. 367-374. 

22 Richard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London: Henry Frowde, 1899)，vol. 2，pp. 429-432. 
23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p.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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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早期的傳敎士多先到南洋工作’如一八三三年，美國浸信會差會（T h e 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Baptists )派傳敎士 Rev. John Taylor Jones 
至曼谷•；同年十月，第一間華人敎會在曼谷首先成立。三年後，該會才有第一位傳敎士 

叔未士來華，並居於澳門 °又如美北長老會海外傳敎部，於一八三七年派遣R . W . Orr 
及John A. M i t che l l兩傳敎士東來’因無法在中國居留，結果只去了新加坡。接著來的 

幾個傳敎士也都滯留在新加坡等候，至一八四三年方遷往中國。參A r t h u r Brown, One 

Hundred Year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36), pp. 272-275. 
25 Robert Philip, The Life and Opinion of the Rev. William Milne, D.D. (London: 

Jone Snow, 1840), pp. 137-140. 
26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Western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byterian), 

May, 1837.原件未見，轉引自 Brown, One Hundred Years, p. 273. 
27 Morrison, Memoirs of Robert Morrison, p. 385; Philip, The Life of William 

Milne, p. 176. 
28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 432. 
29 Philip, The Life of William Milne, pp. 186-187; 190-191. 
30 Ibid.; also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p. Lxix. 
3 1
據麥沾恩（G . H . McNeur )記載：「在該書院（按：即英華書院）未開辦之前， 

米憐曾試辦一學塾，初時無人來學。於是他就想出方法來，每星期給那些學童一些補助 

費，使他們高興來學。後來他漸漸得到了學生們的家長信任，始開辦此校。」見氏著、 

胡簪雲譯：〈梁發傳》（香港：基督敎輔橋出版社，一九五九），頁二十° 

32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4. 

33 Morrison, Memoirs of Robert Morrison, pp. 505，515; Philip, op. cit., pp. 193-
194. 

34 CP, Vol. 6 (Sept., 1837), p. 248. 
35 CP, Vol. 6 (June, 1837), p. 98. 
36參該校的章程，載 CP, Vol. 1 (July, 1832), pp. 105-107 ；又 Philip, The Life of 

William Milne, pp. 512-515. 
37 Philip, The Life of William Milne, p. 287. 
38 CP, Vol. 4 (June, 1835), p. 100. 
39 CP, Vol. 6 (June, 1837), p. 96 ；關於英華書院的詳情，參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40 Morrison, Memoirs of Robert Morrison, pp. 505, 515; Philip, op. cit., pp. 193-

194. 
41 CP, Vol. 3 (July, 1834), p. 138. 
42 CP, Vol. 4 (June, 1835)，p. 100. 
4 3
關於學生人數，一八三四年’ 一位天主敎人士參觀英華書院後’卻有此評價：「此 

校很少超過十二個學生，且都是在街上拾回來的°學校敎授他們英文’甚至付錢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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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證他們能出席。 J見 CP, Vol . 13 (Nov., 1844), p. 596. 

如一八三四年的三十五個學生當中’有十五人已受洗（C P , Vol . 4，pp. 100-101)。 

關於何進善的生平，參梁柱臣：「何牧師事略」，載《敎會新報》第三册，頁二一四b 

至 二 一 五；又 G.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 i ty Press, 1981)，pp. 7-13. 

46 CP, Vol . 4 (June,.1835), p. 99. 

47 Helen Edi th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 h e Reli-

gious Tracts Society, 1905), p. 52. 

48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215. 

49 Helen Ed i th Legge, James Legge, p. 13 ；按理雅各於一八四 〇 年一月至馬六 

甲，是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該地發生霍亂疫症，英華書院校長 J o h n Evans ( 一八三二 

年上任）逝世’由理氏接任。見C P , V o l . 10 (Jan., 1841)，p. 54. 

50 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Hong Kong: Ke l ly & Walsh’ 1895), p. 190. 

51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Ch. 6’ pp. 132-143. "Miss ion Schools". 

52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 pp. 312, 331. 

53 Gutzlaff ,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p. Lxxx i v . 

54 Ibid., p. 319. 

55 Chindon Y i n Tang, "Woman's Educat ion in China", in Chinese Nat ional Asso-

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ed., Bulletin on Chinese Education, (Shan-

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5) no. 9，Vol. 2. (1923)，p. 3., also Margaret E. Burton, 

The History of Women Education in China (New York : F leming H. Revell, 1911)，pp. 

34-35. 

56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p. 140. 

57 Ibid., p. 142. 
5 8
楊森富：《中國基督敎史》，頁二〇六。 

59 Morr ison, Memoi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 2，p. 472. 

60 Parker to Anderson, Canton, Dec. 4, 1835. A.B.C. So. China, 1831-37, # 174; 

Bridgeman to Anderson, Canton, Mar. 26, 1835，Ibid., # 112’ p. 1. 

原件未見，參 Edward V . Gul 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 i ty Press, 1973)，pp. 36-37. 

麥沾恩：《梁發傳》’頁三十七至三十八° 

62 Wil l 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 2，p. 328. 
6 3
—八三一年馬禮適在一封信內提到：「梁發的兒子如今受裨治文敎導。 J (Mor r i -

son, Memoi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 2, p. 4 4 3 )麥沾恩則這樣記載：「此外還有一事 

使梁發非常快樂，就是稗治文牧師歡迎他的兒子進德到他家中去讀書。那年進德是十三 

歲 °裨牧師敎他英文和基督敎的眞理’希望他繼續他父親的事業，並且因爲他所受的訓 

練比他父親所受的良好得多’所以希望他的服務能力更爲增加。」（麥沾恩：《梁發 

m，頁六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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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都思亦有如下敍述：「梁進德是梁發的兒子’十七歲。如今在廣州受業於裨治文門 

下 °他在進修中文的同時，對英文也有一定的認識。他是一沈默、謹愼、服從的靑年’ 

且在孩提時受洗’因而受基督敎影響很深’亦有傳敎士的精神。故將來對傳敎必有大貢 

獻，也許一天他能協助審訂中文版聖經。稗治文正在敎他希伯來文，又打算敎他古典文 

學（包括拉丁文及希臘文）。」（Medhurst，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 pp. 298-299.) 
從上面所引的資料；可見無論從課程內容以至傳敎士的動機等方面’訓練梁進德都是爲 

栽培他日後做傳道工作。是以梁後來改投「世俗事業」’不免令傳敎士感到失望了。 

64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2，p. 328. 
6 5
麥沾恩：《梁發傳》，頁八六、九一至九三 四 ° 

66 CP, Vol. 6，p. 232. 

容閎：《西學東漸記》（湖南：新華書店’ 一九八一）’頁三。此書記載該校情況 

頗詳’參頁一至四。 

6 8
此會大槪即前文提及的「東方女子敎育促進會」(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 a s t ) 。 

6 9
容閎：《西學東漸記》（湖南：新華書店，一九八一)，頁一至四；並CP, Vol. 7, 

pp. 306-307. 
7 o此會於一八三五年一月組織籌備委員會，一八三六年三月正式成立受託董事會 

(Trustees)。關於其組織成員及宗旨等，參 CP, Vol. 5，pp. 373-378; Vol. 6，p. 244. 
71 CP, Vol. 6, p. 231. 
72原文爲"The duty of knowing and obeying th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has been assiduously inculated."詳參 CP, Vol. 7’ pp. 304-305. 
73 CP, Vol. 7’ pp. 550-551. 

據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說，他是在一八四一年才入學的。但據馬禮遍敎育會第 

三屆年報中指出，一八三九年十一月，馬禮通開辦學校，招收了第一班學生，共六人， 

而在一八四〇年四月’續招第二班學生，共五人（參CP , Vol. 10，p. 567 )。而容閎在 

其書說，在他入學前’馬禮適學校共有學生五人（名單見正文），他與彼等共六人爲開 

校的創始班（頁六至七），此與C/ i inese Repository所載無衝突°但他不可能旣是第一 

班的學生，而又晚至一八四一年才入學。由於馬禮遞敎育會第三屆年報（會議於一八四 

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召開）不可能有錯，則必然是容閎的記憶有誤。 

75 CP, Vol. 10’ pp. 576-577. 
76 Ibid., pp. 569-570. 
7 7 CP, Vol. 11，p. 546;該會第五届年報中’附有歷年學生的名單，參CP, Vol. 12，p. 

623. 
78
容閎：《西學東漸記》，頁六。 

79 CP’ Vol, 10, p. 578. 
80 CP, Vol. 11, p. 
81 CP, Vol. 10，PI 
82 CP, Vol. 13，p. 
83 CP, Vol. 16, p. 

57fi-B77. 

又容閎：《西學東漸記》，頁九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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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CP, Vol. 11，pp. 541-542. 
8 5
參李志剛：「馬禮遜學校的創立經過及影響」，載《景風》，四九期，一九七六年十 

月，頁三七至四九。 

8 6
伯駕在一八三七年寫的一封信中指出：「我在中國人當中有許多朋友，到處都有人 

認識我，並且我亦與他們有來往，在廣州，我並沒有惑受應有的限制。」見George B. 
Stevens,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Wilming-
ton,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 1972)，p. 132. 

87轉弓I 自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頁一四九至一五〇， 

並附註見頁二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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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江寧條約簽訂後的傳敎形勢 

)南洋傳教工作遷港 
一八三九年，林則徐出任兩廣總督，嚴厲執行禁鶴片政策，中英遂 

起衝突，導致鴉片戰爭爆發。結果中國戰敗，被迫簽訂江寧條約（一八 

四二年），從此，中國面臨一個數千年未有的變局。 

江寧條約的訂立，對傳敎事業產生重要的影響。首先，中國開放五 

個通商口岸，外國人得以居留活動，傳敎士因之而合法地在中國傳敎， 

毋須借助洋商僱員身分作爲掩飾。因此，有稱此時期爲「通商口岸期」 

惟此一分期對廣東的傳敎歷史不太適用，因爲在此階段，傳敎事業早 

已超越廣州，進入其他地區了。 

其次，香港割讓給英國，對華南地區的傳敎工作，也有很大的意 

義。一方面，傳敎士可以毫無阻礙地在香港開辦敎堂及其他事業，而不 

會受到任何攻擊；另方面，香港與中國大陸接壤，在這裏建立傳敎後勤 

基地，訓練本地傳道人以派往內地傳敎，比任何地方都要方便合適。因 

此，英國接管香港不久，滯留在澳門的傳敎士 ：包括負責醫療傳道會的 

醫 院 工 作 的 合 信 （ B e n j a m i n Hobson ) 、 雒 魏 林 （ W i l l i a m 
Lockhart )，及馬禮遍學校的負責人稗治文等，很快便都遷港。 

接著，在南洋工作的傳敎士也陸續遷來。英國人辦的倫敦會反應  

快，董事會在中國福音之門洞開後，決定將南洋的傳敎資源調入中國大 

陸，故知會原屬恆河外方傳道會的傳敎士，於一八四二年十二月到香港 

召開會議，商討在香港及各通商口岸的傳敎問題。其他差會亦相•結束 

南洋的預備工作，派遣傳敎士到華2。 

在中英江寧條約簽訂後兩年，中美、中法亦分別簽訂五口貿易章 

程，准許外人在通商口岸建造敎堂。一八四四年十一月，道光皇帝諭 

示：將信敎爲善的國人免治死罪
3
，多年來信奉洋敎（包括天主敎和基 

督敎）的禁例乃告解除。 

但是，條約規定五口以外的地區，仍不准外人游行居住，到內地傳 

敎自亦是犯禁的行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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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州的排外情緒 

五口開放通商，長遠來看，對廣州會造成很大的影響，特別當上海 

開闢爲商掉後，由於其地理位置及運輸通訊，皆較地處南隅的廣州爲 

優，因此很快取代了廣州在中外通商的地位。就是基督敎在華事業亦以 

上海爲中心基地，不過，這些發展要在一八六〇年以後才成事實。此階 

段，中外交涉仍在香港——廣州進行，英方代表由香港總督負責，中方 

代表則由兩廣總督領欽差大臣領銜辦理。 

早在一八四二年以前，洋人已可在廣州城外居留及貿易，這非江寧 

條約帶來的好處。本來條約規定外國人得以自由進入省城，但由於廣州 

民衆堅決反對，經多番交涉，仍然不果，故至一八五八年爲止，商人和 

傳敎士的活動範圍，仍只限於廣州城外，西南角的十三行附近，與前階 

段並無分別。 

關於廣州民衆的排外行爲，有說與「三元里事件」有關，事緣一八四 

一年五月，英軍進攻廣州城，南海、番禹所屬各鄉士紳，糾集鄕團義 

勇，與英軍接戰，後敵退去，鄉土得保5。這次勝利令到廣州紳民民氣 

大振，排外情緖遞增，及後更誓死反對洋人入城，不惜以武力相抗。結 

果入城問題糾纏十多年， 後成爲英國再度侵華的口實。但究其實況， 

所謂人民排外情緖强烈也者，只是由一小撮有强烈排外心態的紳士策 

動，他們煽動民情，爲排外說出各種義正辭嚴的理由，又利用他們的社 

會地位，組織民衆，加上地方官吏的縱容和嘉許，才有排外暴潮發 

生6。及後很多反敎事件，其產生的原因亦是如此7。 

排外情緖對傳敎工作構成很大障礙°傳敎士除了不能進城活動外， 

有 時 前 赴 廣 州 也 被 窘 遂 ， 如 倫 敦 會 傳 敎 士 紀 里 士 卑 （ W i l l i a m 

Gillespie )在一八四五年便未能獲准居留廣州8 °廣東在英法聯軍前， 

傳敎工作成效不大，信徒稀少，也與濃厚的排外情緖有關° 

第二節差會在粵實力的消長 

)倫敦會與美部會北遷 
倫敦會與美部會，是新敎傳入中國 早的兩個差會，但在此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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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都將主要的傳敎資源遷移北方。 

基督敎傳敎士在江寧條約簽訂前二十多年，已寄寓在粤澳或南洋羣 

島，進行各樣預備工作，等待時機入華。廣州以外四個較北的口岸開 

放，對東來已久的傳敎士產生很大的吸引力，一來，他們在廣州和澳門 

居住了一段時間，對中國已有相當認識（甚至是第一批「中國通」），故 

欲到其他省份增廣見聞；二來，廣州對外開放 早，人民因鳩片戰爭及 

其他中外衝突，對外國人較爲抗拒和懷疑9，所以傳敎的效果並不理 

想，傳敎士因而希望轉換環境，開拓其他工場。是以早期來華、原在廣 

州及澳門工作的人，如：麥都思、雒魏林、美魏茶、雅裨理、稗治文 

等，都離粤他去。江寧條約簽訂後兩年間，除福州外，其餘口岸皆已有 

傳敎士進駐彳。。 

倫敦會將傳敎基地從馬六甲遷至香港後，迅即將傳敎資源分派至不 

同的通商口岸，留在香港的爲數不多，且主要是負責在港開設的英華書 

院及印刷所，並醫療傳道會所支持的一間醫院。 

居港的傳敎士亦曾嘗試到廣州展開工作，包括一八四五年的紀里士 

卑、四七年的合信、四八年的紀里蘭（John Fullerton Cleland )、四 

九年的基夫蘭（Thomas Gilfilan )等，但多無功折回。唯一能在粤成 

功站穩的是合信，他在廣州八年，一共帶領了三、四十人信主，又訓練 

了兩個本地傳道人及一個醫療助手。但在一八五六年，由於協助他診所 

工作的梁發已去世，加上廣州排外情緒高漲，他轉而北上至上海
1 1
。 

前與容閎一起，隨同麥克赴美的馬禮遜學校畢業生黃寬，在英國愛 

丁堡大學獲得醫學學位，繼而返國，曾一度受聘於倫敦會，在廣州從事 

醫療服務，但不久即轉至美北長老會的醫院工作
1 2
。 

一八六〇年時，倫敦會在廣州只有兩個傳敎士 ：湛約翰（John 
Chambers )及杜納（F.S. Turner )，他們抵步才一年。事實上，此 

時期倫敦會已將傳敎主力遷至華中的上海和漢口，後來更北上至華北各 

地。華南方面則以香港爲重點，廣東僅是香港傳敎基地的外展站而已。 

美部會的情況也差不多。除了伯駕醫生仍繼續其醫院工作外，一八 

四五年復派波乃耶夫婦（Dyer Ball )到來，他們在廣州開辦一診所及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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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駕的•院因鴉片戰爭而關閉了一段時間，戰後迅速重開，訓練醫 

術學徒的工作也繼續進行。伯駕有個得意門生：關亞杜（K w a n - A -

to )，據說能成功完成白內障手術，甚至切除一個三榜重的腫瘤。一 

八四四年當伯駕離院協助美使顧盛（C a l e b Gushing )與中國談判 

時，關氏已獨力打理院務。伯駕的學生一般維持在四人左右，至一八五 

一年減至二人 I 3。一八五五年後，伯駕轉任外交官，醫院轉交美北長老 

會(A m e r i c a n Presbyterian North )白勺嘉約翰( J o h n Glasgow 

Kerr )接辦。 

一八五六年，因中英戰爭爆發，醫院被焚毀。三年後嘉約翰在廣州 

覓地重開，更名爲博濟醫院，日後成爲廣州非常著名的醫療機構，在訓 

練醫療助手的工作上有很大貢獻。但這已與美部會無關了。 

一八六六年該會另一位傳敎士波乃耶去世，波夫人返國，所辦學校 

亦吿關閉。由於美部會已無傳敎士在廣州，故於翌年結束所有工作，交 

由美北長老會接辦；轉而專注發展廈門以至天津、北京、通州的傳敎工 

場。直至一八八三年喜嘉理（C.R. Hager )到港，才重開華南敎區，
4
。 

據此可見，一八四二年後，倫敦會及美部會都不是廣東傳敎事業的 

主力。 

)其他差會的奠基 
倫敦會和美部會將傳敎重點移離廣東，並沒有使一八四二年對廣東 

傳敎歷史失去意義。此時陸續有其他差會前來傳敎，迅速塡補了因五口 

通商而分散減損的傳敎力量。這些差會包括美國浸信會、美北長老會、 

英國長老會 ( E n g l i s h Presbyterian Mission )、巴色會（B a s e l 

Mission ) 、禮賢會（ R h e n i s h Missionary Society ) 、 巴 陵 會 

( B e l i n Mission )、英國衛理會（E n g l i s h Wesleyan Mission )等 

(參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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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會名稱 
到華年份 

(註一） 

首位來華 

傳敎士 

傳敎地區 

(註二） 
備 註 

美國浸信會 

(American 
Baptist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 

1844 
羅孝全 

(Issachar 
J. Roberts) 

廣州 

此會名稱在1846年 

後，改爲美南浸信 

會(Southern 
Baptist Con-
vention) 

美北長老會 

(Presbyter-
ian Church 
in USA 
North) 

1847 
哈巴安德 

(Anderw 
P. Happer) 

廣州 

禮賢會 

(Rhenish 
Church) 

1847 
葉衲淸 

(F. Gen-
iihr) 

東竞 

新安 

歸善 

巴色會 

(Basel 
Mission) 

1848 
韓山明 

(Theodore 
Hamberg) 
等 

沙頭角 

布吉 

李朗 

黎力基（Rudolph 
Lechler)也曾到汕 

頭傳敎，但失敗。 

英國長老會 

(English 
Presby-
terian 
Church) 

1850 
賓爲鄰 

(William 
C. Burns) 

廣州 

後遷汕頭 

1850年以前也曾到 

新界及深圳附近鄕 

村 傳 敎 ， 但 未 定 

居。 

英國衛理會 

(English 
Wesleyan) 

1851 
俾士 

(George 
Piercy) 

廣州 仍在游行佈道階段 

傳敎地區 

(註二） 
備 註 

廣州 

此會名稱在1846年 

後，改爲美南浸信 

會(Southern 
Baptist Con-
vention) 

ian Church 
in USA 
North) 

1847 (Anderw 
P. Happer) 

廣州 

禮賢會 

(Rhenish 
Church) 

1847 
葉衲淸 

(F. Gen-
iihr) 

東竞 

新安 

歸善 

巴色會 

(Basel 
Mission) 

1848 
韓山明 

(Theodore 
Hamberg) 
等 

沙頭角 

布吉 

李朗 

黎力基（Rudolph 
Lechler)也曾到汕 

頭傳敎，但失敗。 

英國長老會 

(English 
Presby-
terian 
Church) 

1850 
賓爲鄰 

(William 
C. Burns) 

廣州 

後遷汕頭 

1850年以前也曾到 

新界及深圳附近鄕 

村 傳 敎 ， 但 未 定 

居 ° 

英國衛理會 

(English 
Wesleyan) 

1851 
俾士 

(Georg€ 
Piercy) 

廣州 仍在游行佈道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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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陵會 

(Berlin 
Church) 

1855 
}

 
^
 
^
 

伯
 U

 P
 

新安 

東竞 

花縣等 

註一：以進入中國轄地之日計算。 

註二：廣東地區不包括香港及澳門，但包括當時仍未被割讓的新安縣（屬現今新界之地 

方） ° 

從附表一可以看出，這些差會的傳敎地區，已不僅限於廣州一地， 

亦包括南端與香港接壤的新安、東晃、歸善等縣，以及汕頭地區。關於 

廣東的傳敎路線，在第四章會有詳細的敍述。 

在此階段，由於廣州的情況不如理想，香港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它成爲所有差會赴粤傳敎的跳板。上述七間差會首批來華的傳敎士，毫 

無例外地都先在香港居留一段時間，學習華語，跟隨已在港多時的傳敎 

士，認識中國情況和對中國人的傳敎方式。熟習環境以後，才被派到各 

地傳敎。例如美國浸信會的羅孝全、叔未士（ John Lewis Shuck ) 、 

及憐（Wmiam Dean )於一八四二年以前已居澳門，香港割讓與英國 

後遷來，先在上環開設福音堂及學校一所 I 5。越二年，羅孝全才離港赴 

粤，叔未士不久亦隨往。英國長老會的賓爲鄰（Wi l l i am C. Burns ) 

於一八四七年抵港，先開辦一間小型的學校，招收幾個孩童作學生，一 

面敎授他們英文和數學，一面也從他們那裏學習中文 I 6。間中他亦到新 

界及深圳附近的鄉村傳敎。至一八五〇年才遷廣州。 

典型以香港爲跳板及傳敎基地的例子是德國的差會。德國籍傳敎 

士來華 早的是郭實臘，他是被荷蘭差會所差來的。一八四三年後，郭 

氏受僱爲香港政府的中文秘書。在從政之餘，於一八四四年成立福漢會 

(Chinese Union )，從事傳敎工作。據郭實臘的構想，先在港招集 

並訓練一批本地傳道人，然後派遣他們到中國各地傳敎。他寫信給德國 

的差會，要求派遣更多傳敎士來港，協助訓練傳道人的工作。一八四七 

年，德國差會響應郭氏的要求’禮賢會（又稱巴冕會，Rhen ish Mis-

sionary Society )派了葉納淸及庫斯特（Heinr ich Kuster )，巴色會 

(Base l Missionary Society )派了韓山明及黎力基聯狭來香港。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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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段日子後，郭實臘將他們分派到不同地區，在本地傳道人協助下傳 

敎"。 

)教育工作 
廣東在此時期的敎育工作，仍與前階段一樣，並無太大的發展。 

美部會的波乃耶在一八四五年於廣州開辦了一間學校。這是一間d、 

規模的寄宿學校，亦是除香港外，鴉片戰爭後華南第一間傳敎學校，但 

於一八五四年結束
1 8
。 

這裏要特別一提波乃耶夫人（原名 Isabel la Robertson )，她於一 

八四五年到香港，任敎於浸信會叔未士夫人所開辦的女校 I9。不久叔夫 

人逝世，學校解散。她下嫁美部會傳敎士波乃耶，於一八四六年隨夫到 

廣州，先協助丈夫打理前述的學校，至結束爲止。一八五七年，波乃耶 

夫人設立一間寄宿女校，此學校不單提供學生免費敎育，還負責住宿、 

膳食以至衣著各方面，藉以吸引父母讓女兒就學。學校的傳敎效果非常 

好，有不少女孩子進校後成爲基督徒。其中一個後來嫁了給男敎徒，建 

立美滿家庭，生了許多兒女，兒女長大後有數人接受西醫訓練而成爲醫 

生，其餘多在政府辦事。絕大多數女兒又都許配基督徒，這樣使第三代 

的兒孫亦受到曾就讀於傳敎學校的祖母影響。這婦人可能便是關元昌 

的夫人。有關關元昌家族的情況，在第七章會有較詳細的敍述。一八 

六六年，波乃耶去世後，波夫人返國，學校結束。 

浸信會叔未士至粤後不久（一八四四年三月），在租賃的福音講堂 

內開辦一間男童寄宿學校，收容學生十五至二十個
2 2
。但講堂不幸於兩 

•年後遭火焚毀，後重建成「第一浸信會」，並繼續辦學。 

美北長老會的哈巴安德於一八四四年抵澳門後，曾協助馬禮遜學校 

一段時間，然後在一八四五年在澳門自辦一學校。一八四七年五月該校 

隨同他遷至廣州，稱爲花地學校（T h e Fati Boarding School )，爲 

一間小規模的寄宿男校
2 3
。一八五一年，哈巴與該會傳敎士史不亞 

( W i l l i a m Speer )及花璉治（ J o h n Booth French )，開辦一所女 

校，此校即爲後來眞光神道班的前身。 

英國長老會繼賓爲鄰後，續派原來在®門工作的施饒理（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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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至汕頭，時爲一八五六年。三年後，施氏在達濠市開設第一間 

學校25。 

禮賢會葉納淸在一八四八年開辦了全中國第一間神學院：西鄕傳道 

學校。關於此校創辦的原因，據王元深的憶述： 

「當時郭君（實臘）門下，有傳道者八、九人，於聖經之大義 

微言，仍在朦朧之中，妄傳主道，故羅（存德）、葉（納凊） 

二君商議，要考識經者遣之傳道，未識者留在當中學習。」
26 

此校除由葉納淸敎授聖經外，還聘請中國傳統塾師敎授中文： 

「……敫授生徒，爲儲存人才起見，從游者百狳人0思在中國 

傳道，理雖足而言之無文，不可以行遠，故豐贄帶，延名士課 

徒以文字，如黃孝廉甲臣、潘敎授鑑袭、黃茂才執經、陳茂才 

曉樓、温茂才廷芝等。」
27 

經此傳道學校畢業的人，乃被派至各地作傳道工作。 

此外，禮賢會於一八五二年在福永設立福音堂時，也開辦一所學 

校28 0 

巴色會方面，韓山明於一八五三年在布吉豐和墟設義學親自任敎。 

翌年韓氏去世，由韋永福（Philip Winners )繼任
29
。一八五五年，李 

朗設立敎堂，附設書塾，招收學生三十餘名，由黎力基負責開講。 

後要提到巴陵會韓士伯的敎育實驗。他在一八五五年來華，周遊 

歸善、新安、東竞、花縣各地傳敎。由於傳敎困難，韓氏曾數度被搶掠 

及受歐打，他始發覺開辦學校是消强仇恨和疑懼的好辦法。至於開設學 

校的方法，非常簡單快捷，他先到各鄉訪問，聯絡鄕村原有的學塾，徵 

求塾師的同意：每天撥出一些時間，讓學生習讀基督敎書籍，韓氏則負 

責提供書籍給學生，又付錢給塾師以爲酬報。一些鄉村倘無學校，韓氏 

則聘用基督徒爲敎師，自行開辦學校；課程包括聖經歷史、敎理及三字 

經、千字文等。他定期巡視各校，監督學生的學習內容，他自己亦擔任 

敎學工作。31 

韓士伯在短短十數年間，一共開辦類似的學校超過一三八間，學生 

超過一千五百人。他希望從這些學生中挑選 聰明的出來，集中在一間 

中央學校內受敎，旨在把他們訓練成傳道助手，這個理想並未能實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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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士伯此驚人的做法，卻非完全沒有效果，起碼他廣泛地與村民接觸， 

他們視其爲熱心敎育的慈善家，依賴彼此友善的關係，韓氏設立了一些 

鄕村小敎堂，進行傳敎工作。 

及後因著基督徒敎師、監督人才、經費等的缺乏，這些學校 終不 

能維持下去。而•任韓士伯的傳敎士，亦不再從事同樣方式的敎育工 

作。 

綜觀此時期的傳敎工作，由於廣州以外四個通商口岸的開放，除吸 

引了前期在粤工作的傳敎士前往外，亦分散了整體的傳敎資源，致居留 

在廣東的傳敎士僅二十餘人而已°不過這二十多人卻代表著九個來粤  

早的差會，它們各自選定傳敎地區，如英國長老會在潮汕、巴色會與禮 

賢會在惠州、新安等’並且已奠下一定的基礎，爲下階段的發展作好準 

備 ° 

敎育在此階段，仍扮演著吸引人聽福音的角色，唯一例外的只是葉 

納淸在西鄕開辦的傳道訓練學校，該校創辦的目的是訓練本地傳道人。 

但由於並無其他初級學校提供基礎課程，故此除了講道式的敎授基本的 

聖經知識及簡單的語文外，很難想像有更高深的課程設立。從此可知， 

此時期開辦的學校，比前一階段的英華書院和馬禮遜學校的程度都要 

差，資源及程度也有不如。因爲這時在傳敎工場開辦的差不多全是一人 

主理的學校，除個別的寄宿女校外，也沒有全職的傳敎士負責。更甚 

者，敎育和傳敎在當時根本沒有明確的界線，傳敎學校主要敎授的科目 

是聖經，目的是要學生信奉基督敎。正如一八五〇年，美北浸信會海外 

傳道會在紐約擧行年會時指出： 

「必須設立敎育工作，因爲它與傳敫有不同作用，學校可以在 

多方面常助傳敎：它是將福音渗透給異敎徒的媒介，使年輕人 

脱離異敎主義的影響；它是敎友的育婴所，眞理的聽聚席，以 

及許多時是信奉的預備。」
32 

値得一提的是此時期的傳敎士，在各地從事開荒工作時，從前在南 

洋及港澳信敎的本地信徒給與很大的助力，例如浸信會第一位中國牧師 

楊慶，是在澳門信敎的
3 3
 ；郭實臘在香港訓練的本地傳道人，如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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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羅深、李淸標等
3 4
，對英國長老會

3 5
、禮賢會和巴色會幫助很大。 

倫敦會較後期在博羅傳道的重要助手車錦江，是在此階段受業於香港的 

理雅各的
3 6
 ；另一位更重要的本地傳道人梁柱臣，曾肆業於香港的馬禮 

遜學校及英華書院，後被薦至「英屬新金山」，至一八六三年回國，在 

廣州傳道，及後成爲倫敦會在佛山拓展工作的重要人物
3 7
。這些中國傳 

道助手，或正式在傳敎學校肄習，或者在未有傳敎學校時，直接受外國 

傳敎士訓練，他們對中國敎會建立貢獻極大。 

註釋 

1 Marshall Broomhall, The Chinese Empire: A General and Missionary Survey 

(London: Morgan & Scott’ 1907)，p. 16. 

2美北長老會(P resby te r ian Church in U.S.A., North )是其中一例。它於一八四 

四年指示在星加坡的J .C. Hepbu rn、在澳門的婁理華（Waker M. Lowrie )並當時加 

派前來的露密士 ( A.W. Loomis )、盧壹 ( J o h n L loyd )、哈巴安德（A n d r e w P. 
Happer )及柯理（Richa rd Cole )等傳敎士，在澳門集合召開會議，並作了以下的設 

計：哈巴及柯理至廣州，H e p b u r n及盧壹至厦門，露密士及婁理華至寧波。但柯理結 

果並未定居廣州 ° 參 Henry V. Noyes, "Reminiscences", CR, Vol. 45 ( Oct., 1914 ) ’ 
pp. 631-632. 

3
文慶等纂修：《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台北：國風出版社’ 一九六三）’卷七十 

三’頁三十至三一。 

4同前註，卷七五’頁六° 
5
三元里事件的大事日誌，參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三元里人民抗英鬭爭史料》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九），頁一至三° 

6 Frederic 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 ) ’ Ch. 3’ "The Gentry 
and San-Yuan-Li", pp. 29-41. 

7
士紳在反敎事件中的角色，參呂實强：《中國官紳反敎的原因（一八六〇至一八七 

四）》（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一九七三）’頁三至四° 

8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 454. 
9 Earl Cranston,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Outlook in China, 1830-60, pp. 144-

146 .原文未見，轉弓 I 自 Peter Duvs, "Science and Salvation in China: The Life and 
Work of W.A.P. Mart in (1827-1916)”’ in Liu, Kwang-ching, ed” American Missionar-

ie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5-16. 

10—八四二年三月，文惠廉（Wil l iam Tones Boone )及雅稗理到厦門鼓浪喚(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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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Vol. 11, p. 505 ) ° 不久 Wil l iam Henry Gumming 續至 ( C P , Vol. 15，p. 140 ) ° 
一八四二年美魏茶（W i l l i a m Charles Milne )至舟山，後至寧波（C P，V o l . 13, p. 
14 )。一八四三年’麥都思和維魏林至上海（C P ’ Vol. 18，pp. 515-525 )。一八四 

四年’施敦力約翰 ( J o h n Stronach )至厦門(A l e x a n d e r Wylie, Memorials of Pro-

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Taipei: Cheng Wen, 1967; Reprint of Shanghai: 
Ameri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 0 5 . ) 。 

n Lovett, A History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p. 454-455; Wylie, Memo-

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pp. 125-126, 140-141, 155，191.並參 D. MacGil l i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07-1907 (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 Center, 1979 )，p. 4;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 Taipei: Cheng 
Wen, 1973; Reprint of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part 
2，p. 5. 

12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 p. 5;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

sionaries., pp. 244-245 ；另參陳學霖：「黃勝——香港華人提倡洋務的先驅 j，附註六， 

載《崇基學報》’三卷三期；一九六四年五月，頁二三〇；C h a n , Hok-lam, "Four 
Chinese Students of the Hong Kong Morrison Memorial School", in F.S. Drake, ed.,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 on Souther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Hong Kong Region (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7 ) , 
p. 285. 

13參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p. 149-150. 
14 Brown, One Hundred Years, p. 362;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

ies, p. 145. 

Ashmore,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p. 4. 
1 6
據賓爲鄰自述’他在香港學習中文，感到非常困難：「一位傳敎士弟兄將我的需要 

轉吿郭實臘，他仁慈地爲我聘請了一位老師，他是來自廣州的年輕人，我覺得非常合 

適。他於（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到來，一兩個星期後’我覺得可以一方面全時間 

聘用我的老師，另方面我也得到接觸中國社會的途徑’故此乃令他開辦一間小規模的學 

校。而且，若我能找到一個房子以作此用途就更好，因爲這樣我便能與中國人住在一 

起，每時每刻都說普通話。」見 Islay Burns, Memoir of the Rev. William C. Burns 

( S a 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5. Reprint of New York: Robert Car-
ter, 1870 ) , p. 348. 
在賓氏的努力下’ 初亦只得他的兩個僕人願意讀聖經，後來他的中文老師招來一些其 

認識的兒童，再在輾轉介紹下，學校才能有十二至十五個學生。參上書’頁三四八至三 

五四 ° 

口王元深：「歷艱明證記」，載《德華朔望報》，第二期’頁二十。 

18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p. 108 ；劉粤聲的《香港基督敎會 

史》（香港：基督敎聯會’ 一九四一）’記載爲：「一八四八年’波牧師設福音堂與贈醫 

所及學校於廣州市。」（頁四）年份與Wyl ie所載不同，恐誤。 

此校於一八四四年三月一日開設，爲一所寄宿學校，學生從十五人起漸增至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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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叔未士夫人去世，學校停辦。見劉粤聲：同前註’頁十及二 

五三。 

20 " In Memorium-Isabella Ball", CR, Vol. 41 ( Feb., 1910 )，pp. 64-65. 
21
有關關元昌夫人的生平，「關恭人小傳J，《德華朔望報》，頁十七有如下記載：「關恭人 

系出黎族’元昌先生淑配也。妙齡信主，守道畢生。五十年前美國波氏夫婦，始創女校 

於羊城，敎授中英文字，恭人即該校之高足也，故女界中兼通兩個文字者，以恭人爲先 

河。及等於歸元昌先生，善持家政，敎育子女，多賴其力，爭夫盡道，不以才掩 

德 J 

22 Ashmore,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p. 60. 

23同註2 ；又 Brown, One Hundred Years, pp. 277-278; Wylie, Memorials of Pro-

testant Missionaries, pp. 145-146; MacGill 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p. 380. 
24 MacGil l ivray, ibid. 
25 E.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Taipei: Cheng Wen, 1972; Reprint of Eng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Publishing Office, 1948)，pp. 33-34 ；陳學霖：「黃勝 香港華人 

提倡洋務的先驅」’載《崇基學報》，頁五。 
26
王元深：「歷艱明證記」，《德華朔望報》’第三期’頁二一。 

2 7
王炳堅：「葉牧師行述」，載《萬國公報》，册三’卷八，三六二期’ 一八七五年十 

一月十三日，頁一六七。 

2 8
羅彥彬：《禮賢會在華傳敎史（一八四七至一九四七）》（香港：禮賢會香港區 

會 ’ 一九六六），頁十二 ° 

29 Wyl ie 譯作韋取_立 ’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頁二一六。 

黎力基本來被派往汕頭傳敎，計劃在普寧一帶工作’並建立體灶敎會，開辦一所 

學校’然而由於屢受地方政府驅逐，不得已在一八五二年折返香港，加入韓山明的客家 

人工作。參鍾淸源：「黎力基牧師行述」’載《萬國公報》’册二三，卷六九’ 一八九四年 

十月，頁十二 b ——十四 b ；並參鄢杜瓊光：「巴色差會在中國初期的工作」’收《基督 

敎香港崇眞會史略》（香港：崇眞會出版部，一九七四）’頁十七° 

至於李朗敎會情況’參邬杜瓊光：同上’頁十八；江淸源：「巴色敎會溯源中國記」，載 

《德華朔望報》’期十五’頁十七至十九° 

31
胡樊菴：「韓牧師歸國述略」，載《敎會新報》，册二，頁一四五；MacGilliv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 p. 485 ；又詳參 R. Lechler, "On the Rela-
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Conference Records 1877, p. 161. 

32 Ashmore, Historical Sketch of South China Mission ’ p. 10. 
3 3
劉粤聲：《兩廣浸信會史略》（廣州：兩廣浸信會聯會’ 一九三四）’頁一；歐陽 

佐翔：《前賢景行錄》（香港：浸信會出版社’ 一九八四）’頁三一至三四° 

34
王元深：「歷艱明證記」，《德華朔望報》’第二期’頁二十° 

3 5
賓爲鄰前赴汕頭時，巴色會的黎力基早已携同兩個本地傳道助手在那裏工作 °後 

黎折返香港，兩個本地助手轉協助賓氏開拓汕頭工場 °見B a n d , Working His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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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pp. 29-33. 
3 6
盧遂光：《汀伝錄》（香港：中華基督徒送書會，一九七九），頁五。有關車錦江 

的生平，參「中國第一位基督敎狗道者——車錦江生平事蹟簡介」，載《中華基督敎會香 

港區會會訊月刊》，八十期（一九六四），頁五；盧遂光：「捨身狗道的車錦江先生J， 

載《火住》，五十期（一九七〇），頁一至四° 

37
《敎會新報》，册一 ’頁一五五b至一五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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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兩章我們已詳細交代了一八〇七至一八六〇年間，傳敎工作在 

廣東的發展情況。本章我們將集中討論以下問題：敎育如何成爲傳敎事 

業的一部分？它發揮了怎樣的功能？ 

外國傳敎士千里沼适來到中國設立學校，自然不會單純是爲著開傲 

民智、傳播新知的緣故，而必然地與他們來華的 主要的動機——傳敎 

有關。敎育成爲傳敎事業的重要環節，實因其發揮了兩個功能：一是傳 

敎，即透過敎育來使中國人信敎；二是敎育，即訓練中國人作傳道的助 

手。 

第一節傳敎功能 
假若我們孤立地討論傳敎敎育的傳敎成效，不惟在評估上產生困 

難，而且也難以突出其獨特處；因此這裏首先檢討敎育以外的傳敎方 

法，了解它們的施行及限制，再與敎育作一比較。 

自馬禮遜等第一批來華的傳敎士開始，直至一九五一年在華傳敎工 

作完全結束爲止，主要沿用的傳敎方法不外四種：游行或賃屋佈道、醫 

療傳道、敎育，及社會服務或救濟，其中又以頭三種 爲通行，幾乎所 

有來華差會均有採用。 

(一）賃屋及游行佈道 
所謂賃屋佈道，是指傳敎士在到逹某地後，即租賃一屋作居所，白 

天以此作爲講堂（Preaching Hall )，宣講福音；而游行佈道則指傳 

敎士走到街上，或四出到鄰近各鄕村城鎭，邊走邊傳，沿途派發傳敎刊 

物（稱爲「聖書」），這是 簡便直截的傳敎方式。 

在一八四二年以前，傳敎士未能合法在廣州賃屋傳敎，故多採用游 

行佈道的方法°游行佈道和派發聖書 大的優點，是可以在 短Bt間內 

將基督敎的信息傳給 多的人。派發聖書此簡單工作，就連抵華不久， 

連語言也未通曉的傳敎士亦優而爲之。通常他們多偕同一個本地助手同 

行，由後者負責領路及協助翻譯。 

爲了逹到將基督敎理更快傳遞的目的，傳敎士又會僱用一批中國. 

人，委以派發聖書的任務’讓他們到各地派發。這些「派聖書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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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porteurs )在傳敎事業佔有一定的位置，需求量很大。早期中國 

信徒稀少’傳敎士也得被迫僱用非敎徒從事派聖書工作；也有人爲謀此 

職以爲生計而權充信徒，1至於欺騙傳敎士携書持金遁去的事亦屢有發 

生2。及後信徒增多，乃棄非敎徒不用。 

散發傳敎書刊，是在禁敎期間 安全的公開傳敎方式，本地傳道助 

手亦常逕行採用°單在一八三二年一年內，梁發和其他中國敎徒共派出 

小書和聖經日課即達七萬册之多
3
。他們又常趁廣州擧行府試之際，向 

應考士子派發4 ；這樣’ 一則可以保證接受者能夠閱讀（中國人識字率 

不高），二則也希望藉此福音能接觸到社會上較高階層的知識分子。洪 

秀全便是在一八三六年間赴廣州考試時，取得《勸世良言》一書，間接促 

成曰後太平天國運動5。 

除了在廣州一地派送傳敎書籍外，鴉片戰爭前已有傳敎士嘗試到其 

他省份傳敎°郭實臘在一八三一至三三年間，曾三度北上沿海各省，散 

發刊物6 °麥都思亦在一八三五年到沿海省份的許多鄕村，派送聖經六 

千册及其他傳敎刊物逹一萬二千册之多7 ；此外尙有其他行程。據估 

計，在一八三八年以前，約共有五萬册書刊分派至沿海各地，而在澳門 

及廣州附近地區派發的，更逾此數一倍有多8。 

一八四二年，傳敎士得以合法地居留中國。但游行佈道和派送聖 

書，仍是 常採用的傳敎方式。唯一不同的是：此時他們可以名正言順 

地擇地賃屋，每天擧行宗敎聚會，由傳敎士或本地傳道人宣傳敎理，藉 

以吸引人信敎9，此又稱爲「講街書」1°。如浸信會的羅孝全和叔未士到 

廣州後，首先便在聯興街（廣州城外西南方、距離十三行不遠）租賃一 

間舊鴨欄舖，修作講堂，以爲傳敎之用11。傳敎士又會站在街頭市集， 

公開講論福音道理，並挨家遂戶派發傳敎刊物
12
。 

傳敎士偕同本地助手到各鄉鎮傳敎，亦比前期更爲頻密。在一八六 

〇年以前，廣東南部的東竞、新安等縣一帶，不少村莊都已有傳敎士的 

足迹。至外國人獲得內地游行權後，傳敎士更深入廣東省的每一個角 

落。他們每到一地，即售賣或派發傳敎刊物，並傳講敎理；若傳敎士懂 

醫術的，也會作短期的醫療服務。 

游行佈道的效果很難預料，往往因不同地區居民的反應而有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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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傳敎士受到人民善待，向其主動詢問宗敎問題 I4 ；有時則被窘遂，甚 

至武力相待 I5。但大致上，基於人們的好奇和貪念，他們對聖書的派送 

是表示歡迎的，有時更會爭相搶奪，引起混亂 I6。不過這並不表示傳敎 

目的已達，許多時這些傳敎刊物，於不久便成爲包裹物品的紙張，或以 

廢紙而被沽去 I7 ；甚至有在商店裏大量發現用來包裹售賣的物品 I8。雖 

然其中也有極少數例子，證明有人因閱讀傳敎刊物而信敎 I9 ；但總括而 

言，派送聖書的傳敎效果並不理想。 

傳敎刊物的效果不理想，除了由於人民抗拒和不感興趣外，還有一 

個更重要的因素，便是語文問題。早期傳敎刊物多由馬禮遜、米憐及梁 

發、屈昂等人所寫，然後在廣州或馬六甲印刷。一般篇幅都不長，內 

容是簡單的基督敎要理，以半文言半白話的語體寫成。由於傳敎士懂得 

的中文不多；而梁發等中國信徒全都出身卑賤，並無甚麼受敎育的機 

會，文化程度有限，且對於基督敎的敎義亦未完全通曉，故此在翻譯時 

不免夾雜他們已往抱持的道、佛二敎的詞囊和槪念。這樣要藉此等書 

刊，使閱讀者能信奉基督敎，實在是非常艱難的事；反而可能像洪秀全 

般，妄自引伸搆想出一個非驢非馬的宗敎來。及後當遂漸有知識分子 

加入敎會，加上傳敎士的中文能力改善，傳敎刊物的語文問題才有所行 

緩，起碼誤導的情況較少發生。 

傳敎刊物大量印製和派發，耗費了不少金錢，而效果並不顯著。故 

在很早之時，便已有人認爲不若利用印刷和派送刊物的金錢，放在興辦 

學校上，可能價値更大
2 2
。此外，游行佈道亦爲部分傳敎士所抗拒，他 

們對此方法的成效和常遭遇到的受窘場面感到難以接受，因而改用其他 

方法23。 

無論如何，賃屋或游行佈道，在整個傳敎史上始終是 主要的傳敎 

方式，因爲這是直接使人聽聞福音，以至催使人們作出決定的途徑，故 

有稱之爲「直接佈道法」（Direct Evangelism )。其他一切的方法，包 

括醫療、敎育，以至各樣的社會服務，均要透過某些服務作媒介，以尋 

求接觸點，故相對於賃屋和游行佈道來說，都僅是間接佈道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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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佈道 

游行佈道由於不是所有傳敎士都喜歡採用的形式，且效果亦不大 

好，故他們仍繼續探求其他更有效接觸中國人的方法。 

一八三六年是一個新的突破，是年伯駕在廣州開辦了全中國第一間 

西•院’從事•療傳道。成效極其昭著，不少傳敎士乃認爲這是傳敎工 

作的一個新路向
2 4
 ° •療工作的成就’不單在於它吸引了許多國人主動 

接觸傳敎士，從而得到傳敎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中國人對傳 

敎士的觀感，因著傳敎士而獲得治癒，受益人及親友對傳敎士從原來的 

仇恨、猜忌，一轉而變爲感激和友善的態度，進而對基督敎也減少了抗 

拒的心理。伯駕的眼科醫院由於效果良好，乃於一八三八年與裨治文及 

哥键治（D r . T.R. Colledge )合組醫療傳道會，進一步推廣醫療佈道 

工作 ° 

醫療固然是接觸中國人的良好媒介，本身也是很有意義的「善事」， 

但這「善事」必須與傳敎士來華的 主要目的——傳敎配合，否則就是本 

末倒置。因此，伯駕聘任了梁發爲醫院的傳道人，每逢星期一向新求診 

者宣講敎理，並且派發傳敎刊物；星期天又擧行
2 5
主日崇拜，從而展開 

傳敎工作。 

一八四二年後，醫療傳道得到進一步推廣，除伯駕的醫院外，其他 

差會亦嘗試從事醫療工作。美北長老會的哈巴安德在一八五一年於廣州 

開辦一間診所
2 6
，其後該會的嘉約翰更積極發展醫療服務。英國長老會 

的 賓 爲 鄰 於 一 八 五 六 年 ， 偕 同 另 一 位 傳 敎 士 戴 德 生 （ H u d s o n 

Taylor )到汕頭傳敎
2 7
。由於當地居民的懷疑，他們找不到傳敎機會； 

幾經嘗試下，賓、戴二人認爲欲在汕頭立足，惟有先設醫院。戴氏曾習 

醫學，來華居上海時還帶來許多醫療器具，故逕自回漏往取之，惜因種 

種緣故沒有返回汕頭
2 8
。賓爲鄰不久遇到一個在媽興島替外國人醫病的 

英國醫生卜氏（D r . de la Porte )，便與其合作，透過醫療接觸中國 

人，反應頗佳
2 9
。此事足可反映•療佈道的效果。禮賢會的葉納淸在一 

八四七年到東晃傳敎，也以施醫爲開路，「就醫者頗衆，地方官吏得 

知，亦不禁阻，頗有機緣傳道」
3
°。其後同會的羅存德（W i l h e l m 

Lobsheid ) 及巴色會的韓山明，都有從事醫療佈道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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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傳道是很有效的傳敎方法，但它本身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首 

先，醫療工作所費不菲，不能任意廣泛推行。早期個別傳敎士開辦的診 

所，設備簡陋，供應少量藥品給病人，自然不成問題。惟其後陸續添置 

各樣器具，增加外科手術及住院服務，費用便昂責了。一八六•年後， 

在中國設立了數間較大規模的敎會醫院，如上海虹口的同仁醫院、仁濟 

醫院，北京施醫院，和廣東的博濟醫院等，乃至較小規模的河源仁濟醫 

院，都不能單純依賴個別差會的供應，而必須獨立在華及海外籌募經費
33
。 

可見醫療服務費用之靡大。 

其次，醫療工作是一種專業技術，從事者必須曾受專業訓練，否則 

不能勝任。來華的傳敎士中，並非有很多人讀過醫學的，他們便不能取 

用此方法了。是以賓爲鄰在汕頭欲開展醫療傳道工作，但因不懂醫術， 

只好找一位原非傳敎士的卜氏幫忙，才能如願。如此，醫療佈道本身已 

存著內在的限制，其擴展的程度取決於傳敎醫生的多寡。雖然曾有人決 

定採用醫療佈道的方法後，才接受醫療訓練，如原來任職海關的丹麥人 

紀善（Car l C. Jeremiassen )欲到海南島傳敎，先用兩年時間在博濟 

醫院隨嘉約翰習醫術
3 4
 ；但這種情況非常罕見，其他未受醫學訓練的傳 

敎士，只可在其他方面發展。 

第三，更重要的是，就實際使人信主的成效而言，醫療傳道也並非 

很奏效。因爲，來就診的人目的旨在治病，當接受治療後便離去，且很 

少無故重來，要長期接觸並不容易。加上每天前來求診的人非常多，傳 

敎士要應付每一個新來的病人已極吃力，遑論繼續探訪及敎導從前來院 

的人了。因此，在接觸面不斷轉變的情況下，傳敎士的敎理傳遞，僅限 

於介紹 淺顯簡單的眞理，沒有機會完整及系統地闡明基督敎的義理。 

當然也許有主動要求進一步理解的人，但爲數不多。住院的病人較門 

診的情況要好些，因他們逗留在醫院的時間較長；但在當時，需要留 

院的除了部分是因病情嚴重外，大部分的病人卻因來自偏遠的鄉間，往 

返覆診不便，故醫院爲他們提供宿處。這樣的病人在疫癒後離去，即使 

他們已信奉基督敎，但路途阻隔，亦難以定期往返參加敎會聚會，跟進 

工作實不易爲。 

故此，醫療佈道在消除國人對基督敎的成見，及提供接觸機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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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實是有效的途徑。但就有系統地敎導敎理，以至建立敎會的功能來 

說，仍有其限制。 

(三）教育相對的優點 

從游行佈道及醫療傳道兩種方法的困難觀之，可以很淸楚地突顯出 

敎育在傳敎功能上獨特的地方。 

第一，興辦學校非常簡便靈活。組成一間學校的要素有四：校址、 

敎師、課程、學生。就校址言，傳敎士根本毋須另外找尋地方，只須利 

用居所或講堂，便可闢作敎室。敎師方面，傳敎士自己是當然的聖經科 

及其他西洋知識科目的敎員，不像醫療工作般需要特殊的訓練，人人皆 

可勝任。唯一需要聘請的是中文敎員，但在十九世紀科擧不第，待聘爲 

塾師的人很多，故尋覓不難。課程亦不必考究，早期的一人主理學校， 

大多只有聖經科和中文科；前者不須多講，中文科只須沿用傳統的三字經 

和千字文的傲蒙課本便可。收取學生方面比較上有些困難，失學兒童固然 

不少，然而必須使他們消除對外國人的疑懼，傳敎士在此多提供免費的 

課本、食物、衣著，以至金錢來作引誘，吸引貧窮的家庭子弟就學。這 

四個要素都解決後，學校便可隨時開課。 

傳敎士有抵達工場後不到一月，便立即辦學的
3 5
 ；有些甚至連語言 

亦未通嘵，也同樣辦學
3 6
。他們開設的學校，亦有從數間至十數間，乃 

至超過一百間
3 7
。這些現象，均說明了辦學之輕易及靈活。 

第二，辦學可以維繁一羣固定數量的聽衆。與在醫院、講堂或街頭 

傳敎不同，學校擁有一批出席穩定的學生，傳敎士可以有系統、由淺入 

深地向他們闡釋基督敎的道理’直至他們相信爲止
3 8
 °這些年輕學生， 

並無成年人的固執和成見，可塑性較高；向他們傳敎，容易產生效果。 

正如雷德（L . B . Ridgely )指出：傳敎學校的傳敎方式，從消極面 

看，可以對抗異敎主義破壞性的影響；從積極面看’則提供了向個別孩 

童直接傳敎的機會
3 9
。至於學生在學校信敎的比例，在後面將會有所探 

討 0 

第三，傳敎學校同樣可以改善民衆對基督敎的態度°中國人一貫將 

興學看成一件善事，興學者被視爲善長仁翁’受到人們的推崇。是以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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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伯的敎育實驗雖然失敗，但仍改善了當地人民對他的態度。此外，中 

國人傳統以來尊師重道的心態，也使傳敎士在向學生傳敎之餘，得以接 

觸這些學生的家庭，透過家庭探訪等活動，傳敎士可以向學生的家人宣 

講福音。 

敎育用以改善民衆對宗敎的態度，比醫療服務尤有優勝之處。因爲 

醫療工作多在城市中開設，就診者大多來自他地，他們即使因享受了服 

務而對基督敎產生好感，但由於地區分散，所產生的連鎖性效果亦很有 

限；但傳敎學校（特別是一人主理的學校）卻可以廣泛地遍設至各地， 

甚至是每一條鄕村。這樣，學校旣深入一個社區，甚至屬於該個社區 

的一部分，所造成的效果自然更大。 

從以上三點，可以看出辦學較爲靈活，是費用廉宜的服務，開辦者 

並無資格能力的限制，又能向學生有系統地闡明基督敎的義理，其傳敎 

和改善人民態度的效果亦使人滿意，因此是一種極爲有效的傳敎方法。 

來華的衆多差會，幾沒有不採用是法者。 

第二節敎育功能 

)訓練傳教助手 
就傳敎功能看，敎育工作固然有其長處，但這並非傳敎士 初辦學 

的原因。傳敎士早期開辦學校，目的在訓練傳道助手。 

撇開敎育本身不談，單就游行佈道及醫療傳道這兩個方法而論，也 

可發現：不論是翻譯聖經、編寫傳敎刊物、游行派發聖書，以及醫療工 

作，傳敎士都需要華人助手予以協助。早期他們只能以金錢爲館，吸引 

貧窮無業者加入工作，但這終非長久之計，特別是協助傳敎士若不是敎 

徒，或雖爲敎徒，但對敎義一知半解的話，則對傳敎的順利推行，仍是 

一大障礙。是以訓練中國傳敎助手，實爲傳敎士 迫切的工作，也正是 

馬禮遜和米憐創辦第一所傳敎學校的動機。 

早在一八一二年，馬禮遜寫信給倫敦會的監督時已指出：「福音的 

後勝利要靠本地傳道人及聖經。」
42
米憐在一八一四年亦說：「我們相 

信要使中國福音化（evangelized )是一件漫長的工作……而一所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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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傳道人開設的神學院將對此工作有極大的貢獻。」
4 3
本著這個動機， 

他們在馬六甲開辦一間華童學校，數年後在此基礎上建立英華書院。至 

於稗治文在一八三一年於廣州開辦一間學校，敎導梁進德等學生英文和 

希伯來文，目的也是爲使他們將來擔任中文聖經的翻譯。伯駕開辦眼 

科•院不久，亦著手訓練中國助手，由此而產生第一批習西醫的中國 

人 ° 

在訓練中國的傳道、翻譯、•療等人才時，傳敎士發現——他們必 

須從 基礎的知識敎起。因爲他們所能招納到的學生，差不多都是出自 

低的社會階層。他們大多數未受過敎育，甚至是文盲。要敎導他們， 

必須從認字開始。即使他們當中有少數曾受過短期私塾的敎育，所學的 

也僅是傳統的中國典籍，與西洋知識扯不上關係。因此，令他們學習專 

業訓練以前，還是先要使他們認識簡單的語文、數學、歷史、地理、格 

致等科。米憐本欲在馬六甲開設神學院，但由於師資、課程及學生程度 

的限制，他只能首先開辦一間小規模的私塾，敎導那些差不多是文盲的 

中國孩童，認識 基本的讀、寫、算；一八一九年，改辦英華書院後， 

也僅是英文及基督敎敎義的課程比重增加而已
4 5
。至一八四三年，該校 

遷往香港，才正式開辦神學院。從構想到實現，中間相距了三十年。伯 

駕在訓練醫術助手時，亦沒有忽略向他們提供普通知識敎育；他的其中 

一個助手，在一八三七年就讀於馬禮遜敎育會所辦的學校，學習語文、 

聖經、地理、數學及生物等科，半日上課，半日隨伯駕習醫
4 6
。骑片戰 

爭時期，醫院停辦，一八四二年重新復業及收錄學徒後，伯駕仍只令他 

們半天在醫院受訓，其餘時間則學習英文及地理
4 7
。可見提供基礎敎育 

是使學生能接受更高深和專業訓練的必要條件，這也是傳敎士設立初等 

敎育的主要原因。 

從訓練傳道助手，到初等敎育的建立，敎育開始成爲傳敎事業的一 

部分。 

)教育的自足價値 
然而打從敎育工作開始之時，敎育即產生出自足的價値和意義。 

提供基礎敎育，固然是爲著專業訓練的需要，但基礎敎育的科目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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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都與傳敎工作直接有關。語文和聖經知識的傳授，對神學敎育非常 

重要自無疑問；生物等基本科學知識，亦爲醫學敎育所必需。然而，其 

他如地理、歷史，甚至數學等科目，對學生個人的栽培當然有其重要 

性，但卻不見得可以直接應用在傳敎工作之上。可見傳敎士在從事課程 

設計之時，不純粹是基於傳敎的需要。事實上，傳敎士辦學的動機，雖 

然是爲著傳敎的目的，但在實際策劃及推動一間學校的事工時，他們不 

可避免地會受到他們原來的敎育背景所影響；以致在學校的級制、課程 

的設計、敎學的內容，乃至敎育觀念上，都存在著英、美等國敎育制度 

的影子。換句話說，傳敎學校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襲西方的。但 

是，十九世紀時，西方的敎育並非是單純的宗敎敎育，西方敎育的觀念 

和功能也不都是宗敎性的，這是傳敎學校存在的矛盾之一。 

其次，在一所學校開辦後，傳敎士所關注的，除了欲使學生信奉基 

督敎外，必然地也希望他們能夠吸收知識，成爲有學問的人，將來能發 

揮對社會、對羣體的影響。因此，提高敎育質素、改善學生的水平，往 

往成爲辦敎育的傳敎士所關心的重點。這樣，敎育便不再單純地是傳敎 

的手段或工具，其本身的目標漸漸地與傳敎並駕齊驅，因而使到上述傳 

敎學校的矛盾深化。 

以英華書院爲例。前面提到米憐等人的開校目的在爲將來設立神學 

院作準備，然而當英華書院成爲全馬六甲 高的學府之際，即產生了傳 

敎學校的意義和功能的疑問。倫敦會的監督們，對英華書院的世俗敎育 

(即非宗敎科目）表示懷疑，且對傳敎士花費大量的金錢和精力在辦學 

工作上不予贊同°雖然馬禮遜等多次解釋，學校終能繼續開辦，但懷疑 

和不快卻未嘗停息
4 8
。事實上，英華書院的發展，也的確超越了原來單 

純的傳敎目的”變成了一所由傳敎士主辦、有宗敎課程的普通文科學校 

(L ibera l Ar t College )。至遷港改辦神學院後方有轉變。 

與此同時，傳敎士對興辦學校的目標的理解，也遂漸超越傳敎以 

外°如麥都思認爲：中國除了需要基督敎信仰外’也須改革當時的敎育 

和醫療制度；傳敎士開辦學校’正可以給予中國人一種更有用、更聖潔 

的敎育內容和形式°並且亦能訓練中國人，使他們能獨立推廣歐美的敎 

育制度，從而能全面改革傳統的中國敎育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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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一八三六年成立的馬禮遜敎育會，更以傳授新知識爲其首要目 

標。在該會制定的憲章第二條即表明：「本會是以學校或其他方法，促 

進及改善中國敎育爲目的。」
5
°宗敎動機反而沒有載在憲章之內。而整 

個敎育會，除稗治文外，其他成員皆爲英國在華商人，及東印度公司的 

譯員，董事會設在中國，組織完全獨立。基金由董事會在廣州、澳門兩 

地進行籌募，雖然也有致函敎會人士要求捐助，但仍沒有與任何差會發 

生直接關係°故此馬禮適敎育會並非差會組織；它之具有傳敎成分，是 

因爲董事成員皆爲基督敎徒，特別是推動實際行政的是稗治文；它所先 

後支持或創辦的學校’都是由傳敎士負責，故亦可以視爲傳敎學校‘。馬 

禮遜敎育會成立後，首先以經濟援助郭實臘夫人在澳門開設的女校。該 

校是一所小學，課程採用英國小學的課本，並敎授英語，此外，也聘請 

華人敎師敎授中文SI ° —八三九年郭夫人結束該校後’馬禮遜敎育會即 

委任勃朗爲馬禮遜學校校長。所授科目，包括地理、數學、語文、聖經 

各科；除中文科敎授四書和詩經外，其餘各科採用英國課本
5 2
。學術水 

準並不差，故數位畢業生容閎、黃勝、黃寬等，在美就讀時，均能銜接 

當地課程，可見其程度之高。 

前面提到傳敎敎育的傳敎和敎育兩種功能，基本上是屬於兩組完全 

不同的學校。前者多數是一人主理學校，課程、師資、經費等，全都因 

陋就簡；但後者則爲開辦神學院、訓練傳道助手而設，各種設備均較完 

善。但在下一階段，兩組學校將合倂在同一敎育系統之內。 

傳敎敎育奠立後，隨之而來的是傳敎學校的功能：敎育與傳敎孰輕 

孰重的問題。這問題一直是傳敎士爭論的重點；而傳敎敎育政策的轉 

變，也與不同時期傳敎士對此矛盾的看法的改變有直接的關係。 

註釋 

1早期傳敎士建立的敎會’大都發生不少所謂「吃敎」的問題，即對禮賢會奠基華南 

貢獻甚大的王元深，亦承認他在受僱爲派聖書人時，並未信道；他之受洗正式入敎’純 

粹是「以爲洗禮爲洋人之例，受之，冀得派書之役，實不知爲救靈之梯階也。」可見一般 

派聖書人的心熊。參王元深：「信道實錄 I，載《萬國公報》，册三，卷八，三六三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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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 b 至一八 〇 ’ 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2
例如郭實臘在香港成立福漢會，召集一些華人予以訓練，然後遣回內地派書傳 

敎；但其中大半都將金錢中飽私囊。至韓山明接管敎會時，方謀改善。見劉粤聲：《香 

港基督敎會史》，頁七至八。 

3
麥沾恩：《梁發傳》’頁六三。 

4 同前註；又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2, p. 328. 
5 關於此書的影響’參 E.P. Broadman,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pp. 52-
87. 

6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7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p. 380 ；關於整個行程，參同書第十 

五章。 

8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pp. 328-331. 
9 George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o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and Chusan, on Behalf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Year 1844, 1845, 1846 (London: Seeley, Bumside & 
Seeley, 1847)，p. 99 ；又如長老會的25士頓（Preston )，「甚欲福音道理流行粤省，故於 

聲明文物之區，不惜重價擇一要地’即省城雙門底爲福音講堂，而又毎午不問風雨寒 

暑’必至此堂宣講……此講堂在雙門底之衆也，每日講道，由是各府州縣士子入闈小 

試’與夫四方客商者，無不知有是人，亦無不知是人所講之道意者。」參余家齡：「廣東 

2E牧師辭世並詩」’載《萬國公報》，册七，卷十’期四五一，頁七b，一八七七年八月 

十一日。 

10關於講街書之詳情’可參盧約翰（John Rose )著、楊林譯：《苦難重重的敎會》 

(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敎會’ 一九八四）’頁三二至三五。 

11 Ashmore,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p. 6. 
12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p. 100. 
1

3
如巴陵會的吳天福’便是因郭念三醫生與韓士伯至太平山觀音廟（香港）贈醫播 

道’而信奉基督敎°參麥梅生：「吳天福先生傳」’載《德華朔望報》’十五期’頁十四。 

14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pp. 73-77 ° 
如王元深於一八六〇年曾偕同浸信會創辦人紀好弼敎士往增城傳道，但不爲村人 

接納，無功而還。後與衛理會卑士 ( G. Piercy )至佛山，在正掉登岸’羣衆沿街喧 

嘩’謗言盈耳’ 二者不能傲口 ’惟散聖經而已；至石灣時’更被途人擲石驅遂。參王元 

深：「歷艱明證記」，載《德華朔望報》’期九，頁十七至十八。 

B.C. Henry,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or Light in the Broad East (New York: 
Auson D.F. Randolph, 1885)，p. 249. 

17 Ibid. 
18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pp. 331-332. 

1
9
如長老會的蕭信眞’便是輾轉從友人手中得閱福音書一部，而敢了對基督敎的興 

趣。參蕭信眞：「信道感恩記」’載《萬國公報》，册九，卷十一’期五•二，頁二十至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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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20 書 目 可 參 Alexander Wylie 白勺 Memoir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各小傳後的著作表。 

2
1部嗣禹：「勸世良言與太平天國革命的關係」一文，對《勸世良言》一書的內容，如 

何誤導洪秀全有很好的分析，載《大陸雜誌》，三十卷，八至九期。 

22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p. 331. 
2 3

具代表性的例子是美籍傳敎士、後爲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 J o h n Leighton 
Stuart ) 的經驗，參氏著： F i f t 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s (New York: Randon, 1954), p. 28. 
2 4
如雅裨理（D a v i d Abeel )在一八三九年重回廣州時’對伯駕的•院的情況感到 

很驚餅，因爲這和他在一八三〇年初至廣州時，中國人對傳敎士的態度截然不同了，他 

說：「我對來求醫的病人如此衆多感到語異，社會上不同階級的人，甚至是地方上的 

高級官吏，均來向傳敎士求-。此影響必然令人贊服，且定很深遠。這樣也造成一個讓 

中國人信奉基督敎的機會。若那些對異敎的醫術（按指中國傳統醫術）懷疑的人，在此 

醫院逗留一天，他們就會感受到，神的恩典對祂所保護的國家，是多麼有功效。」（見 

Williamson, Memoir of the Rev. David Abeel [Delamare:Scholarly Resources, 1972], 
p. 178.) 
Edward V. Gu l i ck作出如下結論：「伯駕•生開辦一間醫院後，不但在中國創造了一種 

新形式的傳敎事業，而 終變成傳敎機構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更是開始了和中國人的 

新關係的形式 °」（Gulick，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55) 
25 Gulick, ibid., p. 58. 
26 Brown, One Hundred Years, p. 362;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

ies, p. 145. 
27 Dr. and Mrs Howard Taylor, Hudson Taylor in Early Years一The Growth of 

a Soul (Londo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25), p. 360;並參 Band,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 29. 
2 8
戴德生返上海後’方知其醫療器材因房屋失火而被焚。他本欲回汕，但在傲程前 

接獲賓爲鄰的信，得悉賓氏被中國官府拘捕，解回廣州，因而放棄回仙之想 °參 

Taylor, ibid., pp. 407-408. 
29 Band,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p. 29-33;陳澤霖：「基 

督敎長老會在潮仙」，載《廣東文史資料》，八輯’頁五五至六〇；Wil l iam Ashmore, 
"Early Days of the Swatow Mission", CR (Sept., 1897)，p. 419. 

30王元深：「歷艱明證記」’載《德華朔望報》，第二期’頁二一；D. MacGill i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p. 493. 

3 1
王元深：同前註，載《德華朔望報》，第三期，頁十九° 

3 2
「巴色傳道會差遣韓黎二牧來吾客族地區傳道簡史」’收《基督敎香港崇眞會史 

略》，頁二一 ° 
33
各醫院的勸捐傲泛見於《萬國公報》、《德華朔望報》等。 

3 4
關於紀善的生平’參F r a n k R. O i l m a n的敍述，載C R , Aug., 1901，p. 412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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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 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The Isle of Palms, Sketch of Hainan (New 

York : Garland Publ ishing Inc. 1980),附錄 A ，頁一 〇 六至一 〇 八。 

3 5
這 樣 的 例 子 實 在 太 多 ， 前 文 已 擧 不 少 ° 例 如 叔 未 士 在 一 八 四 二 年 於 香 港 辦 一 學 

校，及一八四四年在廣州開辦另一間就是。參A s h m o r e，H i s t o r i c a l Sketch of South 

China Mission, p. 4. 
3 6
賓爲鄰的例子，參本文第二章，註1 6。 

3 7
韓士伯的例子不用重複 °麥都思在一八一九年後數年間，在檳榔嶼（ P e n a n g ) 

開 辦 了 六 間 學 校 ( 參 Medhurst ,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p. 312 ) ；另一位女傳 

敎士萬麗斯（ W a l l a c e ) 在 馬 六 甲 開 辦 了 十 間 學 校 （ 參 G u t z l a f f ,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p. 319 ) 。 

38Henry’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p. 181. 

39 L.B. Ridgely, "Schools and Colleges as a Factor in Evangelistic Work " , CR, 

Vol. 41 (Jan., 1910)，p. 63. 

如 J.W.L., "Relat ionship of Evangelistic to Educational Work " , CR, Vo l . 44 (Nov., 
1913), p. 686. 

41 R. M . Mateer, " H o w to Meet the Evangelistic Needs of China's Rural Popula-

t ion", CR, Vol . 45 (Aug., 1914), p. 482. 

42 Eliza Morr ison, Memoirs of Robert Morrison, p. 355. 

43 Milne to Directors (16 Jan., 1814), L M S , S. C h i n a , 原件未見，轉引自 Br 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pp. 19-20.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p. 299. 

45 Morrison to Burder (7 Dec., 1817), and Same to Directors (18 Jan., 30 Jan., 

1818), L M S , S. C h i n a ,轉引自 Harr ison，Waiting for China, p. 35. 

46 CP, Vol . 7’ pp. 304-305. 

Bhdgman to Anderson, Canton, Jan., 1’ 1846’ A B C , A m o y , Siam, Borneo,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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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CP, Vol . 7. D D . 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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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政 治 形 勢 的 轉 變 

(一）北京條約與傳教的關係 
一八五七年，由於帝國主義國家未能在鶴片戰爭所攫取到的利益 

中逕其欲望，遂藉口修約問題、阿羅船事件、馬林（ A u g u s t e 
Chapdelaine )神父案，以及擾攘多年的廣州入城問題等事件，發動英 

法聯軍，即第二次鴉片戰爭。十二月底，廣州陷落。翌年五月，大沽失 

守°淸廷在列强船堅炮利的脅迫下，在六月分別與四國簽訂天津條約。 

此條約對基督敎在華的傳播，有極重要的影響。首先，中國政府准許外 

國傳敎士到內地傳敎，地方官吏除不得干涉外，還須負保護之責；其 

次，中國信徒亦受條約保障，文內列明信敎者不受政府壓迫1。 

因著滿淸政府的顢預，戰事再起，英法聯軍陷京。一八六〇年，中 

國與英法俄三國再度簽定北京條約。條約內，除重申天津條約所列的保 

護傳敎條款外，更在擔任翻譯的法國天主敎傳敎士狄拉瑪（ L o u i s 
Charles Delamarre )的擅自增添下

2
，中法條約的中文本第六條給予 

傳敎士在各省租買田地，自由建造的權利3。此項權益在 惠國的原則 

下，英、美等國得一同均霑。 

除了上述與傳敎有直接關係的條款外，北京條約規定外國可享有北 

京及各地駐使、領事裁判權等，使傳敎士在外國領事的保護下，得以毫 

無障礙地在各處傳敎，並且自由地建立基督敎各項事業。 

自一八六〇年後，傳敎工作飛躍發展，大量傳敎士來華，並迅速進 

駐內地各處。至十九世紀末，中國成爲全世界 大的傳敎工場。 

廣東方面，早在北京條約及天津條約以前，傳敎工作已受到第二次 

鳴片戰爭影響。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將堅 

決排外的粤督葉名琛俘去，巡撫柏責求和，英軍進駐城內，領事巴夏禮 

( H a r r y Parkes )成爲廣州城的統治者。中國政府雖指令團練還擊， 

企圖奪回失地，但始終無效。英國一直控制廣州，並以此爲抵押，迫令 

中國答允割讓九龍半島。至一八六一年十月，英軍撤退，廣州在外國統 

治近四年後，方才交還中國手中4。 

數載中外衝突，又爲炮火所披，廣州受到很大破壞；加上富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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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逃遁一空，令這個南方第一繁盛之地錯然失色。但這次不幸對傳敎工 

作卻帶來很大的好處：第一，多年來無法解決的入城問題，至此迎刃而 

解，傳敎士得以進入城內，賃屋租地，進行傳敎工作。第二，廣州人習 

慣了洋人的存在，排外心理一掃而空5。自一八六〇年起至二十世紀初 

年，廣州城內未聞再有敎案發生。第三，由於戰火摧毀不少城內建築 

物，許多居民因破產而被迫拋售城內或珠江北岸的土地物業，傳敎士乃 

得以選擇在 繁盛的通衢大街，購買 適合的地點來興建敎堂和學校
6
。 

正如衛三畏（h m u e l W. Williams )所說：「英法聯軍攻陷廣州， 

使廣東傳敎工作進一步擴大。」
7
—八六〇年的確象徵著一重大的轉摸 

點 ° 

)通商口岸的增闢 
天津條約除將中國全面開放、容許洋人活動外，又加開一批新口 

岸，在廣東省境內的有潮州（汕頭）與瓊州（海口）。 

汕頭是韓江沖積而成的沙洲，原爲一個小漁港。自開放通商後，遂 

漸發展成廣東東部重要港口，經濟發展不久即蓋過了政治中心的潮州府 

城。十九世紀末，大量人民從這裏移民至海外，潮汕是南洋華儒其中一 

個主要籍貫8。海口在海南島北部，遙對著中國大陸的雷州半島，由於 

海港較淺，洋船進出不便，中外貿易發展緩慢；事實上，直至一八七六 

年，在英國領事的要求下，海口才由海關派員勘察，開放貿易9。 

汕頭與海口開放爲通商口岸，外國在這兩地設立領事館，對監督保 

護傳敎條約的實施’保障傳敎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這兩個地方 

是在珠江三角洲及東、西、北三江流域以外、兩個重要傳敎區域（潮汕 

平原及海南島）的入口處，意義更爲重大。 

嗣後，廣東續有新通商口岸開放，包括：因一八七六年中英煙臺條 

約而開放的廣東 西部的北海、一八九八年英國在併吞九龍半島後，繼 

續租借的新界，及一八九九年法國租借廣州灣（進江）等。但除了新界 

的租借對客屬地區的傳敎區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北海的開放亦吸引少部 

分傳敎士到該處及鄰近地區傳敎外，對整個廣東省的傳敎工作影響並不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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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全 面 開 放 下 的 廣 東 傳 敎 情 況 

(一）廣東的地理與傳教關係 

一般敎會史家稱此階段爲「內陸傳敎期」。雖然對廣東來說，一八六 

〇年以前，已有差會突破了廣州的界限，到汕頭和新安、東竞等地傳 

敎。但大規模向內陸發展，卻仍是在此時期開始。 

在討論基督敎在粤的傳敎路線和分佈情況以前，必須先了解廣東的 

地理環境與交通槪況，此兩者存在極其密切的關係。 

廣東是中國 南的一個省份，面積二十一萬八千多平方里，地勢北 

高南低，丘陵滿佈；髙山及丘陵合計，佔全省土地面積百分之七十。平 

原不多，主要集中在江河流域的下游及沿海地區，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及 

其鄰近的河谷平原（包括：香山、順德、番禹、南海、新會、東竞、新 

安等縣），與韓江三角洲（又稱潮汕平原，包括：揭陽、潮安、潮陽、 

普寧、澄海、饒平等縣）。這兩個平原地區水道似網，土地肥沃，農業 

和交通都很發逹，因此也是全省人口 密集的地區，村落棋佈。在佔總 

面積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上，住上了三分一的人口。 

由於地勢不平，丘陵起伏，故省內的陸上交通並不方便；往來人 

貨，多靠海運和河運。廣東地處瀕海，海岸線之長爲全國之冠，且有不 

少良好的港口，自古即爲中國與海外貿易的樞紐，海上交通非常發達。 

河運方面， 具運輸價値的是珠江系統，包括貫通全省中西部的東江、 

北江及西江。東江流經的範圍，包括龍川、河源、惠州、博羅等縣，在 

東竞石龍入海。北江則會合武水（經過樂昌）及消水（經南雄及始興） 

於肇慶，流經曲江、英德、淸遠，至三水與西江匯流。西江流經封開、 

郁南、德慶、.肇慶、三水及高鶴，在斗門出海。這三條河流，搆成全省 

交通的大動脈。 

廣東省的傳敎路線，大體上是因應地理和交通的情況來發展的。因 

著廣州、香港（赃鄰新安）、汕頭的先後開放或割讓與外國，自然地成 

了外國傳敎士來粤的入口。他們多先在此三地停駐，一面學習語言、熟 

習環境，一面開始傳敎。待在此三地的工作取得一定的進展’而差會又 

加派人手前來後，乃在此三地建立起該差會的傳敎基地（Mission，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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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敎區總部），然後以基地傲起點，出發往其他地區傳敎，建立傳敎根 

據地（Stat ion，又稱分會、支堂、敎會）及外展站（Out-Stat ion， 

又稱佈道所、聚會所）。 

主要的傳敎區域，是在人口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及韓江三角洲的平原 

區，差會在這些地區投下了絕大部分的傳敎資源。至於省的西北部，則 

多是沿著西江和北江上游，在河流附近的城鎭建立傳敎根據地。 

除了地理環境外，語言是另一個對傳敎發展路線的決定性因素。 

廣東絕大部分人口爲漢族，但因漢人在不同時期、由不同源地、循 

不同路線，到達同省的不同地方，故此形成了三個明顯的語系區，操不 

同的方言，有不同的文化習慣。 

(1 )廣府語系區：以廣州爲中心，分佈在北江、西江中下游、珠江 

三角洲，兼及譚江、漢陽江和鑑江流域。操廣州話的又稱「本地人」。 

(2 )潮州語系區：以韓江三角洲爲中心，分佈在廣東西南部海岸、 

雷州半島以至海南島沿岸。操汕頭話的有稱爲「福偖人」（Hoklos ) 。 

(3 )客家語系區：以梅縣（嘉應州）爲中心，分佈在韓江、東江、 

北江的中上游地區，尤其是東北部的山區。操客語的稱爲「客家人」"。 

從歐美來華的傳敎士，很少能同時學習及掌握兩種不同的方言，適 

應兩種不同的習慣，因此多只選定一種語言，並在該系區向該語族的人 

傳敎。如郭實臘成立福漢會，訓練後來的德國傳敎士時，也要指令他們 

分別學習潮語及客語，好向不同地方的人傳敎丨
2
。不僅個別傳敎士如 

此，就是一個差會，亦多會擇定一個語系區爲傳敎範圍，即擴展也僅在 

此語系區內。美北長老會、美南浸信會、衛理會等便只向本地人傳敎。 

但有一些區域的語言比較混雜，如惠陽地區的本地人與客家人住得 

非常接近；潮汕地區的福倦人與客家人亦彼此接鄰。在這些地區工作的 

差會，便有兩種情況：一是僅向一語系的人傳敎，如巴色會的傳敎對象 

多爲客家人，禮賢會則多爲本地人。但由於惠陽地區兩語系重疊，有時 

會出現操別種方言信徒。故在一八八一年，兩差會決定互換朗口、塘頭 

厦兩地工作，以便保持語言統一
13
。 

另一種情況是某差會同時向兩個語系的人傳敎，但將該會的傳敎士 

分成兩組，各專責負起不同語系的人的工作。他們所建立的敎會，亦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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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系統；甚至連小學、中學，以至神學院都分開。如英國長老會及美 

北浸信會在潮仙地區向潮人及客人傳敎，便是採此形式。英國長老會在 

一 九 〇 〇 年 更 將 潮 客 兩 組 敎 會 ， 分 立 爲 兩 個 不 同 的 長 老 大 會 

(Presbytery )，各自獨立發展；僅在其上成立一個聯絡性質的潮惠 

長老總會（Synod )，以示出於同一個差會而已
1 4
 ° 

)差會實力的增强 

前一階段在廣東傳敎的差會共有九個。其中除了美部會（公理宗）
15 

及巴陵會曾中斷其工作一個時期外，其他差會均繼續在粤發展。美國 

浸信宗在一八四六年分裂後，原來在廣州的工作由新成立的美南浸信會 

負責，美國浸信會海外傳道會（爲易於識別起見，以下改稱美北浸信 

會）於此時期復來，傳敎於潮汕， I6故浸信宗差會一分爲二。 

這十個差會在一八六〇年後，均積極增加人手，擴大傳敎範圍。它 

們在廣東各地開闢新的傳敎根據地和外展站（參附表二）。 

附表二 ： 一八六〇至一九〇〇年，前階段來粤的 

差會傳教範圍表 

差會名稱 傳敎區域(縣、市） 附 註 

倫敦會 佛山、博羅 1862年，香港倫敦會華人敎徒成立 

自理會（後稱道濟會），於1864年派 

傳道人赴佛山傳敎。 

公理含 廣州、開平、佛山 

赤溪、香山 

美部會於1866年停止工作，1883年 

重來。 

華橋綱紀愼自理傳道會（美國三藩 

市華橋成立），於1887年派人赴粤 

傳敎。 



第四章敎禁解除與全省開放 81 

美南浸信會 廣州 

惠州、河源、連平、 

新豐。 

肇慶、四會、廣寧 

懷集、新興、雲浮 

羅定 

新會、赤溪、開平 

恩平、鸛山。 

美北浸信會 汕頭、揭陽、潮陽 

澄海、饒平、河婆 

(揭西）、興寧、嘉應 

巴色會 新安、五華、紫金 

歸善、龍川、興寧 

嘉應。 

禮賢會 新安、東竞、歸善 

增城、廣州。 

巴陵會 歸善、龍門、番禹、 

花縣、淸遠、南雄。 

巴陵會於1872年曾將工作轉至禮賢 

會名下。 

衛理會 廣州、南海、順德 

佛山、新寧、新會 

韶關、英德。 

美北長老會 廣州、新會、連州、 

陽江。 

填州、海口、儋縣。 

英國長老會 汕頭、澄海、潮州、 

河婆(揭西）、豐順、 

大埔、普寧、海豐。 

嘉應 

禮賢會 新安、東竞、歸善 

增城、廣州。 

巴陵會 歸善、龍門、番禹 

花縣、淸遠、南雄 

巴陵會於1872年曾將工作轉至禮賢 

會名下。 

廣州、南海、順德 

佛山、新寧、新會 

韶關、英德。 

美北長老會 廣州、新會、連州 

陽江。 

壇州、海口、儋縣 

英國長老含 汕頭、澄海、潮州 

河婆(揭西）、豐順 

大埔、普寧、海豐 

赤溪即今台山、香山即今中山、歸善即今惠陽、新寧即今潮安、嘉應即今梅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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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陸續又有五個新差會加入。其中包括本來已在香港工作 

的聖公會。它們的傳敎範圍，亦以廣州爲主，後擴展至其他地區。惟約 

老會(Refo rmed Presbyterian Mission )及德國長老會(K i e l e r Cho-

na Mission )來粤 晚，故將傳敎區域定在較偏遠的西部，包括在西 

江邊沿接鄰廣西的德慶，及繞過雷州半島的北海和合浦（參附表三)。 

附表三：一八六〇至一九〇〇年新來差會 

差會名稱 來粤曰期 傳敎範圍 

聖公會 877 
圧門、順德、香山、增城 

北海、肇慶。 

美瑞丹會(播道會） 

同寅會 889 廣州、順德、香山 

約老會 895 德慶 

德國長老會 895 北海、合浦。 

除了上述十五個直接傳敎、建立敎會的差會外，還有一些服務性或 

專門從事某種事工的團體，包括在上一階段已存在的醫療傳道會和大英 

聖經公會（B r i t 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及此時期成立的惠 

愛醫院（ J o h n G. Kerr Hospital for the Insane )禾口格致書院 

(Can ton Christian College )。大英聖經公會致力於翻譯聖經、聖 

書；惠愛醫院和格致書院爲辦痳瘋病院及籌辦大學，需要大量金錢，非 

單一差會所能負荷，故籌辦的傳敎士將這些事業脫離原來所屬的差會， 

另立葷事會，專責管理和籌募經費。. 

第三節各地區的傳敎與辦學 
附表二和附表三已列明十五個差會的傳敎範圍，但爲著更明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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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以下將廣東分成三個地區，以觀察差會實力的分佈，及學校開辦的 

情況。 

(一）潮汕地區 

主要以汕頭爲起點，遂漸推展至潮汕平原。由於蓮花山脈的塹阻， 

在這裏傳敎的差會很少會進入其他地區，他地傳敎的亦不會伸延至此 

地，儼然一隔絕的區域。傳敎差會包括英國長老會及美北浸信會。 

英國長老會 

英國長老會於一八五六年，由賓爲鄰在汕頭開基；一八五八年，施 

饒理在汕頭開設了首間佈道所及小學，一八六二年，他與另一位較晚來 

的金輔爾（又譯瑪堅繡，W.L. Mackenzie )在澄海縣驢灶設立敎會； 

翌年又開辦一所小學校，學生人數約二、三十人，主要來自敎徒家庭“。 

一八六五年，兩個本地傳道人，先到潮州府城建立敎會，初期受地 

方政府阻撓，經英國領事交涉方可繼續。六六年七月，傳敎士亦得以自 

由進入潮州府城 I8。以上皆屬潮屬地區的工作。 

與此同時，差會亦打進客屬人的世界中，施饒理先在客屬邊境的葵 

潭傳敎，開設敎會，並在鄰近的庵埠、黃岡、大汕頭等地建立外展站。 

一八七一年，始在河婆建立客家地區第一個根據地。 

一八七三年，在汕頭開辦了第一間女校，名爲淑德女學校。此校由 

英國愛丁堡一婦人M r s . Buckaran捐建，收錄信徒女兒入學， 初僅 

有十二名寄宿生，由傳敎士的太太任敎。敎授的科目主要是聖經。爲了 

使這些原來是文盲的女孩子更快的閱讀聖經，乃採用羅馬字母拼音 

(Romanized Character System )，來取代複雜的方塊字。學校設立 

的目的，旨爲本地傳道人培養基督徒妻子：「此學校迅即在敎會生活中 

佔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地位。因傳道人及其他敎會工作者，若聘娶異敎 

的、或掛名是敎徒，但未受過敎育的女子爲妻，則必然地妨礙傳道人的 

家庭發展。」19 

爲了培養傳敎人才，早在一八七一年’施饒理與卓威廉（Wil l iam 

Du f fus，一八六九年至汕）合辦了一間神學院，收錄七個學生，但僅 

維持四年。一八七四年，金輔爾籌款興建校舍，重開神學院，此即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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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的前身。學校由金輔爾、卓威廉、汲約翰（ J o h n Campbell 

G ibson，是年才抵汕）及本地傳道人陳開麟（樹全）任敎。學校 初 

有八人，至一八八一年增至二十一人2°。 

一八七七年，金輔爾和汲約翰在辦神學院之餘，又辦了一間男校， 

名聿懷學校（即後之聿懷中學）°學校創辦的目的，一方面爲提供敎友 

子弟的敎育機會，使彼等免受異敎主義的影響；另方面也爲神學院提供 

預備課程，故學生全都來自敎徒的家庭。課程包括聖經及科學等科目° 

聿懷的學生主要是寄宿生，在開辦首期所招的三十七名學生中，只有四 

名走讀生。 

一八七一及七九年，長老會先後在客屬的河婆及五經富建立根據 

地，自此客籍敎會發展得非常迅速，十年間已成立超過十間敎會° 

一八八三年以前，紀多納（Donald Maclver，一八七九年來五經 

富）已在客籍地區開辦了幾間初級學校，又在五經富開辦一間給年長學 

生就讀的學校，後者共有六個學生，旨在訓練學生，使之將來能在敎會 

工作。一些客籍學生，若懂得汕頭話，則被送至貝理神學院就讀。一八 

八三年，五經富開辦一間專爲客家人而設的神學院，由紀多納、烈偉廉 

( W i l l i a m Riadel )及一位本地傳道人彭文山（傲峯）任敎。這是後 

來觀峯神學院的前身。 

一八八四年，五經富再開辦一中學，即道濟中學。由各地敎會所辦 

的小學中，挑選一些較優秀的學生前來深造
2 2
。 

一八八七年，英長老會已在潮汕地區建立敎堂四十一所（潮屬二十 

七、客屬十四），敎徒共一千七百多人
2 3
 ° —八九〇年，由於敎區遼 

闊，敎務日繁’加上潮、客語言不同、習俗互異，工作發生種種困難° 

乃將原來於一八八一年成立的潮惠長老大會一分爲二：操潮語的敎堂組 

成汕頭區長老大會；講客語的組成五經富長老大會。此組織的轉變，基 

本上是將潮汕區的長老會劃分爲潮語區和客語區。 

一八八九年及九六年，潮語區再加設潮州城及汕尾兩個傳敎根據 

地 ° 

英國長老會於一九〇〇年以前，在潮汕地區的傳敎及敎育工作大抵 

如上。這裏要補充的是，以上提到的僅是中學和神學院，許多初級或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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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小學，由於資料不足的關係，未能個別述及，但其數量實在不少。據 

一八九五年的統計，該會在汕頭共辦有兩級（初小和高小）小學十五 

所、五經富則有五所，學生總數一百八十一人。除五經富一間外，餘皆 

走讀學校（D a y Schools ) °這些學校多附設在各區的敎堂內，主要 

收錄基督徒家庭中八至十六歲的兒童（女童則至十二歲），若人數不足 

的話，才兼收非敎徒子女。課程方面，採六年制，分初小和髙小兩級。 

學生需按能力繳費，每年約在一元左右
2 4
。 

據烈偉廉指出：敎會非常鼓勵在傳敎根據地及鄕村的外展站設立學 

校，每年新開辦的有六至十間之多
2 5
。 

小學畢業後，可按能力升讀中學（聿懷或道濟），中學皆爲寄宿學 

校，課程爲四年制°學生也要繳交學費，每年八元。畢業後，或從事小 

學之敎學工作、或進神學院就讀，受訓成爲傳道人。據一八九五年紀約 

翰的報吿指出：汕頭地區目前培養出來的五位本地領袖中，有三人是畢 

業於聿懷中學的。而敎會內的其他初級•療助手、中學敎師、傳道人及 

小學敎員等，皆自該中學畢業
2 6
，學校畢業生的出路因而可見一斑。 

美北浸信會 

該會於一八六〇年，派約翰（ J . W . Johnson，一八五七年至香 

港）與四位本地傳道人到油頭媽嶼開始傳敎；約翰夫人前在香港開辦的 

女校，也搬到這裏續辦。不久，敎會遷到汕頭市南的碧石。營石後來成 

爲該會在潮汕地區的傳敎總部（Mission Base ) 。 

傳敎工作在達濠、潮州、潮陽庵埠、汕頭市各地陸續開展，先建立 

爲外展站，繼而開辦敎會，再向周圍發展。至一八九二年，美北浸信會 

在饒平黃岡建立傳敎根據地，由林雅各（J .W. Carlin )負責。一八九 

四年，潮州府城成爲第二個傳敎根據地，由金士督（K.A. Kemp )主 

持。四年後，第三個根據地在揭陽成立。以上皆爲潮語系區。 

與英長老會一樣，美北浸信會在潮汕地區同時也發展客屬的工作。 

先在一八七七年，斐女士（ A.M. Fielde )在揭陽玉塔建立傳敎根據 

地，向客家人傳敎，並將佈道範圍擴展至門口嶺。一八八七年，甘武 

(George Campbell )繞過蓮花山，來到嘉應州，在那裏建立另一個 

客屬的根據地。一九〇〇年以後，還有兩個客屬根據地在河婆（一九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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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及謝邬（一九一二）建立27。 

敎育工作方面，一八六七年汕頭敎會建立不久，便開設了一個聖經 

班，在信徒中挑選一些優秀的出來，希望栽培他們成傳道人。這聖經班 

規摸不大，隔月上課，後來耶琳（Wil l iam Ashmore J r . )將之擴大， 

成爲天道學校
2 8
。 

前面提及約翰夫人在嚳石開辦的女校，於一八七三年停辦°同年， 

斐女士開設一間聖經女校，稱爲明道婦女學校，學生年齡由四十至六十 

九歲，她們在校學習兩個月後，便跟隨斐女士到附近城鄉游行佈道，翌 

年再受訓練
2 9
。學校遂漸發展成一間四年制的婦女學校，除聖經課外， 

還敎授一些實用性的科目如育嬰、衛生、救傷、主日學師訓班、家政 

等。自一八七三年開校起’至一九〇四年，共栽培了三百三十五人，學 

生平均年齡爲四十歲。 

男校方面，派約翰在媽嶼時，曾短時期開辦一男童學校，但遷至嚳 

石後便停辦了。一八七四年，汕頭重開一間男校，收錄十多個學生，聘 

請一位年輕的本地基督徒任敎；課程除聖經外，便是傳統的四書五經
3 1
。 

一八七四年，巴智璽夫人（M r s . Henrietta Partridge )開辦一間 

女童寄宿學校，名爲正光學校（ A b i d g a i l Hart Scott Memorial 

School )。學生毋須繳費，但家長在送女兒入學時，必須與學校定 

約，規定女兒不能纏足，也不能嫁與非敎徒，否則罰金三十元
3 2
。 

一八七六年，巴智璽在當地華人信徒的要求下，在碧石開辦了一所 

男校，即營石學校，收錄十二歲以上的男童。起初他們毋須繳付任何費 

用，但在一八八五年後則須負擔一半費用。學校敎授的科目包括地理及 

化 學 。 

一八九〇年以前，美北浸信會在潮汕地區共辦學堂十二間，學生共 

一百二十五人。一九〇〇年增至二十九所，男女學生四百餘；男敎師二 

十六名、女敎師九名M。 

美北浸信會在潮汕區的傳敎工作非常有系統和計劃。除以汕頭爲傳 

敎總部，設立男女寄宿學校各一所、婦女聖經學校一間，以及醫院一所 

外，在各傳敎根據地也分別成立傳敎組合（Miss ion Compound ) ， 

通常是一間敎堂’附設一間男童寄宿學校，有些也有女童寄宿學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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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陽且有一間醫院°傳敎士駐在根據地，並向四鄰的鄕人傳敎，建立外 

展站；一根據地大槪有三十個或以上的外展站，每站由一位本地傳道人 

負責°外展站會設在傳道人家中，或另賃一房子，以作禮拜之用。傳敎 

士則按時到各外展站巡視及傳道
3 5
。 

潮汕地區的傳敎分佈情況大致如上。 

(二）恵州地區 

傳敎士由香港（新安）進入，擴展至東晃、惠州、歸善、博羅等 

縣；或沿東江上溯，到逹河源、龍川等山區。在此地區傳敎的有禮賢 

會、巴色會和巴陵會。 

禮賢會 

禮賢會在前一階段，已奠下在廣東東南部的工作基礎，西鄉成爲傳 

敎的中心基地，並在福永、新橋、烏石嚴建立外展站，由本地傳道人負 

責°英法聯軍使該會工作受阻兩年，至一八五九年，高懷義及呂威廉重 

回福永，葉納淸則轉至歸善的荷_，在那裏續辦傳道學校，有學生王煌 

初
3 6
、陳觀海

3 7
等人

3 8
。 

一八六四年，公孫惠（Adam Kro lczyk，一八六一年至華）到東 

晃石龍建立傳敎基地
3 9
，並在虎門建立外展站。一八六八年，復在東竞 

縣城租館贈醫宣敎，花之安‘（E. F a b e r，一八六六年至）及能約翰 

( J o h n Nacken，一八六七年至）往協助。越二年，東竞、石龍相繼 

發生鬧敎事件，兩地敎堂均被焚毀，嗣後雖獲地方官府賠償，惟石龍基 

地不復再立。 

一八七三年，傳敎於客屬地區的巴陵會，由於沒有傳敎士在華，乃 

將新安朗口及廣州的傳敎根據地交禮賢會接管。至一八七八年，因人事 

問題，禮賢會將客屬工作大部分交還巴陵會，仍只在本地人區傳敎。 

一八八一年，禮賢會與巴色會互換朗口、塘頭厦兩地工作。四年 

後，禮賢會在塘頭厦墟附近的耶山購地建新堂，並開設學校
4 2
。 

一八八三年，葉納淸之子葉道勝（ Immanuel Genahr )來華，重 

開其父生前所辦的傳道學校。一八八五年，在東竞開辦一間醫院，名 

曰普濟醫院
4 4
，由巴陵會傳敎士鐵威臨（W. Dietr ich，一八七七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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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所建。一八九〇年轉由權約翰（J . Kuhne )
 4 5
負責。權約翰在施 

醫之餘，復設醫學班，敎授西•技術。 

禮賢會的傳敎工作曾於一八七〇至八〇年間一度受挫，致敎會發展 

未見有大進步，僅在東竞、新安、逕背（一八九二年立）建立傳敎根據 

地。學校工作亦不多
4 7
，重要的中學都要在下階段才開始

4 8
。 

巴色會 

巴色會早期的傳敎地區是新安和香港的客屬區域。新安縣的布吉和 

李朗是首到之地。一八五五年，巴色會在李朗成立根據地，並積極向鄰 

近珠江流域地區推展。稍後藉華人信徒的協助，長樂縣（今五華縣）屬 

的樟村成爲巴色會另一個重要的傳敎基地，於一八五八年成立敎會。自 

此，巴色會便將廣東的工作分成兩區：一是南區（ low-country )，以 

香港及李朗爲中心；一是北區（up-country )，以樟村及元坑（一八 

六六年建立敎堂）爲中心，各自向外擴展。南區集中在新安東竞等平原 

地區，北區則沿東江一直上溯至嘉應州。至一九〇〇年爲止，該會共建 

立了十三個傳敎根據地（或稱區堂），它們是：香港（一八四七年建 

立）、李朗（一八五二年）、樟村（一八六四年）、元坑（一八六五 

年）、古竹（一八七九年）、樟坑逕（一八八〇年）、浪口（ 一八八二 

年）、荷樹灣（一八八四年）、鶴市（一八八六年）、嘉應州（一八八 

七年）、興寧（一八八七年）及梅林（一八八九年）49。 

學校工作方面，一八六四年，貝德明（Wilne lm Bellon )在李朗 

創立存眞書院，專門造就傳道人才。 初學生只有十餘人，其中四位 

畢業後，由差會保送往瑞士巴色神學院深造，後經差會按立爲牧師，回 

國傳敎°此外，凌傲逹（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創辦人之一凌道揚之祖 

父）亦是第一屆學生° 一八七五年，拓地擴充院舍’易名爲傳道書院， 

學生有三十至五十人，課程除聖經外，尙有希臘文和德文。一八六八 

年，巴色會又辦了一間存眞女書院。 

北區的情況：一八六六年，邊得志（H . Bender )在元坑開辦一 

小學；一八七三年，續辦中學
5 2
 °除男校外，復辦女校。惟當時之女校 

旨在敎授婦女讀聖經，而爲了使這羣原來目不識丁的女童’能夠更快閱 

讀起見，乃採用其時韓士伯、高力基所編寫’以客家方言羅馬音標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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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版本
5 3
。故這些婦女主要學的是羅馬音標的文字，她們畢業後 多 

只能閱讀簡單的文理體，書寫便很困難了。此外，她們也學習一些簡易 

的加減乘除算術
5 4
。 

當傳敎地區不斷擴展，根據地相繼建立時，巴色會也在各地遂漸興 

辦小學。如一八八二年的蓮塘、一八八九年的鶴市、一八九二年的梅縣 

等
5 5
。至一八九三年，巴色會在廣東所建立的十三個根據地、三十九個 

外展站中，設立了五十三所學校；其中包括一間神學院及師範學校（李 

朗神學院）、一所中學（在元坑）、五所寄宿男校、三所寄宿女校、八 

所差會學校（mission schools，指有外國牧師駐辦的學校）、三十四 

所中國人主辦的學校及一所幼稚園。學生總數逹一千一百七十二人。此 

數字包括了香港的一所女校及一所幼稚園在內
5 6
。 

巴陵會 

巴陵會（指小巴陵）自一八五八年派遣韓士伯來華後，一直要到一 

八六六年才有第二位傳敎士克俾烈（F. Hubrig )至，三年後續有兩位 

加入，惜不久先後逝世或回國。在韓士伯退休離去後兩年（一八七二 

年），巴陵會決定結束在華事業，並將工作轉託給禮賢會。時巴陵會的 

主要工作地點在客屬地區，包括新安、東竞、歸善、花縣、南雄州五 

地。廣州並設有一間中央書院，學生四十人左右
5 7
。 

在一八七二至一八八二年十年間，小巴陵會的一切工作，包括仍然 

留在中國的傳敎士，均在禮賢會的名下進行。巴陵會（大巴陵）重來 

時，原屬該會的傳敎事業已有很大的進步，在歸善、龍門、番禹、花 

縣、南雄、淸遠等地已有事工進行，擁有信徒四百五十人；克俾烈且負 

責一間神學院及中學。該會接管此等工作後，續派新傳敎士來華，鞏固 

各工場之發展。 

巴陵會的工作範圍不限於惠州地區，除了惠州的府城、湖尾、週塘 

恸外，亦在廣州及遠至北江上游偵水，近江西省的南雄建立根據地。廣 

州的下芳村且成爲整個差會的傳敎總部。此階段，惠州地區的三個根據 

地中，共設了十一個外展站。 

學校工作方面，只有小學在這些根據地開辦，神學院及寄宿學校 

(中學）均設在廣州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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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及西江北江區 

以廣州爲起點，擴展至附近平原區域，包括往東到增城、博羅，往 

西南到佛山、番禹、順德、新會、香山、台山、開平、恩平、陽江，或 

沿北江與西江到逹其他偏遠縣份。在此等地區傳敎的差會很多，包括： 

公理會、倫敦會、美南浸信會、衛理會、美北長老會、美瑞丹會 

(Amer ican Scandinavian Christian Free Mission )、聖公會、同寅 

會、巴陵會、約老會、德國長老會等，佔了來粤差會一半以上。 

倫敦會 

倫敦會在此時期投入的資源仍很有限，數十年間，除前階段已在粤 

傳敎的堪約翰外，該會只派了五、六位傳敎士前來。當時廣州的工作， 

包括兩所敎堂
5 9
及兩所學校，一間是在一八九七年於十三甫賃屋興建的 

育才書院，一間是在一九〇〇年才正式開辦的通志學堂。此外，又開 

闢三個廣州以外的傳敎根據地：博羅、佛山和從化。 

博羅傳敎工作始於一八六•年，雖然其間曾發生敎案，以致敎堂被 

毀，但傳敎大致頗有成效，信徒增長非常快速。除在縣城建福音堂 

外，又在城外二里的竹園村建立根據地，設福音書室，以作崇拜講道、 

醫療及敎館等用途。又以此地爲中心，向鄰近鄕鎭傳道，日後分出嚮水 

墟、義和墟、九仔潭及龍門城等外展站。至一八九七年，博羅根據地的 

九個外展站，共有三百六十一個信徒
6 2
。 

佛山敎會是由香港倫敦會的華人自立敎會捐資差人往設立的。由於 

一八七•年發生敎案
6 3
，事平後人民反敎情緖仍烈，傳敎困難。後華人 

自立敎會，因人事問題，停止對佛山敎堂的支持，乃轉由倫敦差會負 

責，變成廣州敎會的外展站
6 4
。 

從化工作開始於一八七五年，先在太平場及街口（從化縣城）建立 

兩福音堂，其後以街口爲根據地，向鄰近地區傳敎
6 5
。 

連同在博羅縣所辦的福音書室，倫敦會此時期共辦學校三間，學生 

七十多人
66
。 

美北長老會 

美北長老會在此時期大量投入傳敎資源，在廣州及其他地方展開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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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嘉約翰在一八五九年重建的博濟醫院。 

此醫院的規模很大，在廣州非常著名
6 7
。除施醫外，一八六六年，又附 

辦華南醫學校，由嘉約翰及黃寬負責敎學，專收男生。後來孫中山亦曾 

在這裏肆業。一八九七年，該校收錄了第一位醫科女生，相信亦是全國 

第一位女性接受西醫敎育的
6 8
。 

嘉約翰是一個偉大的醫療工作者，爲西醫傳入中國作出極重要的貢 

獻。他翻譯了三十四本西方醫藥書籍、訓練了一百五十名西醫人才
6 9
。 

此外，又從事普及西洋科學知識的工作。一八七二年，嘉約翰開始了 

博濟•院以外另一項重要的事業——他目睹廣州有許多瘋人乏人照料， 

乃計劃開設一間瘋人院收容他們，但經向差會多次申請，均以費用過昂 

被拒。嘉氏乃成立一獨立的董事會籌劃此事，並以私款購地建院。瘋人 

院於一八九八年落成，爲中國第一所同類服務機構。嘉氏死後，此醫院 

乃以他的名字命名（中文稱惠愛醫院）
7 1
。 

一八六四年，美北長老會在廣州開辦一間神道訓練學校訓練傳道 

人，學生維持在十人以下，後增至二十人
7 2
。 

一八七二年，那夏理姑娘（H a r r i e t N. N o y e s，一八六八年來 

華）在美國女傳道會(T h e Woman's Board in Philadelphia )的捐助 

下，開辦一所寄宿學校和聖經學院，名爲眞光神道學校
7 3
。學生主要來 

自基督徒家庭，然而是時美北長老會在廣州僅得一間敎會，擁有敎徒不 

多，因而學生缺乏成爲學校 大的問題。爲著吸引學生前來就讀，學 

員、膳宿費，以至衣服、零用等，槪由學校支付
7 4
，至後來學生增加， 

才酌按家長的能力來收取部分費用
7 5
。爲了防止學生中途輕學離校，學 

校收錄學生時，學生家長須與學校立約，三年之內不得領回女兒。年期 

之長短則按情況而有改動
7 6
。課程方面，包括中國古典文學、閱讀和寫 

作、初級地理、數學、音樂、家政等
7 7
。當然 基本的，是敎導女孩子 

們認字和聖經道理。 

初學生人數只有六名，但在一八七八年增至三十餘人，原來校址 

不敷應用，乃遷至長堤仁濟大街，擴充校舍。並在原來爲訓練女傳道人 

和敎師的神道班，分出初級班及成人班。一八七九年，眞光學校有兩學 

生欲習醫，嘉約翰乃容她們在華南醫學校就讀；畢業後，其中一人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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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醫院工作了數年，另一人則到廣州附近一條鄕村，一面敎學，一面行 

醫
7 8
。其後，不斷有眞光學生習醫。一八八二年，來瑪利（Dr . Mary 

Niles )來粤，專責敎導在博濟•院習•的女學生，至一九〇一年，獨 

立的女醫學校方成立
7 9
。 

一八八•年，眞光學校附設一所男童學校，但維持不久便停辦。一 

八八七年畢美意（E.M. Butler )復辦該校，名曰培基，敎師皆眞光畢 

業生。畢美意在校內採用美國新式兒童敎學法來敎授。除培基學校 

外，眞光還開辦許多支校（或稱散館、義學），以宣傳福音，普及敎育 

爲己任。義學由西敎員做校長，眞光畢業生充敎師；學生免收學費，書 

簿紙筆槪由學校供應。課程除聖經及識字外，還包括信札、縫絲等科。 

這種義學，遍設於廣州的東關、南關、西關、河南及北部外的鄕村
8 1
。 

一八七九年，那夏禮（Henry V. Noyes，那夏理之兄’ 一八六六 

年來華）開辦一所男校。起先他在廣州設帳授徒，傳敎之外，並授算 

術；後以來學者衆，乃正式開蒙學於城西沙基，榜名其校曰「安和堂」， 

增設英文及數學課程。一八八三年，安和堂辦寄宿學校。兩年後，原來 

在一八六四年開辦的神道訓練學校合倂於此，改稱神學部。一八八七 

年，尹士嘉（O.F. Wisner )到此校任職，同年並在花地聽松園購入五 

十餘畝土地，翌年學校由沙基遷此，改名培英書院（F a t i - C a n t o n 
Education Institutions )。一八九〇年，增設中學部，學生約七十多人82。 

一八七九年，哈巴安德寫信至美北長老會總部，要求准許在華興建 

一所高等學府；時其構想，該校應設在上海，但計劃爲總會所拒。越五 

年，居廣州的美北長老會傳敎士遣香便文（B.C. Henry )回國，重提 

在華興辦大學的要求；是年底哈巴回國，亦加入申請，終於計劃獲准。 

由於興辦大學費用龐大，哈巴氏認爲 好在總會以外另成立一董事會 

( B o a r d of Trustee )以董其事 ° 一八八六年，美董事會成立，積極 

進行籌款。方是時，建校地點未決，有主在北京，有主在上海。時廣東 

有官紳士商李宏彰等四百餘人，聯名函請設在廣州，校址乃定
8 3
。哈巴 

氏爲專任其事，乃辭去美北長老會傳敎士之職，受委爲學校監督；一八 

八八年回廣州，在沙基金利埠開辦學校，校名爲格致書院（英文爲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 °第一屆學生三十人，頭一位入學的是陳 



第四章敎禁解除與全省開放 96 

少白，他只隐了一年便退學，到香港習醫，後參加孫中山的革命運動， 

爲「四大寇」之一
84
 °學生年齢均超十五歲，且曾在傳統學塾隐過六至十 

年書°課程方面，哈巴夫人敎授英文，以爲敎授別科之準備；每星期天 

有四小時聖經課；翌年又聘了兩名秀才敎授中國古典文學。學校頗受歡 

迎，一八八九年招收第二班學生時，竟有一百人報名， 後收了六十八 

人，包括兩名擧人及一名軍官子弟，也有從海外回國的華僑
8 5
。 

一八九〇年八月’因哈巴夫婦先後病倒，須回國調治，學校停辦。 

至一八九三年，續辦議起，時香便文爲格致書院監督，乃與美北長老會 

商酌，以九千元購入位於花地的培英書院，兩校合倂，並在粤成立在華 

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 )，成員大部分爲美北長老會的傳敎士。 

一八九四年，格致書院復校招生，是年香便文辭職，由原培英學校監督 

那夏禮接任。學校包括小學部兩班、中學部三班、大學部四班；共有學 

生一百零五人。後由於美董事會與那夏禮意見不合，前者欲將學校tl展 

成英文髙等學府，那氏則堅持以中文爲主的辦學方針，終於在合倂才五 

年後（一八九八年），兩校分立。培英學校原址由美北長老會購回，美董 

事會則委尹士嘉爲監督，將格致書院遷往四牌樓美北長老會敎堂一間房 

間內，當時有三個敎師和十七個學生，學生中包括一九〇〇年爲參與 

反滿運動而被捕殺的史堅如
8 6
。 

眞光、培英、格致（即後來的嶺南大學）均爲廣東重要的傳敎學 

校，以後將會更詳細敍述它們的發展。 

除了三間高等學府外，美北長老會在一八九三年以前，還辦有九間 

走讀男校，學生共三百一十二人
8 7
。此等學校規模不大，只聘請一位老 

師，敎授十數學生而已
8 8
。一八九七年，香便文在廣州共負責七間男童 

走讀學校，後因經費所限，在年中關閉了其中五間；女走讀學校有八 

間，由那夏理負責，即前面提及眞光的支校
8 9
。 

美北長老會除在廣州建立敎會（第一間開辦於一八六二年，一九〇 

〇年以前續辦兩間。)學校及醫院工作外，又開拓省城以外的傳敎工場。 

在一八六六至一八七五年間，那夏禮未辦培英學校以前，赴各地游 

行佈道，曾到連州、新會、開平、大良、赤坎、石龍等處。一八七二 

年，先在新會開辦一學校，翌年再建造禮拜堂。一八七九年，新會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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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敎根據地）成立，委富利惇（A . A . Fulton )主理。及後該會在 

新會的傳敎工作不斷發展，各鄕鎭紛紛成立外展站
9 2
。 

一八七五年，那夏禮初到連州傳敎，在連州城及三江墟游行佈道。 

一八七九年，香便文續來，在州城賃屋爲佈道所。一八八九年，麻義士 

(E .C . Machle ) 9 3
在三江新城東門外建立福音堂，並開設贈醫處。一 

八九二年，三江敎會成立，並在馬良龍口村及龍湫潭徑頭坪村成立外展 

站，開辦義塾。一八九四年，車以綸女醫生（Eleanor Chesnut )到三 

江，設立贈醫所；一八九六年，麻義士在州城西菜園战村的鵝公山建築 

敎堂及醫院。此時期在連州已發生一些反敎衝突
9 5
，幸未釀成巨案； 

但在一九〇五年，則爆發一場極其嚴重的連州敎案。 

一八八六年，美北長老會在廣州西南一百多里外的陽江，建立傳敎 

根 i t地，由譚約瑟（ J . C . Thomas )負責。譚氏在城內賃屋設立敎 

堂翻 i贈醫施藥
9 6
，但爲當地人民反對，數度發生敎堂被毀事件

9 7
。後 

經地1政府平息紛爭，傳敎工作乃得繼續。美北長老會除在城內開設醫 

館及^學堂外，復在東城外購地建築化民博濟醫院。 

以上提到美北長老會在新會、連州、陽江三處所設立的傳敎根據 

地，連同在一八九二年於逕口建立的第四處，一共設了四十二個外展 

站，十六間敎堂，共有敎友一千一百三十二人
9 8
。 

後要提到該會在廣東另一個重要的傳敎基地：海南島。海南島的 

傳敎工作始於一八八一年，一位原來任職海關的丹麥人紀善（Car l C. 
Jeremiassen )毅然放棄工作，改做傳敎士，他花了兩年時間在博濟醫 

院向嘉約翰習醫術，然後在大英聖經公會的資助下，到海南島傳敎。紀 

善先在海口開辦一間診所，替人醫病，並派發聖書。又以海口爲根據 

地，向內陸傳敎° 一八八三年
9 9
，那夏禮自廣州到海南，偕紀善到那大 

工作，開設診所。 

其後續有傳敎士到來。美北長老會在海南共發展了兩個傳敎根據 

地，一是在海口三里外的瓊州縣城，一是儋縣的那大市。此外，在南 

豐、儋州等地也開設了外展站° 一八九三年，海南島脫離了廣東大陸， 

自成一個獨立傳敎區。美北長老會自此在廣東便有兩個傳敎區。它也 

是唯一在海南島工作的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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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浸信會 

美南浸信會傳敎士，在英法聯軍時期全部撤回香港，僅留中國牧師楊 

慶負責廣州敎會工作。一八五八年後，紀好弼、基律重來，續在廣州傳敎。 

一八六一年，紀好弼至肇慶，先租城門外一屋爲住所，日間出外往 

四鄕售書，後遷至城內道前街。一八六九年成立敎會，並在大灣高第鄕 

蓮塘等地建立外展站，又設義學。一八七四年，紀好弼偕華人牧師張 

觀照至北江淸遠的下石角墟傳敎；越二年，復至縣城，在城內署前街賃 

屋以爲佈道之用，此乃淸遠浸信會之始。一八七七年，肇慶人焦君傳 

敎至從化，數年間得信徒二、三十人，乃籌建敎堂ms。在此期間，新會 

也開始傳敎工作，先是華僑趙纘裘回鄉，又商請浸信會差會往彼地開 

基，於是在古井設立學塾，「以爲引人入道之門，彼方人士，咸利其不 

收學費，各願送子弟入學，薰陶樂育」，頗有成效。十餘年後始 

塾，改設講堂 0 

一八八六年，受傭於淸遠的潘福安在彼處信道，乃偕售書員李玉華 

至英德縣羊石傳敎，後淸遠羅國祥及魯子珍相繼傳道於此，一八八九年 

成立一義學書館，至一八九四年成立敎會。 ‘ 

一八六六年，連州三江人余崇光，在廣州城得聞道理，回鄉傳道， 

四年後創設三江禮拜堂™。一八八七年，鶴山縣大咀村人李勝在新會盧 

村信敎受洗，回鄕傳道售書，後受傳道之職，並暫借大咀村敎友之屋以 

爲福音堂。一八八九年，翁源縣城南設談道所，兩年後設福音堂，不 

久復辦女學。 

一八九四年，威林（N.B. Williams )偕中國傳道人傳敎於新豐 

縣-。同年，旅美華僑黃辰昌信道返鄕，設堂講道於開平縣百合爐”°。一 

八九六年，基憐（G.W. Greene )與中國傳道人至恩平縣沙湖墟賃屋 

傳道111。越二年，再開福音堂於君堂”
2
。一八九七年，另一位美僑麥昌 

也自美回台山縣沖蔞站永安墟傳道”
3
。此外，高要縣也爲基憐足迹所到“

4
。 

以上爲美南浸信會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在廣東各地傳的大槪。美 

南浸信會的主要傳敎地區是廣東的五邑、肇慶的東部，及沿北江而上， 

經淸遠，而抵韶州府的英德等地。此時期結束時，該會已傳敎至十多個 

縣份，爲所有差會傳敎地區幅員 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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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育工作方面，由於美南浸信會傳敎推展非常倚重本地傳道人，故 

很早便注意訓練信徒之工作。一八六〇至七〇年間，紀好弼召集一些信 

徒，課以聖經，但並無固定的授課地點和時間。七〇年後，更改上課辦 

法，建屋於省城五仙西，年擇每季之一月，召集各屬傳道人及一些信 

徒，來省城學道。這是兩廣浸信神道學校的雛型”
5
。 

一八七一年，紀好弼在石基里設立義學課館一所，由基督徒秀才陳 

夢南任敎。此學塾也造就不少華籍傳道人才”
6
。 

一八八九年，廣州浸信會敎友馮景謙、余德寬、廖德山等，以子弟 

求學乏適宜之所，動議自辦學校；乃在四鄕籌款，翌年在城內德政街賃 

屋一所，作爲校舍，定名培正書院。入院學生三十三名，受薪敎員二 

名、義務敎員四名；課程有聖經、數學、格致、地理、四書五經及時文 

等。一八九二年，遷校雅荷塘，課程多加英文、天文、歷史三科；越年 

遷城南珠光里七約，易名培正書塾。課程再加入代數。培正書院的經 

費，主要來自中外敎友的直接捐助，而非由差會撥款，但紀好弼的幫助 

則頗大 I I7。而學校的華人値理（校董），如李濟良、媽景謙乃浸信會牧 

師，廖德山爲醫生，與兩廣浸信會的關係也頗深I18。 

一八八八年，容鬆美（Emma Young )自美籌款五千元’在廣州 

五仙門建洋房一座，設婦孺班，敎育失學婦女，初時入學三十人，由容 

敲美及華人洗秀靈擔任敎席。及後紀好弼夫人來華，加入掌敎。翌年容 

敲美回國，學校乃由紀夫人接管，爲廣招學生，增設婦女班及盲女班， 

敎以抽紗刺繡編織工藝’學生陸續增加。至一九〇〇年，因義和團事 

件，學校一度停課”
9
。此校爲培道書院的前身。 

浸信會在一八六〇至一八九〇年間，敎育工作並無積極的發展，雖 

然在各根據地內也有以敎育作爲傳敎的媒介，但並無銳意經營，且很快 

結束。正如士文（E . Z . S i m m o n，一八七一年來華）和牧冕女士 

( M o l l i e McMinn )所言：「多年來我們都會有一至四間走讀男校，但 

當它們利益減少、或已完成其功用 般這是在開設了傳敎根據地 

時，它們便會被放棄°」1
2
°長期開辦的只有培正一校，但也並非由差會 

辦理°女校方面，培道學校仍在雛型階段，開辦的目的在「讓女信徒或 

信徒的女兒能接受基督敎敎育，並且敎導她們讀嬰經。|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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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衛理會 

英國衛理會在前階段已在廣州開始工作，並辦了兩間學校。英軍佔 

領廣州後，該會得以在城東近河地方的增沙購地興建敎堂、學校及傳敎 

士住宅。這樣學校便有足夠地方容許學生寄宿。一八六二年，俾士夫人 

負 責 的 寄 宿 女 校 已 有 十 八 名 學 生 ， 乃 向 差 會 總 部 的 婦 女 委 員 會 

(Ladies ' Committee ) 請 求 派 敎 師 前 來 協 助 ， 靳 臣 （ M a r y 
Gunson )女士便因此被派來華，她負責的女校稱爲競羣女塾，即該、羣 

小學的前身 I2 2。此外，又興辦幾間走讀男校，一八七•年時有學生共二 

百名123。 

除增沙外，衛理會在高第街、西關第十甫、河南等地先後設立敎 

堂，亦開辦走讀學校，主要是讓信徒的子女有書可隐。一八六七年，增 

沙設立淑正女學校，此校發展頗佳，後擴建至三層校舍，學生畢業後， 

多在各鄉從事敎育工作124。 

衛理會亦將傳敎工作擴展至香山、佛山、新會、英德等地 I2 5。在香 

山溪塱，該會辦了男童寄宿學校及女校各一 I 2 6 。在佛山，雲仁醫生 

( D r . Charles Wanyon )於一八八一年開設一間醫院，兩年後收錄七 

名醫學生，授以化學、物理、解剖學、生理學、藥物學及例常醫學的科 

目，爲期三年。這間•學堂向廣州英領事館正式註册，直辦到一九一二 

年爲止。三十年來，共訓練了一百多名醫生，在各地行醫 I27。 

一八九〇年，夏基夫（Grainger Hargreaves )將增沙男校合倂到 

其他小學去，騰出校舍來開辦神道學校，學生人數由十二名到二十名不 

等。這間神道學校後來倂入協和神學院。一八九四年，衛理會在廣州又 

開設一婦女神道學校，專門訓練女傳道人，由奇芙理（Miss Clift )負 

責，第一年有學生二十名。 

一八九六年，該會在廣州開辦一間中學，三年後易名爲華英學校。 

是時規模不大，但卻吸引了不少家境富裕的子弟來就讀，他們的家長都 

是居廣州或海外的衛理會信徒I28。 

英國聖公會 

英國聖公會（又稱大英敎會、安立間）在廣東的工作，主要以英殖 

民地的香港爲中心，隸屬於維多利亞敎區（Victor ia Diocese V29。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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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責 傳 敎 的 ， 則 是 該 宗 派 的 敎 會 傳 道 會 （ C h u r c h Missionary 

Society )。兩個機構的負責人互相重疊，合作也很和諧。 

一八七七年，維多利亞敎區開始往內地傳敎，派遣戴衛士（ E. 

Davys )至江門、大良等地，建立敎堂，
3
】。一八八〇年，包爾騰（J.S. 

Burdon，敎區第四任主敎）又往鶴山、羅定、恩平、香山及黃埔等地 

傳敎I32。其中江門、大良、香山及增城均成功地發展爲根據地I33 ° 

聖公會另一個重要傳敎地點是北海。一八七八年，包爾騰帶領華人 

傳道，及兩個香港聖保羅學校學生往北海開基。一八八六年，在北海建 

立敎堂及醫院，由何戴醫生（Dr. E.G. Horder )負責，次年復辦痳瘋 

病院，及開設學校。一八九四年以前，該地共辦有三所學校 

肇慶亦是聖公會致力於傳敎的地方，始於一八九九年，協威爾 

(W.E.H. Hipwell )及伊歷夫（A. I l i f f )往傳敎 ° 

聖公會在各地所辦的數所學校，規模都很小，多是一人主理學 

校 135。 

公理會 

美部會自一八六六年停頓了在廣東的工作後，至一八八三年，喜嘉 

理（C.R. Hager )來港傳敎，才重新開始。喜氏除在港設立敎堂及 

學校外，復到內地傳敎，於新會、開平、恩平、香山、赤溪等地建立敎 

會137。一八九〇年以後，續有泰勒（J.R. Taylor )、伍賴信（C . A . 
Nelson )東來，他們轉至廣州定居，在西關十二甫開辦敎堂。 

公理會除美部會外，另有一支由在美華僑組成的華橋綱紀愼自理傳 

道會，於一八八七年派員回國傳敎，先在台山城西門爐建立敎會，並聘 

西醫二人在新會、開平、台山各地游行作醫療傳道。一八九五年設敎會 

於廣州十八甫I38。 

學校方面，一八九五年美部會在廣州開設神道學堂，學生八人，由 

伍賴信負責。但五年後伍氏回國，學校停辦。一八九六年又開辦一女學 

堂於慶新街，旋遷河南，至一九〇〇年散學。此外，各鄉尙有一些零星 

的一人主理學校⑶。至於華橋綱紀愼自理傳道會，則要在一九〇四年才 

開始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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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瑞丹會 

美瑞丹會（即後來的播道會）於一八八八年派傳敎士寬夸命（HJ. 

von Qualen )至廣州，在河南賃屋作講堂；一八九八年，又造舟，曰 

「傲明福音船」，向蛋戶及四鄕佈道。至一九〇四年，共辦有兩間學校， 

但規模都很小，每校只有一名敎師。 

同寅會 

同寅會於一八八九年先派色加古（Sickafoose )、施姑娘（Lel l ie 

Shaffner )、白姑娘（Aust ia Patterson )及梅靈（M o y Ling )四人 

來華，在廣州河南洲頭咀建立敎會。惟不久除白姑娘外，餘皆離去。一 

八九一年，白姑娘在龍導尾及洗涌等處創設女學三所，收錄了七十二個 

學 生 。 後 差 會 復 派 華 姑 娘 （ D r . S. Lavine Halverson )及碧基能 

(Reginer Bigler )至，在寶龍大街設贈•傳道所。適時該處疫症流 

行，居民指癘疫由西人導致，羣起反對，引致暴亂，在美領事勸諭下， 

西敎士暫避。一八九四年五月，施愼之（D r . O.S. Townsend )在河 

南歧興中約設傳道堂，贈醫傳道，並將前由白姑娘在洋塘所設的女學遷 

此（即後來的導正學校）；復又辦一男校，稱復初男校（即後來的河南 

培英學校）。一八九八年，汪恰備（Edwin B. Ward )續至，在洲頭 

咀建洋樓兩座，爲西人駐所，並開設女子兩等寄宿學校，此即後來的美 

理女子兩等寄宿學校。 

約老會 

約老會於一八九五年派遣陳安德（A. I . Robb )及梁多馬（Elmer 

McBurney )至華，先在廣州學習語言，然後沿西江到德慶傳敎。一九 

〇〇年時曾一度因義和團事件被迫離去，翌年重返I42。 

德國長老會 

德國長老會自一八九七年始派傳敎士來華，在北海、南康、廉州、 

常樂等地傳敎。一九〇二年以前辦有一間學校⑷。 

總括在此時期的傳敎工作，十六個差會派來的傳敎士，足迹遍及全 

省大部分地區，僅西部的高州、信宜一帶’雷州半島的東端，以及肇慶 

府西北面等地尙未開發。至一八九九年，全省共有傳敎根據地九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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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外展站二百二十九個，敎堂一百五十六間，福音講堂一百六十所， 

信徒共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人。 

隨著整體傳敎事業的發展，敎育工作亦有極大的增長。一八九九年 

全省各差會所建立的各級學校，超過一百六十六間，學生在三千六百一 

十六人以上I45。但是其中絕大部分僅爲一人主理學校，目的在傳敎及提 

供敎育給信徒子女，銳意發展敎育事業的差會不多。不過，重要的中等 

和高等學府’如：格致書院、華南•學堂、培英、培正、培道、眞光、華英等 

學校’皆在此時期建立，爲日後廣東高等及中等傳敎敎育奠下了基礎。 

註釋 

1在中俄條約第八條規定：「天主敎原爲行善，嗣後中國於安分傳敎之人，當一體矜 

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亦不可於安分之人禁其傳習，若俄國人由通商處所進內地傳敎 

者，領事館與內地沿邊地方官按照定額’査驗執照，果係良民，即行畫押放行，以便稽 

查。」載《咸豐朝簿辦夷務始末》，卷二七’咸豐八年五月十八日。 

中美天津條約二十九款亦規定：「耶穌基督聖敎’又名天主敎，原爲勸人爲善，凡欲人 

施諸己者亦如是施於人 °嗣後所有安分傳敎習敎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凌侮 

虐°凡有遵照敎規安分傳習者，他人毋得騒擾。」（同前書、卷） 

嗣後中英條約第八款、中法條約十三款均作類似的申明。（同前書，卷二八，咸豐八年 

五月二十三日） 
2
羅光：《敎廷與中國使節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九），下册，頁一 

七七至一七八；呂實强：《中國官紳反敎的原因》’頁一〇〇至一〇二。 
3
該款中文爲：「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即曉示天下黎民，任各處軍 

民人等傳習天主敎’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拿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謀 

害奉天主敎者之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举墳、田土、房廊等件應賠還，交法國駐紮京 

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習敎之人；並任法國傳敎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 J 

(載《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十七’咸豐十年九月十五日）但法文本則爲："Con-
formement a 1' Edit Imperial rendu le vingt mars, mil huit cent quarante-six, par 1' 
Auguste Empereur Tao-Kouang, les etablissentments religieux et bienfaisance qui out 
ete confisques aux Chretiens pendant les persecution dont ils ont ete les victimes, 
seront rendus a leurs proprietaires par I'entreinise de Son Excellence le Ministre de 
France en Chine, auquel le government Imperial les fera deliver, avec les cimetieres 
et les autre edifices qui en dependaient . " (參 Henri Cordier, Historic des Relations 

c/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Taipei: Cheng Wen, 1966; 
Reprint of Paris: Felix Alcan, 1901-1902〕’ 1 er reserve, p. 5 3 )，並無中文本 後一 

句’而且也沒重申天津條約裏容許國人習敎，並予保護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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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 Frederic 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pp. 159-176. 
5
—位傳敎士這樣記述：「（ 一八五八年），那一小除宣敎士（從澳門）返回廣州， 

發現房子給戰火摧毀了。這時，戰勝的英軍已佔領了廣州，全城的門禁終於大開。出人 

意料地，宣敎士發現城裏的人不但沒有敵意，反倒歡迎他們。因爲英軍在佔領期間，表 

現得寬容、公平。」參盧約翰著、楊林譯：《苦難重重的敎會》（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敎 

會，一九八四），頁二七至二八° 

6 Henry,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p. 188. 
7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2，p. 347. 
8
陳正祥：《廣東地誌》，頁一四六至一四七。 

9 B.C. Henry, Ling-Nam, or Interior View of South China (London: Partridge, 
1886), p. 339;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The Isle of Palms, pp. 35-36. 

10參陳正祥：《廣東地誌》’第一、二、五、九各章；又George B. Cressey, Land 

of the 500 Million: A Geography of China (New York: McGraw-Hi l l BookCo.’ 1955), 
pp. 212-217. 

陳正祥：同前註，頁六八至六九。 

：劉粤聲：《香港基督敎會史》，頁三一；又郞杜環光：「巴色差會在中國初期的工 

作」，收《基督敎香港崇眞會史略》，頁十七。 

3
羅彦彬：《禮賢會在華傳敎史（一八四七至一九四七)》，頁五五。 

4 Edward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p. 267;又陳澤霖：「基督敎長老會在 

潮油」，載《廣東文史資料》’第八輯（一九六三年六月），頁六十至六一。 

5參 MacGill ivray, ed.，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p. 292;又翁挺 

生：「公理會在粤東百年來之略史」，載《公理年刊》（出版時地不詳），頁十二。 

6 MacGill ivray, ibid., p. 484. 
7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pp. 38-41. 
8
事緣一八六五年，英領事欲進潮州城，爲人民窘遂，英方輾轉交涉至北京。其實 

英國早因商欠及進城問題，與潮州地方官進行多次交涉逹六年之久。今番事件，經兩廣 

總督瑞麟、廣東巡撫郭嵩燾、潮嘉道張鉄等極力幹旋及調解，並調兩淮運使丁日昌來粤 

協助處理下，歷大半年時間，方得圓滿解決，外國人順利進城。詳參《同治年赛辦夷務 

始末》，卷二五至三二 ° 

19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p. 207. 
2 0貝理神學院（Ba rbour College )是以英國長老會蘇格蘭敎區總監督（S c o t i s h 

Auxi l iary )貝理（G . F . Barbour )命名的，參同前註’頁二〇七至二〇八；陳澤霖： 

「基督敎長老會在潮汕」，載《廣東文史資料》，八輯，頁五八至五九。 

21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pp. 208-209;陳澤霖：同前註，頁五九 ° 

22 Band, ibid., pp. 217-218 ；陳澤霖：同前註 ° 

2 3
據陳澤霖的數字：敎堂三十六所（潮屬二十二、客屬十四），敎徒一千二百二十 

五人，同前註，頁六十；但此數與Band的不符，參同前註，頁二四二、二四四、二七〇。 

24 China Mission Hand Bank, nart 2. D.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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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Ibid., pp. 60-61. 
26 Ibid., pp. 57-58;並參 Wil l iam Paton,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Schools", 

CR (Sept., 1901), pp. 457-459. 
2 7
吳立樂：《浸會在華佈道百年史略（一八三六至一九三六）》，香港：浸信會出版 

部 ’ 一九七 〇 年’頁四二至四八； A s h m o r e , The South China Missions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pp. 23-45’ 65-78. 
28 Ashmore, ibid., pp.87-93. 
四吳立樂：《浸會在華佈道百年史略》，頁四四至四五° 

30 Ashmore, The South China Missions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pp. 95-96. 
31 Ibid., p. 98. 
3 2
吳立樂：《浸會在華佈道百年史略》，頁四四至四五；Ashmore, ibid., pp. 97-100. 

33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 p. 167; MacGill 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

tant Missions in China, p. 333;Ashmore, ibid., pp. 64-82 ；吳立樂：同前書’頁四六至 

四七。 
34
劉粤聲：《兩廣浸信會史略》’頁二六四至二六五0 

35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 pp. 167-170. 
3 6
王煌初爲禮賢會第一位華人傳道王元深之子’港粤名牧師。參劉粤聲：《香港基督 

敎會史》’頁二五四至二五六° 
3 7
陳觀海於一八六六年入柏林巴陵神道大學’ 一八七四年畢業 °回國後先在敎會任 

傳道職，一九〇〇年辭敎會職務，歷任膠濟鐵路局、兩江及兩廣總督府署爲譯員；一九 

〇六年任廣雅書院高等學堂德文敎授，並方言學堂敎員，兼中德學堂德文敎習。參同前 

註，頁二六八至二七〇。 
3 8
關於此學校有一條史料：「同治元年，葉納淸牧師設敎河四’以公（李允明）品優 

學博，堪爲弟子矜式，延爲禮賢書院講席，公素以作育人才爲己任，盡心誘掖，生徒得 

公熏陶，學亦有成，今在禮賢會任事諸人，多出自門下，有桃李公門之稱。」王炳至： 

「李允明先生傳」’載《萬國公報》，册三’卷八’期三七三’ 一八七五年二月五日’頁三 

二〇b。 
39
王元深：「歷艱明證記」’載《德華朔望報》，九期，頁十七至二十；十一期’頁十 

五至十六。 
4
0同前註’《德華朔望報》，十二期，頁十三至十四；十三期，十五至十六；十四 

期’頁十三至十五。又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pp. 273-274. 
41
此巴陵會不同前之巴陵會。據陳觀海的「傳道在邑勝於鄉論」：「德京巴陵宣道會， 

來中土者先有小巴陵MJiner Ve re in，初僅二位牧師，曰郭醫生（Gbek ing )，余師 

也；曰韓士伯，周游歸善花園（按園應作縣）。……小巴陵因財政困難，後倂入大巴 

陵’原來只宣道於非洲者。Ber l iner Mission，原今日廣州之信義堂書院是也。」載《德 

華朔望報》’期七五’頁八° 
42
羅彥彬：《禮賢會在華傳敎史》，頁五六。 

43
陳伯陶：《東晃縣志》（東晃：養和書局，一九二七）載：「福音堂……一在縣治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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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寺後’光緒十四年德國耶穌徒鐵威臨創建，爲傳敎之所，二十九年鐵威臨等復建普濟 

醫院於服瀝洲間。」卷十八，建置略三’增廟祠，敎堂附。 

《東晃縣志》卷十八、建置略三、壇廟祠、敎堂附：「福音堂：一在縣治資福寺後’ 

光緒十四年德國耶穌徒鐵威臨創建’爲傳敎之所；二十九年鐵威臨等復建普濟醫院於服 

瀝洲間。」 

4 5
權約翰後來又在東晃開辦一間痳瘋病院，服務二十餘年（一八八九年來華），深 

受神民愛戴 ° 一九•九年返國時，閨城官紳士商，登報致謝，饋送禮物，並燃爆竹二十 

餘萬響。參「東竞普濟醫院」’載《德華朔望報》，期三五，頁二九至三十；「醫士離竞 

返國記」，載《德華朔望報》’期三六’頁二三至二四。 

4 6
羅彥彬：《禮賢會在華傳敎史》，頁三五。 

4 7
據一八九三年的統計’是年中國牧師僅三人’可以想像敎育工作之發展情況。見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 p. 275 附表 ° 

4 8
關於禮賢會在此階段的歷史，除上述所引之書外，尙可參C J . Voskamp, "The 

Work of German Mission in China", CMYB (1914)，pp. 375-378. 
4 9
參Ch i 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p. 277 .關於巴色會在廣東傳敎的詳情’參 

「黎韓二牧年譜與本會百年大事表合編」，載《基督敎香港崇眞會史略》，頁二七至二八； 

MacGill 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pp. 474-477. 

SO江淸源：「巴色敎會傳道中國溯原記」，載《德華朔望報》，十五期，頁二十。 

5
1洪德仁：「崇眞會樂育神學院簡史」，載《基督敎香港崇眞會史略》，頁四十；至於 

課 程 科 目 等 情 況 ， 參 MacGill 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p. 479. 
52
「黎韓二牧年譜與本會百年大事表合編」，載《基督敎香港崇眞會史略》，頁二七。 

5 3
關於客家方言羅馬音標化的聖經版本翻譯，參Ma r sha l l Broomhall, The Chinese 

Empire, pp. 393-395. 
5 4
樟村女校於一九〇〇年決定改良其水平，時敎習鍾淸耀指出：「本會女學，創設垂 

半百載……其成效在能略讀白話道理書，頗通羅馬字尺牘，造就粗識道學，交通內界之 

資格，亦屬捷徑，但求其能閱文理，作筆記者，則曾不一見。」該校學生游兼光亦指 

出：「本堂女校’創設已數十年矣，然以向來課程不善，專重西字客話，與難解之書， 

讀十年而不能逹文理，作書信。算學則僅有加減乘除之死法’雖報以千百萬之數，已能 

依算’而家中買賣出入之小數’反不能推求，實無所用，常受人欺。」載《德華朔望 

報》’十四期，頁二七至二八° 

E「黎韓二牧年譜與本會百年大事表合編」，載《基督敎香港崇眞會史略》，頁二七至 

二八 ° 

56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pp. 277-280. 
57 MacGill 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p. 484. 
5 8
劉粤聲：《廣州基督敎會槪況》，頁十六至十七；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pp. 281-283. 
5 9
倫敦會在廣州開設的兩間敎堂：一在沙基’於一八七五年建成（參「廣東省城倫敦 

會梁柱臣謹述新造福音堂節略並聯額」’載《敎會新報》’册六，頁二五四）；另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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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八約賃屋而立，後因業主收地，改在河南紫來街（Richard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Vol. 2，p. 497 )。一八九七年，沙基敎堂 

也遷至西關。 

M劉粤聲：《廣州基督敎會槪況》（廣州：東山書局，一九三七），頁六五至六六。 
6 1
此次拆毀敎堂事件，《中外新聞七日錄》有如下報導：「（同治四年)八月末旬，有 

人統帶匪徒二十餘名，將博羅縣境內葛嶺之禮拜堂拆毀。英國領事官，將其情由照會兩 

廣總督瑞憲，刻即行文仰博羅縣知縣究辦，及二十四日果委差人數名，立拘毀拆二人到 

案’詳細訊究，毀拆人當堂悔罪，情願將禮拜堂修復。追二十五晚已寫遵依具結，然後 

將毀拆人釋放’至二十九日顧（按應作「僱」）匠興工’通堂修整完好，已復舊觀 

初一日，並送酒席，以敦兩家和好’自後斷不敢藉端滋事，以背遵依云 

號’同治四年十月十三日 ° )並參 Helen Emith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s Society, 1905), p. 102-121. 
62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p. 6; MacGill 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p. 6. 
6 3
參羅儉行：「廣東佛山倫敦會福音堂創立史」，載《基督號》（香港：大光報特 

刊）’四期（一九二四年），頁一至二 ；梁柱臣：「廣州佛山鎭重建敎堂述略」，載《敎 

會新報》，册三’頁一九九b至二〇〇；「廣州敎會近事」，載《敎會新報》，册三，頁三 

四 b ° 

在重建敎堂之時’地方紳民仍有滋擾，(參「廣東佛山敎會近事」，載《敎會新報》，册 

三’頁六三）後經地方官再申禁令（「佛山重建敎堂吿示」，載《敎會新報》，册三，頁二 

〇〇至二〇〇b )，並拘捕鬧事者三人，事始平息°詳參羅儉行’同前註，頁二至三。 

64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p. 480-481. 
65 Ibid., pp. 481-482. 
66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p. 11. 
6 7
此院的規模不斷擴大，後更分爲四小院，廣州總院外’虎門、波羅、沙南各設分 

院’醫治病人極多°即如在一八七〇年的年報中指出，是年門診人數共達五萬零六百三 

十六人，住院人數一千零三十八人，動手術的一千八百二十五人°參「廣東醫院」，載 

《敎會新報》，册一，頁三二一。 

68
顧長聲：《傳敎士與近代中國》，頁二八二。 

69 W.W. Cadbury and M.H.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100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pp. 131-133.原書未見，轉引自同前註。 

70《敎會新報》曾刊登了如下一則啟事：「廣州府博濟醫局嘉先生毎禮拜二日、禮拜六 

日課授化學’有志格物者祈早賁館，仁濟大街博濟醫局謹傲°」（册四，頁——三，總 

頁一六八九） 

刀 Arthur Brown, One Hundred Years, pp. 362-364; MacGill 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p. 594. 

72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 p. 189. 

73 " In Memorian—Henry V. Noyes, D.D.”’Ci?’ Vol. 45 (May 1914), p. 310; Harriet 
N.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 (London: Revell, 1919),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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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該校畢業生、第一位華人校長劉心慈億述說：「學校初辦，毎一生徒，冬夏各贈衣 

一套，蚊帳枕席，均有供給。學費、膳費一槪免收……學生各人都有藍蚊帳、紅白色被 

袋、皮枕、油紙扇、髙麗巾、瓦面盤、皮拖鞋，用具齊備，父母送女入學不費一文。毎 

曰兩餐’毎人佔菜錢八文，八人一桌，星期六派番梘一件’獎粉一壳，使淸潔衣服’星 

期日禮拜堂聚集回來，每人食白粥二碗，似此待遇，人皆心滿意足。J見劉心慈：《眞光 

光榮簡史》（香港：眞光中學，一九七二），頁四五° 

7 5
劉心慈說：「眞光書院經費初由差會資助，學生不收分文’且供膳宿……至一八七 

八年後，才遂漸收取學生膳宿等費’初時毎月膳費一元五角’後增至二元五角。」同前 

註，頁十七。 

76 Chan, Kuan-Yu, A Century of Chinese Christian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and Its Successors in Canton and Hong Kong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 lms, 1972)，pp. 80-81.另參譚超英：「眞光初期六十年」’載《眞 

光百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該校，一九七二）’頁十二至十三；Noyes，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 p. 27. 

77 Noyes, ibid., p. 238 ；又劉心慈：《眞光光榮簡史》，頁二一至二二 ° 

78 Noyes, ibid., p. 85. 
79 Ibid., p. 89. 
80 Ibid., p. 91 ；劉心慈：《眞光光榮簡史》’頁五六至五七。 

8 1
劉心慈：《眞光光榮簡史》，頁四九至五十° 

8 2
「百年大事紀要」，載《培英中學創校百周年紀念特刊（一八七九至一九七九）》 

(香港：該校’出版日期不詳），頁七二 ；劉粤聲：《廣州基督敎會槪況》，頁七八至七 

九；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 p. 189. 
8 3
該「廣東閨省紳耆公激」刊於高冠天編：《私立嶺南大學接回國人自辦之經過及發展 

之計劃》（廣州：該校，一九二八），頁三至五；並參C h a r l e s H. Corbett, Lingnam 

University ( New York: Trustees of Lingnam University, 1963 ) , p. 13. 
8 4
陳德芸：《陳少白先生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二），頁十一 ° 

85 Corbett, Lingnam University, pp. 15-17 ；高冠天：《私立嶺南大學》’頁六十° 

86 Corbett, ibid., pp. 25-30 ；楊重光：「美帝控制嶺南大學 j，載《廣州文史資料》， 

第十三輯’頁五° 

87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p. 189. 
8 8
—八六六年《中外新聞七日錄》曾刊登了下面一段消息：「長老會復設男義學書館二 

間，一在十三甫珠江口福音堂內，延請•先生敎讀；一在恩甯堂，延請靡先生敎讀°女 

義學書館一間’在三角市，延請鍾女先生敎讀。」（第一號，同治四年正月初七日）從 

此段消息可知學校之規模。 

89 "Report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Canton, China for the Year 
1897", CR (April，1898), p. 198. 

9o徐甘棠：「校祖那夏禮牧師事略」，載《培英中學創校百周年紀念特刊（一八七九至 

一九七九)》，頁二十；又 CR, Vol. 45’ no. 5(May, 1914), pp. 310-311;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 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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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 p. 188. 
92
參《新會鄉土志》（香港：岡州學會’ 一九七〇）’卷八’宗敎’頁九一。 

9 3
據O i i n a Mission Hand Book ’麻義士是在一八八九年來華的，但黃韶聲：「淸 

末連州敎案始末」（載《廣東文史資料》’第八輯’頁九一）及楊芝泉：「連州敎案」（載 

《廣州文史資料》，第五輯’頁一三〇）均記麻義士在一八八六年來連州之事蹟° China 
Mission Hand Book該段附表由那夏禮在一八九三年所寫’理應正確，想爲黃、楊二人 

之誤。 
9 4
參黃韶聲：同前註；楊芝泉：同前註。 

95—八八二年譚約瑟（Joseph C. Thomson )及威士（ Wellington J. White )到 

達連州時，當地有人張貼吿示，禁止任何人租賃房子給他們。又恐嚇他們將會被遂’參 

Arthur Brown, One Hundred Years，p. 278. 
9 6
張以誠《陽江縣志》（廣州：留香齋木刻’ 一九三三）有如下記載（有括號者爲筆 

者所加註釋）：「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美國長老會傳敎士譚約瑟初來傳敎，先在城 

內縣前街租舖設立敎堂，兼贈醫藥。越二年，購東城外部家園創建醫室。時風氣未開， 

土人以種敎不同之故，麕聚洶淘，憤將醫室焚毀，譚約瑟倉皇奔入廳署，廳主余培軒素 

得民，親出彈壓，始息。未幾譚約瑟返國，由該國人別安德（A. Beettie )接理敎務， 

復購鎭前街牛角巷民宅改建醫館。二十年，因與土人齟酷，復被躁_，官紳就地交涉晤 

償了結。未幾，別安德返國，由該國人馬華盛（E.W. Thwing )接理，同年該國醫生 

都信德（原名待査）亦來江，在東城外購築化民博濟醫院。越數年，馬華盛返國，由該 

國人畢嘉羅（原名待查）接理；三十一年在城內租設男學堂，在牛角巷醫館設女學 

堂。」（卷十二，建置志五，善擧） 

9 7
—八八九年發生的衝突，譚約瑟本人有如下記載：「從廣州參加考試回來的考生， 

那時在陽江聚集了一羣亂民，他們來到我們居住的村子裏，人羣欲濟進我們的房子，但 

我們的屋主引開了他們，我和太太及孩子們住在三樓，而那些激動的人羣只能進至二 

樓。羣衆想趕走我們’並張貼了一張告示在我們陽江敎堂門外，約定一天來燒殺所有外 

國人和其信徒’企圖使我們惑到不安。」參Brown，One Hundred Years, pp. 278-279. 
98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p. 188. 

99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The Isle of Palms, p. 52，但 Brown 認爲 

那年是一八八四年(One Hundred Years, p. 279 ) ° 
100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ibid., pp. 51-57; Brown, One Hundred 

Years, pp. 278-280 ；並參王芳園口述、鄭南惠筆記整理：「海南島基督敎的片斷史 

料」，載《廣東文史資料》，第八輯，頁九六。 

101 參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p. 313 ；吳立樂： 

《浸會在華佈道百年史略》’頁十三至十四；劉粤聲：《兩廣浸信會史略》，頁一八一至一 

八四 ° 

！。
2
劉粤聲：同前註’頁一四三；據吳鳳聲：《淸遠縣志》（廣州：亞東印務局’ 一九 

三七）：「自光緖中始有耶穌敎徒建福音堂於東門街’隨而太平市（光緒十一年）、龍 

塘墟、洲心墟（光緖間）、源潭墟（光緖三十年），皆有之。近日城內南門街（民國初 

年）、署前街有福音堂’上郭有神召會（民國十六年）’下郭有巴陵會（光緒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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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有浸信會（民國初）’大觀街有天主堂（民國二十年）。然入敎者不多，濱濯二屬且 

無敎堂也。」（卷十三，民政、宗敎）可作資料上的參考。 

10
3
劉粤聲：同前註，頁一五二至一五三0 

•同前註’頁一六四至一六五；又《新會鄉土志》，載美國浸信會在古井墟，見卷 

八，宗敎。 

ICB劉粤聲：同前註’頁一五二 ；又部士芬：《英德縣續志》（一九三一年铅印本）： 

「福音堂……由浸信會設，在下街擔竿挺……仁濟•院’在下街萬壽坊，浸信會設。」 

(卷五，建置略下，寺觀敎堂敎會醫院附） 

106劉粤聲：同前註，頁二二一至二二二。 

10
7
同前註，頁一七九。 

10
8
同前註’頁二一七。 

而同前註，頁二•七 ° 

1
�
0同前註’頁一七五；又余柴謀：《開平縣志》（香港：民聲印務局，一九三三)： 

「基督敎福音堂……一在百合市。」（卷九，建置略三，敎堂） 

1 1 1
劉粤聲：同前註，頁一七三；又余ZS承：《恩平縣志》（聖堂光華書局’ 一九三四 

铅印）：「耶穌敎堂……一在君堂墟……一在沙湖新墟。」（卷七，建置二，敎堂附） 

m劉粤聲：同前註，頁一七六。 

113同前註’頁一七二。 

I1 4同前註，頁一八六；又馬呈圖：《高要縣志初編》（一九三八年重印本）：「浸信 

會則創自美籍敎士紀好弼氏，於公元一八六一年自廣州來肇廣傳敎義，徒衆日增。」並 

列一敎堂附表，中有浸信會設於附城城中路者，建於一八六一年。（卷十六，下册，頁 

七四九） 

m劉粤聲：同前註，頁二八至二九；又《廣州基督敎槪況》，頁六九；吳立樂：《浸 

會在華佈道百年史略》，頁二六至二七。 

I1 6參「陳夢南先生傳略」，載徐松石編：《華人浸信會史錄》，五輯（香港：浸信會 

出版部，一九七二年）’頁四六。 

I I 7紀好弼對培正的創辦事業，多所提示，並認捐一千元，其後又任該校的聖經科敎 

師，與培正的關係頗深。參賴突輝、都魔揚：「廣州培正中學怎樣爲美帝文化侵略服 

務」，載《廣東文史資料》，十八輯’頁一二一 ；又羊城夢覺子：「送紀好弼回國序並 

詩」’載《萬國公報》’册十二’期五八七（一八八〇年五月）’頁三二九；「紀好弼牧 

師傳略」，載徐松石：同前註’頁二九。 

m劉粤聲：《兩廣浸信會史略》，頁三三；《廣州基督敎會槪況》’頁七七；又賴奕 

輝、部魔揚：同前註’頁一二二至一二七；C h i n 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 pp. 
244-245. 

n9劉粤聲：《廣州基督敎會槪況》’頁三六至三七；難少蓮：「本校之創立與傳統之 

敎育政策」、「培道校史J、「本校九十年來大事記」，均刊《培道中學九十周年紀念特刊 

(一八八八至一九七八）》（香港：該校’ 一九七八） ° 

120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 p. 244. 
121 Ibid., p. 245.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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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基督敎敫育 

1 2 2
此校曾因人數不足，改辦男校，又停辦了一段時間。參盧約翰：《苦難重重的敎 

，頁二九至三十；劉粤聲：《廣州基督敎會槪況》，頁九十至九一。 
1 2 3

盧約翰：同前註，頁四十。《中外新聞七日錄》有以下一段資料：「……在省城南 

卜沙街，惠師禮（衛理會）禮堂右邊，內有男館二間，周、陳二位先生敎讀，女館一 

李氏女師敎讀。」第一號，同治四年正月初一日。 
1 2 4
劉粤聲：《廣州基督敎會槪況》，頁十三；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p. 

I2 5厲式今：《香山縣志》（廣州：墨寶樓木刻，一九二四）：「惠師禮堂在東鎮細絮 

溪，光緒二十八年設立」（卷四，建置、敎堂附）；《新會鄕土志》：「惠思禮堂在城外涌 

口市，洋敎士爲譚福道’敎徒約二百人。」（卷八、宗敎）；部士芬：《英德縣繽志》：「福 

音堂由惠師禮會設，一在城外新街’ 一在望掉。」（卷五，建置略下，寺觀，敎堂敎會 

醫院附） 

126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pp. 93-95. 
� 2 7

盧約翰：《苦難重重的敎會》，頁五七至五八。 

I2 8同前註，頁六七至六八。 

1¾香港在一八四二年成爲英國殖民地’ 一八四九年，英國委任第一位香港維多利亞 

敎區主敎，他的法定治權在香港’但也負起監督所有在華、日本及朝鮮所設敎會的任 

務°至一八八三年，日本分開成獨立敎區；一八八九年，朝鮮也分治。其他中國地方亦 

陸續分成獨立敎區’由英國或美國的安立甘宗派的差會管理。即使如此，維多利亞敎區 

的轄地仍很廣大，在一九一•至四二年間，管治區域包括廣東全省、西江以南的廣西及 

北緯二十八度以南的責州和雲南。參Gordon Hewitt, The Problem of Success: A His-

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910-1942 (London: SCM Press, 1977)，Vol. 2， 

pp. 221-222. 
130 Ibid., p. 223. 
13�

《新會鄕土志》記載：「英安立間敎會在江門塘步街設立敎堂。」（卷八、宗敎）； 

周之貞：《順德縣續志》（一九二九年木刻本）：「大良南關華村聖公會英國牧師傳道， 

敎友一百十餘人°」（卷三、建置略二、敎堂附） 

1 3 2
鍾仁立：《中華聖公會華南敎區百年史略》（香港：中華聖公會會督府’ 一九五 

一 )，頁十三 ° 

133 參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p. 40 ; 並 厲 式 

今：《香山縣志》：「聖公會在西門外悅來大街，光緖二十九年設立。」（卷四、建置、敎 

堂附）；王恩章：《增城縣志》（一九二一年木刻本）：「一在下都老鸦山周姓村，全村 

人均奉敎’屬英國安立間敎會，光緖二十八年設立。」（卷十，慈善，敎堂） 

134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p. 34 ；鍾仁立：《中華聖公會華南敎區百年 

史略》，頁十五；又廖國器：《合浦縣志》（一九四二年石印本）：「英安立間敎會敎堂：一 

在北海金官才，建於淸光緒間，另有醫院一所，西牧師一人，傳道主任一人’男女敎徒 

卷三，禮俗志，敎會） 

i一八九四年的統計’聖公會除在北海聘有四位學校敎師外，在其他縣分一共聘 

了十二位敎師，按照當時一般學校的規模，以及北海一地三所學校才聘敎師四人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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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在是年應有學校八所以上。參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 p. 36附表。 

136 "Obituaries — Rev. C. R. Hager”’ CR, Vol. 48 (Dec., 1917), p. 797. 
1

3 7
厲式今：《香山縣志》：「公理會原名綱紀愼會，在東鎭欖邊墟，光緒二十八年設 

立，附設賴光學校……公理會在城北沙岗墟’光緒三十年設立。」（卷四、建置、敎堂 

附）；王大魯：《赤溪縣志》（一九二六年木刻本）：「美國福音堂：一在城內四方街 

(光緒二十八年牧師喜嘉理建），一在田頭區西安堡（同上），一在銅鼓區大村（同 

上）。」（卷三、建置略第二，墟市，敎堂附）；《新會鄉土志》，載美綱紀愼會在舊西 

門城隍廟，由洋敎士喜嘉理、華敎士黃民保負責。（卷八，宗敎） 

1 3 8
翁挺生：「公理會在粤東百年來之略史」，載《公理年刊》（出版時地不詳），頁三 

五至三六，又頁七十至七一；劉粤聲：《廣州基督敎會槪況》，頁三五至三六。 

I39伍賴信：「公理會入粤記」，載《公理年刊》’頁四九至五十；又MacGil l 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p. 292. 

MO《中國基督敎播道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廣州：該會，一九四八）’頁三至六； 

劉粤聲：《廣州基督敎會槪況》，頁十九至二一 ； MacGillivray，ibid., p. 527. 
141 MacGil l ivray, ibid., pp. 530-531 ；劉粤聲：同前註，頁六三至六四；神學誌： 

《中華基督敎歷史》，乙編（一九二七）’頁二•五至二〇六；麥梅生：「基督敎在廣 

東」，載《廣東文物》’册下，卷一〇三（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一九四一）。 

142 MacGil l ivray, ibid., p. 408 ；神學誌：同前註’頁二二一至二二二。 

143 MacGill ivray, ibid., p. 545 ；又廖國器：《合浦縣志》：「德國長老會敎堂：一在 

北海崩沙口，建於淸光緒二十六年，西牧師一人’傳道主任一人’男女敎徒百餘人’附 

設德華學堂，敎員二人。一在廣州城內隨考街，建於淸光緒二十七年，西牧師一人’傳 

道主任一人，男女敎徒百餘人，附設德華學堂一間，敎員四人’學生百餘人。一在南康 

墟。」（卷三，禮俗志，敎會） 

144 CR, Vol. 31’ no. 10 (Oct., 1900)，p. 88。此數字與 Marshall Broomhall 所載略有 

不同，後者說一九〇一年全省共有傳敎根據地五十七個’外展站三百九十四處’信徒共 

一萬七千九百十三人（T h e Chinese Empire, p. 53 )；雖云後者不包括美瑞丹會的數 

字’但無論如何，不可能在短短兩年間，傳敎根據地減少二十九處，外展站卻增加一百 

六十五處，信徒減少四百四十七人。 

145 Broomhall, i b i d . ,廣東的數字爲全國的十分之一’參 CR, Vol. 30, (1899)，pp. 
144-145 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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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廣東基督敎敎育 

從一八六〇年至一九〇〇年四十年間，廣東傳敎敎育的歷史，已可 

看出兩種發展趨勢的端惋：高等化與系統化。雖然這兩趨勢在下一階段 

將更明顯，然而其時它們已產生深遠的影響，並且展現另一個新的情 

況，故先在此章予以敍述。 

第一節高等敎育的出現 
如前所述，早期傳敎學校設立的目的，是爲了傳敎和訓練本地傳道 

人。就傳敎而言，書塾式的一人主理學校已足夠吸引失學兒童來讀，因 

爲這是中國人一貫熟悉的學校形式；其次一人主理學校的靈活和費廉兩 

種特性，亦使傳敎士可以廣泛開設，從而逹到傳敎的 大效果。就訓練 

本地傳道人而言，初期亦僅採用學徒制，由傳敎士向他們的傳道助手提 

供在職訓練；第一批本地傳道人皆是這樣出來的，他們並沒有機會接受 

正規的神學敎育。如此，早期的傳敎學校絕大部分都是設備簡陋，程度 

低下的。 

但是在一八八〇年以後，傳敎士陸續興辦高小、初中、高中、神學 

院、醫學院以至大學等各級中等及高等學府，使敎育脫變成爲一靡大的 

事業。導致傳敎敎育邁向高等化的原因有三：一是本地傳道人的需求； 

二是信徒子女的敎育責任；三是敎育專業化。 

)本地傳道人的需求 
外國傳敎士要在中國推展任何工作，都必須倚仗本地助手的協助 

這在第三章已詳及。因此當傳敎事業遂漸拓展、敎徒人數不斷增加，對 

本地傳道人的需求亦越來越多。就以一八八〇年廣州一個差會爲例，該 

會除傳敎士外，另約有二十個本地牧師（Orda ined Ministers )、一 

百一"h —個各種傳道人（Evangelists )和派聖書人、三十個女傳道 

( B i b l e Women )及一百十六個敎師。換句話說，該會共聘任了二百 

七十七個本地人1。這是個別差會的情況。 

整體而言，傳敎事業所僱用的本地傳道人，數量有大幅的增加，附 

表四正好反映此現象。從表中顯示，自一八七六至一九——年的三十五 

年間’本地傳道人的增長率逹十七倍之多，敎師人數亦增加了近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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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外國傳敎士 

(註一） 

本地傳道人 

(註二） 
本地敎師 資料來源 

1876 473 744 290 2註 

1889 1296 1657 3註 

1894 
1243 

(另女敎師81人） 
2262 1587 4註 

1905 
3445 

(另醫療人員300人） 
7121 2583 5註 

1910 
4628 

(另醫療人員388人） 
10898 2781 6註 

1911 
5171 

(另醫療人員328人） 
12054 3809 7註 

一年間來華傳教士及 

本地傳道人 

(註二） 
本地敎師 資料來源 

876 473 744 290 

1296 1657 

年 份 外國傳敎士 本地傳道人(註一） 資料來源 

1884(註二） 52 276(包括166敎師） 8註 

1889(註三） 184 594(合計） 9註 

2262 1587 *註 

905 
3445 

(另醫療人員300人） 
7121 2583 5註 

910 
(另醫療人員388人） 

10898 2781 

911 
5171 

(另醫療人員328人） 
12054 3809 7註 

註一：包括傳敎士夫婦及單身傳敎士。 

註二：包括敎牧人員、傳道人、派書人及女傳道。 

附表五：一八八四至一九一三年間廣東的傳教士 
及本地傳道人人數 

年 份 外國傳敎士 本地傳道人(註 資料来源 

1884(註二: 

1889(註三丨 

52 

184-

276(包括166敎師） 

594(合計） 



1901 合計） 1。註 

1905 1180(合計） ”註 

1913 485 1998(包括729敎師） 

1901 合計） 

1905 1180(合計） 1註 

1913 485 1998(包括729敎師） 

註一：包括敎師。 

註二：此數字僅是美南浸信會、巴色會、巴陵會、聖公會、倫敦會、衛理會及禮賢會八 

個差會的數字。由於缺了一些如美北浸信會、英長老會等頗重要的差會數字，故 

實際數應與此數有一定差距。 

註三：不包括美北浸信會。 

廣東亦有相同的情況（參附表五）。縱使這個表不甚詳盡，仍足夠 

反映出本地傳道人的增長。從一八八四年至一九一三年的三十年間，增 

幅超逾七倍，此數較諸全國數無疑是低了一些，但由於廣東是傳敎事業 

開始 早的省份，故在一八八四年以後的增長，較其他地區放緩是很合 

理的°無論如何，三十年間增加七倍，也是相當高的數字。 

本地傳道人的需求不斷增加，訓練工作的迫切性也越來越大；並且 

此需求量，已非早期傳敎士採用的學徒制方法所能負荷，故必須設立正 

規的神學敎育。來的各主要差會，在工作開展了一段日子後，者著手 

籌建神學院，以圖有系統地訓練本地工人。禮賢會於一八四八年在西鄉 

首先開辦了第一所內陸的傳道訓練學校；同年巴色會在李朗開辦存眞書 

院，以造就傳道人才° 一八六〇年至七〇年間，美南浸信會的紀好弼已 

開始一個短期訓練班，這是浸信神道學校的前身；一八六七年，美北浸 

信會亦在汕頭開設聖經班，日後發展成天道學校。一八七一年，英國長 

老會在汕頭開辦神學院；一八九〇年，衛理會先後開設男、女神學院各 

一 °其他未辦神學院的差會，亦利用它們所辦的學校，選拔合適的靑年 

加以訓練，以爲傳道之備。 

神學院開辦初期’基於師資、課程等條件不足夠，大都非常簡陋， 

僅是招集一些年輕而信道心切的人，由傳敎士課以聖經等知識而已I3。 

若學生連基本的語文程度也不足夠的話，中文亦列爲課程的一部分M。 

甚至因爲傳敎士用人殷切，會先聘用了傳道助手，才給與一些短期的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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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1 5
。這樣的敎育質素可以想見。 

但是傳敎事業的發展，對本地傳道人的知識和能力的要求亦相應增 

力口，正如愧維思（John L. Nevius )所說： 

「在早期的傳敫工作中，高深的文化和神學資格並不重要，基 

本的要求是忠誠和熱心；但當基督徒的知識水平提高以後，敫 

會傳道人便須接受更徹底的預備和訓練，程度越高越好。」
1 6 

而事實上，客觀的需求已使本地傳道人不再僅扮演傳敎士助手的角色， 

而是要成爲傳敎事業中擔任要角的人物。香便文於此有很好的描述： 

「此一本地傳道者的團體，不論是書寫完美文章、演講有條 

理的學者，或是普通的工匠，他們所表現揉合了的天才與熱 

忱，都使人驚釾。他們是傳敎士每一步驟的妤 I手；他們受過 

訓練，並在傳敫士的督導下，同樣地充滿救靈魂的愛心。他們 

了解本國人的思想和行爲，而這是作爲外國人的傳敎士所不能 

明膝的。因此敫會管理的事務，若要徹底推行，無可避免地必 

須由他們承擔。他們又可以免卻傳敎士必然引致的好奇和懷疑 

的媳粒，因而能深入人民的家裏，或内地辞遠的鄉鎮，並以外 

國人所不能做到的各樣方法，傳播眞理知識。J1? 

爲了提高傳道人的質素，神學院乃遂漸建立起一定的規模，訓練轉趨嚴 

格，課程亦由淺入深。例如：兩廣浸信神道學校，經過數次變易後，於 

一九〇七年遷至廣州東山，改訂課程，採三年制，包括新舊約、神道 

學、哲學、倫理學、國文、敎會歷史、音樂等十餘科 I 8 ；巴色會的存眞 

書院也發展成四年制課程，敎授新舊約、敎義學、倫理學、禮儀學、敎 

會歷史、應用神學等，其後又加入希臘文和德文兩科。 

醫學敎育的發展亦有類似情況， 初僅是訓練醫術學徒的形式，及 

後在一些傳敎醫生銳意經營下，一面翻譯醫學書籍，一面訂定課程內 

容，遂漸建立起有規制的醫學院來。 

神學院及醫學院程度的提高，必然地導致入學條件的提高，例如前 

述的兩廣浸信神道學校，便規定學生必須具備高小程度以上方可入學。 

但一般一人主理式的學校卻無法逹至此要求，因此必須開設更高程度的 

神學預備學校，這是傳敎士興辦較高等敎育的主要原因。英長老會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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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爾和汲約翰在設立貝理神學院以後，復開辦一間中學（聿懷中學）， 

爲神學院提供預備性的課程，正是基於此緣故。 

(二）信徒子女的教育承擔 
傳敎士興辦高等敎育的另一個原因，是爲信徒的子女提供敎育的機 

會。傳敎士之所以承擔信徒子女的敎育責任，主要的動機是避免他們受 

到世俗敎育的影響。對傳敎士來說，傳統中國的敎育，包括對孔子的崇 

拜及整個敎育哲學，都是異敎思想，因而要盡量避免信徒的子女受到污 

染，正如雷德禮（L.B. Ridgely )所說： 

「實際來說，基督敎作爲一個外來宗敎傳入中國，中國文化中 

並無基督敎成分，一切都是異敎的。不論是敎育、社會生话、 

法律、普遍的道德觀念，都被異敫習俗所佔據。故此，當我們 

傳 敫 時 ， 必 須 察 覺 在 我 們 四 周 都 是 異 敫 主 義 

(Heathenism )。我們若能使基督徒或異敫徒的子女離開此 

異敫的潮流，每天六小時在敎會的指導下生活’學習屬天或屬 

地的知識，對傳福音必有繁助。特别是對信徒的子女而言，敫 

會學校更有必要。 

傳敎士以中國文化爲異敎主義，而傳敎學校是防範信徒子女受到異敎污 

染的堡蟲，這觀念對傳敎敎育有一定的影響，筆者在第七章將予以詳 

述 ° 

另外一個原因是傳敎士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尊重知識的國家，若敎 

徒要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受到其他人的尊敬，則敎育是絕不可少的。 

傳敎士興辦高等敎育，希望造就敎徒成爲知識分子，從而提高基督敎在 

中國的社會地位
2 2
。而事實上，傳敎敎育對信徒社會地位的攀升，起了 

極重要的作用，筆者在第七章亦會一倂敍述。 

(三）教育專業化 

除了上述兩個客觀的需要，導致傳敎敎育趨向高等化外，敎育專業 

化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一八七•年後，部分來華的傳敎士，對敎育工作有特別的負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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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興辦的學校，基於各方面的限制， 初與一般的一人主理學校無異； 

然而，在他們銳意經營下，學校不斷發展，除了學生人數增多外，程度 

也不斷提高，從小學擴展至初中、高中、師範班、神學班等。這些傳敎 

士並不以辦學爲副業，他們將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敎育上。例 

如，那夏禮創辦培英學校’從 初（一八七九年）街頭搭帳授徒，至一 

八八三年開辦寄宿學校、神學班；四年後復在花地購地五十畝，建成培 

英書院，並增設中學部°那氏之妹那夏理在一八七二年開辦眞光神道學 

校時，僅有六個學生，但在其刻苦努力下，後來竟發展爲一間擁有中、 

小學及師範班的學校。格致書院的建立，哈巴安德與尹士嘉厥功甚偉。 

除了這些創辦較髙等的敎育機構的傳敎士外，尙有如同寅會的白姑娘 

( A u s t r a Patterson )、美南浸信會的容敲美、紀好弼夫人等’均對 

傳敎敎育事業有莫大貢獻°至於醫療敎育方面，嘉約翰對博濟醫院的華 

南醫學校和富馬利（Ma r y H. Fulton )對稍後成立的夏葛醫學院都擔 

當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 此 等 將 主 力 放 在 敎 育 工 作 的 敎 育 傳 敎 士 

(Educat ional Missionaries ) ’ 一般以女性居多，因爲女傳敎士或傳 

敎士妻子的傳敎工作壓力較少，可以更專心辦理敎育事業。廣東的高等 

傳敎敎育，便是在他們的努力下建立起來的。 

至二十世紀，由於學校規模的擴展及敎育質素的提高，差不多所有 

中學及以上程度的傳敎學校’都有專責的傳敎士負責敎務工作。敎育傳 

敎士在整個傳敎士隊伍中，所佔的比例亦越來越大。 

第二節敎育系統的建立 
傳敎敎育第二個發展趨勢是系統化。敎育系統與整個傳敎事業的系 

統是息息相關的。因此，這裏我們先討論傳敎事業的系統化。 

(一）傳教事業系統化 

一個差會初到廣東，通常先在他們入境的城市：廣州、油頭、香港 

(新安）建立傳敎總部’包括辦公室、傳敎士住宅、敎堂等。這是他們 

與母國差會聯繁的所在地，日後亦成爲整個敎區的指揮中心。 

當傳敎士站穩了陣腳，對語言有一定的掌握後，他們開始利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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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的游行佈道和派發聖書的方法，到鄰近城鎭作試探性的傳敎，了解 

不同地方人民對基督敎的反應。一旦傳敎士對某地的反應感到滿意，便 

會致力在該處發展。他們首先覓地租賃房屋，建立講堂，並且派遣傳敎 

人員長期進駐，開展傳敎工作。而該地便成爲傳敎總部的外展站 

(Out-Station ) 。 

外展站的數量很難確定，視乎需要而增減，但無論如何，其數目必 

然大過差會派來的傳敎士人數。因此，一般而言在外展站工作的只是本 

地傳道人；他們定期向總部報告傳敎的成果，而總部亦定期派遣巡迴傳 

敎士（ Itinerant Pastor )到各地短期性的協助工作。 

假若一個外展站的傳敎工作有成，信徒人數不斷增多，傳敎士認爲 

時機成熟，即將該外展站擴大成爲傳敎根據地（S t a t i o n，或稱支 

會、堂會），派遣傳敎士長期留駐，從而加强該地的傳敎事業規模，如 

開辦醫院、學校等°並且再由此根據地，派出本地傳道人往附近鄕鎭傳 

敎，建立新的外展站。這些外展站直接受根據地的傳敎士管轄，不再直 

隸於總部。巴色會在東晃、新安的工作形式正是這樣。 

另外一種發展傳敎根據地的模式是：當某一地區的傳敎工作令人滿 

意，傳敎士有意專注發展該地區，乃在此範圍內的數個外展站中，擇一 

較爲適中的地點（地理位置、交通運輸等都在考慮之列），並使之擴大 

成爲根據地，然後差派傳敎士前往統籌整個地區的傳敎工作，協調其他 

外展站。英國長老會在潮汕地區的情況較接近此模式。 

除了傳敎總部附近的城鄕外，傳敎士亦嘗到其他縣份佈道。他們僱 

舟沿江而上，沿途派發書刊，尋覓合適的傳敎地點。由於新拓展的工場 

與總部相距甚遙，往返不便，必須有傳敎士長駐主持大局，故一開始便 

將該待發展地區建立爲傳敎根據地，然後再在鄰鄕佈道，設立外展站。 

甚至有因根據地與總部相距太遠，指揮決策和調配資源皆不方便，便索 

性將之獨立出來’成爲一個新的傳敎區，建立傳敎總部。如美北長老會 

的海南傳敎區（Hainan Mission )便是。 

中國信徒在建立新的傳敎根據地時，也扮演了主動和積極的角色。 

不少在廣州、香港、南洋乃至美國等地信敎的人，自動或爲差會所派， 

返回他們的原籍家鄉傳敎°巴色會拓展五華的傳敎工作，便是得力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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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該地的信徒張復興
2 3
。美南浸信會開拓新會、開平、台山等地的傳敎 

工場’亦端賴該會的海外華僑趙纘裘、黃辰昌、麥昌等人的努力；他們 

逕行回鄕傳敎，待有少成後，才邀請傳敎士前往開基。 

至二十世紀後，甚至有些因經商致富的信徒，捐資要求差會到其家 

鄕傳敎，以示不忘本；希伯器差會（Hebron Mission，一九一三年由 

一位傳敎士成立的信心差會）在南海三村的工作，便是由一位在上海的 

富翁李觀森的要求和贊助下開始的2
5
。 

至此，我們可以約略了解傳敎事業的系統化建立過程。大致上，一 

個差會將其傳敎的地區，會作如下的劃分： 低層的是外展站，即一鄉 

鎭的福音堂或佈道所，其上是傳敎根據地，多在交通要衝的城市（如縣 

城），以統籌數個外展站的工作。根據地以上是傳敎總部，稱爲傳敎區 

(M iss ion )，或敎區（Diocese )或長老區會(P r e s b y t e r y )，按 

不同宗派而有不同名稱。 

)各級傳教學校 

各級的傳敎學校，是因應著整個傳敎事業的系統而建立的。 

先從外展站說起。外展站設在赃鄰農村的鄕鎭，居民對外來事物多 

抱著懷疑的態度，所以傳敎工作非常困難；倘無一些接觸媒介，難以有 

實際效果。而辦學正是其中可行的方法。因此，在選擇建外展站的地點 

時，該地之敎育需求往往成爲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正如香便文所說： 

「當傳敎士發現某地有設立學校的需要時，便決定在該處發展。」
2 6
馬締 

爾（R.M. Mateer )亦指出： 

「外展站設立男童或女童的走讀學校，聘請老師在那裏任 

敎，這些學校將會帶引學生以及家人進入敫會。爲達到此目 

的，學校必須强調直接傳敫的功能。」
27 

在外展站興辦學校非常普遍，例如自一八七〇至一九〇〇年，美南 

浸信會在五邑地區、肇慶府東部等十多個縣份建立的福音堂中，近半是 

兼有義學的
2 8
。而在廣州附近十英哩的範圍內，便有七至八個外展站左 

右，同樣兼有傳敎學校29。 

這些學校，大都是走讀學校（Day-schools )，規模並不大，多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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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聘請一位中國老師，敎導十來個學生而已。此等中國老師，皆曾接受 

傳統的敎育，然而，或因才智所限、際遇不佳，未能中擧；或因家境貧 

困，無以維生，才會在傳敎學校敎學，這是一般知識分子所不齒的工作
3
°。 

他們多半是毫無功名的童生，僅極少數擁有低級功名
3 2
。 

基於老師受的訓練有限，他們所敎授的，僅是傳統的啟蒙課，這和 

其他鄉間私塾並無分別；唯一不同的是加多了本地傳道人所課授的聖經 

科，後者其實才是傳敎學校設立的 大目的。由於學校免收學費，故能 

吸引無力送子女入學的貧苦家庭，藉此信敎的人頗多
33
。 

傳敎根據地開設的學校與前者大不相同。從功能方面而言，外展站 

的一人主理學校，其開辦的目的僅爲傳敎，而根據地的學校卻旨在提供 

敎育機會給信徒的子女，並在其中選拔有潛質的人，使之將來擔任傳道 

之職°因此不論在學校規模、學生人數乃至敎育質素，後者都遠較前者 

爲佳°此等學校收錄的學生，多爲在外展站或根據地書塾畢業的，且已 

信敎或是信徒的子女’有時也兼收非信徒
3 4
。由於他們不少來自偏遠的 

鄕鎭，故學生是寄宿的。 

課程方面，因學校由受過西方敎育的傳敎士親自管理，故能倣照西 

方近代敎育的模式，故有歷史、地理、數學、國文、聖經，以至音樂、 

體育各科，英文有時也被列在課程之中。學校程度大槪是髙小至初中不 

等°授課老師除傳敎士外’還有神學院畢業生及一些傳統塾師（主要課 

授中文科）°辦學初期，讀書一般是免費的，但發展至較有規模，擁有 

較好聲譽後，也都收取一定數額的學費，以幫補開支。 

學生初中畢業後，部分會進神學院或其他髙等學校繼續進修，其餘 

的或加入傳敎事業的行列，例如，在傳敎小學任敎、進入傳敎醫院接受 

醫療技術訓練等
35
，或自行尋覓其他工作。 

高等中學和神學院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都非常大，絕非根據地所能 

負荷，故學校皆設立在傳敎總部內°學校一般都有相當規模，有專職的 

傳敎士負責管理，總部內的其他傳敎士則輪流兼課；後期更擁有一批專 

任的中外敎師隊伍°學生多來自該差會各根據地的初中畢業生；然而， 

由於路途遙遠，許多家長並不容讓子女遠赴廣州或汕頭等地上學，故學 

生來源頗成一大困擾，此尤以女校爲甚。學校的應變方法是一方面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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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初中等部門，自行訓練初級學生，以保證中學的投考人數；另一 

方面則開放宗派門限，除了收錄本差會所轄敎會和學校的子弟外，亦兼 

收其他未辦中學的差會的信徒。十九世紀末，更有不少非敎徒慕傳敎中 

學之名前來求學，學生來源始不成問題。 

課程方面，幾完全依據西方的學制，並按學生的能力而略作調節， 

故學生畢業後水準並不差，部分且能到外國升讀大學，成爲中國 早一 

批留學生（詳見第七章）。 

至於大學（此時期尙未成形）及其他高等學校，則連個別差會亦難 

以支持，需要依靠特別的基金或奉獻。格致書院且要從原屬北美長老會 

獨立出來，另組董事會，可見高等敎育已是一特別的事業，不再規限在 

個別差會的系統之內。 

)教育系統化 
從外展站的一人主理學校、根據地的高小及初中，以至傳敎總部的 

高中和神學院，已可見傳敎敎育遂漸形成一個系統，其中的佈局是差會 

刻意地安排的；英國長老會在潮汕、巴色會在惠州地區，都可發現完整 

的敎育制度。 

除了學校佈局外，升遷制度亦是敎育系統化的重要環節。前面提 

到，早期差會辦的高等學校，由於招收合資格的學生有一定的困難，被 

迫自行開辦初等學校；例如，格致書院原來開辦的目的，就是使之成爲 

一間專上程度的學校，但從一八八八至一九一〇年的十多年間，只能首 

先開辦一個預備班，但這預備班的學生，竟然也不能逹至水準，以致歷 

屆入學率和畢業率的差距頗大。是以在一九〇六年，格致書院再辦小 

學。這樣，一所大學便有了自己的附屬中學及小學
3 6
。事實上，二十世 

紀初大部分在華的敎會大學都辦有附屬中學
3 7
，正如大部分有名的傳敎 

中學都辦有附屬小學一樣。 

爲了保證學生入學的程度，敎會大學及中學建成了自足的升遷系 

統，設立了自己的小學和中學。也因著相同的理由，很多敎會學校彼此 

亦建立起一定的聯繫，互相承認敎育水平°例如學生從甲校升讀乙校， 

可以免除入學考試。此情況在民國以後仍然存在，如營石中學在章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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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規定：「在中學之下，設有預科，供各高小學生就讀，至程度足 

夠，才升讀正科。但凡畢業於潮陽潮光小學、揭陽眞理小學、黃岡眞道 

小學、碧石小學、潮安眞光小學、汕頭眞光小學者均得直接入本校正 

科，其餘學校學生要參加考驗。」
38
至碧石中學本身設有大學一年級， 

課程與滬江大學第一年或他校同等學級相若，學生可以留校先修習大學 

一年，再升讀其他傳敎大學二年級
39
。此外，培道中學畢業生，可以直 

入廣州嶺南大學、上海滬江大學，該兩大學每年且送減費學額一名給培 

道中學
4
°。嶺南大學方面，以招收自己附屬中學的畢業生 多，一九一 

八年始，與各傳敎中學廣泛聯繁，所有傳敎中學畢業生，均可直接升讀 

嶺大；而傳敎小學畢業生，亦可免試升讀嶺大附屬中學。其他傳敎學 

校也有類似的規定。 

傳敎學校彼此承認程度，固然基於對雙方的敎育水平有所了解和信 

任，但入學資格方面的優待，亦成爲吸引學生進校的其中一個因素，並 

且也促使學生較傾向在傳敎學校間升遷流動’這間接亦造成了學校的系 

統化。 

傳敎學校之遂漸建成系統，一方面固然是其趨向成熟化和完備化的 

必然後果；但另方面也是基於客觀條件的需要。雖然傳敎學校設立的動 

機不純粹是爲敎育，但無論如何，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傳敎學校仍是新 

式敎育的前驅；如前所述，撇開傳敎學校的宗敎成分不談，它乃是一徹 

頭徹尾從西方輸人的敎育制度，不論就學制、課程內容，乃至敎育哲學 

方面，都與傳統中國的截然不同。因此’它雖存在中國，卻不能融和於 

中國的制度中。 

這樣，傳敎士興辦了初等學校，則中國並無相應的高等敎育機構可 

與之銜接。若學生要繼續升學，或者傳敎事業需要某方面的專業人才 

(如傳道人、醫生、敎師），傳敎士必須自己續辦中等及高等學校，來 

滿足此需求°故此，傳敎敎育可以說是生存於中國社會中，但卻獨立於 

中國制度外，一個完全自足發展的系統，從小學、中學、大學、神學 

院、師範學校及醫學院，以至在二十世紀才創辦的工業或特殊技能學 

校，傳敎士都勉力親爲°並且，爲了使這龐大的敎育事業得以更有效 

率、更經濟地運作，一個完善的分佈和升遷系統乃無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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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敎敎育系統化，實於十九世紀末已啟其端，而大備於二十世紀初， 

此時中國官辦的新敎育事業僅在萌芽階段。但是一旦中國政府確立了她 

的敎育制度後，傳敎學校亦已自成系統。在民族主義高漲、强調國家 

主權完整的中國人看來，自然難被諫解和接受，甚至會視之爲帝國主義 

侵略中國的其中一個罪行。這是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中國人反基督敎的 

原因之一。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我們留待第八章才詳加闡述。 

註釋 

1 Henry ,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p. 196. 

2 Conference Records 1877, pp. 486-487 附表。 

3 Conference Records 1890, pp. 732-735. 

4 China Mission Hand Book, part 2, p. 325. 

5 MacGi l l i v ray , 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pp. 670-671 ；又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pp. 770-782 附表亦同。 

6 "Statistics of the W o r k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for 1910”，CMYB 

( 1 9 1 2 )附表；並見《敎育雜誌》，第三年第十一期，頁一三一至一三二，一九一二年二月 

初十日。 

I "Statistics of the W o r k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for 1911", CMYB 

( 1913 )附表。 

8 Henry ,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p. 209. 

9 CR, Vol . 31, no. 10(0ct., 1900), p. 88. 

10 Broomhal l , The Chinese Empire, p. 53. 

II Ibid. 

I 2《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期（一九一四年），附錄四二 b 至四三。 

13 Ashmore,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pp. 87-93. 
1 4
王炳至：「葉牧師行述」’載《萬國公報》，册三’卷八期三六二（ 一 八 七 五 年 十 

一月十三日）’頁一六七 ° 

1 5
兩廣浸信神道學校便是一例；參劉粤聲：《兩廣浸信會史略》，頁二八至二九；衛 

理會的情況亦復如此’參 Henry ,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pp. 265-266. 

16 John L. Nevius, China and the Chinese (New York : Harper and Brothers, 

1868), p. 353. 

17 Henry,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p. 196. 

I 8劉粤聲：《兩廣浸信會史略》，頁二八至二九；又劉粤聲：《廣州基督敎會槪況》’ 

頁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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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Band,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p. 208-209. 
21 L.B. Ridgely, "Schools and Colleges as a Factor in Evangelistic Work", CR, 

Vol. 41 (Jan., 1910), p. 63. 
22 G.S.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lthaca: Cornell Uni-

versity Press, 1971)，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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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粤聲：《香港基督敎會史》’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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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粤聲：《兩廣浸信會史略》’頁一六四、一七二、一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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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Henry,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p. 203. 
27 R.M Mateer, "How to Meet the Evangelistic Needs of China's Rural Popula-

tion", CR, Vol. 45 (Aug.，1914), p.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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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Henry,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p. 20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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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始稱奇’愧他七尺鬚眉漢，甘屈千金事外夷。』線臣兄有辭莫辯’付之一笑而已。」見 

陳夢南：「與女史論道小序」’載《萬國公報》，册十四，期六七二（ 一八八二年一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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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如任禮賢會在河凹學校敎席的李允明’「幼聰穎’好讀書，有文聲，鄉課每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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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髙科’而公竟以諸生終’其於榮名恬如也。」見王炳S ：「李允明先生傳」，載《萬國公 

報》，册三’卷八期三七三（一八七六年二月五日），頁三二〇。 

3 2
如美南浸信會的陳夢南’得秀才銜（參「陳夢南先生傳略」，載徐松石：《華人浸信 

會史錄》，五輯’頁四五）；禮賢會在西鄉所辦的傳道學校，更聘得「黃孝廉甲臣、湯敎 

授鑑蓉、黃茂才執經、陳茂才曉樓、溫茂才廷芝」等名士爲敎席。（參王炳茔：同前引 

文） 
33
劉粤聲：《兩廣浸信會史略》，頁一六四至一六五。 

34 L.B. R idge ly作了一個調査，來華的二十五個差會之中，只有四個差會並無開辦 

走讀學校；而沒有開設寄宿學校的，僅有一個差會而已。至於寄宿學校的學生，綜合該 

二十四個差會的報吿：有四個差會的寄宿學校學生全是基督徒，或來自敎徒家庭；十四 

個差會表示該類學生超過一半，五個差會表示少於一半，只有一個差會報吿寄宿學校內 

並無基督徒學生 °因此R i d g e l y作出結論，認爲寄宿學校的主要功能是栽培敎徒子女’ 

傳敎僅是次要目的而已。參 Rigdely，"Schools and Colleges as a Factor in Evangelistic 
Work", CR ’ Vol. 41 (Jan., 1910), pp. 64-65. 

35
陳澤霖：「基督敎長老會在潮仙」，載《廣東文史資料》，八輯’頁七二至七三。 

36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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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廣東在巨變中 

踏入二十世紀，傳敎敎育面臨一個薪新的情況。在一九〇〇至一九 

二〇年此二十年間，無論是廣東一省，以至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 

各方面都起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對傳敎事業產生重要的意義° 

(一）政治社會的變化 
自戊戌維新以政變結束後，保守勢力重新掌握實權，直接地鼓勵了 

義和團運動的蔓延，結果闖下彌天大禍——八國聯軍陷京，中國被迫簽 

訂辛丑和約，禍貽數十載。時兩廣總督李鴻章，堅拒服從慈禧向各國宣 

戰之詔，與南方各省督撫相繼自保，因而幸免兵燹。義和團事件在廣東 

並未造成實質的影響。 

和約締結後，滿淸政權炭炭可危，爲了挽救瀕亡的命運，終於推行 

憲政。是次憲政改革在政治上無甚足觀，但一九〇一年之宣佈廢科擧、 

設學堂，卻也具劃時代的意義。而出洋學生陡增及新軍的建立，亦間接 

助長了革命運動的發展，加速了滿淸帝國的滅亡。 

早在康有爲、梁傲超等人積極推動維新運動、倡議君主立憲時，另 

一些以孫中山爲首的粤省人士，卻早已密謀推翻滿淸皇朝了。一八九五 

年興中會成立，會員幾乎全是廣東人1。他們皆來自旅居夏威夷、横 

濱、香港及廣東珠江三角洲等直接受西洋文化衝擊的地方，其中大部分 

都受過西方敎育，核心成員中，極多是基督徒2。革命運動先在廣東籌 

劃和策動°事實上，即使在同盟會成立（一九〇五年）後，廣東人在革 

命分子中佔的比例下降，但革命黨人選擇起事的地點還是以地處南陲、 

且又對外交通 便的廣東進行3 °因此，廣東 早陷在革命的戰雲 

下。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成功，維持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滿淸皇朝結 

束，民國肇始°但是由於革命黨本身的內在缺陷，及袁世凱擁有實際軍 

力，革命的成果很快爲北洋軍閥所竊奪。廣東方面，一九一一年十一月 

光復後’先由胡漢民任都督，設立都督府，置各司以掌其事。然而政令 

的推行卻面臨很大的困難，特別是財政方面0袁世凱就任總統後，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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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這個民黨的根據地，乃採廣東人打廣東人的做法，利用梁傲超（時 

爲進步黨領袖）及梁士話(總統府秘書長）的影響力，分化本來已呈裂 

痕的粤政府。一九一三年陳燜明任粤省都督，不久宣佈獨立，興兵討 

袁，但旋爲袁氏所派的龍濟光率兵所破，廣東遂爲龍氏統治4。 

一九一五年，龍氏調駐瓊崖，廣東由桂系軍閥陸榮廷（兩廣巡閱 

使）及陳炳焼(廣東都督）所佔。翌年，孫中山在海軍總長程璧光的支 

持下南下護法，在粤召開非常國會，組織軍政府。但時廣東仍在桂系的 

控制下。直至一九二〇年，援閩粤軍攻克廣州，並迅速平定全省，翌年 

開國會，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廣東才脫離軍閥之手。至於南北二政 

府的分裂，則要待國民軍北伐成功後才結束5。 

可見在這二十年間，特別是民國成立後，廣東政權不停在更易中。 

社會的變化亦相當大。 

廣東是 早對外開放的省份，受西洋文化的洗禮也 深。中外交 

接，首先影響的是一批協助洋商從事貿易活動的買辦，他們不少是從早 

期的傳敎學校畢業的，唐廷樞正是其中一例
6
。這批買辦以廣東人居 

多，自成一個集團，在香港、上海、漢口等地工作7。由於任職買辦致 

富的很多，在累積了一定數量的資金後，他們亦開始在洋行投資，或自 

營工商業，中國近代第一批資本家，不少是這樣興起的。財富的增加使 

他們的社會地位上升，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並且，因著與外國商人及傳 

敎士的接觸，亦擴闊了他們的視野，一部分人積極參與洋務建設，希圖 

令國家在經濟上趕上西方。另一部分商人則轉而支持革命運動，在推翻 

帝制的事業上出力甚大8。 

出洋留學歸國的學生，是另一股社會上升的力量。晚淸首批放洋的 

是傳敎學校的學生，包括容閎、黃寬等。及洋務運動始，在容閎的大力 

推動下，成立「幼童出洋肆業局」，自一八七二年起陸續分四批派遣了一 

百二十名幼童赴美學習。由於北方仍較保守，故這一百二十人中，籍貫 

廣東的佔八十四人9。雖然後來因政局轉變，他們被迫於一八八二年返 

國，但其中仍有詹天佑、蔡廷幹、梁如浩等對淸末民初的政治具影響 

力彳。。甲午戰敗後，中國學生出洋留學者大增，他們在推翻滿淸的革命事 

業，及民初政治和社會各層面裏，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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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的資產階級，留學歸國的新知識分子，連同參軍及在新式學堂 

畢業的人——後兩類自淸末至民國都是社會向上流動的 主要門 

徑，搆成了社會上新的秀異分子；他們雖仍未能在傳統的農村取代原來 

士紳的主導地位，但在政治、經濟中心的大城市，都遂漸加增了在領導 

層的影響力11。 

二十世紀後，「西方」已不僅爲少數人所認知，透過報刊、書籍、鐵 

路、留聲機、外國人的居留，以及新敎育的普及，遂漸深入農村，衝擊 

著整個社會，廣東自亦不例外I2。此外，複雜的國家問題，在知識分 

子、民族感情化的渲染下，往往被簡單約化爲救國圖强、打倒滿淸，以 

及再後期的反對帝國主義等鮮明口號，因而激動了廣大的小市民。他們 

積極回應上列的號召，救國成爲越來越多人關注的焦點，正如路康樂 

( E d w a r d J.M. Rhoads )所言：中國民衆是被政治化（poHticized ) 

了
13
。這情況在二十年代將更明顯。 

在民衆關懷國是的同時，中國本身也起了很大的變化。西方新思潮 

的輸入，動搖了賴以維繁社會穩定的兩個基礎：滿淸皇朝及儒家思 

想
14
。特別當知識分子對打倒了前者（辛亥革命)所產生的救國效果感 

到失望後，不少遂從政治革命退卻出來，轉而從事社會和文化的革命， 

努力要將後者完全粉碎（新文化運動）。中國在失去這兩個效忠的對象 

後，無疑地開闢了更廣闊的空間，使革新工作更易進行，但亦因此帶來 

不少混亂與痛苦。 

在實際的社會和文化層面上，民國成立後，政府下令人民剪去髮 

辮，此令在農村受到不少抗拒，結果潮汕地區政府要定出期限，强制人 

民去辮。更換陽曆是另一件大事，民初廣州政府欲廢除農曆，但結果在 

一九一三年的年初一，只有政府部門繼續辦公。這兩件事，均象徵著新 

文化植根民間所遇到的困難I5，也可說是辛亥革命對老百姓 大的革命 

意義。此外，曾受西方敎育的廣東政府官員所推行的各樣措施：如改善 

衛生、禁煙禁賭、引進法律制度、提倡男女平等、土地改革的嘗試等， 

均對民生產生直接的影響，西化再也不是抽象的槪念了
16
。 

至於淸末革命黨人的起義和民初各系軍閥政客的爭奪，使社會紛擾 

非常；兵戎所到處，民生受到嚴重的打擊I7。加上天災頻仍，一九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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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南高要、高明、三水、四會、德慶、西寧多縣發生水災，災情慘 

重
18
。一九一七年’潮、惠、梅三州發生大地震，其中尤以油頭、南澳影 

響 大，死亡枕藉I9。連同農村經濟的不景，人民生活困苦異常。 

政權嬗遞、社會動盪、民生困苦，自然對傳敎工作造成一定的破 

壞，其中尤以潮汕地區爲甚。但是在混亂不安的日子裏，倘若傳敎士或 

本地信徒積極地救災扶危，作各樣的慈善工作，未嘗不是改善人民對傳 

敎士的態度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政治和社會的改變，旣有制度的瓦 

解，亦提供了空間讓社會變遷得以進行，這包括社會的流動、新思潮和 

新文化的引入等。中國近代的轉變，雖然錯綜複雜，但總的來說，是越 

來越趨向西化。基督徒作爲早已接受西方文化洗禮的一羣人，要適應此 

轉變自較容易；不少且因此主動投身在促使社會變遷的進程中，藉著革 

命、工商業以至新學等途徑改變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同時亦改善了社會 

對他們的觀感。關於基督徒社會地位的改變，在下章將有詳盡敍 

述 ° 

) 教育改革 
傳統中國，政府並無承擔敎育之義務。禮部的職責，只有定期 

擧行科擧考試，選拔人才。淸代科擧制定，大體承襲明代，於是亦抄襲 

了明朝自太祖以來興辦學校的傳統，中央設立國子學、各州縣也設立 

地方官學
2
。。學校與科擧制度結連。惟淸一朝，此制僅爲具文，府學與 

縣學並不負實際敎學之責，而監生亦毋須居監，可在籍及寓所肄業
21
。 

故此官學並非眞正的敎育機構。 

地方確實具有學校性質的爲義學和社學。此等學校由地方官或士紳 

興辦，由地方政府撥款或靠捐置學田的租金維持經費，延聘宿儒任敎° 

其次，各鄕鎭也有紳耆倡設學館，以敎育同族兒童，學塾按程度而分爲 

蒙館和經館（中館、大館）兩種。這些學校的創辦目的，爲使學生習經 

學，以備科擧考試
22
。此外，一七三三年（雍正十一年）後，上諭在各 

地設立官辦書院，以作育才之用
23
。廣東省辦書院有粤秀、端溪、越 

華、應元、蘭坡精舍、學海堂及廣雅等，府辦、縣辦的亦屬不少
24
。 

淸中葉後，由於西力入侵，中國人覺悟到必須效法西洋器藝，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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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_外侮。故自强運動期間，政府開辦了一些新式學堂’敎授西洋知 

識，訓練各種人才，以應新政的需要。在廣東開設的有同治二年的廣州 

同文館、光緖十二年的魚雷學堂
26
及光緖十三年的水陸師學堂

27
。這些 

新式學堂課授的知識與傳統科擧制度不相銜接，故不爲時人所重。廣州 

同文館開辦不久，因漢人士庶以科擧爲重，輕視學校提供的科目，故粤 

督瑞麟於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奏准取消漢人學額，單取漢軍旗 

人
28
，可爲一例。加上主事者多顢預敷衍，無辦學的宏圖

29
，因此自强運 

動的敎育建置並未能發揮多大作用。 

甲午戰爭，中國敗於鄰近小國，朝野震撼，變法之議遂起。在衆多 

變革主張中，敎育改革是一重要主題。光緖帝在康有爲等維新派的協 

助下，曾於一八九八年（光緖二十四年）諭令各省進行全面的敎育改 

革，設立各級學校
32
。然而新政未及三月，即爲慈禧等舊黨所撲滅。除 

京師大學堂獲准保留外，其他敎育改革皆令廢止。 

直至義和團事件後，淸廷察覺改革是無可避免，在袁世凱的倡議 

下，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上諭，令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內改 

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學堂，並多 

設蒙學堂
33
。廣東方面，兩廣總督陶摸於一九〇二年(光緖二十八年）四月 

間，擇定廣雅書院
34
改辦爲廣東省大學堂，由姚稷臣擔任學堂總理，招 

考學生名額一百六十人。由於當時新的學堂章程尙未制定，故大學堂的 

修習科目和學生管理，仍與從前廣雅書院無大差異。因學生流動性極 

大，中途轉學或退學者頗多，沒有人完成學業
35
。 

一九〇二年（光緖二十八年）七月，管學大臣張百熙頒佈「欽定學 

堂章程」，這是中國第一次有新式的敎育系統藍圖，然而由於種種問 

題’此章程於一年後廢止°朝廷改命張之洞協助張百熙等重新商榷，於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奏請頒行，即「奏定學堂章程」。大致上章程分爲七個 

階段： 低層爲蒙養院，順次以上爲初等小學（五年）、高等小學（四 

年）、中學（五年）、高等學堂（三年）、大學（三至四年）， 上有 

通儒院
36
。 

在此章程下，廣東省進行大規模的敎育建置和改革。廣東省大學堂 

改爲廣東高等學堂’學制：預科五年、本科三年；本科分文科或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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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或理科、醫科三類
37
 °其次’各地陸續興辦中學堂，計有府或州辦 

的十二所、縣辦的二十七所、地方團體辦的九所，及由私人團體辦的六 

所，合共五十三所
38
 °小學方面，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兩廣學 

務處把廣東小學制度加以釐定，於是由省會開始，以至各州縣鄕鎭，都 

開辦小學。至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廣東省有髙等小學堂一百五十 

家、初等小學堂八百六十二家、兩等小學堂六百一"h六家、蒙養學堂一 

家、半日等學堂九家，共一千六百三十八家，學生共七萬九千五百一"h 
人

39
。女子敎育則要晚至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女子小學堂章程頒 

佈後才開始。 

此外，廣東還辦有一些專門學校，包括如兩廣優級師範學校等師 

範學堂超過二十二間
4
°、訓練工業人才的官立兩廣高等工業學堂（一 

九〇六年立)、訓練法政人才的廣東法政學堂（一九〇五年立)
4 2
、 

訓練外語人才的兩廣方言學堂、兩廣隨營將弁學堂……等
43
。 

一九一二年，民國締建。政府頒佈一連串敎育改革法令，包括：准 

許初等小學男女同校，廢止聖經一科，增加圖畫、手工、唱歌、縫紐等 

科，廢止獎勵畢業生出身辦法，改學堂爲學校等。同年七月，敎育部在 

北京召開臨時敎育會議，制定學制系統（稱爲「壬子學制」）；翌年又加 

以修訂，而成「壬子癸丑學制」
44
。與淸政府的「癸卯學制」相比，這個學 

制的修業總年限縮短了三年；此外，又將高等學堂改爲專科學校，及廢 

除男女兩性所受敎育的差別，准許婦女升讀中學及以上的級別。其後，敎 

育部又陸續頒佈了各級學校、檢訂敎師資格等規程，敎育制度漸趨完備。 

學校方面，廣東髙等學堂結束，其餘舊有學堂紛紛改作省立中學 

校，如高等學堂改建爲省立一中、廣州中學堂改建爲省立二中……等° 

此外，各縣亦陸續興辦中學°至一九二三年，廣東計有省立中學十三 

間、縣立中學三十六間、民間團體主辦的私立中學三間，合共五十二 

間
45
。小學因各縣市學款由軍隊把持，發展非常困難，僅少數縣份在縣長 

或敎育局認眞辦理下，才較爲可觀
4 6
 °除此之外，尙有師範學校十餘 

所，商業、工業、農業等職業學校約十所"° 

從數字上看，民初敎育部做了三次全國敎育調査，得出廣東省學校 

及學生總數（見附表六）°這些數字是連同私立學校在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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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民國元年至四年三次全國教育調査廣東省學校 

及學生總數 

次 序 日 期 學校總數 學生總數 

1 1912年8月至1913年7月 3,249 151,509 

2 1913年8月至1914年7月 3’ 392 198,203 

3 1914年8月至1915年7月 5,051 219,209 

綜觀廣東新敎育的發展’ 一八八七年時官辦的新敎育機構僅同文館 

一家，至一九〇〇年亦只增多一間水陸師學堂。及一九〇三年「奏定學 

堂章程」頒佈後，各地才漸次建立西式學堂，但終淸之世，這些學校仍 

在草創階段：中、小學要到一九〇五年科擧停辦後’才得到較快的發 

展’常規的師範敎育在一九〇六年才開始建立，廣東高等學堂更要在一 

九〇八年才開辦本科，僅維持三年而結束。民國建立後，敎育系統雖已 

確立，但又屢爲政治及軍事的紛擾所困，發展較大的僅爲初等敎育’且 

對私立學校依賴很大。 

新敎育的建立’改變了人民對敎育的觀念，西學也越來越爲人所歡 

迎，這樣對傳敎學校的發展自然有一定的助力。但與此同時，傳敎敎育 

亦面臨一强而有力的挑戰，它不再是新敎育的壟斷者。雖然從時間上 

看，傳敎敎育的起步較中國官辦敎育早三十多年，故至淸末爲止，不論 

在體制、規模，以至師資人才的培訓方面，都較後者爲優。然而一個國 

家所擁有的敎育資源，無論如何總較由私人捐助的差會爲多，一且官辦 

敎育開步後，傳敎學校的優勢很快便告失去。這樣，傳敎敎育必須有所 

轉變，以適應這個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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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傳敎的黃金時期 

(一）傳教資源增加 

一九〇〇至一九二〇年，是傳敎工作的黃金時期。一方面，中國人 

對基督敎和西方文化的態度經已轉變，傳敎效果非常良好。正如一九〇 

三年八月七日，傳敎士在牯嶺召開的超宗派會議上，與會者宣稱：中國 

的福音之門已完全洞開，傳敎工作擁有前所未有的機會
4 8
。許多傳敎士 

的記述都指出同樣的情況。 

另 方 面 ， 美 國 自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後 的 大 奮 興 運 動 （ T h e Great 

Revivalism ) 及 學 生 志 願 運 動 （ T h 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差遣了大批傳敎士來華，並且增加了對傳敎士的財政 

援助。而在華的傳敎士自經歷了義和團事件的重大挫折後，對中國人的 

民族感情，以及基督敎如何中國化等問題也有較深刻的反省。凡此種 

種，皆對基督敎的擴展有很大幫助。 

敎會在此時期的發展，可以從信徒人數看出來。一九〇〇年全國基 

督徒的人數爲九萬五千九百四十三人，一九二〇年增至三十六萬六千五 

百二十四人，增幅逹四倍之多。其他各類型的傳敎事業，包括醫院、學 

校、社會福利等，亦各有大幅的增長。 

廣東的情況亦無例外。在此階段，陸續有新的差會到來，包括加拿 

大長老會（P r e s b y t e r i a n Church in Canada ) 、 紐 西 蘭 長 老 會 

(Presbyter ian Church in New Zealand )、新約敎會（Ch ina New 

Testament Mission )、上帝敎會（G e n e r a l Council of the Assem-

bles of God )、聖道會（Evange l Mission )、希伯器會（H e b r o n 

Mission )、輔道福音會（C h r i s t i a n Faith Mission )、華南聖潔會 

( S o u t h China Holiness Mission )、基督復臨安息曰會（Seven th -

Day Adventist Mission )等。此外，原來在他省工作，因有華橋歸國 

而將該宗派帶來者有美以美會（Me thod is t Episcopal Church )、根 

本論長老會（ C h u m b e r l a n d Presbyterian Mission ) 、 貴 格 會 

(Amer i can Friend Mission )等°還有一些不屬任何宗派的獨立傳敎 

士在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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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建立敎會的差會外，又有一些特別事工的團體’如前階段成立的 

格致書院（此時期已正式稱爲嶺南大學），負責醫療的博濟醫院、惠愛 

醫院，爲盲人工作的喜迪堪會（Hildesheimer Verein fi ir die dutsche 

Blinden )，專向黃包車夫傳道的人力車會（Ricksha Mission )，另 

有 六 個 刊 印 聖 經 及 傳 敎 册 子 的 聖 書 公 會 （ B i b l e and Tract 

Societies )，男靑年會(Y o u n g 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 )及女靑 

年會(Y o u n g Wo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 )亦相繼來粤 ° 

連同上階段已在粤傳敎的差會，此時期在廣東傳敎的差會及團體共 

有四十一個，單算建立敎會的差會則有二十九個
5
1。傳敎士的數目，亦 

由一八八九年的一百八十四人
5 2
，增至一九一三年的四百八十五人

5 3
， 

及一九二〇年的七百三十人。在中國各省而論，僅次於江蘇省。 

(二）各地傳教情況 

此時期新來的差會大都規模不大，且專注於城市工作，對上階段所 

描述的廣東傳敎分佈情況並無太大改變。以下先將各地區的傳敎工作， 

作一簡略的介紹。 

油頭地區 

汕頭地區除前述的美北浸信會及英長老會外’此時期增加了基督復 

臨安息日會。三會共有傳敎士四十人
5 5
。 

英長老會自將潮屬和客屬的工作分開後，兩者都有很大的發展。潮 

屬方面，早在上世紀末已開始在汕尾工作，取得很大的成效，一九〇六 

年該處根據地才成立十年，已建立了十一所敎堂，敎徒近二百人
5 6
。至 

一九一一年，汕頭及汕尾的潮屬敎會共有敎堂七十八間，其中不少已能 

由華人信徒自養自立
5 7
 °客屬方面，英長老會的工作並不局限在廣東的 

東北部，而是將廣東、福建以至江西三省的客族地區連結一起，成爲一 

個傳敎區（Hakka Mission )。 初成立兩個根據地：五經富（在揭 

西）及三河塌（在大埔），及後在福建的上坑成立第三個根據地
5 8
。 

美北浸信會除上階段在潮屬的黃岡、潮州府城及揭陽工作外’此時 

期擴展至潮陽縣，都是沿海地區。而客屬則除嘉應外，又增添了河婆 

及尋鄢兩個根據地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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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區敎會在義和團事件中曾受波及，英長老會有一敎徒被殺， 

敎友家庭的財產被掠者約一百家，及後由地方政府予以晤償。嗣後發 

展非常順利。及一九一〇年代，天然及人爲的災禍接踵降臨。先是一九 

一七年廣東督軍莫榮新不服孫中山領督的軍政府，宣告獨立，兩軍先戰 

於海豐、五華、梅縣等地；十二月更轉戰至莫軍的根據地——潮州府， 

莫榮新敗走°兵焚所到處，社會受到極大破壞。幸時居潮州府城的英長 

老會牧師任杜力（T.W. Douglas James )力任調人，且在英駐汕領事 

的協助下調停兩軍，府城得免糜爛。地方紳民感戴其恩，立碑記功以誌 

不忘。不及兩月（一九一八年二月）潮汕又發生嚴重地震，死亡枕 

藉。敎會方面，長老會在汕頭、崎碌、潮安、黃岡、南澳等地的敎堂均 

受嚴重破壞
6 2
。 

惠州地區 

惠州地區傳敎差會仍以巴色會、禮賢會和巴陵會爲主，新來的差會 

並沒有選擇在此地發展，僅美北長老會將其工作擴展至東竞的石龍而已
63
。 

巴色會在此時期除繼續鞏固惠州地區幾個主要根據地：寶安的李 

朗、東竞的樟坑逕及浪口，以至歸善、博羅等縣外，復將其發展重心挪 

移至北面的客屬地區，先是五華，後及龍川、梅縣、紫金、河源、連 

平、新豐、興寧、和平等縣
6 4
。並因應河流系統而分作寶安、東江、梅 

江三個區域，每區各自成立議會
6 5
。從一八八八年到一九一五年二十七 

年間，敎堂數目由三十八所增加至一百三十四所，信徒亦由三千三百人 

增至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二人
6 6
。增長超逾四倍。 

禮賢會的傳敎範圍，主要是寶安、歸善、東晃及增城四縣，並分作 

六個區域：香港、寶安、太平（在東竞)、東晃城、塘頭厦（在東竞) 

及廣州，每區各設傳敎根據地（Central Stations )，然後建立外展站
6 7
° 

其後，又陸續在順德大良、香山小抚開始傳敎工作
6 8
。 

巴陵會的傳敎地點除惠州外，遍及廣州、韶州、南雄、南安各州府 

縣，已不限於客語區，而及至粤語區了。至一九一四年，共有敎堂一百 

二十七所，信徒八千三百人
6 9
。 

此地區在一九〇〇年並未受義和團事件打擊，反而在事平之後， 

「敎會藉條約保護，趨炎附勢者風起雲湧，極一時之盛」，信徒人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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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上升。但是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德國差會卻遭受很大的影響。先是 

中德絕交之後，交通斷絕，德國母會對傳敎士的接濟非常困難，即能党 

匯，亦因銀價飛漲而遭受很大的損失
7
1。這樣，需款甚殷的福利事業先 

受打擊，醫院及學校或停辦，或增收費用，或另闢財源。如禮賢會在東 

晃所設的普濟•院，便賴縣長諭各商會警區，會同各處傳道人努力募 

捐，方可維持；痳瘋病院亦靠省之警廳及西國商人捐助
7 2
。人手方面， 

部分傳敎士因未脫軍籍，悉調膠州德軍戰區
7 3
，醫療傳敎士離華赴戰場 

服務者尤多
7 4
。仍留駐岗位服務的傳敎士及本地傳道人，亦要面對減薪 

一半至四分三的困難
7 5
。德國差會的財政狀況，在戰後由於德國本土經 

濟不景，故仍待一段長時間才有改善。 

廣州地區 

廣州地區方面，單在廣州市，一九一八年已有差會或團體二十六 

個，傳敎士二百十三人。新開的紐西蘭長老會、聖道會、上帝敎會、基 

督復臨安息日會等，均在此處開基
7 6
。其鄰近的佛山市，亦有循道會、 

基督敎會、公理會、聖潔會、安息日會在傳敎
77
。 

在珠江三角洲傳敎的主要差會：如美北長老會，在此時期傳敎區 

域有廣州、台山、開平、新會、陽江、恩平、英德、淸遠、花縣、陽 

春、高要、三水、增城、東竞、連州等。即除珠江三角洲平原區外，還 

循西江和北江上溯至接壤省界處。海南傳敎工作則發展至北部和東北部 

一帶，除前期建立的儋縣和那大市外，復增瓊東縣加積一傳敎根據地
78
。 

美南浸信會仍在廣闊的地區工作，包括廣州、番禹、順德、新會、 

台山、香山、三水、淸遠、從化、肇慶、高要、四會、廣寧、新興、鶴 

山、開平、恩平、英德、翁源、新豐、連平等二十縣，約可分爲廣肇區 

域和北江區域，分別以廣州和英德爲中心。至於西江區域的主要傳敎地 

區在廣西，這裏從略。至一九二〇年，該會在廣東及廣西建成敎會四、 

五十所，外展站百餘處。不少敎會原來由歸國華橋開基，經濟較爲富 

裕，故條件成熟後，紛紛自立
79
。 

循道會（前稱英國衛理會）除廣州和佛山外，亦在新寧及四邑一 

帶，甚至北江的英德韶關等地，建立敎會，並且建成廣州、佛山、四 

邑、香山、香港、北江等六個監區(Circuit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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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差會在傳敎地區上的變化不大，故從略。 

一九一八年，長老宗全國總議會召開時，公理、倫敦兩差會亦派代 

表出席，會議決定由三會合組成一聯會，名爲中華基督敎聯會。翌年一 

月，該會在南京召開執行委辦會議，嗟商信條典章後，將議事記錄分寄 

各省。廣東三宗派領袖接到消息後，於四月八日在廣州靑年會開會，會 

上通過南京大會的議事記錄，並定名爲中華基督敎會8
2
。其後，陸續有 

加拿大長老會、紐西蘭長老會、同寅會、美瑞丹會、綱紀愼自理會、長 

老自理會等宗派加入。一九二三年，該會統轄九個區會、一百四十間堂 

會（敎堂），敎友一萬五千人，爲全國 大的宗派
8 3
。 

總括在此時期來粤的四十一個差會及團體，共建立了傳敎根據地一 

百二十七個，爲全國各省之冠。而七百三十個傳敎士，亦分居於全省七 

十二個城鎭，進行傳敎工作；據報吿，單是此七十二城鎭所發展出來的 

外展站，已逹一千個以上
8 4
，分佈的縣份達四十四個

8 5
。 

此時廣東只有三個地區是尙待發展的，一是西南部，如連山、開 

建、封川、廣寧、四會、防城、遂溪、徐聞、石城、海康、化州、吳 

川、欽州等縣；二是北江中游東面的山區如佛岡；三是海南島的南部如 

崖州、感恩、昌化、陵水、萬州等。這•縣份或只有一間敎堂，或完全 

未有傳敎士到臨過
8 6
。 

第三節傳敎敎育觀念的轉變 
在未進入探討廣東的傳敎敎育實況前，我們先檢視差會及傳敎士在 

此時期對敎育看法的轉變，這直接左右了傳敎學校的發展。 

第三章曾指出：傳敎士 初興辦學校，目的在吸引人來接觸宗敎； 

但打從學校創立之始，敎育即產生了自足的意義，如此傳敎與敎育孰輕 

孰重，一直是備受爭論的問題。 

一八七〇年以前，直接傳敎（Direc t Evangelism )是傳敎士來華 

主要的負擔，辦學乃爲傳敎的看法，獲得了壓倒性的優勢；無論是在 

前線工場的傳敎士，以至母國差會，均奉之不偷°因此，雖然在華所有 

差會都辦有學校，但多是設備簡陋、程度極低的一人主理學校，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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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塾並無分別
8 7
。課程方面，主要是聖經，甚至有傳敎士懷疑是否應該 

敎授毫無傳敎價値的世俗知識（如數學、生物等科）8
8
 °他們認爲敎授 

世俗知識和翻譯世俗課本，徒然浪費傳敎資源
8 9
。 

一八七七年，在華傳敎士於上海召開第一次傳敎士大會’會上討論 

了傳敎敎育的存在價値問題。大致上並無人主張全面廢止敎育工作；但 

在衆多意見中，只有兩位是建議擴展敎育事業的，其餘的人多認爲目前 

的程度已是極限。至於敎育的目的，可以以黎力基（R. Lechler )的 

說法爲代表。他將傳敎學校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異敎學校（Heathen 

Schools )，創辦的目的是向學生及家長傳敎；第二類是基督敎學校 

(Chr is t ian Schools )，目的是給信敎的年輕人基督敎敎育，以建立 

及鞏固敎會；第三類是訓練學校（T r a i n i n g Schools )，亦即神學 

院，目的是訓練本地助手。 

在這三類學校中，未起爭議的只是第一類。並沒有傳敎士反對異敎 

徒學校設立的目的在傳敎；然而在傳敎之餘，敎育本身應否佔一席位 

置，意見便很分歧了。狄考文（C.W. Mateer )認爲，敎育不應視爲 

手段，學校的傳敎功能是間接而非直接的： 

「傳敫學校的目標在敎導學生思想、道德及宗敫三方面，不但 

使他們相信基督敫，並且在信主後能夠成爲上帝有用的工具， 

保衛並發揚眞道。故學校必須同時敎授西方科學及文化，並使 

學生在體格和社會性都有進步。」
9
1 

他積極主張傳敎學校應該敎授世俗知識。但在大會上持此意見的人只屬 

少數’有四人發言反對狄氏的看法。黎力基附和狄氏，不過卻把世俗敎 

育解釋爲聖經的延續： 

「基督敎是知識的 高層面’包容所有形式的眞理。因此，一 

方面若對宇宙世界與道德價值無眞正的認識’將無法了解基督 

敎的創造及儉理眞理；另方面正因聖經是一切眞理的朋友，敎 

會是世上的光’她也有義務去將眞知識講解明白。」
92 

從此得知，十九世紀末’積極地將西學介紹來中國的傳敎士 ’絕大部分 

都是抱著與黎氏相同的看法°這看法鼓動他們幫助中國西化；但是將西 

方文化看成是基督敎的延續，甚至等同爲基督敎文化，卻又對敎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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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影響。關於這一點，在下章會有討論。 

雖然大部分與會者都不贊同大力擴展傳敎敎育，但基於節省資源， 

一八七七年的傳敎士大會委出了一個委員會（益智書會，Schoo 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 )，以出版統一的敎科書給傳敎學校。 

踏進八十年代，越來越多居住在條約口岸的傳敎士察覺到洋務運動 

所帶來的變化，他們認爲正可利用此機會，憑藉他們擁有的西洋知識， 

來吸引中國人，特別是急欲尋求國家富强之路的秀異分子。一八八一 

年，居於廣州、後爲格致書院監督的香便文首先指出：當時中國有一批 

公爾忘私的知識分子在冒起，要得著這批人，必須依靠西洋知識
9 3
。及 

後陸續有其他傳敎士認爲：傳敎學校必須加强英文及自然科學的敎育， 

以訓練一批適切時代的畢業生，成爲未來中國的領導人。 

一八九〇年，另一次傳敎士大會在上海召開。經過十三年時間，與 

會者對傳敎敎育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轉變；在衆多發言者之中，專業的敎 

育傳敎士佔了大部分，他們均主張積極發展敎育事業，並且就敎學形 

式、課程內容，以至學校制度來提出討論。至於辦學的目的，傳敎和敎 

育都得到相當的重視，正如布林（N J . Plumb )所言，傳敎學校的目 

標有三：一是預備性工作（按：即如改變學生對基督敎的印象，增加敎 

理的認識，以便日後更容易信主）；二是直接傳敎；三是傳播普通知識
95
。 

狄考文更主張提供一個徹底的敎育（a thorough education )，包 

括中國語言文學、數學、近代科學及基督敎信仰各方面，這樣的傳敎學 

校才能吸引 好的學生，他們畢業後，能在社會上扮演重要角色，協助 

掃除傳統迷信，並且將信仰價値帶入社會，增加基督敎的影響力
9 6
。 

大會議決將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 改爲 Educa-

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中文仍稱益智書會），其功能除繼續出 

版敎科書外，又負責處理與敎育有關的各樣事宜，如統一譯名、審訂課 

程等
9 7
。此外，又每三年召開一次會議，讓會員聚集一起，討論及交流 

各差會的辦學經驗。 

就益智書會在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九年間的三次會議記錄加以分析， 

則可發現：就傳敎敎育所應扮演的角色此問題上，不同傳敎士的意見仍 

有分歧，有的堅持敎育的目的是傳敎
9 8
，有的主張是幫助中國近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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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99
 ；但大部分傳敎士都已同意傳敎與敎育兩者同樣重要：傳敎敎育 

一方面要符合中國的需要，另方面要配合傳敎的目的•。爲了逹到使傳 

敎學校滿足中國近代化的需求，一九〇二年，該會在第四屆會議上，更 

發出向外國差會要求派遣有訓練的敎育家來華工作的呼顢書，以便增添 

人手，加快敎育的發展1°
1
。 

一九•七年，在華傳敎士爲慶祝馬禮遞來華一百週年而擧行百週年 

大會。會上，敎育事工委員會主席卜舫濟（F.L. Hawks Pott )在演說 

時表示，中國政府在當時進行敎育改革，令敎育需求增加，是差會傳 

敎的一個良機。他又指出： 

「我們相信懷疑敫育工作功效的年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令天都 

承認它是傳敫整體不可分的一部分。當我們表達一個創造的福 

音、一個在地上建立神聖的玫府的福音，以及同時是一個搵救 

的福音時，我們看到辦學是傳敫士必要的責任。特别是當人們 

逐浙對敫會在世界的功能的了解加深擴闊了後，我們明白我們 

不僅是從事個别的人的拯救工作，而是拯救整個社會。我們的 

重要目標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我們要影響社會各階層，基督 

敎要來拯救世界’使一切人際關係，無論是玫治上、社會上、 

商業上及工業上的，都得以申的法律和譜。而一個開明的基 

督敎敎育，是達至以上目標的其中一個主要途徑。J1。3 

卜舫濟在此反映的，是十九世紀末，歐美興起的社會福音的神學思想。 

這思想將拯救（Salvation )的觀念’從傳統的個人層面推廣至社會層 

面，敎會因此不但要承擔改造個人的責任，也要致力於社會的改造。在 

此思想下，敎育工作即不從事傳敎，其本身亦已具備足夠的存在價値。 

爲了使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等情況得以改善，敎育實有更廣泛推展的 

必要。這就是當時敎育事業比其他傳敎部門的工作發展都要快的原因。 

另一個促使傳敎士要加快發展傳敎敎育的原因，是當時中國已開始 

興辦新敎育，在傳敎學校之外另闢渠道’引進西洋文化。傳敎士憂慮到 

將來引進中國的，必然僅是西方物質層面的東西，基督敎與西洋文化於 

此再沒有必然的關係；更有甚者，中國人可能會學習西方在此時已相當 

流行的懷疑主義和唯物主義，倘使此等思想在中國蔓延，將會對傳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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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不利的影響。從事後的發展看，這些傳敎士的憂慮非常正確。 

當然官辦新敎育所產生的競爭，也是傳敎士所關注的。雖然傳敎學 

校已存在了大半個世紀，但其中不少學校仍是非常簡陋的，正如李提摩 

太（T imothy Richard )所言：許多傳敎小學的敎育質素比中國官辦 

的還有不如。在物競天擇的原則下，傳敎學校若不迅速加强其質素， 

且發展髙等敎育，必然地會受淘汰。是以在汕頭傳敎多年的英長老會傳 

敎士汲約翰（John C. Gibson )說：「如非 好的敎育，不如乾脆取消 

之。畢頓（ N e l s o n Bitton )亦指出：從前傳敎學校那種僅欲留住一 

定數目靑少年在校接受基督敎影響的想法已行不通了。「中國靑年除非 

覺得他們在傳敎學校能夠得到有價値的東西，否則不會進去。可以說廉 

價敎育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從前那種具慈善性質的學校，今天已變成浪 

費和令人不滿，繼續這樣辦學只會浪費差會更多的金錢。」
�
°

7 

在這樣的神學思想及對敎育的看法下，傳敎敎育得以快速的發展， 

並且越趨高等化和系統化。 

第四節廣東傳敎學校 
雖然此時期廣東的官辦敎育已告開始，但對傳敎學校並未構成實質 

的影響。特別在一九一一年以前，滿淸政府所辦的新學校仍規定學生必 

須祭孔，因而妨礙了部分基督徒家長送子女入學。反而傳統的官紳卻 

因應時勢，將他們的子弟送來傳敎學校。 

個別差會的敎育情況如下： 

英長老會 

英長老會早期的辦學政策，是希望每個根據地都設有學校，以提供 

敎育給信徒的子女，故學校是伴隨著敎會而發展的”。。此政策一直未有 

變過。因此，該會的敎育系統是衆差會中 完整的。 

踏入二十世紀，由於申請入讀該會在汕頭開辦的學校的人數激增， 

促使傳敎士立志要開設中學。一九•六年，汕頭開辦華英中學’由富有 

辦學經驗的華河力（H.F . Wallace )負責 °創校時有學生六十人，及 

後不斷增加。課程方面，中英文參半，宗敎科目的比重很大；每天且有 

早禱會、講道，星期天則有查經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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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汕尾開設作磯中學，這是一間寄宿學校，只有初中程 

度彳，
2
。連同前階段在汕頭開設的聿懷和五經富的道濟，該會共有中學四間。 

小學的發展亦頗迅速。單在一九•五年，汕頭區初級小學的學生共 

有四百七十六人”
3
，五經富區則超過五百人…。及至一九二〇年，英長 

老會共辦有初級小學一百三十六所、高等小學十一所，學生共二千五百 

多人”
5
。初級小學分佈於不同村落的敎堂裏，爲各地的敎徒子女提供就 

讀機會。學生畢業後，則往一些較大或較重要地區的高級小學就讀，包 

括屬汕頭區的汕頭、汕尾、潮安、揭陽、墜灶；客屬區的五經富、三河 

塌、上坑等。小學階段完成後，學生可在汕頭區升讀聿懷中學或作磯中 

學；客屬區學生則升讀道濟中學。 

中學畢業生一般有三條出路：其一是考進神學院（即汕頭區的貝理 

神學院或客屬區的觀峯神學院）修讀，以便將來做傳道人；其二是作敎 

會小學的敎師；其三是進入敎會醫院敬學徒助手。至於華英中學，則開 

放予敎外靑年的，不^£以上的系統之內”
6
。 

行政方面，差會也有規劃：兩等小學由中會（相當於根據地的敎 

會）料理，而中學及神學院則由傳敎士負責。至於女校，從幼稚園至神 

學院，均由女傳敎士主理”
7
。 

美北浸信會 

美北浸信會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共有學校二十九間，男女學生四百 

餘人；一九一〇年，學校增至六十六所，學生一千四百人”
8
 ； 一九二〇 

年，更增至學校一百五十所，學生四千六百多人”
9
。男校分佈在各根據 

地，甚至外展站，在揭陽、河婆、嘉應等地則開設女校。 

天道學校在耶琳的領導下，不斷擴大，學生來自七個縣，人數逹七 

十人。一九〇七年耶琳返國，該校乃易名耶琳神學院121。至斐女士主持 

的明道婦女學校，學生除有所增加外，平均年齢也告下降，不少婦人携 

子上課 I2 2。 

一九•四年，碧石中學改由是時來華的賈斌（R . T . Capen )負 

責°他大力提髙學校的水平，許多畢業生也重返學校進修。時學校共有 

五位敎師，分別敎授小學至神學班的課程I23 °與此同時，正光學校也有 

類似的轉變，自一八九九年耶琳夫人將之擴建後’ 一九〇四年衛每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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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Miss Myra Weld )來華，她把正光提升至中學水平 i2 4。 

一九〇四年，汲平如（ J . H . Gif f in )在嘉應州開辦一所男童學 

校’時尙無校舍；一九一二年亦只有學生二十人。但後來卻發展成梅縣 

廣益中學I25。 

年 份 學校數 學生數 學校類別 附註 

1893 53 1，173 

神學院及師範學校1、中學1、寄宿男 

校5、寄宿女校3、駐有外國牧師的小 

學8、純由中國人辦的小學（私塾）34、 

幼稚園1。 

'26註 

1904 82 1，951 

神學院1、中學1、寄宿學校12、堂區 

學校(parochial schools ) 9、義學 

56、西學2、幼稚園1。 

127註 

1908 12873 2, 395 
義學42、初等小學20、高等小學1、中 

學1、方言學1、師範學1、傳道院 

1、女學 6。 

129註 

1913 80 3,097 神學院1、師範學校1、中學1、初中 

2、寄宿學校13。 13°註 

1920 74 
以上 

2,461 
以上 

初小55、高小17、中學2、其他不詳。 131註 

年 份 學校數 學生數 學校類別 附註 

1893 53 173 

神學院及師範學校1、中學1、寄宿男 

校5、寄宿女校3、駐有外國牧師的小 

學8、純由中國人辦的小學（私塾）34、 

幼稚園1。 

丨6註 

1904 82 951 
神學院1、中學1、寄宿學校12、堂區 

學校(parochial schools ) 9、義學 

56、西學2、幼稚園1。 

7註 

1908 12873 2. 395 
義學42、初等小學20、高等小學1、中 

學1、方言學1、師範學1、傳道院 

1、女學 6。 

丨9註 

1913 80 3. 097 神學院1、師範學校1、中學 

2、寄宿學校13。 

初中 

°註 

1920 74 
以上 

2,461 
以上 

初小55、高小17、中學2、其他不詳。 1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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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育政策方面，巴色會在一九〇四年，於每一間大敎會內均設立堂 

區學校，傳敎根據地（除三個外）都辦有寄宿的男或（及）女校，堂區 

學制包括初小四年和高小兩年。學校的課程有聖經、數學、地理、歷 

史、唱歌等；女校的課程較少，但須習家政。此外，學校除授文理體 

外，仍敎導學生應用羅馬拼音字。這些學校主要是爲信徒子女而設，學 

生需要繳費。 

至於義學則純粹是爲敎外學童而設，目的是傳敎。就學的人相當 

多，他們不須付分文，但每天要上一小時聖經課。 

巴色會在嘉應州及梅林開辦了一所西學專科學校，稱樂育中西學 

堂。在梅林黃塘的一間，創辦於一九〇三年，一九〇六年改稱樂育方言 

學校，一九一七年改稱爲樂育德文中學校I32。在嘉應（即梅縣）那間， 

創辦於一九〇六年，四年後改爲樂育德文中學 I33。至於元坑中學則是該 

會第一所中學校，一九〇七年遷至古竹，兼辦師範學校。課程方面，中 

學除聖經、敎會史外，尙有音樂、地理、物理、中史、世界史及中國古 

典經籍等 I3 4。 

一九〇八年後，樟村女校也有很大的變化。從前該校的課程主要敎 

授羅馬拼音化的客家話，以便學生在短期內能讀聖經，故學生畢業後對 

文理體並不通嘵。但在中國敎育改革、特別是女子小學章程頒佈後，傳 

敎女校的壟斷性已告消失，若不加以改善將受淘汰 I 3 5 。在競爭的壓力 

下，學校改訂章程，除國文和聖經外，增添地理、算術、歷史、格致等 

科。課本採用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出之敎科書，並以較新的敎學法授 

課 136o 

然而，當時女子敎育仍面臨很多障礙， 大的困難是社會仍未接受 

讓婦女出門入學隐書，因此招收學生甚爲困難。岡背樂育學堂本爲兼收 

男女生徒，但男生人數較女生多出四倍，爲突破社會的觀念，該校乃請 

地方官吏出來曉諭，鼓勵人民送女兒就學I37。 

踏入民國以後，風氣已完全改變° 一九一五年巴色會在嘉應城內設 

優等女校一所’專備予富紳女子就讀，初辦即有學生七十二人，翌年已 

增至百餘人；後來學校要求學生繳納學費，人數仍不稍減’於此可見社 

會的變化 I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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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戰爆發，該會備受打擊，除被迫削減學校和學生人數外，又減去 

了對學生的資助° 一九一五年後’學生必須繳付修膳等費。 

禮賢會 

禮賢會在一九〇五年，有學校三十間，基督徒學生一百二十九人， 

非敎徒學生三百七十八人 I39 °至一九一二年，學校總數不變，學生則增 

至八百二十七人 ° 一九二〇年，該會共設中、小學二十五間，學生六 

百二十二人141。 

該會辦的學校分助款學校、義學、助膳學三種。助款學校乃普通的 

學塾，只是敎員爲信徒，差會乃資助其經費，使其在授課之餘，兼敎新 

舊約、四字經等書，以期學生得聞道理°每年由牧師考試兩次，以評積 

分之高下°義學開設在所有設立敎堂的鄉村，由傳道人兼任敎授，年收 

學金一、二元，或三、四元°助膳學方面’只有塘頭厦之耶山、虎門之 

太平兩處的二所男子兩等小學，及設在太平的兩所女學。此等小學旨在 

訓練信徒子女’故學費、膳費全免；但歐戰發生後，差會經濟困難，乃 

撤去助膳金，惟女校仍予保留I42。 

禮賢會的敎育事業並不發達 °學校規模一般很小，且維持年日不 

長，每因某傳敎士創辦而立，其離去後便予關閉。尤其奇怪的現象是： 

傳敎士轉換工作地點時，學生亦屢隨遷移，連神道學校（即從前葉納淸 

所辦的西鄉神道學校）和聖經女校等訓練本地傳道人的敎育機構也是如 

此°在此情況下學校的程度自然不高°至一九二〇年，該會才僅有高級 

小學四所（即前述的塘頭厦之耶山、虎門之太平、東竞禮賢中學附設的 

小學，及太平兩等女學）°中學則只有一所，建於一九〇〇年， 初僅 

爲初等小學堂，及後增辦中學、大學（即神學院） I4 3，中學部的課程有 

德文、數學、物理及化學I44 °但在一九二二年因缺乏敎員，此唯一的中 

學也吿停辦I45。 

第一次世界大戰起，禮賢會將所有助款學校停辦，連神學院亦不例 

外；其餘小學、中學，則增收學費半倍至八倍，致學舍收入增加三倍， 

以便維持“
6
。 

巴陵會 

巴陵會在一九〇五年，於廣東共辦有學校六十間，學生共一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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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兩間寄宿的男子中學、一所神學院及四所女校，這些學校皆爲 

信徒子女而設；其餘學校大都設在農村，因其目的在於傳敎 I4 7，故招收 

學生不限於信徒家庭°至一九〇六年，有初等小學堂五十五間、髙等小 

學堂二間，合共生徒一千零九十三名；女學堂四間，學生一百一"h八 

名；中學堂二間，學生一百零九人；大學堂（神學院）一間，學生五十 

名 148。 

一九一四年，設有高等神道專科學校一所、高等小學二所、中學一 

所、小學十九所 I4 9。可見較諸八年前，高等敎育未見進步，初等敎育反 

有大進步。歐戰爆發，各小學相繼停辦，僅餘惠州髙等小學、韶州女師 

範學校、廣州高等神道學校仍繼續擧辦，但均需設法自養，不能依賴差 

會。至一九二〇年，巴陵會共有初等小學十一所、高等小學四所、中 

學一所，學生合共三百八十四人 isi。 

倫敦會 

倫敦會在廣東（香港以外）所辦的學校很少，可資介紹的，只有一 

九〇〇年在廣州開辦的通志學堂。學堂附設在叢桂新街禮拜堂內，是走 

讀學校，規模很小，只有一位傳敎士及一位中國敎師任敎；學生亦不 

多，但其中一位是日後廣州靑年會幹事梁小初 I52。 

學校曾改爲兩等小學，一九〇九年再改爲神道專科學校，訓練傳道 

人才 I5 3。至一九二〇年中華基督敎會惠愛堂（即叢桂新街禮拜堂）與嶺 

南大學及倫敦會合作，重開西關通志學校；後因倫敦會退出，此校乃成 

爲嶺南大學西關小學，及後再改爲嶺分中學.1
54
。 

美北長老會 

美北長老會在此時期的敎育工作有很大的突破。 

首先在醫療敎育方面，博濟醫院附設的華南醫學校在一九〇四年擴 

建，並改稱華南醫學院° 一九一七年學院脫離差會獨立，自組廣州博濟 

會接辦；至一九三〇年再改爲嶺南大學醫學院 I55 °另外一九〇一年，富 

馬利醫生（Dr. Mary A.Fulton )將原來附設在博濟醫院的女學班獨立 

出來，設立廣東女醫學堂（Women's Medical College )；至一九〇 

七年，得美人夏葛氏（Hacket t )捐助而得擴建，故易名夏葛醫學院 

(Hacke t t Medical College ) i56。這是中國第一所女醫學校。收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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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多是肆業於眞光學校的；因爲除眞光外，廣東並無別間具有相當 

於中學程度的傳敎女校，以滿足醫學院的入學要求。一九〇五年，該院 

附設端拿護士學校，這亦是廣東第一所正式的護士學校 I 5 7。、 

眞光學校亦穩步發展。除開辦普通課程外，一九〇八年又開辦師範 

班，爲二年制課程，專門訓練傳敎小學的女師資。課程包括：聖經、倫 

理、中文、歷史、地理、數學、科學、敎育學、心理學等十餘科；共有 

七位老師，包括兩名傳敎士。開辦時有學生二十四人，她們需要徽付學 

費；若經濟困難的，則可拖欠至畢業後掌敎鞭時才歸還 I5 8。此外，又辦 

一研經班，共習三年，專門訓練女傳道人 I5 9。至於小學方面，自一八七 

二年創校至一九一七年，據記錄，在校肄業的學生共逹三千七百六十四 

人。扣除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七年六年內畢業的，約一千六百人； 

辛亥革命前，眞光學校爲中國提供的知識婦女已超過二千人；其中大部 

分是敎徒或在校不久成爲敎徒。 

一九一三年，那夏理校長與差會商議開辦中學，翌年差會即派女傳 

敎士四人來粤習華文，以爲儲備師資。一九一七年中學創設於白鶴洞， 

學生由原來的師範班轉入；中學學科分三組：社會、敎育、家政，畢業 

後多出任敎師。眞光小學與中學成一系統，小學畢業後可直升中學。校 

長爲祁約翰（John W. Creighton ) 。 

培英書院自一八九八年與格致書院分立以後，仍在原址（聽松園） 

繼續發展，時學校尙辦有中學部及神學部；一九一〇年，神學部脫離培 

英書院獨立，培英乃變成一所完全的中學校 I 6 2。一九一四年那夏禮逝 

世，由其長子那威林（Wi l l i am D. Noyes )繼任校長。一九二〇年， 

因中華基督敎會廣東大會已經成立，同寅會、公理會加入襄助。旋經董 

事會決議由國人接辦，校長亦委華人，故選擧關恩佐爲校長、陳其瑷爲 

小學校長。除中、小學外，附設商科及師範班。學校主要以英文授 

課 163° 

格致書院自一八九八年與培英分立後，遷至四牌樓上課，一九〇〇 

年再遷至花地。是年尹士嘉聘了鍾榮光任國文總敎習，並兼任校務°鍾 

爲淸擧人，在廣東有文名 I6 4，但思想進步，曾加入同盟會，民初一度出 

任廣東省敎育司長，後對孫中山的革命積極支持 I
6 5
 °義和團起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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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至澳門，易名嶺南學堂。一九〇四年，在河南康樂購得三十畝土地’ 

自建校舍。此時主要開辦預備課程，包括附設的小學和中學。課程除 

中、英文外，還有數學、科學等科，史學家簡又文當時是附屬中學的學 

生
1 6 6

。大學本部則一九〇六年才開辦第一班課程，學生三人，且流動性 

極大，至一九一八年才有第一屆大學畢業生 I6 7。一九一〇年，該校曾開 

辦醫學院，由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基督徒協會（Christ ian Associ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襄辦，但四年後結束'68。 

嶺南大學的主要經濟來源乃靠美國董事局的資助。一九〇九年，鍾 

榮光轉向國人籌款，在中國各大城市乃至東南亞、歐美各國，籌得款項 

先後共達一百二十萬圓以上，其中多用作建築校舍之用 I6 9。因此，嶺大 

與華儒的關係非常密切，這在以後會詳加敍述。另外，雖然美北長老會 

對該校的支持仍大，但在華董事局已加入循道會、倫敦會、公理會的成 

員；敎員方面則包括美以美會、貴格會所支援的傳敎士”。。嶺大努力地 

要將學校辦成一所超宗派的機構。 

除了上述高等學府外，美北長老會在陽江城辦了男女學校各一所， 

男校名證光、女校名光愛。兩校在一九一三年遷校城東門外，至一九二 

七年證光開辦初中，一九三一年，兩校合倂爲景光初級中學校1
7�
。 

海南島方面，在海口設立男女走讀學校，在瓊州城則辦有一所傳道 

人訓練學校（Poxton Training for Christian Workers )及一所中學。 

此外，還有一間女子初級中學名匹瑾女子學校（P i t k i a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 )，創辦於一九一〇年，附有小學，爲全島唯一的女子 

中學，一九一八年共有學生九十人W2。又在那大市，設立了靈光男校， 

佶安寧女校（Kit tanning Girls' School )，73
 ；在加積市於一九〇四年 

開辦一男校，名爲McCormik School ’ 一九一三年再辦一女校丨
74
。 

美南浸信會 

美南浸信會的敎育工作主要集中在廣州，次爲英德兩個傳敎中心區
175
， 

其他十多縣設立的學校，皆是小規模的學塾而已。 

廣州方面，兩廣浸信神道學校於一九〇三年，正式名曰傳道學堂， 

並在城東東山購地建築校舍，於一九〇七年遷入。學校有固定校址後， 

隨即修訂課程，並限制資格，規定入學者必須高小畢業以上和具備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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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方准進校°課程爲三年制，包括新舊約、神道學、哲學等十餘科， 

學生人數在一九二〇年增至百餘人 I76。 

一九〇八年，綦憐太太在東山設立婦孺學校，訓練女子傳道人才。 

翌年校舍落成，名爲培賢婦孺學校°此校 初是四年制，一九一八年改 

爲六年制，二〇年復改爲七年制，以求達到高小程度；科目與普通小學 

相仿，有十餘科。來學人數很多’達百餘人 I7 7。 

由華人興辦的培正學塾，於一九〇四年政府興學令下後，易名培正 

學堂，課程悉照欽定學堂章程辦理；一九〇六年，因經濟困難，停辦小 

學，且決定將珠光里校址變賣，改賃民房兩間爲校舍，專辦師範科，稱 

羊城培正師範傳習所 ° 一九〇七年在海外籌得款項，乃在東山購地復 

校；翌年培正的華人校董會議決將該校交給兩廣浸信會，由總會設勸學 

部管理。學校由李錦綸任監督，敎職員共十二人，學生九十五人。一九 

一二年，因政府有更易學堂名號之令，乃改名培正學校。一九一六年， 

續辦中學m。 

培道女校在一九〇六年於東山購地建校，由五仙門遷入。由於科擧 

廢除，學校代興，培道亦隨著改良其課程，增設地理、算術、衛生、英 

文等科。此時期仍未有畢業制度，學生在肄業七、八年後，即爲畢業。 

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校舍不敷容納，因培賢婦孺學校建成，乃將婦女班 

遷去。盲女班亦同時另立慕光瞽目院，培道乃發展成純粹的小學。一九 

一三年，復設蒙學班及蒙學師範班，訓練師資人才。一九一八年開辦四 

年制中學，次年將蒙學歸倂培正附小，培道專辦女子敎育，時有中學、 

小學、初級師範、幼稚園各級179。 

英德方面，一九•五年開辦眞道學校，至一九二二年遷至曲江，易 

名開明中學，有初中及小學兩部•。 

其餘廣州市及各縣地方，還辦有小學校多所。 

循道會 

循道會在一八九五年以前辦有三所男校，六所女校。至一九〇五年 

仍維持九間校數，但學生則由二百零六人增至二百六十五人 I8 2。 

一九〇三年，梁美意（M i s s Britton )在廣州創設一寄宿女校’ 

名爲淑正；一九一六年，晏惠霖（WJ. Webb Anderson )夫人開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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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連學校（Evanl ina )； 一九二三年淑正與怡和連合倂，而成佛山華 

英女子中學183。 

廣州原來開辦有一所寄宿男校，但發展不佳。一九〇五年遷至佛 

山；一九一一年改辦爲華英學校，即後來的華英中學I84。 

此外廣州、佛山、韶關等地，還有若干小學的開設，如廣州的該羣 

小學 I8 5等。統計在一九二〇年，該會共辦有小學三十五所，中學一所， 

學生共九百三十四人I86。 

聖公會 

聖公會自一八九九年開始，致力在肇慶發展，開辦了男、女的寄宿 

學校187。 

一九〇三年，聖公會派莫壽增開拓廣州工場。三年後，莫氏在福安 

街救主堂附設提多小學校，招收走讀生和寄宿生 I8 8。一九一二年，復在 

石牌購地興建聖三一中學，兼設神學班及高等小學；不一年，學校遭劫 

掠，爲安全計乃遷至廣州，在東較場購置新校。一九一八年協和神學院 

創辦後，神學班始停止189。 

除聖三一中學外，聖公會復設一所女校，名聖希理逹女子中學，由 

邊悌歷女士（ Miss Benderick ) 爲 校 長 ， 同 樣 招 收 走 讀 生 和 寄 宿 

生 棚 0 

據一九〇六年統計’聖公會在粤共有學校十間，其中包括廣州二 

間、肇慶三間、北海五間’學生共二百五十六人。一九二〇年增至五 

十五間，學生共二千五百七十六人I92。 

公理會 

美部會在喜嘉理的領導下，敎會有大發展° 一九一〇年以前且已開 

辦學校二十九所，學生七百五十餘名。但自喜氏返國後，差會因人力物 

力所限，陸績讓出或停辦所設敎堂，一九二二年再度結束在廣東的佈道 

事業。至於芝加哥婦女會倡辦的路得女校，在伍賴信的管理下仍然繼 

續，並敎授英文，但要另外收費I93。 

中華綱紀愼自理傳道會在台山縣各地的敎堂均有小學開辦，如大江 

堂設崇眞初級小學（一九一•年）、縣城公理堂設慈慧女校（一九〇六 

年）及世光男校（一九〇七年）等I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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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寅會 

同寅會在一九〇〇年開辦美理兩等女子學校，一九一三年遷往小欖
195
， 

此校爲寄宿學校。此外，在香山、順德各地的福音堂中，亦開辦走 

讀學校°該會非常注意辦學，尤其是女子敎育。一九〇九年，小欖所辦 

學校幾釀成敎案196。 

約老會 

一九〇四年，約老會於德慶辦一女校，規模不大，僅敎師一人、學 

生十餘人；後來復添辦男學校、婦人學校，以至神道學校等 I9 7。 

紐西蘭長老會 

紐 西 蘭 長 老 會 自 一 九 〇 一 年 派 出 第 一 位 傳 敎 士 麥 內 （ G . H . 

McNeur ) 198來華，後又續派來數人。一九〇四年，該會接辦了美北長 

老會所設的三所敎堂和兩所學校。後續在增城、番禹兩地發展，增辦兩 

校
1 9 9

。至一九一五年，該會共辦學校九間，學生二百一十人_。 

加拿大長老會等 

一九•七年，在江門傳敎的加拿大長老會，開設傲智、啟德男女學 

校，二校後來合倂爲培英中學的分校。 

此外，德國長老會亦開辦了兩所學校，其中德華學堂發展至學生百 

餘人
2
。

2
。聖道會在肇慶辦有一校。其他差會亦零星辦有一些小學。 

還有兩校須在這裏一提。其一是廣州靑年會所設立的英文專科及商 

科日、夜校，由黎瑞任校長，學生不數年逹三百餘人，此校後來改辦 

成靑年會中學。其二是一九一六年美國佈道家穆德（John Mott )來 

華佈道倡議下，廣東八個差會：美北長老會、加拿大長老會、紐西蘭 

長老會、循道會、公理會、同寅會、倫敦會、聖公會等，共同創辦一所 

神學院，培養敎牧人才；後建校於白鶴洞，是爲協和聖經學校及神學 

院 205 。 . 

總括在此二十年間，傳敎學校有飛躍性的發展。從數字上看，一八 

九九年廣東各差會所設立的各級學校合共超過一百六十六間，學生在三 

千六百一十六人以上。此數爲全國的十分一
2
°

7
。至一九一五年，據中 

華敎育會廣東分會的統計，全省傳敎學校六百九十五間，學生二萬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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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增幅逹四至六倍。一九二〇年，再增至中、小學八百三十四間， 

學生二萬五千四百多人。換句話說，二十年間學校增加了五倍，學生 

增加了七倍。 

除了量的增加外，敎育的質素亦有很大的進步。無論就學校規模、 

課程設計，以至師資的訓練，均遠較前期爲優。並且，敎育也越趨高等 

化，即以一九一五至二〇年五年間爲例，中學的數目已從七間增至三十 

七間，不過大部分只屬初中程度。 

此外，個別差會如英長老會已建立起完整的敎育系統。其他差會雖 

未有此建制，但亦皆確立了升遷制度，將各級的學校聯繁起來。差會間 

的合作亦趨積極，前面提到由八個差會合辦的協和神學院、中華基督敎 

會成立等，皆是例證。另外自益智書會（一九〇五年改稱中國敎育會、 

一九一六年再易名中國基督敎敎育會）成立後，各地陸續建立分會。一 

九〇九年廣東敎育會成立，一九一五年改爲南中國基督敎敎育會。宗 

旨在研究廣東一地傳敎敎育所面臨的各項問題，每年開會一次。該會 

並出版英文《敎育評論》雜誌。 

註釋 

1參瑪自由：「興中會會員人名事蹟考」’載《革命文獻》（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一九五三）’三輯’總頁三三一至三七二 ；又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 )著、丘權 

政等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頁四七。 

2 Edward J.M. 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

tung, 1895-1913’ p. 39. 
3
—般常說孫中山策劃或領導的十次革命起義’只有鎭南關、上思、河口三役不在 

廣東省境內。 

4
朱子勉：「辛亥革命後廣東政局的演變」，載《廣東辛袞革命史料》，頁四一七至四 

二五；又 Rhoads, China 's Republican Revolution, pp. 259-265 ° 
5
參羅翼羣：「記孫中山南下護法後十年間粤局之演變（一九一七至一九二 

六）」，載《廣東文史資料》，二十五輯（一九八二年三月）’頁一〇五至一二五；又程 

天固：《程天固回憶錄》（香港：龍門書店’ 一九七八），頁一•三至一一〇。 
6
參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載《淸華大學學報》，新二卷，二期（一九六一 

年六月）° 

7
聶寶境：《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發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七 

九），附表，頁一六一革一六W。 



第六章飛躍的時代 155 

8
當然支持革命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爲了偉大的目標’部分人可能純粹爲室固本 

身集團的利益°正如史扶鄰所說：「興中會的領導者企圖推翻王朝’並不是因爲他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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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參周著、楊愼之譯：《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北京：中華書局，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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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書屋’ 一九八〇 )’頁八一至八二，八七至八八 ° 

1 1
參費維惶(A l b e r t Feuerwerker )著、鄒明德譯：「論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社會危 

機J ’載蔡尙思等著：《論淸末民初中國社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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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潮州等處；一九一八年，兩廣巡閱使龍濟光亦與粤軍交戰於高州、雷州等地。參 

《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一八），頁二四、三十° 

I8參《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一六）；頁委九十至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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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傲天：《近代中國敎育史》（台北：中華書局，一九六九），頁一三四至一三 

六 ° 

黃佐：「廣東師範敎育制度的變遷」，載《廣東文史資料》’十輯（一九六三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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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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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中華民國敎育部：《第一次中國敎育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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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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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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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敎士爲了傳敎和訓練本地助手的緣故，在中國興辦了一個異於傳 

統的敎育系統，對於系統內的成員：學生、敎師，以至整個社會，都產 

生或大或小的影響。而其影響的程度和正負面，卻又隨著中國社會的變 

遷而變化。本章乃就此問題作一縱線的解說。 

第一節社會邊緣的羣體 
如前所述，傳敎士在興辦敎育時，他們所能參照的只是本國的制度 

和觀念，因此傳敎敎育不可避免地帶著濃厚的外國色彩，這是客觀條件 

的限制，毋庸多作解釋。但是除了客觀條件的限制外，傳敎敎育的「外 

來性質」（foreignness )卻還有一主觀的因素，它與敎育興辦者—— 

傳敎士對中國文化的看法有直接的關係。 

(一）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態度 
對於十九世紀的中國人來說，基督敎是純粹西方文化的產物，與中 

國傳統文化截然不同；在儒家模型華夷之辨的意識形態下，他們輕視及 

排斥一切外來的學說，基督敎自亦不會幸免。這是晚淸國人反敎的主要 

原因1。關於這方面學者論說已不少。但較多人忽略的是，早期的傳敎 

士，同樣排斥中國文化。 

十九世紀的傳敎士，不少懷抱一種成見，認爲所有基督敎信仰以外 

的思想行爲，尤其是別種宗敎信仰，皆屬異敎主義（Heathenism ) ， 

必須絕對加以拒絕。加上此時期西方人普遍存著文化優越感，視非西方 

文化爲落後的野蠻習俗。因此，除了極少數如理雅各（ J a m e s 
Legge )等能欣賞到中國人的優點外，其餘大部分人均只注目在黑暗和 

落後的地方，對中國有很負面的看法。例如馬禮遜認爲：中國人的性格 

普遍是自私、冷血及不人道的；米憐更指出中國政制的欺詐與不忠實、 

法庭的貪污與不公平、貿易的瞒騙手法等；他認爲中國人是黑暗、混亂 

與荒謬的2 °此等言論在早期傳敎士中屢見不鮮。當然他們所指陳有關 

中國的政治、社會腐敗的情況未始不是事實，但明顯地此等看法是夾雜 

著强烈的白種人優越感的 °這裏且引述一段在汕頭傳敎的耶士摩 

( W i l l i a m Ashmore )的說話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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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他是一種较高文化的代表，對國際關係有正確的 

看法’並盡殘其本分。他呼吸著知性解放的空氣，並且擁有中 

國人所無的靈魂自由的觀念。他不將玫府人員看爲官吏，極權 

主義並無容身之處。他視發問、討論爲其天賦的權利0因此中 

國人與西方人各方面都截然不同，衝突自亦不可避免。中國官 

吏認爲皇帝是天子，但外國人卻找不到任何證據證明他是神的 

兒子。中國官吏要人叩頭，但外國人既不願做’對其他人這樣 

做也不以爲然。中國官吏相信停滞，外國人則相信進步，就是 

模倣别人亦能令自己進步。中國官吏相信舊思想——二千年前 

發審的東西 此外别無新事物值得信任；外國人則既相信舊 

的東西，又相信新的。總之，西方人是思想家、理性的人，是 

任何學說的戰士，亦能接受批評。在華的外國商人固然目的在 

攢錢，但又有誰不欲攒錢？西方人生於自由，也繁衍思想家； 

他們暢所欲言，他們是革命的核心， 初也許力量微小而影響 

不大’但至終必定將中國從寶座上拉下來，摔到茅舍去。」
3 

這裏的翻譯尙表達不出原文的輕蔑心態，但總可反映其對中國文化的看 

法 ° 

雖然不是所有傳敎士皆抱如是的態度，其中也有欲了解研究中國文 

化，並在其中找尋協調餘地的人。但是大部分、特別是早期來華的，確 

實都將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爲視爲與基督敎相矛盾的異敎主義；他們即使 

研究中國文化，目的亦僅在了解其傳敎對象，並摸索溝通及表逹宗敎的 

途徑而已。 

本文並無打算探討傳敎士的心態和思想，只欲指出：傳敎士對中國 

文化的態度，直接影響了傳敎敎育的模式。 

)招收學生的困難 

以下我們將會遂層的檢視傳敎敎育的情況。 

首先在招生方面。傳敎學校創辦伊始， 感困難的是招生問題。富 

有人家固然不會讓他們的子女進這些由洋人主辦、敎授希里古怪科目、 

且對科擧功名全無用處的學校去.；而貧苦家庭很早便要子女承擔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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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任務，課本知識對他們的生活亦無可見的實用價値。因此學校很難 

吸引兒童入學。 

傳敎士應付的手法，或是從街上撿拾流浪或被棄養的孩童回來；或 

是向食指浩繁、擧炊乏力的人家洽商，應許代爲照顧其子女，然後收納 

爲學校的學生。所以，自英華學校開始，傳敎學校一般都免收學生的學 

費，並且免費提供膳食、住宿乃至衣著，以吸引學生來學。 

女校的情況尤其困難。由於風氣仍然保守，中國人對婦女接受敎育 

不以爲然，更不放心將女兒交在外國人手中。波乃耶所辦的全省第一所 

女校，便是利用全面負責學生一切生活開支的辦法，方能勉强凑合十數 

名學生上課4。那夏理所創辦的眞光神道學校（即眞光書院前身）在早 

期亦完全承擔學生的學費、膳宿費，以至零用津貼，至後期才按家長的 

能力而酌收部分費用5。美理學校開辦初期，不但免學費、供應生活之 

資，甚至要付款給學生家長，以換取他們送女兒求學。過了數年學校制 

度漸漸建立，逹至一定水準，人們有了信心以後，才不用付錢6。 

傳敎士要用利誘來吸引孩童進學，每每便出現一個現象：許多貧窮 

家庭在天災人禍、無力供養女兒的情況下，便送她們到傳敎學校寄養。 

他們對其女兒是否獲得知識並不重視，僅視傳敎學校爲一救濟所。一旦 

他們的經濟情況好轉後，也不管課程是否完成，即領女兒回家。加上農 

村流行早婚’女孩子在十四、五歲便要擇偶適人而必須退學；致造成傳 

敎女校的學生流動性非常嚴重，對學校的發展影響頗大7。爲了防範此 

種情況，有學校在收錄一個學生時，先與其家人訂約，在若干年內不能 

領回女兒’必須待課程完成後，學生才能返家8。甚至有學校進一步要 

求，不能强迫女兒纏足，或許配與非敎徒9，以防其受異敎思想的影 

響 ° 

這樣，傳敎學校一開始便帶著慈善的性質。家長送子女進學，並非 

基於對敎育的需求，而僅爲學校提供的物質好處；傳敎士收錄學生，亦 

是以條件交換方式使令他們留校’敎育在此並無位置。家長對學校沒有 

敎育的要求，則傳敎士便有完全的自由，去設計他們的敎學內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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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薪新的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方面，傳敎士由於抱有排斥中國文化的態度，自然地亦要 

求中國信徒脫離其原來的異敎思想形態和社會習俗，不再受其沾染。傳 

敎學校設立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敎徒的子女以至其他中國孩童，避 

免受到異敎主義的影響。 

但是基於人力和經費所限，早期傳敎士所辦的一人主理學校只能在 

傳統學塾的形式上加上聖經科的講授，而未能全然將他們目爲「異敎主 

義」的成分摒除。故此，在傳敎士看來，此等學校僅屬「異敎學校」 

(Hea then Schools，或譯「爲異敎徒而設的學校」)，爲資源不足時的 

權宜之計，設立的目的主要在傳敎而非敎育。在開辦這些「異敎學校」的 

同 時 ， 傳 敎 士 也 要 爲 敎 徒 子 女 開 設 另 一 種 所 謂 「 基 督 敎 學 校 」 

(Chr i s t ian Schools )，以提供眞正的敎育給他們。這些學校才是名 

副其實的敎育機構。 

「基督敎學校」的課程設計，主要是仿傚傳敎士祖國的課程，所敎授 

的科目如地理、格致等，皆非中國正統敎育的內容。課本也是譯自西方 

(高等敎育乾脆用外文課本），或由傳敎士逕自編寫。這樣的課程與中 

國並無任何關係，甚至連歷史、地理也是學習歐洲的。唯一沾得上邊的 

是中文一科。因此以下我們主要討論中文科。 

對於傳敎學校應否保留中文一科，傳敎士間並無太大的爭論，所議 

者僅是保留的意義何在而已°關於此問題在一八七七及一八九〇年兩次 

傳敎士大會上都有人提出，値得注意的是他們肯定中文科的理由°這裏 

先選出巴色會在粤傳敎及辦學多年的黎力基（R . Lechler )爲代表。 

他指出：中國傳統敎育除了敎導學生經典及寫作外，其他一切知識皆 

缺。傳敎學校固然要革除此弊，但卻不能不敎授中國典籍： 

「必須常常謹記我們所欲訓練出來做傳敎工作的年輕人，一定 

會接觸到那些知識範面局限於傳統典籍的本地知識分子（故此 

敫導他們典藉實屬必須）。唯一要提防的是：别讓他們有其他 

中國人的對孔孟偶象崇拜的異敫思想；並且，要讓他們在神聖 

眞•理的光照下看待傳統的典籍著作，學會從谬誤中分别眞 

理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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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A.P. Parker )在一八九〇年提出敎授傳統典籍的兩大理 

由：一、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必要從典籍入手；二、若要獲取功名及晋 

身仕途，成爲社會上有影響力的階層，必須學習典籍。故他認爲四書五 

經，應與基督敎書籍及西方科學，並列爲傳敎學校的課程
1 2
。 

花之安（E. Faber )在一八九六年益智書會（即後來的基督敎敎 

育會）的會議上，一方面批評傳敎士當時在華所辦 多的走讀學校，仍 

是建立在異敎基礎上，即是僅在中國傳統典籍的敎育上，附加一些基 

督敎敎義及西方知識而已。但與此同時，花之安又肯定中國典籍的價 

値。他說其時敎會中，知識階層的信徒非常罕有，要吸引這階層的人， 

必須先使中國信徒成爲敎育家’有足夠的影響力；故此，讓信徒學習典 

籍正是提供此資格的訓練。他更希望一天當基督徒能藉習中國典籍而考 

試得售，進入政府工作後，中國政府的排外排敎政策便可改變
1 3
。 

從上述三人的言論中可以發現一事實，便是很少有傳敎士肯定中 

國傳統典籍本身的價値。他們之主張將其保留在傳敎學校之內，乃認爲 

中文科可幫助基督徒學習本國文字’以接觸及影響中國的知識分子；再 

者，若有信徒能考取功名的話，更會消除傳敎的一些障礙。因此，傳敎 

學校與這唯一同中國有關的科目的關係’還是建築在傳敎功能之上。 

一八七六年，巴色會在長樂元坑所辦的學校，曾發生學生對課程不 

滿的事件°他們認爲學習傳統典籍的時間並不足夠，而學習自然科學， 

特別如幾何三角公式等科目，則只是浪費時間，有兩個學生且因而退 

學°部分學生也曾參加縣試，但全部落第，他們發覺不可能與那些將全 

部時間放在典籍文章的學子相競爭。 

事實上，不僅傳敎學校碰到這個問題，連官辦的新學也都如此。上 

一章我們提過廣州同文館便因漢人子弟專注於科擧”鄙視新學而被迫取 

銷漢人學額’撥歸漢軍旗人°新敎育面臨的困難，可以想見。 

「基督敎學校」的課程’與中國傳統敎育截然不同。 

(四）西方的生活方式 
除了課程內容外，傳敎學校也帶給學生一種全新的價値觀念和生活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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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情況，可以擧一位傳敎士理海倫(H e l e n Richardson )對 

傳敎女校的描述爲例： 

「傳敫士的拯救和敎育的信息’不能進入富有和有敎養的家庭 

中……而那些貧苦人家的父母……亦未必願意讓他們的女兒留 

在傳敫學校八至十年之夂，同時答允不讓她們纏足、以及容讓 

學校有權否決她們的婚配。除非是那些善慈性質的寄宿學校， 

才有這種情沉出現。在學校裏，學生獲得食物、衣著、書本及 

一切所需’而且都是免費的。 

外國傳敎士讓她們全時間留在學校，她們只懂很少中文，也只 

認識很少中國人。她們艱苦學習，在這段日子裏浙渐改變了思 

想和性格。她們會背誦一些傳統典籍，擁有透徹的聖經知識， 

也惶得初級算術、地理及生理學——這些都是學校課授的科 

目。此外她們還要學唱歌、彈奏樂器、編織、剌绣、家務’及 

一切女性要負責的東西。 

她們在校組織敎會詩班、彈奏樂器、敫主日學，她們多數會在 

一個受嚴密保護的建築物内設立的•】、規模走讀學校中授課…… 

每月得三至五元的薪酬，這筆錢已等於其父兄所能赚到的數 

目。而此亦是這些窮苦人家受敎育所得的好處。畢業後，多數 

學生 *給信奉基督敫的年輕男人，建立基督徒家庭。由於這 

些年輕男人都是敫會工作人員（按：如傳道人之類)，通常都 

會四處遷移，故此他們所組織的新家庭，不會受到妻子的
4
良家 

絮助或控制，完全由這些年輕人來自行管理。 

等年輕婦女的情沉，在中國是薪新而奇特的。她們常他 t其外 

國老師走在一起’在街上、商店裏、敫會中’或有時在船上， 

都可以見得到。 

……在某些情沉下’她們可以换擇一生的計割。有的終生以敫 

書爲業，有的做護士 ’较少數會繼績醫藥的硏究，更少數的幸 

運兒會出洋留學。」彳‘ 

這是一九〇九年的記述°雖然由於婦女敎育向爲中國所無，是以傳敎女 

校所訓練出來的女性與傳統婦女的歧異處特別明顯；但其實男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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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見得太過不同。 

傳敎學校提供的課程內容，不管是聖經或西洋科學知識，對學生造 

成的文化衝擊還僅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傳敎士向學生傳遞了一套新的 

社會習慣和價値取向。任何高級的宗敎都不僅是純粹的敎理和信仰，必 

然地同時發展出一套哲學（世界觀、人生觀）及價値體系。許多時一種 

外來宗敎與本地文化發生衝突，往往不是宗敎信仰本身的問題（如一神 

論或多神論），而是該宗敎的哲學和價値體系與本地文化或宗敎的哲學 

和價値體系的衝突。基督敎傳入中國所碰到的正是這樣的困難。特別由 

於傳敎士排斥中國文化，否定它的價値，則新價値的引入就自然更多； 

這些價値且已大大超出了宗敎的範圍，進而將西方的社會習慣亦一倂帶 

來了。 

這裏且不談複雜的思想價値問題，單就生活層面看，只要簡單地翻 

開一間傳敎女校的課程，已可看出除聖經和西方科學知識外，傳敎士還 

敎導學生注重衛生、不纏足、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以至細微如怎樣做 

好女兒、好母親、育嬰及家政等常識 I6。這些日常的生活行爲，學生都 

接受了新的、西方的一套。 

不僅如此，學校（特別是寄宿的「基督敎學校」）更提供了一個實踐 

這些價値行爲的場地。試想在十九世紀，當絕大部分中國女性仍被鎖在 

深閨之內、纏著小足，或辛勞地幹著家庭粗活時，傳敎學校的女學生卻 

在學習敎育學、醫學，或是彈鋼琴、唱歌，此等分野是何等强烈
1 7
 ！ 

(五）與傳統社會脫節的社羣 
不同的課程內容，不同的社會習慣和價値取向，令傳敎學校的學生 

產生與社會啤節的情況° 

早在一八三九年，馬禮遜敎育會在澳門開辦學校時，便已發現學生 

與社會脫節的現象：由於學生已建立了對學校及敎師的信任，故此不願 

回家、聽從其父母的命令工作，他們說擔心在離校之後便會「迷失」。學 

生又喜歡西洋音樂，以英語交談，並且道德價値也完全改變。負責該校 

的勃朗（Samuel Brown ) 一方面爲此而欣悅，但另方面又希望他們 

在「改進」之後仍是中國人，可見他也察覺到危機的所在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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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一〇年愛丁堡擧行的世界傳敎大會上，來自中國的傳敎士代 

表亦承認了女子寄宿學校存在一些問題。學生在校內接受基督敎信仰， 

性格也受基督敎影響。她們强烈反對纏足、早婚、納妾；這樣造成一個 

危機：她們對本國人民缺乏同情，且髙估了自己的社會地位；受過敎育 

的她們亦很易對文盲的婆婆失去尊敬，甚至在家裏造反。她們有些對家 

務失去興趣，因而不願返家
19
。 

由於傳敎學校所提供的敎育與中國不同，因此，除了要使整體敎育 

事業發展成不假外求的自足系統——自己編訂課程、翻譯課本、制定學 

制；並且若學生要繼續升學，則傳敎士爲他們開設更高程度的學校（這 

是傳敎敎育系統化的原因，第五章已提及）——外，因學生在傳敎學校 

所學到的知識在社會上鮮有市場需求，故傳敎士還須爲他們提供出路。 

而事實上，傳敎敎育的目的，正是爲傳敎事業預備新的人手，敎學的內 

容都是適切傳敎的需要而訂定。學生畢業後，多數會投身到傳敎士爲他 

們安排的工作崗位去，如充任傳敎學校敎師、傳敎醫院的醫療助手、傳 

道人以及其他與傳敎有關的工作。 

更進一步，這些傳敎學校畢業生的婚姻也由傳敎士所安排，或至少 

是被鼓勵在信徒當中擇偶。正如前面提及，家長在送女童進校時，有些 

傳敎士會要求他們簽下合約，將女兒的婚配權交由校方決定。事實上， 

女校創辦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爲中國傳道人預備配偶。因爲傳敎士覺 

得：「若傳道人及其他敎會工作者聘娶了異敎徒、或掛名是基督徒但卻 

未受過敎育的女子爲妻，則必然地妨礙到基督徒家庭生活的建立。」
2
° 

故此，傳敎士非常鼓勵信徒間的婚配，傳道人尤其需要如此。傳敎女 

校的設立，不論就其向未信的婦女傳敎，或向已信主的女性提供聖經等 

科目的敎育，皆直接地對應此需要。 

當基督徒建立了家庭後，基於工作的需要’他們被遣調到各處傳敎 

和居住，與原來的家族關係分開了，但這些異鄕客又難以調合到別個同 

樣是傳統的社會裏。他們的子女，又將送往傳敎學校受敎育，而開始另 

一個循環。 

從隐書到擇業、從婚姻到家庭，中國基督徒都生活在傳敎事業的系 

統內。他們一方面被要求不受外界異敎主義的沾染；另方面因著信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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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習慣等因素，他們也受到原來社會的排濟。所以，他們是與傳統社 

會脫節的一個獨特的社羣；而傳敎敎育在形成此脫節的情況中，擔任了 

重要的角色。 

第二節社會地位的改善 
傳敎敎育訓練出一批對傳統陌生的靑年人，並且導致本地信徒與社 

會脫節，已如前所述。但此情況在二十世紀開始有所轉變。 

)傳教士修正對中國文化的看法 
十九世紀末期，一方面西方神學思想對文化及拯救的看法有所轉 

移；另方面長期在華居留的傳敎士，對中國已有較深刻的認識，因此他 

們相應地修正了對中國文化的看法。越來越多人認識到，西方的東西不 

一定符合中國的需要，傳敎敎育的職分是以西方的長處來建立東方，而 

非將後者破壞
2 2
。要做到這點，傳敎士必須先了解和欣賞中國人的民族 

特質（genius )和精神，並使傳敎學校的發展有利於建立中國自己的 

制度，而非强加西方的理想和方法於中國人之上。故有傳敎士指出： 

「傳敎學校未來在很大程度上端賴它能否符合中國人的理想和特質而發 

展」；「讓傳敎學校認眞地思考如何供應那壁能產生民族特質的文化硏 

究，若需要的話，帶領中國人回到他們豐富及多樣的傳統學問去0」
2 3 

傳敎士能夠跳出西方文化等於基督敎文化、非西方文化即異敎文化 

的思想框框，進而看到中國文化的價値，對於消强基督敎與中國文化的 

對抗性非常有意義。這樣也減低了傳敎學校學生與社會脫節的危機。 

然而，眞正導致傳敎敎育與中國社會之間的鴻溝得以縫合的原因， 

卻並不在傳敎士這一方的轉變，而在中國人那一方.，他們對西方文化以 

至傳敎敎育的態度，遂漸有不同的看法。 

要觀察中國人對傳敎敎育的態度， 有效的方法不在於膀聽中國人 

的有關言論’而在於研究傳敎學校畢業生的出路情況。除了傳敎工作 

外，他們能否在政府或其他社會機構任職，地位及受歡迎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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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仕晉之途 

前文曾提過傳敎士贊成在學校敎授中國典籍的一個原因，是希望有 

學生能高中科擧’從而改善傳敎工作的處境。但是基於中文科無論如何 

不是傳敎學校的主科，程度不高，很難與其他埋首儒家經典十數寒窗的 

士子相競爭，因此晚淸數十年間，廣東傳敎學校學生能循正途獲取功名 

及官職者，似未有所聞。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便因此絕緣於官場。有趣的 

是，傳敎學校所提供與傳統不同的西學敎育，反而是令他們得到晋身仕 

途的憑藉。 

早在鴉片戰爭後期，已有傳敎學校畢業生任職政府公務。如梁發的 

兒子梁進德，便利用裨治文敎他的英文知識，協助林則徐及耆英作外交 

談判，任翻譯工作；其後又服務於潮州海關
24
。但這樣的人爲數甚少。 

北京條約簽訂後，中國門戶洞開，外國商人、軍艦、領事紛至沓 

來。西方東漸，改變了整個皇朝的面貌。爲了回應這個前所未有的變 

局，中國被迫師法西夷，開始自强運動。方是時，中國缺乏了解西方的 

途徑，但創設洋務、興辦實業，又非要有具備西洋語言和知識訓練的人 

不可。兼通中西語言文化的傳敎士因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傳敎學校 

所提供的人才，亦因應著社會的需求而提高了其活躍程度。 

廣東方面，傳敎學校畢業而對時局 有貢獻的，當推馬禮遜學校的 

兩名畢業生：容閎及唐廷樞。容閎自馬禮遜學校結業後，隨即留學美 

國，取得學士學位。返國後供職於上海海關、協助曾國藩赴洋購買江南 

製造局的機器，又任上海道譯員、主持幼童出洋肆業局及駐美副使等工 

作
2 5
。唐廷樞則先在上海海關任職，後受李鴻章委派爲輪船招简局總 

辦，對推動航運、鐵路、煤礦等實業多所建樹2
6
。此外，尙有不少畢業 

生擔任翻譯工作，協助不會外文的政府官員與洋人交涉往還
27
。 

至戊戌維新、立憲運動時，中國新設的洋務機構大量增加，所需要 

的西學人才越趨殷切，引致傳敎學校畢業生的參與也大增。另一方面， 

滿淸政府在此時期亦紛紛設立新式學堂’如礦務學堂、水師學堂等°如 

前所述，中國士人起初對此等西學並不感興趣，仍熱衷於科擧考試；反 

而基督徒子弟由於自小接受傳敎學校的西學訓練，加上父母較爲開通之 

故，考進官辦學堂的人非常多；他們畢業後，對新政建設也扮演了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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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例如王謙如牧師之子王泰民，充任廣州黃埔陸軍學堂化學敎習
28
; 

王寵佑留美歸來後，受聘於湖南礦務局；王寵臣爲漢口船塢總辦； 

關元昌（香港倫敦會長老）之衆子，均在商務、海關、海軍、礦務等 

政府機構任職
3 1
。 

(三）其他社會職務 

除了傳敎和爲中國政府服務外，傳敎學校畢業生在社會上擔任各樣 

職務的，也有越來越廣泛的趨勢。 

早期，傳敎學校畢業生的一條主要出路是替在華的外國政府或私人 

機構供職。黃勝、唐廷樞、何啟等在香港替殖民地政府工作無庸多言。 

此外，馬禮遜敎育會在廣州辦的學校有一名畢業生，出任英大使的翻譯 

工 作 其 後 又 有 兩 人 受 聘 爲 英 駐 上 海 領 事 巴 富 爾 （ C a p t a i n 
Balfour )的辦公室僱員，充翻譯之職

3 3
。禮賢會敎友、受業於花之安 

門下的馬匯川，更「歷任福建、厦門、廣州、汕頭等處德國領事衙門翻 

譯員，供職三十三年如一日」
3 4
。至在外國洋行任職買辦的，更不可勝 

數。他們之能充任上述的職位，懂外語是 基本的條件。 

至十九世紀末，開始有傳敎學校畢業生以西學在社會上立足。這先 

以從事醫療工作者居多。他們或直接畢業於傳敎士辦的醫學堂；或在傳 

敎小、中學接受基礎知識訓練後，投考晚淸政府開辦的醫學堂或香港西 

•書院。如： 

「巴色公會張聲和牧師之季公子廷翰，幼年在敎會高等學堂習 

道學，後往香港約瑟書院習英文。光緒二十九年考選天津北洋 

西學堂肄業。去歲十二月畢業’考列 優等。喷在該學堂掌 

敎’以培後進’兼充北洋施醫院正醫官’以盡義務。」
35 

他如汕頭長老會傳道人黃源之長子黃捷昌
3 6
，禮賢會陳效新牧師之子陳 

鳴皋
3 7
，倫敦會尹維淸牧師之子尹文揩

3 8
，禮賢會値理溫淸溪之孫溫植 

慶
39
 ；王元深之孫王寵慶、王寵益、王澤民、王吉民、外曾孫溫可 

樂；何福堂牧師之子何傲、孫何永亨’倫敦會區鳳揮長老之子區斯堪
4�
； 

關元昌之子關景賢、關景良、關景鏗
4 2
等，均爲基督敎徒子女而習醫 

學。他們當中幾全都曾在傳敎學校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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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尙有攻讀法律的，如何福堂牧師之子何傲
4 3
、謝洪賫之妹夫 

丁榕等，皆負发英國，考取律師資格，然後回國（或香港）開業。王 

煌初牧師之子王寵惠，畢業於天津北洋學堂，後習法律於日、英、美、 

德數國；民國成立後，任外交總長
4 5
，更是人所共知了。 

(四）基督徒社會地位上升 

從上述列擧的衆多例子中，足可證實傳敎學校畢業生，因著中國近 

代化的趨向和社會需求的轉變，在社會上獲得較多和較高的職位。這與 

中國人對傳敎學校的態度是互爲因果的。在此情況下，傳敎學校不再僅 

是訓練出一批適切傳敎工作需要、但卻與社會脫節的社羣了。 

除此之外，我們同時看到另一個現象：很多敎徒子女，在晚淸末年 

均學有專長，如習醫學、礦務、水師、法律等。雖然他們的專業知識不 

一定來自傳敎學校，而是受訓於中國的官辦學堂或外國（包括香港）的 

學校，但基礎敎育仍多是在傳敎學校獲致的。並且必須留意的是，在十 

九世紀末葉，一般中國人仍認爲學習傳統經學、參加科擧考試才是飛黃 

騰達的正途，他們視西學爲末技而不屑習之。但敎徒卻大都願意將子女 

送到新式學堂、甚至遠赴外國，來求取西洋知識，他們的識見不能不說 

是較同時代的人爲高遠；而此等識見，卻正是源於傳敎士所灌輸的新敎 

育觀念，以及傳敎敎育對他們的影響所致。他們的子女，也就成爲中國 

早期擁有西洋知識的人。 

中國敎徒的子女習西學，對他們的社會地位的提升，有非常重要的 

影響。 

對早期的敎徒而言，原來大多出身自貧窮的家庭，甚至是街頭流浪 

的孤兒，不但缺乏讀書的機會，連溫飽也無保障。但一旦他們信仰基督 

敎、或被傳敎士收養在傳敎學校中後’他們本人乃至整個家庭的命運， 

便開始有極大的轉變°這裏我們且撇下那些爲經濟理由而入敎的「喫敎 

者」（Rice-Christians )不談；對於眞心奉敎的人來說，基於傳敎工作 

的需要，他們多受僱爲傳道助手°而那些在傳敎學校生活的孤兒，其前 

途（包括敎育與就業）亦在傳敎士的安排中° 

這批作爲第一代的本地傳道人，並未有機會接受正規的神學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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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享受不到新式敎育的好處。因爲此時期傳敎敎育仍在草創階段，一切 

都非常簡陋。訓練的不足，造成他們在工作能力上的限制，他們很少可 

以獨當一面，僅是作傳敎士的助理而已。他們的生活一般都很淸苦，因 

爲傳道人的薪酬並不高
4 6
。唯一的好處是差可溫飽，並且各方面都有保 

障。例如倫敦會尹維淸牧師，娶巴色會女校學生曾氏爲妻，不久去世， 

遺下一子年僅八歲。曾氏「上事孀姑、下撫幼兒，家無擔石」；若以中國 

社會一般情況言，此家庭不免會有悲慘的命運。但因曾氏曾肆業於傳敎 

學校，能讀書識字，故被敎會延爲蒙學女敎習，藉此哺育其子尹文偕成 

人，這是中國早期罕見的職業婦女。其後曾氏又送尹文偕到天津醫學堂 

習醫，且後更遠赴英國深造。尹文揩回港後，成爲華人的執業名 

醫47 0 

除了生活保障外，傳道人還享有一個權利，便是可送子女到傳敎學 

校就讀。年代越晚，傳敎學校的規模越完善、程度越加提髙，他們的子 

女就有更多發展的機會。因此，許多第一代做傳道人的，第二代或第三 

代即有機會接受高等敎育，甚至出洋肆業，而成爲那個年代中國稀有的 

專業人才。 

禮賢會王元深家族是其中一例。王氏本與其胞兄做小生意，不幸磨 

本至結束，其兄又卒，遺下一孤託其撫養’家貧無著，無可奈何之下到 

郭實臘門下受派聖書一職，後充傳道。他有兩個兒子：王煌初及王謙 

如，皆在禮賢會的傳道訓練學校讀書，受傳道職。但王煌初等作爲第二 

代的傳道人，由於受過正式的敎育’明顯地較父親的工作能力和成就爲 

强。一方面他們都按了牧師職分（Ordained Pastor )，可以獨當一面 

工作；另方面無論從識見、以至在社會上的活躍程度，都較乃父爲大。 

煌初曾發起勸戒騰片煙社、上書李鴻章倡議改革；謙如亦大力推廣漢字 

拼音運動、著述甚豐
4 8
 °及第三代，更出現全族冒升的情況：王寵勳 

(閣臣）爲漢冶萍鐵礦總辦，王寵光爲漢口揚子公司總辦，王寵佑爲礦 

學博士、民初創辦廣東實業公司，王寵惠爲法學博士、民初任司法部 

長、外交部長、行政院長，王寵慶在英國學醫，王寵益亦習醫、爲香港 

大學敎授（以上爲王煌初之子)；王澤民爲西醫生，王泰民任敎廣州陸 

軍中學堂、粤民政部內務司會計科長’王福民初習畫則、後留美習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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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王吉民亦習醫、歷任上海公醫院、杭州鐵路醫官（以上爲王謙如之 

子 ” 9 。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關元昌的家系中。關元昌的兒子景雲，畢業於 

南洋水師學校、歷任各海關辦事、後兼任漢口招商局，景道任海關緝私 

員、填州地總兼八營總稽查，景賢畢業於北洋西醫學校、充水師醫院院 

長、後隨考察政治大臣出洋、充農工商部參議、出洋考察海軍等職，景 

良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景忠充沿江沿海海關辦事員、兼辦京師稅務學 

堂提調差使，景星充河北天津營口衛生總辦，景桑畢業於北洋大學礦 

科、遊學英美，景鏗於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充香港醫院分局局長及北 

洋開P礦務局醫務所所長。 

此外，前文提到各牧師傳道的子侄的任職情況，也可以一倂作參 

考，只是不如王元深及關元昌家族的人數衆多而已。 

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所任的官職一般並不算高，多是中、下 

級的技術人員；但若與他們的前代相比較，則社會地位明顯地是大幅上 

升了。必須留意的是：他們絕大部分都是因習西學而獲得專業知識，投 

身在淸末陸續興辦的洋務事業中，而非藉營商致富等其他途徑來提升其 

社會地位。 

這些擁有西洋知識的人，在晚淸越來越受重視；追至民國，更晋身 

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成爲顯要人物，下節將有詳細交代。 

第三節締造民國與基督徒參政 

)參與革命運動 

傳敎學校畢業生，除了參與晚淸洋務事業外，亦有鼓吹變法、推動 

革命者。 

事實上，當西力入侵中國時，首當其衝的除了中央和地方負責交涉 

的大吏外，沿海各通商口岸如廣州、上海等地先受正面影響。在西潮衝 

擊下，這些地方開始冒出一羣新的知識分子，包括如容閎、何傲、唐廷 

樞、伍廷芳、王韜、鄭觀應、馬建忠、馬相伯等，即柯保安（P a u l 

A.Cohen )稱爲沿海改革家（L i t to ra l Reformers )的一羣人 °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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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特徵是或藉著與在華的傳敎士和洋喬的交往、或出洋留學，而對西 

方有直接而眞確的認識。在此傳敎士及傳敎學校扮演了相當程度重要 

性的角色。 

沿海改革家對西學有透徹的了解，提出的改革言論亦比同時代的人 

進步。但是他們的社會地位旣不髙，影響力自亦有限，許多必須依附在 

主持洋務的大吏下，成爲幕客，才能一展所長，並獲得被社會承認的官 

銜和聲譽。 

除了這批從事公務的人外，一些曾受西學訓練的華籍牧師如王煌 

初、陳觀海等人，對變法亦多所倡議，只是並無任何影響而已。 

及至革命運動媪釀時，基督徒和傳敎學校畢業生所佔的位置便很重 

要。其犖犖大者如孫中山
5 2
、陸始東

5 3
、區鳳遲

5 4
、尹文楷

5 5
、王寵惠

5 6
、 

鄭士良
5 7
、楊襄甫

5 8
、何傲

5 9
、陳少白、關景良

6
1、左斗山、王質甫

6 2
、 

史堅如
6 3
、毛文敏、劉錦洲等人。這些人都是在興中會時期，於廣州 

及香港曾爲革命事業付出過大力而又較著名者。其中只有陸睹東一人與 

傳敎學校無關°至於實際參與革命的廣東基督徒人數，比上列的還要多 

出許多。 

基督徒積極參與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在華傳敎士的影響。晚淸 

部分傳敎士，將他們母國的政治和社會理想寄寓在中國之上，鼓吹並支 

持變革的進行
66
 °他們的思想，透過個別接觸及傳敎學校的課授，傳遞 

了給中國信徒。其次，中國信徒及傳道人透過西學敎育’對政治社會問 

題有較深刻認識，因而萌生革命思潮，亦在所多有。 

傳敎學校是改革和革命思潮的一個媪釀地點，連傳敎女校亦不例 

外°以下是夏葛醫學堂一九〇五年畢業生梁焕眞的自述： 

「柔濟、博濟醫院者，余生長之地也，以先嚴曾任職其間…… 

比十五歲’即入本院附屬之學校習醫。……三四年時，學敎 

授徐君甘常來。徐君熱心革命，課狳往往高談歷史’並陳革命 

之理’余深受感動’鱼欲投身革命，同時施醫生梅卿，亦具此 

志，二人深宵論事’祝腕太息，可謂德不孤矣。」
67
。 

梁煥眞畢業後加入同盟會，與徐宗漢、高劍父、胡毅生、朱述堂、朱執 

信等人組織廣東革命辦事處°後來又籌辦產科學校、組織光華醫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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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排滿運動。 

傳敎女校當時尙且成爲宣傳革命之地’男校的情況更可想見。事實 

上，由於有不少基督徒或牧師具有革命思想，必然地亦影響傳敎學校。 

孫中山和鄭士良就讀的博濟•院華南醫學校已是衆所週知，無庸多言。 

嶺南學堂方面，鍾榮光是先交王煌初、區鳳墀等敎會中人，認識基督敎 

與國家的關係，才受洗奉敎；其後進該學堂就讀，受影響而剪髮易服， 

改革之心益熱
6 8
。培英書院由於地處市郊白鶴洞，滿洲人及軍隊很少巡 

至，學生鼓吹革命活動較爲方便及安全，史堅如和毛文敏便是該校的學 

生。校長那夏禮對學生的動向略有所聞，但不予理會
6 9
。改革思想甚至 

蔓延至小學，據梁小初憶述，當他就讀通志學堂時，伍漢墀（民初任衆 

議員，後爲人暗殺）曾來校演講，鼓吹剪辮。此言論雖與革命未必有 

直接關係，但在當時卻是大逆不道的主張。 

當然基督徒及傳敎學校畢業生之參與革命，亦有可能僅爲提高自身 

的社會地位者。正如史扶鄰（Haro ld Z. Schiffrin )所言，興中會的領 

導者原來的政治和社會地位不高，只有透過革命、推翻現存的旣得利益 

階層，才能獲得晋升。這說法至少反映了部分的事實。 

但不管參與革命的實際動機爲何，基督徒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是極 

其重要的。因爲在中外簽訂的保護傳敎章程中，敎徒被列在受保護範圍 

內，倘若他們受到中國官吏任何不公平的對待，都會引來外國領事的干 

預，進而演變爲中外衝突，這是地方官員所懼怕的。早在一八九五年， 

時廣州起義尙未爆發，兩廣總督譚鍾麟已得到有關孫中山行動的密告； 

但由於孫是基督徒，故譚在未有確實證據前，不敢妄行將其拘捕，可爲 

一例 72 0 

基於同樣的理由，在保護傳敎章程之內敎堂亦受保護，中國官吏不 

能隨意進入捜査，因此常被革命黨人用來做爲儲存彈藥危險品的地方。 

左斗山開設的聖敎書樓，及毛文敏主持的長老敎堂，便曾作此用途
7 3
 ° 

一旦革命事敗後，基督徒的身分又常使參與者得以逃脫官府的緝 

捕。尤其在傳敎士及外國領事的介入下，、那些從犯多數得以免罪
7 4
 °因 

此之故，甚至有革命黨人冒充基督徒，以求取得同樣的特權。 

這裏不是說凡基督徒皆可免去中國法律的約束，但是傳統中國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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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度，往往給與執法者在法律條文以外更大的權力和空間，他們可以 

刑求、株連，或以自由心證入人以罪。基督徒的特權正是免卻了此等法 

外的權力。在傳敎士及外國領事的監督下，中國官吏被迫只能按著明文 

法、甚或採納西方對刑法的觀念：於搜集了足夠證據後，才能控告一個 

基督徒，這樣便受到很大的掣时。當然亦有部分官吏（特別在義和團事 

件之後）因懼怕外國人，故此對基督徒曲庇優容的，但這似乎不是一八 

九五年後歷任兩廣總督的情況。 

基督徒廣泛地參與革命運動，令淸廷感到非常憂慮，恐怕是太平軍 

事件的重演。而在南方的外國人，亦有不少是焦慮不安的，他們擔心這 

會爲通商和傳敎帶來不利的影響
7 6
。 

一九〇〇年以後，由於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對象轉至海外華橋及留學 

生，並且在留學生的推廣下，革命組織蔓延至全國各地，廣東的地位因 

之遂漸減低，廣東基督徒的重要性亦不復前期般顯著。但這並不表示傳 

敎學校的畢業生和基督徒參加革命的人數減少了，在各省以至海外華橋 

中，還是有相當多的敎徒及牧師對革命大力襄助的
7 7
。 

關於基督徒在辛袁革命的地位和角色，可以用明恩普（A r thur H. 

Smith )的評論來做總結，他指出：不應太髙估基督徒在辛亥革命的地 

位°因爲一方面，基督徒參與革命的人數可能估計太高；另方面，即使 

參與者是基督徒，也不保證其參與革命的動機必然是源於基督敎思想 

的。但他接著說： 

「然而即使摒除上述種種考慮，基督敫的元素在革命中的重要 

性仍是無可估計的。如令基督敫在中國已獲得被承認的地位’ 

中國人對她有新的看法，視爲建造新中國的潜力。 I7 8 

)民初信徒參政與政教關係 
一九 年’辛袁革命成功，各地成立軍政府。傳敎士、基督徒 

以及傳敎學校學生，對此極表歡迎。 

傳敎士認爲舊制度、舊觀念是傳敎工作的障礙；共和政府的成立， 

象徵著傳敎的新機會°因此他們是在華衆多外國人團體中，首先支持新 

政府的人，並積極要求其祖國承認新政權的合法性
7 9
。中國基督徒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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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革命是基督敎信仰在國民生活中合法的表達，故亦衷心予以支持。 

至於傳敎學校如嶺南學堂的學生，反應更爲熱烈，他們停課到各處爲軍 

政府籌飽
8
1 ；汕頭華英學校學生爲參加響應革命的集會，甚至爆發罷課 

風潮82。 

由於基督徒參與革命的人很多，因此廣東都督府成立後，基督徒任 

官的相當多，包括錢樹芬任民政司長、鍾榮光任敎育司長、關景桑任實 

業司長、李樹芬任衛生司長、容星橋任交通司長、伍藉磐任高等審判廳 

長
8 3
，以至省議會議長及各縣的縣長等

8 4
。據統計，一九一二年廣東政 

府官員中’有百分之六十五是基督徒，或從傳敎學校畢業
8 5
。即使非基 

督徒的官員，如陸軍司長鄧鏗、外交司長羅泮輝、警察廳長陳景華等， 

亦對基督敎表示好感
8 6
。陳景華且邀請敎會派人向監犯傳福音，作爲道 

德改良的一部分
87
。 

在全國方面也有類似的情況，基督徒之充任要職者，有農林總長陳 

振光、海軍部次長李和、參議院次長王正廷、政事堂參議林長民、交通 

部會計司長王景春、外交司長曹復賡等，國會議員中亦有數十人
8 8
。雖 

然在數字上比不上廣東，但若以當時敎徒佔全國人口總數不及百分之一 

而論，則基督徒參政的比例便相當可觀了。 

然而由於軍閥弄政，中央政府的權力，很快爲袁世凱所奪去。廣東 

方面，二次革命失敗後，實權亦在龍濟光的控制之下，開明分子被掃蕩 

一空，基督徒參政並未爲政局帶來任何積極的影響。但是政府與敎會之 

間，仍維持著良好的關係。 

新政府對敎會表示友善，在全國層面，可以從以下兩件事例之中看 

出：其一，是在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三日，南京各敎會聯合爲國公禱禮 

拜，總統及外交總長合派顧維鈞爲代表到會，並宣佈大總統對爲國祈禱 

此擧之歡迎。後由陸子欣總長提議，大總統認可，國務院通電全國基督 

敎各公會，同於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特別爲國祈禱。當時京中各 

西敎士，亦通電歐美各敎會，於同日擧行特別聚會，爲中華民國祈禱
89
。 

其二，是民國成立後，有人企圖鼓吹將孔敎定爲國敎，經基督徒發 

起簽名運動請願，以及後來由信奉基督敎的司法次長徐謙領導的「信敎 

自由會 I的奔走下，終於在一九一七年，國會維持「人民有信仰宗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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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憲法
9
°。 

廣東方面，地方官紳對基督敎不獨不復歧視，甚至大力贊助敎會所 

興辦的各項慈善事業。一九一二年’廣東省政府通過法例，禁止蓄養女 

童爲婢’鑑於許多婦女無生計能力，政府乃徵用一間寺廟，改成女童的 

學校和宿舍，收容七百至八百個被釋女童，並分班敎授°敎師中大都邀 

請基督徒出任，且有外國女傳敎士 °後來學校因經費過於龐大，政權易 

手而要結束
91
。 

一九一六年，政府將廣州城北痳瘋病院予以結束，病人百餘盡數撥 

入東晃敎會所設的痳瘋病院內，由政府負責口糧經費。警察廳亦常將收 

留的狂人及瞽女，送入敎會所設的癲狂院及瞽女院，經費亦由政府承擔。 

此外，省政府官員，包括都督龍濟光、省長朱慶瀾、兩廣巡閱使陸 

榮廷、督軍譚浩明、陳炳焼等，均曾捐款支持博濟醫院、嶺南學堂、靑 

年會、女靑年會，甚至敎堂的經費
92
 ° 

可以說，敎會在民國初年，是備受中央及地方政府尊重的。 

(三）社會觀感的轉變 

除了政界之外，廣東基督徒在商界亦非常活躍。各大百貨商店如先 

施、大新、永安、眞光等，皆由敎徒開辦。此外，他們又執掌了不少與 

西方有關的商務的牛耳，如保險公司、銀行、攝影、西藥坊
9 3
 °基督 

徒不再活在社會的邊緣外，反而隨著西化的趨向，透過新敎育及工喬 

業，進佔人民生活每一環節的顯要位置。 

前說十九世紀，傳敎士向學生灌輸一套截然不同的價値取向與生活 

模式，引致他們與原來社會脫節，踏入二十世紀此情況已不復存在。因 

爲是時風氣所及，國人對西方的東西趨之若鶩，不但沒有排斥的傾向， 

反而視爲先進的象徵。一個生動的例子是：一九一一年暑假，嶺南學校 

一些外籍敎師的妻子，爲向該校學生的女眷（妻子或姊妹）傳福音，乃 

開辦一個爲期兩週的暑期班，除了敎授聖經外，又敎導她們有關衛生、 

育嬰、看顧病人、烹飪及家事常識，藉以吸引女士參加，反應非常良 

好。此外，每晚又邀請她們到外籍敎師的家庭參觀，讓她們切實了解一 

個基督徒家庭的實況：有秩序、整潔及有品味。許多參觀者深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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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知道維持這樣的家庭的秘訣
9 4
。西方的生活模式竟然成了吸引人信 

敎的媒介！ 

基督敎靑年會之廣受歡迎，亦反映出社會對基督敎的改觀。廣州靑 

年會成立於一九〇九年，發展非常快速，至一九一六年已有會員一千一 

百餘人，並在仙頭、台山、新會、香山等地建立分會
9 5
。該會除開設商 

科學校（此前章已提及）外，又擧辦各種靑年活動。其中 具影響力的 

是公開演講會，每邀請國內外的知名人士擔任講者，講述有關西學及各 

種社會問題，極受民衆歡迎。對開傲民智，傳播新知有很大貢獻。 

靑年會在一九一〇年代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歡迎，是有複雜的因素在 

內的。第一，此時期基督敎學校已被目爲進步的象徵，敎會的社會服務 

尤爲人所讚譽，靑年會旣以服務社會爲宗旨，擧辦各種事業，自然深受 

推崇。第二，民初政局不穩定，加深了民族的危機，中國急欲尋求自救 

之途；加上此時傳統儒家思想遭受懷疑，失去了强固的道德系統以支持 

民心；適時靑年會提出人格救國的口號，以基督精神來取代中國原來的 

道德系統，切中當時的需要
9 6
。第三，中國此時急欲西化，對西學求之 

若渴，靑年會以普及西學爲職志，故受國民所歡迎。 

在靑年會主辦芸芸衆多的活動中，以一九一三年愛丁堡續行委辦會 

(Ed inbu rgh Continuation Committee ) 主 席 穆 德 博 士 ( John R. 

Mott )訪華
9 7
，及自一九——年至一九一八年四度來華的北美洲基督敎 

靑年會東亞巡迴幹事艾迪博士（ Sherwood Eddy ) 爲轟動，在全國 

各地掀起極大的熱潮。且以一九一五及一九一八年艾迪兩次訪華的情況 

爲例。一九一五年二次革命失敗不久’廣東仍在桂系陸榮廷之手，但政 

府及民間對艾迪來粤的熱情未嘗或減。陸氏特邀各官立學校校長及敎 

師，訂期聚集，聘聽艾迪之演說；學界往聽演說者非常熱烈，逹數千人 

之衆
9 8
。事實上，由於廣州正實施戒嚴，故參加人數已較他地爲低；據 

估計，艾迪此行在全國十二個城市內，共有十二萬多人到會聽講
9 9
。至 

一九一八年那次的情形更爲轟動，此時廣東已重回孫中山之手，政界中 

人如孫氏、伍廷芳、程璧光、徐謙、伍朝樞都親自赴會，薛聽艾迪演 

說；孫中山且邀請艾迪到大元帥府向全體職員演講。民間反應激烈亦不 

在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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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多次訪華所造成的熱潮，或許可以從他 常說的主題：「中國 

之缺點」、「解決中國所有困難之秘訣」得到解釋。二十世紀的中國，無 

論在政治、社會各方面都在危機中，加上傳統價値已告動搖，中國人亟 

亟渴望尋求新的出路和指引，而基督敎曾是他們探窺是否可能成爲出路 

的其中一個考慮。 

基督敎在中國人心目中，已完全改觀。 

(四）傳教教育備受歡迎 
傳敎敎育促使了信徒社會地位上升，間接幫助基督徒畢業生晋身政 

治社會的顯要位置’也加速了社會層面的西化。這些轉變回過頭來，亦 

改善了社會對傳敎敎育的態度。 

傳敎敎育在二十世紀備受人民歡迎，這可以用廣州格致書院尹士嘉 

( O . F . Wisner )的話得到反映： 

「在半個世紀以前’傳敎士開始敫育工作，當時敎師盡一切努 

力也只能招到很少學生，並且學校還免收學費’甚至免费提供 

書本、膳食和衣著。但令天我們學校的門口卻擠滿了欲投考的 

學生’並且他們願意按能力缴付學費。從前中國人對其傳統文 

充滿驕傲，並排斥一切傳統經典所沒有的知識，因 j lL只有極 

貧窮的人才會送其子女進我們的學校就讀。令天中國卻願意接 

受西方的敫導；而且由於玫府承認我們畢業生的程度，我們可 

以毫無困難地收到 好的學生。J1⑴ 

傳敎學校受到歡迎’除了社會對西學的觀念有所轉變外，還有兩個內在 

的因素。其一，是傳敎學校的敎育質素較髙，學生畢業後不論是尋找職 

業，或投考政府的選拔學生出洋深造考試，都有良好的表現。一九〇 

四年，粤督在廣州擧辦一次公開考試’選派學生赴洋留學，格致書院一 

個學生在五百名競爭者中考獲第九，獲得公費出洋是其一例。另外民 

國成立不久，廣州敎育當局亦主持另一次簡拔考試，眞光學校兩名畢業 

生：廖奉恩和羅有節，成爲第一批中國公費留美女學生。可見傳敎學 

校的程度。 

其二，是傳敎學校的管理完善’深得學生家長的信任。正如中華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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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會（即基督敎敎育會的前身）在一九一二年召開大會，檢討傳敎敎育 

時即有斯言： 

「中國各地，公立或私立高等學校或大學，其課程之蠻滿，亦 

間有與基督敎高等學校或大學抗衡，甚或有過之無不及者；所 

收學費，有较敫會學校所收尤廉者。雖然，多數上中等社會子 

弟，仍入敫會學校肄業’其故安在？亦曰管理嚴明，能约束學 

生，不爲學生所束縛。其他相等之公立和私立學校，往往爲自 

由平等諸新名詞所迷誤，以致管理上大生阻礙，時起風潮。一 

由管理者無求學之至誠。酷誤青年乎？抑青年自誤乎？是皆於 

國家敫育前途，大有影響。敎 t所辦之學校則反是，管理有 

方，人皆樂就，蒸蒸日上，有必然者。J1。5 

當然在二十年代學生運動蠭生之時，傳敎學校對學生嚴格控制的管理方 

式，不免貽人以帝國主義打擊中國靑年愛國感情的口實。但是在民國初 

年，這種管理方式卻深受家長的擁護。 

接隨著社會對傳敎敎育態度改善而來的，是另外一連串的問題，這 

在下章將會詳述。 

總括上述所言，傳敎學校在開辦初期，由於課程與傳統不相脗合， 

故爲一般國人所輕視及排拒，傳敎士只能從社會的 低階層裏收衲學 

生。並且，基於傳敎學校的訓練與中國社會的需要不相符，畢業生只能 

在傳敎事業中找尋出路，如此便造成傳敎敎育與傳敎事業其他部門相結 

連，成爲一個自足系統。再加上傳敎士視中國一切觀念行爲皆屬異敎主 

義’嚴禁學生與之發生關係，因而造成他們與傳統社會脫節，成爲一個 

特殊的社羣。 

但是在十九世紀末年，因著帝國主義入侵，中國被迫走上西化革新 

的道路，以回應西方的挑戰；因而傳敎敎育正好提供了接受過西方知識 

訓練的人才，適切社會的需要。因此’ 一方面傳敎學校學生從前與社會 

脫節的問題獲得減少或消除；另方面畢業生亦憑藉參政、從商或專業知 

識’晋身社會較高階層。傳敎敎育在這個變化之中，奠定它在中國社會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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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載《革命逸史》，三册，頁三三）。民國成立後，王氏出任外交總長。 

鄭士良是孫中山在博濟醫院華南醫學校隐書時的同窗，曾在禮賢會主辦的學校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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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信奉基督敎 °鄭氏與三合會等會黨頗有淵源’輟學後返惠州，開設同生藥局於淡水 

墟，從事聯絡會黨，爲擧事之準備 °廣州、惠州兩次起義’鄭氏號召之力頗大。一九〇 

一年去世。參瑪自由：「鄭士良事略」，載《革命逸史》，一册’頁三七至三九；羅家倫： 

《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三七。 

5 8
楊襄甫爲敎會中人，曾任博濟醫院助敎，博通中外史籍’爲孫中山所景仰。民國 

成立後’曾任農林部參事，後仍傳敎如故。參瑪自由：「興中會初期孫總理之友好及同 

志」，載《革命逸史》，三册，頁二 ；羅家倫：同前註，頁三九。 

5 9
何敢是倫敦會 早期的中國傳道人何福堂之子，創辦香港西醫書院。他對中國之 

維新及革命事業，嘗大力襄助。參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第五章；又羅著： 

《國父之大學時代》，頁七九、八九至九二。 

6 Q陳少白爲美南浸信會敎師陳夢南之姪，一八八九年受洗，時就讀於廣州格致書 

院，在孫中山的邀請下轉至西醫書院讀書。陳氏對中國革命事業貢獻甚大，曾於一九〇 

五年任香港同盟會會長 ° 一九一一年辛袁革命成功後，短期任廣東外交司長。參陳德 

芸：《陳少白先生年譜》，頁十一、十五至十六；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台北：中 

央文物供應社，一九五六），頁四至五；羅香林：《國父之大學時代》，頁九二至九三。 
6 1
關景良爲倫敦會關元昌之子，亦爲興中會會員，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參瑪自 

由：「興中會四大寇訂交始末」，載《革命逸史》，一册，頁十五。 

6 2
左斗山在廣州雙門底開設聖敎書樓，由王質甫任司事，發售廣學會的新學書籍， 

兼作禮拜堂之用。兩人皆爲興中會會員’曾利用聖敎書樓作貯存彈藥之用。參瑪自由： 

「興中會初期孫總理之友好及同志」，載《革命逸史》，三册，頁十九；又瑪著：「聖敎書 

樓」’載《革命逸史》’ 一册，頁二十。 

6 3
史堅如曾肄業於廣東格致書院。後謀炸廣東巡撫兼兩廣總督德壽，事敗被捕，就 

義。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革命人物誌》，第一集，頁二八〇 

至二八八 ° 

6 4
毛文敏爲傳道人，任職西城寶華大街長老會，多借用其寓所作放置危險品用。後 

赴檀香山傳敎，歸國後任培英、協和等敎會學校敎員。辛亥革命後，任廣東財政司長， 

旋任連縣縣長。劉錦洲亦爲傳道人，因史堅如案株連下獄，經博濟醫院嘉約翰醫生保 

釋，後在廣州三望岡痳瘋病院傳敎。參瑪自由：「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載《革命逸 

史》’三册，頁五八至五九° 

6 5
例如史扶鄰統計，在惠州之役中，基督徒的參加者佔百分之三十。參史扶鄰：《孫 

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頁一九二至二〇〇。 

6 6
有關傳敎士對中國西化改革的貢獻的專論甚多’如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 

(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一九六五）；姚摄齢：《影響我國維新的幾個外國 

人》（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一）° 
6 7
梁焕眞：「自述」，載夏葛醫科大學：《夏葛醫科大學册週年紀念錄》（廣州：該 

校，一九二九）’缺頁數。 
6 8
鍾榮光：「信道自述」’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二一年），頁二四〇至二四 

二。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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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非基運動的起因 
一九二二年三月九日，上海一羣學生以非基督敎學生同盟的名義發 

表宣言，反對世界基督敎學生同盟借用北京淸華大學召開第十一屆年 

會；並指基督敎爲資本主義殖民政策的先導°他們通電全國，引起激烈 

的反響，因而爆發了自義和團事件後，另一次靡大的反敎風潮’是謂非 

基運動。 

非基運動波及的範圍，遍及各大城市；而其綿延的時間，斷斷續續 

逹五年之久。對傳敎事業及中國敎會，造成極其嚴重的打擊。 

非基運動的成因’可以就學生運動的勃興、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昂及 

無神思想的流播三方面加以探討° 

(一）學生運動政治化 
從參與運動的成員看，非基運動主要是一個學生運動，然而其策劃 

及領導的核心，卻不在學生而在政黨手中。關於這個性質，我們要從五 

四運動說起。 

儘管我們不同意周策縱將自一九一七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五四事 

變至一九二一年爲止，中國所發生的每一件政治社會事件都歸入五四 

運動的名下1 ；亦不致視五四爲現代史的分水嶺2。但卻不能否認五四 

運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對日後中國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其 

中一個影響是促進學生對政治的關心和參與。 

中國學生關懷政事，早有長久的傳統，較近代的如康有爲等領導的 

公車上書，便是一例。但是自新學制實施、新式學堂開設以後，中國才 

有鮮明的學生階級出現。這些學生或原居於城市，或來自偏遠的鄕鎮和 

農村，但因著求學的緣故，都匯聚在敎育及同時是政治中心的大城市 

裏。他們過去多與政治全無關係，但現今卻遂漸進入政治世界，對國家 

大事越來越關心。 

官辦學堂和傳敎學校在排滿革命運動時期，也曾成爲革命思想培養 

的溫牀，不少學生投筆從戎，參與革命事業，這在前章亦略有述及。但 

當時學生僅是以個人身分來投身學校之外的組織，而並非彼此認同爲一 

個學生階級，亦沒有以學生團體的名義來參政。學生組織的成立，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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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爆發以後。 

單以廣州爲例°五四消息傳來不久，各界紛紛作出反應，除通電表 

示對北京學生的支持外，又在五月十一日擧行國民大會和盛大示威遊 

行°雖然參與者大半是學生，但主持集會的卻是廣東外交後援會。事實 

上，其時廣東尙未有學生聯合組織存在。至五月二十日，廣東高等師範 

學校通知各校派代表開學生大會，才籌設聯合組織。但因著對提出運動 

的手段有不同見解，故分裂成兩個，較激進的是廣東中等以上學校聯合 

會，較平和的是廣東省會學生聯合會3。 

學生組織成立後，致力於宣傳反日運動。但至一九二〇年後，五四 

事件所帶來的反日熱潮基本上已結束，學生團體原來賴以結合的因素已 

吿失去，它要繼續存在，必須另外找尋新的角色。在北京和上海，都有 

學生轉而投身工人運動，但這總不能成爲學生運動的鮮明綱領。故在一 

九二〇至二一年，全國學生運動都陷入低潮中。廣東兩個學生組織（此 

時已分別易名爲廣東學生聯合會及廣州學生聯合會）雖未完全停止活 

動，但因找不到共同行動的方針，故都在沈寂狀態4。 

已被捲入政治漩渦的學生旣不能在學生運動尋得出路，又沒有參與 

政事的途徑，很容易地便成爲日後冒升的政治菁英所操縱的工具5，這 

是大部分學生運動所不能擺脫的發展軌跡。特別是五四運動雖然仍以自 

由民主相標榜，但其實參與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卻已不能滿足於新文化運 

動時期的自由主義思想，他們要尋求更有效的救國途徑。而這任務絕不 

是學識有限、思想都未成熟的學生所能勝任的。故此，他們只有投向國 

民黨和共產黨所提倡的思想和方略去了 6。 

適時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對學生工作非常重視。事實上，中共 初 

的成員正是受了五四運動洗禮而趨向政治化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廣東黨 

支部的成員陳公博、譚植棠、譚平山
7
，以及時在廣東工作的陳獨秀

8
， 

皆經歷了上述的晚變過程。基於他們的出身背景及其時在粤的職 

業’要接觸學生是非常容易及有把握的。一九二二年，廣東黨支部成立 

社會主義靑年團，專責靑年工作；其後又組成一個黨的外圍學生組織： 

新學生社，滲透入廣州各高等學校內，設立分部，以圖控制學生運動
9
。 

國民黨方面，同盟會 初的成員也是知識分子和學生°但在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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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間，它仍未能成功地由革命團體過渡至現代政黨。經過多次改組， 

特別是參考了蘇俄的經驗，孫中山才積極發展基層組織，建立黨的社會 

基礎。五四運動後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國民黨曾予以經濟上的補 

助”；一九二三年陳烟明叛變失敗後，孫中山重回廣東掌政，全國學生聯 

合會特在廣州開會，公然承認國民政府的代表地位 I2。一九二四年聯俄 

容共政策實施後，國民黨召開第一屆黨代表大會，分設工人、農民、婦 

女、學生等部，銳意發展基層工作 I 3。當時負責靑年部的是右派的鄒 

魯，他積極建立由黨所控制的學生組織，以爭奪學生運動的領導權。國 

民黨的外圍學生組織有廣州學生聯合會、民權社、民社、孫文主義學會 

靑年團等I4。因而在學生運動的戰線上，國共兩黨爭持非常激烈。 

孫中山死後，兩黨的角力更形白熱化。先是孫文主義學會與靑年軍 

人聯合會在黃埔軍校的競爭，繼而是國民黨的甘乃光組織的國民黨左派 

靑年社與中共控制的新學生社之劇鬭。兩團體均在廣州市內各高、中等 

學校遍設分部，彼此勢成水火。結果在一九二六年，廣州學界正式決 

裂，省、市的學生聯合會都一分爲二，國、共兩派互相對峙，造成僵局
15
。 

可以說，自一九二二年開始，廣東已沒有純粹的學生運動，學界的 

領導層已爲國、共兩黨所把持，學生運動成了政治鬭爭的一個戰場。 

要了解非基運動作爲學生運動的性質，這個背景的澄淸至爲重要。 

)民族主義思潮 
五四運動的另一個影響，是加速了民族主義思想的發展和流傳，並 

爲此時期的民族主義制定了內容：維護國權，反對帝國主義。 

據業師王爾敏敎授指出：近代民族主義的特徵，是出現了將中國認 

作一個有明確領土主權界限的國家的思想。這思想即非從西方輸入，也 

是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刺激而萌生的。維護國家主權的要求，連同傳統以 

來旣有的繼承文化和保衛種族綿延，合爲晚淸民族主義的三大元素（即 

所謂保國、保敎、保種）I6 °下面將就此三元素的消長來討論近代民族 

主義思潮發展。 

促成辛亥革命的原因雖然非常複雜’但就革命黨所提出的口號和所 

揭示的綱領觀之，保種（排滿）是 重要的主題。事實上，有淸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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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叛亂（包括三藩之亂以至太平天國）均以反對滿族政權爲號 

召，可見這個主題之深入民間。同盟會成立後所採用的會員誓詞， 打 

動人心的不在「創立民國」及「平均地權」，而在於「驅遂韃虜，恢復中 

華」，甚至有主張將同盟會稱作對滿同盟會的 I7。可以確信，直至革命 

成功爲止，大部分革命的支持者對孫中山排滿以外的其他主張是不甚了 

解的，更遑論信仰了。李劍農說：「這便是淸朝皇位所以容易顚覆的原 

因，也便是同盟會組織不健全的原因。J1® 

雖然淸末的革命黨人刻意地造成一種輿論：滿淸政權是中國一切問 

題的禍源，從而更合理化他們的革命行動。如陳天華認爲淸政府早已倫 

爲帝國主義的奴才，革淸廷的命，即等於革帝國主義的命 I9 ；蔡元培指 

滿人這個名詞代表特權的記號，反滿就是反特權。但是，這總不能掩 

飾排滿是整個辛亥革命的焦點。 

晚淸的保種問題，除了漢滿之爭外，應還有列强侵略。但是在興中 

會與同盟會的約章宣言裏，我們卻找不到任何明確反帝國主義的言論。 

或許這是因爲孫中山及不少同盟會的領導人都是留洋歸國的知識分子， 

對西方較爲好惑，希望爭取到列强的支持，協助中國近代化；又或許如 

孫中山所言：「吾國今日所以墮落於半獨立國之地位者，追原禍首，其 

咎在滿人。」
2
1他們不認爲帝國主義是禍害中國的罪魁禍首，只要推翻 

滿淸，中國不再封閉、無知、妄自尊大，便能與列强和平相處。 

若保種的意義僅限於排滿的話，那辛亥革命不啻是完全竟功了。 

至於保敎方面，民初的知識分子面對著革命成功後國內叢生的種種 

問題，產生了對傳統文化懷疑、甚至全盤否定的態度。他們認爲所有傳 

統都只會妨礙中國的進步，爲救中國免於危亡，必須毅然將之砍掉
2 2
 ° 

林毓生稱這思想爲反傳統的民族主義，並指出「整體性反傳統主義與民 

族主義在思想上的混合，產生了極大的緊張，造成了日後中國思想史與 

政治史上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
2 3
但無論如何，民初的反傳統思想， 

已使保敎不復爲多數知識分子所自覺的職志了。 

保種的業已竟功、保敎的不受重視，保國思想成爲此階段民族主義 

大的表達。 

保國思想其實自晚淸創發開始，一直未嘗或息；而在五四運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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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陳地高漲。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略已具體化的在山東問題上表現出 

來；堂堂的歐戰戰勝國竟不能主宰其國土的命運，主權被剝奪的事實已 

昭然在目。因此，民族主義乃聚焦在維護主權的要求上。從一九一八年 

以後，中國各界及海外華橋，力促政府切實處理靑島問題，以至五四當 

曰學生所提「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宣言，都可以看出挽救國權是他們 

主要的宗旨。 

另方面協約國在巴黎和會上出賣中國，使原來對美總統威爾遜的國 

際平等自由號召深抱期望的國人極度悲憤，他們對西方的幻想完全幻 

滅°在知道不可能與列强和平共處、互助互惠的情況下，一直埋藏著受 

傷害的仇恨乃遽然暴發，反帝國主義思想遂高漲起來。這轉變在孫中 

山的言論中亦可發現。至於一九二〇年蘇俄向中國招手，社會主義風行 

於知識分子中間，則列寧的反帝國主義理論亦給與國人不少傲示，甚至 

提供一個將感情理論化的出路。
24 

總而言之，維護國權、反帝國主義是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民族主義的 

總路向。不獨國共兩黨以此號召人民；即普羅大衆，在目睹日本侵略步 

伐日緊一日的情況下，亦確認反帝國主義爲中國唯一自救之途。此思想 

之普及，雖三尺童子亦能知嘵
25
，稱其爲國人的共識，實不爲過。 

這種民族主義的泛濫，對在華的傳敎事業構成重大的挑戰，亦是引 

致非基運動產生的重要原因。 

(三）無神思想的流播 

前面我們曾指出：一九〇〇至二〇年代是基督敎發展的黃金時代， 

反敎的風潮減少，而信徒人數卻有大幅度的增加。人民對基督敎的態度 

亦大爲改善，視爲進步的象徵。 

但是，基督敎之受到歡迎，與其說是它的敎理令國人信服，不若說 

是因爲它仍被視爲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並因國人對西方文化的觀感已有 

轉變所致°就好像在晚淸，國人排斥基督敎，主要亦不是反對它的敎 

理，而是抗拒所有西方的事物，基督敎亦一倂包括在內。事實上，中國 

人的宗敎觀是帶著很强烈的實用主義色彩的，一個宗敎是否値得信奉， 

往往不在乎其敎理是否可信’而在乎它能否帶來任何的好處。踏入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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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當中國人遂漸放棄對傳統文化的效忠，另尋救國的途徑時，基督 

敎曾是他們考慮的一個可能的出路，靑年會所提供的道德敎育和社會改 

革事業之廣受歡迎，及艾迪多次來華講論中國前途所引起的震撼，可爲 

其證，只是後來國人放棄了這可能吧。 

爲何國人會始而考慮、繼而放棄呢？這其實與自由主義精神的沒落 

同出一轍。基督敎提出的道德、人格與自由主義所强調的理性、自主、 

科學、進步等觀念，都是極易打動人心的，且能改變人的價値觀。但是 

它們的困難卻在提出價値之餘，未能指陳一條具體可行的出路，以解決 

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政治和社會困局。在知識分子自覺形勢緊急的情況 

下，價値只能成爲策略的犧牲品；即如陳獨秀在一九二〇年仍爲文建議 

國人效法耶穌崇高偉大的人格
2 6
，但後來卻在政黨政策的需要下，徹底 

反對基督敎
2 7
。 

除了基督敎的救國功能受到懷疑外，在此時期，無神思想亦廣泛流 

播，也使國人對基督敎的好感減損。第六章已經提到，二十世紀傳敎士 

在歡慶中國開辦新敎育的同時，已警覺到世俗主義和懷疑主義的出現。 

至民國成立後，由於留學歸國的人日多，情況更爲嚴重。正如白士福 

( J . W. Bashford )在一九一四年所言： 

「我們必須記得令天有爲數不少的青年從日本及歐美留學歸 

來，他們均受過史賓塞（Heber t Spencer )的不可知論、馬 

克思的唯物主義及Haeckel的唯物主義所影響。」
2 8 

只要我們參考自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寫「以美育代宗敎」一文開始，知識分 

子討論宗敎的文字，特別是一九二一年以後的宗敎問題論戰，就可印證 

白士福之言無誤。確實地，民初知識分子對宗敎的看法，皆受著十九世 

紀開始西方遂漸普及的無神論思想之影響，如胡適的自由主義、李石 

曾的無政府主義、蔡元培等的進化觀念皆是。正如周策縱所言，在非基 

運動中，中國人大量引用西方學者的言論（特別是英、法、俄三國）來 

反對基督敎；而宗敎信仰者亦用西方學者的話來反駭，這幾乎是重複近 

三、四百年來西方社會的宗敎論戰
2 9
。 

雖然反敎者提出的學說各有不同’但總的來說，都有著明顯的科學 

牛義（Scientism )的特徵°中國人學習西洋科學已有長久的歷史’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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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之廣被接納和推崇，卻還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此時，中國人不但 

對科學的研究和成果全然接受，甚至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和價値觀，來 

重組他們對社會人生的態度，因而排斥一切違反自然和理性的神話傳 

說，對宗敎自然亦不會例外°是以理文森（Joseph R. Levenson )曾 

作出這樣一個解說模式：十九世紀中國人反對基督敎，是因爲它與中國 

傳統相違背（un-tradit ional )，但二十世紀國人的反敎，卻是由於它 

與現代科學相衝突（un-modern )。中國人反敎思想的轉變，反映了 

傳統文化的析離。 

無論如何，西方無神思想的輸入，即使不會立刻導致與基督敎的磨 

擦，但已沖淡了上一階段中國與基督敎的和諧關係，爲反敎運動預備了 

社會心理的基礎。 

無神論思想的普遍，可以用一個例子來作結：廣東一位政府官員， 

曾這樣對某傳敎士說：「從前敬基督徒的，總愛對別人說他不拜偶像。 

但今天這個註腳已不再能敬爲基督徒與非基督徒間的分判了，因爲有更 

多非基督徒是不拜偶像的。」
3
1 

第二節非基運動在廣東 
非基運動可以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一九二二年，第二階段 

是自一九二四年起，至一九二七年爲止。 

)第一階段 

自一九二二年三月九日，上海學生以非基督敎學生同盟名義發出通 

電後，各地紛紛響應。三月十五日，廣東社會主義靑年團在其附屬刊物 

《先驅》內出版一張「非基督敎學生同盟號」，除轉載非基督敎學生同盟的 

宣言和通電外，又刊登了「基督敎與世界改造」、「基督敎與資本主義」、 

「基督敎與共產主義」等數篇文章，進一步闡釋非基督敎學生同盟宣言內 

對基督敎的指控：敎會在歷史上作惡多端、資本主義國家欲以宗敎來欺 

騙國人，例如赤光的「基督敎與世界改造」一文便指出： 

「敬告我親愛的青年同學：編賊們底國際的聯合已經在華盛頓 

開 t窣割全世界了。現在他們底支流狳裔又在别立名目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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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t ’想要欺緣我們’愚弄我們’使我們作他們『本店自造』的 

上帝底隸了。我們快醒罷！ 一致反對罷！」
32 

雖云是宣傳文字，但其意圖在挑起國人對國際聯盟壓迫中國的仇恨感， 

並將此感情傾注在基督敎之上，則昭然若揭。 

三月二十一日，北京一羣爲數七十七人的學者，包括李石曾、李大 

則等，以非宗敎大同盟的名義聯署發表宣言和霰電，指出宗敎對人類的 

禍害，中國原爲無敎之國，但近數十年基督敎卻來毒害國民，故他們組 

織同盟以對抗之。陳公博等編的《廣東羣報》將此文予以轉載
33
，於是知 

識分子正式介入這個原由學生發起的運動中。 

從三月底開始，反基督敎的文字陸續在廣州的報刊出現。其中 惹 

人矚目的是汪精衛，他於三月二十九日先在廣州各報發表「力斥耶敎之 

三大謬」一文；四月三日更在報上公開他向非宗敎大同盟發起人之一的 

李石曾的覆電，指出：「耶敎與科學不並立，與進化尤不並立；歐洲自 

陸謨克、達爾文以後，耶敎家已無立足之地，乃轉其毒焰於亞洲。」
3 4 

其後汪氏還寫了數篇反基督敎的文章。當時他的身分是廣東省敎育委員 

會的會長；作爲國民黨的領導人物之一及廣東省敎育當局 高負責人， 

公開反對基督敎，自然使整個運動更受公衆注目了。 

陳公博等所辦的《廣東羣報》，是支持非基運動 力的報刊。除不斷 

轉載非宗敎大同盟的言論外，又另闢專欄，發表反敎文章。故有人以爲 

該報是廣東非基運動的大本營
3 5
。陳公博、譚植棠等該報創辦人皆共產 

黨員，陳獨秀更爲共產黨黨魁，他們之不斷發表文章攻擊基督敎，難免 

使人懷疑非基運動是由中共所策動的
3 6
。不過就目前的資料而論，實無 

法證實此假設；因爲在二〇年代，抱持「共產的社會主義」思想
37
的人在 

知識分子中間相當普遍，絕不限於共產黨員；加上當時資本主義國家侵 

略中國是一件衆人皆嘵的事實，而非共產黨員製造出來的假象，故此， 

即使中共在一九二二年聽從共產國際之命確立了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 

兩重任務，也不能說所有採取此兩立場的人皆共產黨員。事實上，當時 

國民黨人支持非基運動的亦相當多。 

四月是非基運動的高峯期，至五月反敎言論已遂漸沈寂下來。七月 

後，據美國駐華大使Jacob G. Schurman所言，民衆對非基運動已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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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興趣
38
，第一階段的非基運動於焉吿終，甚至不久連《廣東羣報》亦停 

止出版了。 

緊隨著第一階段非基運動結束而來的，是一場知識界對科學與玄 

學、宗敎與人生的大辯論，牽涉的學者相當多，討論氣氛非常激烈。中 

國社會主義靑年團的機關刊物《中國靑年》，卻仍不斷有攻擊基督敎的文 

章出現；例如在一九二三年，基督敎靑年會在廣州召開全國靑年大會， 

該刊便連續數期爲文攻訐
39
。 

)第二階段 
一九二四年八月初，非基運動捲土重來。上海有些靑年重組「非基 

督敎同盟」，借《覺悟》（《上海民國日報》附刊）出一週刊，以指導和聯 

絡整個運動°各地先後成立同樣組織。此階段非基運動得到了國民黨一 

些領袖支持，中央監察委員吳稚輝，八月在上海擧行的非基督敎同盟集 

會上，便公開譴責基督敎是帝國主義的先鋒。 

非基督敎同盟成立不久，廣州迅速組織同盟支部。由於廣東是國民 

黨和共產黨直接控制的地區，兩黨都制定了反帝國主義的策略，因此廣 

州的非基運動發展至爲蓬勃，行動也遠較他地爲激進。除了國民黨的黨 

報《上海民國日報》和副刊《覺悟》，及共產黨的機關刊物《濯導》和社會主 

義靑年團的《中國靑年》等喉舌，對基督敎展開猛烈的抨擊外，兩黨的外 

圍組織如新學生社、知用學社、國民黨廣州靑年倶樂部、廣州反抗文化 

侵略靑年團等，亦紛紛以文字、請願、通電、集會等行動來參與非基運 

動，聲勢極其浩大。 

在此階段，國、共兩黨都積極推動非基運動，其中尤以社會主義靑 

年團爲 力。該團早在一九二二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將支 

持第一階段的非基運動列爲他們的工作目標之一；並指出「對於此種非 

基督敎非宗敎的團體應盡力幫助進行’並宜在此種團體內組織靑年團同 

志的小團體，此種小團體應盡量活動以達至指導的地位。」
42
換言之即 

欲爭奪運動的領導權° 一九二五年該團擧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反對基督敎決議案」，重申要幫助非基督敎同盟發展至全國各地，並且 

預備宣佈一切基督敎徒、敎會、敎會學校、基督敎靑年會的罪惡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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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政黨的策劃和推動，第二階段的非基運動進行得極有步驟， 

亦更具規模。廣州同盟支部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至二十七日，即 

聖誕節的時期，定爲「非基督敎週」，動員羣衆示威遊行、散發傳單、分 

隊演講，並到敎堂擾亂秩序。據報起碼光孝路、廣大路、四牌樓、大塘 

街、靑年會等禮拜堂在擧行聖誕慶祝會時，均被該同盟的成員强行闖入 

會場，强迫聽者離座，甚或以武力相晚，以圖搗亂。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震驚全國的五册慘案發生，掀起了人民强 

烈的反帝國主義怒潮，各界相繼罷工、罷市、罷課，並要求收回英日租 

界，取消領事裁判權。六月十九日及二十一日，香港及廣州沙面英租界 

華工爲援助五：^^慘案，擧行大罷工，有二十餘萬人參加。二十三日，廣 

州市各界對外協會擧行示威大遊行，途經沙面對岸沙基，竟遭英軍開 

火，法軍艦亦開砲轟擊，死工人民衆六十人、陸軍學生二十三人，傷五 

百餘人，是爲沙基慘案。 

沙基慘案發生後，廣州人民的仇外感情更織。國民政府發表告各國 

人民書，說明中國所受帝國主義的痛苦，非廢除不平等條約不能剷除帝 

國主義的禍根。中共亦號召全國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野蠻屠殺。在香 

港十餘萬的工人返回廣州，不准英國商船進口 ；又設立省港罷工委員 

會，使大罷工堅持了十六個月之久
4 5
。在如此强烈的反英情緒下，所有 

在廣東的英籍傳敎士都要離開工場，逃至香港。至於其他國籍的傳敎 

士，即使能留在工場，也受到很大的影響；他們不能僱用僕人，食物供 

應有時出現困難，公開聚會也受到干擾
47
。 

基於對外國人的仇恨感情，非基運動轉趨暴力化。有報導某些城鄕 

的基督徒被人逮著，掛上「漢奸——洋人走狗」的牌子在頸項並遊行示 

衆。甚至有信徒被殺
4 8
。而在一九二五年聖誕節非基督敎週時，亦有敎 

堂被佔、傳道人被毆的事件發生
49
。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各界團體又組成「廣東反基督敎總同盟」，發表 

宣言，指出反基督敎的目的在使民衆覺悟，尤其使中國基督徒不與帝國 

主義發生關係°並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三晚於廣東大學禮堂擧 

行反基督敎演講大會°從此，廣東的非基運動乃獨立於全國之外而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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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民政府對非基運動的支持，甚至縱容人民騷擾敎會，故對 

基督敎造成很大的打擊。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傳敎工作不獨未能擴展， 

反而有收縮的現象；特別是在偏遠鄕間的敎堂，不少被迫關門，信徒亦 

流失不少
52
。 

在華傳敎士人數亦大幅下降。一九二五年本是來華傳敎士 多的一 

年，逹八千三百人
5 3
 ；但至一九二八年急降至三千一百五十人

5 4
。廣東 

的情況更惡劣，一九二三年（未至高峯期）已有八百十六人
5 5
，但在一 

九二八年僅餘二百六十二人
5 6
，下跌了六成以上。傳敎士人數下跌，除 

了前述在五 i慘案後英籍傳敎士離華外，當國民革命軍在一九二六年開 

始北伐時，各地傳敎士在領事或差會的命令下，亦相繼離開中國，以防 

有不幸事故發生
5 7
。而事實上，北伐軍所到處，的確屢有佔住敎堂、醫 

院、學校的情形58。 

及至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展開淸黨行動，掃除共產黨分子及過激 

派；共產黨策動武裝衝突，轉戰於粤東一帶，旋失敗而逃。第二階段的 

非基運動遂在全國政府氣氛急劇轉變下遂步遏止。但是，雖然廣東政府 

已停止對反敎運動的支持，各地的宣傳和活動卻未遽然中止，某些地方 

的反敎情緖仍然强烈，要待若干時日後才遂漸淡化。 

(三）學潮的發生 

非基運動的矛頭主要是指向傳敎敎育。 

知識分子對傳敎敎育的指控很多，包括：它是奴隸敎育、傳敎學校 

壓制愛國運動、麻醉中國人的民族性°這個指控不盡然是無的放矢， 

前章已指出：十九世紀傳敎敎育所灌輸的，是一套與傳統中國文化截然 

不同的價値體系和生活方式，導致學生與原來的社會脫節。故一九一〇 

年的世界傳敎士大會，亦有在華傳敎士批評傳敎敎育造成學生的民族意 

識減低(denationalize the pupils )叨 o 

不過，這弊點在二十世紀後已遂漸有所改善。從辛亥革命時期，傳 

敎學校學生的表現，足證他們的民族感情未嘗減少。五四運動爆發後， 

傳敎學校亦有積極響應。各校學生分別加入了兩個學生聯合組織，如省 

會學聯有嶺南大學、培英中學、靑年會中學、眞光女校、培道女校、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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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女醫等，中上學聯也有培正中學、中德德文學校等參加。不過大部 

分傳敎學校均不主張採過分激烈的行動，故在學生運動轉趨政治化後， 

遂漸在領導層中隱退。 

國、共兩黨企圖操縱學生運動後，對傳敎學校亦傲了很多工作。國 

民黨方面，中央委員、靑年部部長的甘乃光組織了國民黨左派靑年社 

(與中共的新學生敵對）。由於他原畢業於嶺南大學，故甚得傳敎學校 

學生支持，初期參加該組織的多是傳敎學校的學生。
6 2 

共產黨方面，工作更爲積極。早在一九二二年社會主義靑年團召開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便通過「關於敎育的決議案」，其中包括在敎會 

學校內促成平等待遇運動： 

「現在中國敎育界到處佈滿了基督敫的勢力，以銦蔽青年的思 

想；而非基督敫的青年，在敎會學校内受種種不平等的待遇和 

壓迫。我們爲這種非基督敎青年的利益計’應努力I助彳也們在 

敎會學校内作平等待遇的運動。」
63 

其後，《中國靑年》發表數篇文章，公開鼓動學生發起學潮，來改造 

學校
6 4
。學潮發生後，又爲學生們辯解，指學潮之促成，過不在學生， 

而是「應當由統治階級與學校敎職員負責任」
65
。 

文章鼓動之餘，社會主義靑年團的外圍組織新學生社更努力滲入學 

校裏面，煽動學生起來反抗校方。一九二四年非基督敎週，社會主義靑 

年團號召人民到傳敎學校、敎會及靑年會進行反敎活動時，培正中學的 

敎師梁均默（寒操，後從政）曾與宣傳隊展開過舌戰66。 

政黨活動固然是促成學潮的主要原因，但事實上當時反帝國主義思 

潮的泛濫、非基運動對傳敎敎育的責難，對傳敎學校學生已造成很大的 

影響。他們不少懷疑校方的辦學企圖和誠意；加上經過多次學生運動的 

洗鍊後，學生已趨激烈，遇有任何不平的事，動輒以罷課、罷考、退學 

爲要脅，與校方對峙。是以學生和學校的關係不復昔日的和諧。而學生 

的激烈行爲和不敬態度，實令素以校風嚴謹、管理完善見稱的傳敎學校 

難以容忍，衝突乃不可避免。 

五册慘案前廣州所發生的傳敎學校風潮，要以聖三一學校一宗 爲 

嚴重。事緣一九二四年四月，該校部分學生向校方要求組織學牛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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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以學生會過分政治化爲理由，不予批准。學生於是進行罷課，復又 

聯絡新學生社及國民黨中央黨部，尋求援助；在後者的支持和策劃下， 

事情轉趨惡化。四月九日，校方宣佈將爲首鬧事的三名學生開除，並宣 

佈放春假。學生則發表宣言，向各界呼顢，要求「在校內爭回集會結社 

自由！反對奴隸式的敎育，收回敎育權！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6 7
宣 

言發表後，廣州學生聯合會及其他學生團體通電聲援。國、共兩黨亦刻 

意將事件擴大，使其成爲反帝國主義侵略的一個樣板，纟卩《中國靑年》便 

這樣說： 

「大家合力來作聖三一同學們的聲援！不惟是援助聖三一同 

學，並且要謀根本解決抵抗一切帝國主義者的隸敫育，根本 

解除一切在帝國主義者奴隸敎育中所受的痛苦，一切不平不自 

由的待遇。起！速起！莫輕輕放過聖三一同學們的呼聲。」
68 

學生續與校方談判，再度發表宣言，提出三個要求：一、學校收回被開 

除同學；二、校長污辱中國，須向學生謝罪；三、不得干涉學生集會結 

社
69
 °綜觀整個宣言，其實已完全沒有談判的誠意，僅餘製造更多輿論 

而已。並且’筆者絕對有理由相信兩次宣言甚至不是由學生起草，而是 

有人在幕後代筆的
7
°。在校方堅持革退爲首學生的情形下，五月十五 

日，八十三名學生聯名函請退學，並要求校方退回部分學費，事件始吿 

結束。經國民政府安排下，被革退學生分別被安排往廣東大學、廣大附 

中、執信學校就讀7
1
。 

一九二六年四月，廣州黃埔軍校學生竟佔領了聖三一中學這間「英 

帝國主義機構」，驅散了學校的敎職員及學生，學校於是關閉。經差會 

多方交涉下，始於一九二八年九月以小學的形式重開，一九三〇年續辦 

中學72 0 

從聖三一事件可以看出，傳敎學校之受到民族主義的攻擊，已不再 

是由於課程內容與中國文化不相胞合，而是壓根兒因爲它是由外國人所 

開辦的學校；傳敎學校之被指責奴化學生，亦不在於學校沒有敎導學生 

關懷中國，而是在於校方限制學生參與反帝國主義的運動。當然作爲一 

間由外國人開辦及主持的學校，校方不會歡迎學生進行反對他們母國及 

反對他們（傳敎士、傳敎敎育工作者）的運動，是不說自明的。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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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年代’民族主義旣被約化而等同於反帝國主義之時，傳敎學校之不 

讓學生反帝，就是徹底不愛國了。 

其他傳敎學校雖未發生學潮，但亦深引爲戒，對學生動向極其敏 

感。一九二五年五册慘案發生後，反帝國主義怒潮高漲，爲防學生參與 

六月二十三日的反英大游行，外國領事事先知會各傳敎學校，提前考試 

和放假，以便遣散學生。佛山華英中學便是其中一間，於六月十九日放 

暑假
7 3
。但是，仍有部分學生參與了游行的隊伍。 

由於沙基慘案的肇事者是英人，英國差會所受的衝擊 大，汕頭英 

長老會所設的華英中學由於學生發動的反英運動極其激烈，校方完全無 

法控制，乃被迫於八月二十二日宣佈學校停辦。學生及校外政治團體動 

員將學校交回華人自辦，並成立南强中學。九月五日，南强中學以學生 

會名義登報發出宣言，要求收回華英學校產權。他們指出華英學校產業 

原係一九〇三年中國一富有敎友陳雨亭捐資建成，委託英長老會辦理而 

已，今英長老會旣放棄辦校，乃當由中國人收回。英國差會持契約力 

爭，但因地方政府包庇，終告無效。南强中學維持了不及兩年，因經費 

支絀，一九二七年九月改爲汕頭市立第一中學，由市政府接辦
7 4
。 

一九二五年九月暑假結束，學校復課後，安息日會辦的三育學校因 

學生反對以聖經爲正課及强迫參加査經祈禱會而爆發學潮，但結果不了 

了之。一九二六年，中德中學堂和嶺南大學也先後發生學潮或工潮。中 

德中學堂事件經省府派員調解，終獲解決
7 5
。嶺南大學的問題則較嚴 

重，部分有政治背景的工人竟佔據校舍，致令學校被迫停課76。其他傳 

敎中、小學亦有因受到正面衝擊，或傳敎士離去而受到影響，被迫停 

課77° 

除了個別學校的困難外，此時期傳敎敎育尙正臨一個整體的、更嚴 

重的挑戰：收回敎育權運動。 

第三節收回敎育權運動 
在二〇年代提出收回傳敎學校敎育權的團體非常多，他們各有不同 

的政治和敎育觀點，對傳敎敎育攻擊的重點亦有異。這裏且就它們出現 

的時序先後，分別加以縷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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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宗教教育的倡議 
傳敎學校 初設立的目的，在傳敎及訓練本地傳道人，及後雖然敎 

育作爲本身的目的遂漸受人重視，以致傳敎士致力於提高學校的水平、 

改善敎育的質素，甚至產生過分强調敎育而忽略了傳敎的危機
7
8 ；但 

是，傳敎這個神聖的目的，始終不能被敎育所取代。因爲這正是傳敎敎 

育賴以存在的基礎。傳敎敎育作爲傳敎事業的一部分，無論在人力、物 

力各方面，皆須仰賴外國差會的支持；而傳敎功能，是唯一可以說服差 

會此等敎育機構在中國建立的理由
7 9
。故此即使至一九一•年，自由主 

義和社會福音的神學思想盛行之時，世界傳敎士大會的中國代表仍通過 

以敎育和傳敎爲傳敎敎育的雙重目標。 

傳敎學校對宗敎課程十分重視，早期有一半時間是用來敎授聖 

經，即使在一九二〇年後，那些注重世俗知識的中學校‘，亦每週起碼有 

兩小時屬於宗敎科目
8 2
，學生必須修讀。課本方面，傳敎小學多用《聖 

道問答》、《敎會三字經》和《耶穌事略五字經》等易於背誦的書本
83
，中 

學則以學習聖經敎理爲主。 

除了宗敎科以外，學校還有頻繁的宗敎活動。每天早上有聚會，所 

有員生均須出席，下午有祈禱會、學生靑年會的活動不等。此外，寄宿 

學校還規定學生在星期天必須上主日學，及參與禮拜
8 4
。學校希望透過 

宗敎科目和宗敎活動，使學生能夠在校信奉基督敎。 

傳敎學校的宗敎敎育，在民國成立後遂漸爲敎育工作者所詣病。  

早提出非宗敎敎育思想的是蔡元培。他在一九一二年發表「對於敎育方 

針之意見」一文中，首先論到宗敎與敎育不能並立；一九一七年又發表 

「以美育代宗敎說」，倡言以美育來取代宗敎的功能。至一九二二年非基 

運動初興時，蔡元培更指出： 

「敎育是絮助被敫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 

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份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敫育的人’ 

造成一種特别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敫育 

事業當完全交與敫育家’保有獨立資格，毫不受各派玫黨或各 

派敫會的影響。」
85 

接著他在是年四月九日北京召開的非宗敎大會上’公開反對傳敎學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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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方法來誘惑未成年的學生信敎，他認爲敎育必須保持獨立的地 

位
8 6
。這個見解得到不少學者響應。 

同年七月，胡適、丁文江、陶孟和等人於濟南中華敎育改進社召開 

第一屆年會時，亦提出「凡初等學校（包括幼稚園）槪不得有宗敎的敎 

育（包括理論與儀式）」的議案，認爲「學校不是傳敎的地方，初等學 

校，尤不是傳敎的地方。利用兒童幼稚無知爲傳敎機會，是一種罪 

惡。」
8 7
他們並決定以文字鼓吹的方式來促使此議案的生效。自此，非 

宗敎敎育的言論遂遍載於國內各期刊報章，蔚然成爲壓倒性的輿論。 

蔡元培等人認爲敎育必須以其自身爲目的，不能成爲別種企圖的工 

具，這是新文化運動時期敎育界普遍流行的自由主義敎育思想。自由主 

義的敎育思想認爲敎育必須按思想自由的原則來進行，目的是崇尙自 

然，發展個性，故不能執著，亦不能厭棄現象世界任何一部分，更不能 

爲政治和宗敎服務。這思想在杜威（J o h n Dewey )的實用主義、民 

主主義敎育哲學輸入後，更得到相輔相成的發展。 

民主主義（Democracy，或譯作民本主義、平民主義）的敎育思 

想認爲，敎育不應設定目的，它的過程就是目的。敎育應以兒童爲中 

心，順應自然的進化，讓兒童隨自己的興趣去決定學習的內容，使他們 

將來能適應環境。如此，即使培養民族精神等國家的要求，也不能放在 

敎育的鶴的上。民主主義敎育思想極受敎育家的推崇，在一九一九年十 

月太原召開的第五屆全國敎育聯合會上，便曾建議廢除敎育宗旨的規 

定、以敎育本義代替；與會者認爲：「施敎者，不應特定一種宗旨或主 

義，以束縛被敎育者。」88 

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是攻擊傳敎敎育的第一種論據，他們的焦點 

在非宗敎敎育。 

)破壊民族感情的指控 
攻擊傳敎敎育的第二個論據，是指控它破壞了國民的愛國精神。 

早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廣東省敎育委員會委員長 

汪精衛在廣州各報發表「國民敎育之危機」一文，已提出了這樣的指控： 

「如今國内天主敫會及基督敫會，隨處設立中小學，收容非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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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子弟。其所施行的，是宗敫敎育’不是國民敫育。⑴他辦 

學的目的，在於製造信徒，故於國民敫育當然不顧。⑵主辦的 

人，多是外國人，試問外國人能替我們施行國民敫育嗎？此上 

兩點，只是說他不管國民敫育；卻是除此之外，他還有反對國 

民敎育的地方。例如他敫中國歷史及國文的時候，因爲裏頭沒 

有甚麼信奉上帝的事實’他覺得沒有興味，故此任意忽略和輕 

蔑，甚者加以糟踢。學生在這種學堂裏受這種敫育，他心目中 

只知有上帝，何甞知有中國；他心目中’中國是一個極不堪的 

國度，何從發生愛中國的思想和感情，故此國民敫育完全失 

敗。」89 

一九二三年十月，少年中國學會在蘇州召開會議時，議決的綱領第 

四款亦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提倡民族性的敎育以培養愛國家保種族的 

精神，反對喪失民族性的敎會敎育及近於侵略的文化政策。」
9
° 

惟是抱持此論據以指控傳敎敎育 力的，是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 

靑年團。他們秉承著列寧的反帝國主義理論，大力的攻擊帝國主義國家 

的侵略行爲。而基督敎在他們眼裏，正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先鋒；是 

用來麻醉國人的意志，使其不能起來抵抗侵略的手段。例如他們指責靑 

年會是「英美帝國主義用以麻木輭化中國靑年的 有效力的文化宣傳機 

構，……中國的靑年們由是風俗習好變而與外人一致，對於外人只有奴 

性的募仿與崇拜，絕無反抗外人的意識。」
9
1 

至於傳敎敎育，就更是徹頭徹尾的奴化工具了 ： 

「敫會學校是做甚麼的呢？他們是要使中國人忘了國家，只記 

得上帝；忘了玫治，只記得禮拜祈禱；忘了自己與全中國人的 

利益與榮謇’只記得他們的『會長』、『牧師』的意見。每一間敫 

會學校，不知要强其幾多凊白的青年精神，那便是，不知要成 

功地造就許多便利於他們的機械傀偽。他們的洋房子造得美麗 

麼？ 一所洋房子便是銷毁我們國民性的一個大礮彈……」
92 

必須留意的是這裏所說的「國民性」，與前面引述汪精衛的話所提到的 

「國民敎育」一樣，皆是指愛國感情；或更正確的說，是反帝國主義的革 

命精神。共產主義者認爲：傳敎學校一方面灌輸崇洋媚外的思想，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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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限制學生的政治活動，使他們成爲頭腦簡單，又富奴隸性的民族，任 

由外人宰制
9 3
 ；另方面則又向學生施利誘，如爲他們在敎會學校或敎堂 

裏安插位置，介紹他們到稽核所、郵政局，或者洋船、洋行裏吃洋飯； 

到頭來使國人甘願受洋人役使
9 4
 °爲了解救這些飽受毒害的靑少年’共 

產黨人乃滲透其中，積極策動學潮，讓他們在革命的洗禮中醒覺過來。 

如同惲代英所說的： 

「我們要封閉一切敫會學校，要驅逐一切敫會敎育家’但是我 

們決不可以拋紊了敎會學校的青年。他們是受欺編的’彳也們是 

受壓迫的。我們應當去接近他們，在他們尊衆中間去活動’把 

他們聯合起來’與我們裏應外合的，撲滅敎會敎育的毒焰。」
95 

因此，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靑年團在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間各地傳敎學 

校學潮的迭起中，扮演了重要的導演角色。陳獨秀在一九二四年，因見 

政府並無全面取綺傳敎敎育的決心，乃號召說：「與其主張收回敎育 

權，不如主張破壞外人在華的敎育權。」意思是：只要促成「在敎會學校 

的二十萬男女靑年有這樣的覺悟和決心」，毅然與學校相抗，則傳敎敎 

育不攻自破96。 

五册慘案後，全國學生總會於七月召開第七屆代表大會時，中共及 

社靑團分子參加者極衆，操縱了整個會議的進行，並通過了全國學生反 

帝國主義的任務和方略，宣稱：「現在全國反基督敎的運動，已經形成 

公然反帝國主義的奮鬭。本會爲使有力的幫助這反對基督敎、反對敎會 

敎育的運動，特規定下列幾個運動的具體方法：包括規定以聖誕日前後 

一星期爲反基督敎週，散發宣傳基督敎罪惡的文字和演說，派人加入靑年 

會及基督敎所辦的一切事業等。有關收回敎育權的行動有三項：⑴呈請 

敎育部制定具體辦法，撤廢各敎會學校或收回自辦；⑵各省各地學聯會 

應組織收回敎育權運動委員會，以促進敎育權的收回：⑶對於退出敎會 

學校之學生，參酌情形，給予經濟上的援助，使得轉學他校。但 重要 

的，是鼓動敎會學校學生傲革新校務的運動。 j97 

這樣的慫恿學生起來改革傳敎學校的校政，在社會上造成很大的激 

盪，尤其給與傳敎學校和政府很大的壓力，加速了整個收回敎育權運動 

的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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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教育主權的堅持 

中國共產黨雖然在羣衆中有很大的勢力，但畢竟並非敎育界中人。 

那二〇年代敎育界對傳敎敎育的看法又如何呢？ 

若說一〇年代敎育界的主導思想是自由主義，則二〇年代便可說是 

國家主義的天下。 

國家主義的敎育思想淵源甚早，民國初年時的軍國民敎育思潮，亦 

含有國家主義的成分。一九一二年劉以鍾、吳曾禝在臨時敎育會議已提 

出「請決定相對的國家主義爲敎育方針案」，認爲敎育必須符合國家的道 

德要旨，故宗敎不應混入學校敎育，使國民道德失去中心
9 8
。惟其時自 

由主義思想居壓倒性的地位，故審議結果：「於形式一方面，贊成劉吳 

案以國家爲中心，而不背世界之原則，並不妨個性之發展。」"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國家主義並未受到重視。至五四運動後，在思 

想界，民族主義遂漸取代了自由主義的位置時，此種敎育思想才重新抬 

頭。倡議 早的是曾琦和李璜等留法學生，他們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國 

靑年黨，標榜國家主義及回國後與敎育界的余家菊、左舜生、陳傲天 

等匯合，並於一九二四年十月創辦《醒御》週報，宣傳他們的思想。不 

久，由於五册慘案等事件刺激了國人的反帝救國感情，國家主義的敎育 

思想遂普遍傳播，且於一九二六年正式登上領導的寶座。是年中華敎育 

改進社在年會上通過了「請敎育部依據國家主義明定敎育宗旨」的提案； 

而全國敎育聯合會廣東會議則提出「今後敎育宜注意民族主義案」；其他 

各省敎育會議亦有類似的主張。 

國家主義的敎育思想，是以愛國衛國爲敎育宗旨，敎育必須爲國 

家服務。正如余家菊所指陳的四點：⑴培養自尊精神以確立國格；⑵發 

展國華以闡揚國光；⑶陶鑄國魂以確定國基；⑷擁護國權以維國脉 

點 。 總 而 言 之 ’ 一切均以國家爲主，國家至上。 

國家主義者反對傳敎敎育頗力。其所持的理由除類似自由主義者認. 

爲「爲擁護信仰自由與減少宗敎衝突，應將敎育嚴守中立，不許在任何 

學校宣傳任何宗敎」，及共產主義者的「敎會學校破壞我國性、蔑視我 

文化，確然爲文化侵略之前驅乎？況敎會學校入主出奴，黨同伐異，顯 

然爲宗敎紛爭之發動力乎？吾人爲國家之生存計，爲文化之延續計，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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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之安寧計，而主張收回之°」1°
4
等外，又特別標示出保衛國家施敎 

育主權一項。 

何爲施敎育權，國家主義者認爲：敎育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不屬 

於私人或黨派所擁有。如舒新城說：_ 

「國家爲謀國基的鞏固、文化的發展，對於國民的敎育有一定 

的目標與玫策，凡爲國家所統制的人民，均不可不受其支配而 

连照其方針進行。這種施敫育的權利爲國家所特有，故謂之爲 

國 權 。 」 、 

舒新城接著解釋：施敎育權即敎育行政權，包括釐定敎育宗旨及方針、 

創制學制系統及其他敎育機關、監察各敎育事業、處決不合法的私立學 

校等權力。 

爲何知識分子要强調國家擁有施敎育的主權呢？其實他們欲申明的 

是：「只有」國家才擁有施敎育權，國家以外的私人或團體都沒有。這 

「以外」的，主要是指傳敎士。他們爲甚麼認爲傳敎士侵犯了中國的施敎 

育權呢？以下且作一些背景的交代。 

如前所述，中國人要到甲午戰後，才對主權觀念普遍認識，並且成 

爲民族主義的重要內容。但是在敎育方面，直至一九〇三年奏定學堂章 

程頒佈爲止，中國政府都未建立自己的敎育系統，遑論敎育權了。即在 

學部成立、中國陸續興辦新學之後，滿淸政府還是欲效出讓治外法權予 

外國的事，盡量使自己不涉入洋人的事務中。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 

六年），學部發給各省的咨文云： 

「至外國人在内地設立學堂，奏定章程並無允許之文’除已設 

學堂暫聽設立；毋庸立案外’綱後如有外國人圣請在内地開設 

學堂者，亦均毋庸立案’所有學生概不給予獎勵。J1。6 

及至民國初年，中國政府內憂外患甫至，亦無暇理會外人在華所設 

的敎育事業。雖然早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敎育部已頒佈「公立專門 

學校規程」’規定私立學校的設立必須呈報敎育部批准；其後又陸續 

公佈私立大學規程’訂立立案辦法°但傳敎學校多不遵循。 

在華的傳敎學校，特別是傳敎大學，反而往往向設立該學校所屬的 

差會的母國註册。例如，嶺南學校於一八九三年開辦前，便先在紐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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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美董事會所在地）註册，獲准將來辦至大學時’得有發給學位之 

權,°
8
。及至一九一七年該校正式升格大學，校方乃向紐約州大學評議會 

(Regents )提出申請批准頒發學位。在申請手續未完成前，紐約州 

大學評議會先授權美國駐廣州領事，審核該校畢業生的資格，然後由美 

國簽發學位寄至廣州，這是一九一八年嶺南大學第一屆畢業生的學位頒 

授程序。此外，嶺南大學又得到美國哈佛、耶魯等十五間 頂尖的學府 

承認學位資格，准許畢業生往升讀研究院。 

平情而論，傳敎學校在開辦之時，中國不但未有類似的學校，沒有 

學制的規劃，甚至連敎育部都沒有。在此情況下它們獨立發展旣是無可 

厚非，亦無可奈何。而且傳敎大學爲要確保學位被外國承認，以至畢業 

生能出洋升學，尋求在歐美各國立案，也是不得已的事。問題是：傳敎 

大學的校董會在外國，校長是外國人，學制是外國的，連學校也在外國 

註册，那它不僅是外國人在華開設的大學，從法理上簡直是在華的外國 

大學了。 

立案問題尙不是刺激國人的首先原因。反而是傳敎中、小學的靡大 

數量，以及自成獨立系統，才使他們側目。第五章已敍述了傳敎學校系 

統化的過程。踏入民國以後’系統化的步伐越來越快，組織也越趨嚴 

密； 巔峯的是在一九二一年，北美國外傳敎會議顧問研究委員會 

(Commit tee of Reference and Counsel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經中國的基督敎敎育會邀請，派遣了一個極具專業地位 

的敎育調査團來華，全面檢討在華的傳敎敎育事業。他們花了四個多月 

的時間，訪査各地學校情況， 後寫成《中國基督敎敎育事業》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 一書 ° 

此報告書建議將全國各級的傳敎學校統一起來’建立一個完整的敎 

育系統，而且有一個全國性學校分佈計劃°它將中國分成六大區域：華 

北、華東、華南、華西、華中及福建，每縣至少設一模範小學，每省省 

會均設男、女完全中學，每大區域設有大學及師範學校’各自成一升遷 

系統。此外，又設置一獨立的敎育行政機構，指揮管理所有傳敎學校m。 

這個規劃極其宏偉，理想也甚遠大 °但是在一個主權國家之內，建 

立一個完全獨立的全國性敎育系統，就未免侵害了該國敎育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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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犯了它的敎育主權。對於主權民族思想高漲的二十年代的中國人，不 

营是一大挑釁，特別是該報吿的完成日期是一九二二年年中！ 

國家主義者對於傳敎敎育在中國自成獨立系統，感到非常憤慨，認 

爲此乃侵犯了中國的施敎育主權。他們一方面製造輿論，以國家主義精 

神來統一敎育界的思想，如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出版的《中華敎育界》，便 

以「收回敎育權運動」爲題，從多個角度說明收回敎育權的必要。另方面 

又催促政府取締傳敎敎育，並訂定各級學校收回後的經費、自辦原則， 

以及敎會學生的資格、待遇、轉學辦法等。 

在衆多主張收回敎育權的言論中，以國家主義者的鼓吹 爲積極， 

亦 具說服力。 

(四）爭取收回教育權的行動 

前面我們看到不同團體各持不同的理由來反對傳敎敎育，並且亦各 

自有不同的策略措置，來推動整個收回敎育權運動，以下將會摘要敍述 

一些較爲重要的行動，及政府方面的反應。 

一九二四年七月，中華敎育改進社於南京召開第二屆年會，會上有 

關收回敎育權的提案即有三起，包括國家主義者余家菊、左舜生、陳傲 

天等人提議的「請求力謀收回敎育權」案。此議案引起相當激烈的討論。 

其中朱經農等反對遽然取綺所有外人在華所辦的學校，主張應促使他們 

註册，遵循政府的法令；但余家菊等則力持必須全面取締。結果會議達 

成一個折衷方案，規定傳敎學校必須註册，按照政府所定課程辦理，並 

且「請求政府制定嚴密之學校註册條例，使全國學校有所遵循，而國家 

亦可負監督之責。凡外人藉學校實行侵略，經調査確實者，應由政府勒 

令査辦。」1” 

此案通過後，深爲共產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所不滿。陳獨秀認爲外 

人藉敎育實行侵略，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實’何須再度調査。他又說敎育 

改進社已由研究系和基督徒把持，故不能依仗其能採取急進的措置，爲 

今之計，只有鼓動傳敎學校學生起來，消減外人在華的敎育權°余家 

菊和陳傲天亦在《醒獅》發表長文，駭斥朱經農的說法，堅持敎育權必須 

完全由國家擁有”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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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月，全國敎育聯合會於開封召開第十屆年會時，對於非宗敎 

敎育及收回敎育權乃有較切實的提議。會上通過了以下兩案：⑴敎育與 

宗敎實行分離案：各級學校槪不得傳佈宗敎，或使學生誦經祈禱、禮拜 

等事，一經有違，即行撤銷立案或解散；⑵取綺外人在國內辦理敎育事 

業案：外人在華所設學校及其他敎育事業，必須註册，並按敎育規程和 

法令辦理，又須接受政府的監督和指揮”
4
。 

此二議案甚得各方的重視，日後國民政府的政策，大抵皆依其草擬 

的來辦理執行。 

一九二五年，由於五：^^慘案的刺激，收回敎育權運動如火如荼；政 

府因鑑趨勢，亦採取了相應的行動。十一月十六日，北京政府敎育部公 

佈了「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六條」，除重申外人捐資設立的學 

校，其待遇應與本國各私立學校同等外；又規定外人所設的學校，必須 

遵照敎育部頒佈的各等學校法令的規程辦理；學校名稱應冠以私立字 

樣；校長須爲中國人，如校長原爲外國人者，須以中國人充任副校長； 

校董會中國人須佔過半數；學校不得以傳佈宗敎爲宗旨；不得列宗敎科 

目爲必修科”
5
。 

廣東方面，在聖三一中學退學學生組成的「廣州反抗文化侵略靑年 

團」等組織的運動”
6
下，廣東學生聯合會與廣東大學曾組成「收回敎育權 

委員會」，向政府條陳辦法五條；經敎育廳核可，遂擬定以下細則：宗 

敎科與一般學校科目分離、人民有信敎的自由，不能由學校强制爲本， 

及不許學校宣傳宗敎° 一九二五年九月，汪精衛在粤召開收管敎育權會 

議，實行收回敎育權；敎育部在十一月，又規定傳敎學校必須立案的辦 

法'17。 

翌年，國民政府的敎育政委員會擧行第三十九次會議，亦通過 

「私立學校規程」，內容與北京政府所頒佈的相若，規定外人所設傳敎學 

校屬私立學校，校長須由中國人充任，校董會成員須過半數爲中國人； 

學校不得以宗敎爲必修科目，不得在課內作宗敎宣傳，及不得强迫學生 

參加宗敎儀式等118。 

一九二七年，廣東省國民政府在國民黨左派及中國共產黨的把持 

下，對傳敎學校採取更嚴厲的措施’規定學校訓育主任必須由政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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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敎授社會科學的敎員，必須爲具有一年以上資格的黨員，訓育處的 

經費須佔全校經費十分之一”
9
。此項措施，其實是黨化敎育的行動。黨 

化敎育思想萌生於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曾企圖規定市敎育局職員必須入 

黨，市立學校校長須爲黨員，敎職員也以黨員爲優先的聘用條件。此 

建議爲中華敎育改進社及陶行知等人反對1
2
1，後作罷。今番重新規定， 

亦受到敎育界的反對，廣州各傳敎中學認爲這種辦法礙難遵行，請求省 

政府收回成命，結果終獲取消。 

七月，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奠都南京後，公佈「中華民國大學院組 

織法」，將原來的敎育行政委員會倂入新組織的大學院，任命反對宗敎 

及宗敎敎育 力的蔡元培爲大學院院長。蔡氏上任後，即大力整頓私立 

學校，責成各地切實執行已通過的私立各級學校立案條例、私立學校條 

例和私立學校校董會條例。其內容要點，亦與從前敎育行政委員會所通 

過的條例相若I22。 

嗣後，又陸續加添各項細則。如在一九二九年四月，第二屆全國敎 

育會議在南京擧行，會上通過取締非中國人設置小學的決議案，規定 

「非中華民國人民，或非完全中華民國人民組織的團體，不得設置小 

學；幼稚園的敎職員，均以完全藉隸中華民國的人民爲限°」12
3
是項決 

議，對傳敎小學及幼稚園造成極其嚴重的打擊。 

同年七月，敎育部又通令各省敎育廳及各市敎育局云：「查敎會學 

校在圖書館中陳列宗敎書報及畫片，希圖麻醉靑年思想，自應嚴行査 

禁。此後各校所有宣傳宗敎之圖畫’應予一律禁止陳列或懸掛，其關於 

宗敎之書籍、報章及雜誌等，除在大學及高級中學限於與選修科目有 

關’及堪備哲理上參考者得酌量陳列外，其餘應一律禁止。」1
24
廣東政 

府在接到通令後，乃將之明示出佈I25。 

八月二十九日’敎育部頒佈「修訂私立學校章程」，內容比前更爲嚴 

厲：規定在私立學校之課堂內，不得宣傳宗敎，宗敎不是必修科’須由 

學生自願參加；小學不得有任何宗敎活動；校董會成員中，外國人不得 

超逾三分之一 °及後福建省敎育廳長，首先禁止在初中開設宗敎選修課 

程，理由是根據政府的課程編製，初中並無選修科目。後來南京的敎 

育部正式禁止在初中課程內設立宗敎科目I
2 6
 °換言之’從小學到初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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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內，不得設有宗敎敎育。爲此，一些差會曾聯函表示抗議，但終告 

無效 I27。廣東省敎育當局三令五申，取締敎會學校宣傳敎義 I28。 

第四節傳敎學校的回應 
非基運動及收回敎育權運動，對傳敎敎育影響很大。運動期間，由 

於各黨派的煽動，「罷課風潮，此起彼伏，即未發生罷課者，因鑑於風 

潮險惡，自動停課，或提前放假」，授課受到很大的干擾 I2 9。國共兩黨 

駐守的廣東省，情況尤爲惡劣，學生人數方面，亦有相當的下跌。 

非基運動導致傳敎士的撤退，亦使傳敎學校的敎師人手出現問題， 

此情況尤以嶺南大學 爲嚴重，部分美籍敎員提前取消合約離去，使到 

一九二七年的課程編排出現困難，特別是英文系，敎師幾乎一空。此 

外，美國董事會在籌募經費上也產生問題。 

但是，這些只是短暫性的現實衝擊，傳敎學校眞正要面對的，是政 

府所頒佈的收回敎育權和非宗敎敎育的法令及其所弓丨起的新敎育情況。 

(一）傳教學校註册問題 
對於政府規定傳敎學校必須由中國人充任校長、校董會過半數成員 

須爲中國人，及學校以私立學校名義註册等項，傳敎士及差會基本上並 

無太大的異議。早在一九二五年，基督敎敎育會在上海召開年會時，已 

有傳敎士提出在傳敎學校內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建議 I 3 2，並且該會也進 

行改組，由華人充任總幹事 I3 3。可見他們已有將學校交回華人管理的心 

理準備。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二日’基督敎全國大學聯合會在滬江大學開 

會，議決所有傳敎大學均向政府註册I34。 

廣州嶺南大學曾在一九二六年爆發工潮，工人在政黨支持下，封閉 

學校，截斷水糧，學校被迫停課。至翌年三月，因蔣介石進行淸黨，大 

擧拘捕工會分子，事遂解決I35 °而在此之前（一九二七年一月），紐約 

董事會委派一個特別調査團來華，了解學校的情況；他們起草報吿，建 

議將學校交回華人管理I36 °經董事會批准，同年七月學校正式改組，校 

長香雅各（J. M. Henry )辭職，改任監督（P rovest ) ’由原副校長 

鍾榮光接任校長。學校英文名稱由C a n t o n Christian Col lege改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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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Univers i ty。此外’又在中國重新組成董事會，原來在紐約的 

董事會貝 IJ改稱美國基金會(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incorpo-

rated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物業仍歸美國基金會所有，但每 

年以一元的代價租給中國的董事會 I3 7。嶺南大學的改組頗爲順利，與淸 

黨後的廣東政府關係亦非常良好。鍾榮光本人因在辛亥革命及民初軍政 

府出力甚多，聲名極著；北伐成功後，國民政府委任其爲中央橋務局 

長、敎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至新成立的董事會成員中，除有著名商 

人如馬應彪、郭琳爽，政府官員金曾澄、錢樹芬外，又邀請孫科出任董 

事長。這些人都是使嶺南大學得以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 

至於中學方面，中華基督敎會廣東大會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特別委 

員會召開會議，提出將差會事工移交中華基督敎會接辦的獻議，並函寄 

加入中華基督敎會的各差會。各差會分別在一九二六年一月至四月覆 

函，表示贊同 I3 8。美長老會表示願意將培英中學及小學移交中國敎會， 

撤回原來的董事會成員及對現有敎職員的委任，留待中華基督敎會重新 

辦理；校產方面，除西人住所外，槪借予中華基督敎會爲辦學之用
1 3 9

。 

其時培英中學已由華人擔任校長，故只須向政府辦理註册便可。 

培正中學的問題也不大，一直以來該校均由華人充校長職，甚至連 

學校章程也按敎育廳的規定，故亦在一九二七年，由校董會向政府申請 

立案。培道中學於一九二九年由美南浸信會交回華人自辦，組織十二 

人的董事會，由差會及兩廣浸信會和會各派六人出席’共商校政，並聘 

陳元素爲校長141。眞光中學亦於一九三〇年由美北長老會移交新組成的 

校董會，聘麥廷錦爲校長 I4 2。其他中學陸續註册，至一九三〇年’經註 

册的中學已有下列各間（參附表八） I4 3。但亦有一些中學以宗敎理由不 

肯註册0 

小學的情況則較惡劣，由於政府規定外人團體不得開辦小學，故除 

敎會中學附設的小學一倂註册外；差會辦的小學或轉交華人敎會負責， 

如倫敦會將轄下各小學移交中華基督敎會 I
4 4
，或乾脆停辦°經濟方面亦 

出現很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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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私立嶺南大學、附屬中學、附屬中學西關分校、附 

屬華儒學校、附屬小學 

2 . 私立培英中學、西關培英分校 

3 . 私立培正中學、私立興華培正分校 

4 . 私立中德中學校 

廣 州 市 
5 . 私立培道女子中學校 

6 . 私立靑年會中學校 

7 . 私立美華中學校 

8 . 私立協和女子師範學校 

9 . 私立眞光女子中學校 

10. 私立夏葛女醫學校 

寳安(李朗） 11. 私立樂育初級中學校 

紫金(古竹） 12. 私立樂育初級中學校 

台 山 

13. 私立廣州培英中學台山分校 

台 山 

14. 私立綱紀愼女子師範講習所 

15. 私立碧光中學校（由正光女中與角石中學合併而成） 

油 頭 
16. 私立聿懷初級中學校 

17. 私立淑德女子初級中學校（但一九三〇年五月改爲 

汕頭淑德女塾，仍由英人董瑪利爲校長） 

私立美華中學校 

私立協和女子師範學校 

私立眞光女子中學校 

私立夏葛女醫學校 

寳安（李朗） 私立樂育初級中學校 

紫金（古竹） 私立樂育初級中學校 

台 山 

私立廣州培英中學台山分校 

私立綱紀愼女子師範講習所 

汕 頭 

私立碧光中學校（由正光女中與角石中學合併而成） 

私立聿懷初級中學校 

私立淑德女子初級中學校（但一九三〇年五月改爲 

汕頭淑德女塾，仍由英人董瑪利爲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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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縣(黃塘） 18. 私立樂育中學 

掲 陽 19. 私立道濟中學校 

五 華 20. 私立樂育初級中學校 

曲 江 21. 私立德華女子中學 

陽 江 

22. 私立奮興初級中學校 

陽 江 

23. 私立證光初級中學校 

五 華 20. 私立樂育初級中學校 

曲 江 21, 私立德華女子中學 

陽 江 

22. 私立奮興初級中學校 

23. 私立證光初級中學校 

(二）宗教課程問題 
非宗敎敎育的法令，是傳敎學校 難接受的一環，亦是造成許多學 

校不願註册的原因，因爲傳敎士恐怕一且註册後，便失去了向學生傳敎 

的機會。一些差會甚至寧願將所開辦的中小學全部關閉，將辦學的金錢. 

改作平民敎育用途 I 4 5。其中亦有人樂觀地認爲，即使遵守了政府的禁 

令，敎會小學及初級中學也不是全無可爲的， 重要的責任仍在基督徒 

敎師身上；他們透過每天的接觸，會對學生產生影響，甚至可以個別地 

邀請學生及其家人參加敎會的聚會 I4 6。但抱此樂觀態度的人不多。 

起初大部分差會仍希望有轉圜的餘地，故多暫緩註册，以作觀望。 

一九三〇年，中華基督敎全國總會通令各地敎會小學和初中，除非屬高 

中附辦，否則暫緩申請註册，以便向政府爭取宗敎在敎育內必須佔一席 

位。但政府的態度極爲强硬；而且北京政府於一九二六年曾頒佈取綺中 

等學校轉學條例，規定已經註册學校不能接受未註册學校的轉學生；即 

使若敎會小學不註册，中學將無法收錄它們的畢業生，或收錄後中學本 

身也不能註册，這樣對傳敎學校的學生極爲不利 I4 7。 後，大部分學校 

被迫屈服，只有一、二間，如聖希利達女子中學始終不肯註册，縱然畢 

業生得不到認可的證書，也不能升讀大學，學校亦願承擔此後果。不 

過，這些學校亦能生存下去，並未受政府干涉 I4 8。 

某於在制度上已無能爲力，辦學者乃轉而在其他方面尋求傳敎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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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例如加强敎師和學生的個人傳敎工作，强化學校原來與宗敎有關的 

傳統儀式（如眞光中學的傳燈禮），及積極發展由學校靑年會主辦的課 

外活動等I49，藉此向學生傳福音。 

也有學校改變其宗敎課程的形式，如培英中學設立了宗敎委員會， 

專責向學生傳敎的工作；除宗敎聚會讓學生自由參加外，並由敎員組織 

及領導圓桌談話會，讓學生自由參加，討論宗敎思想及人生等問題。學 

校又設有宗敎室，設置宗敎書報、各種雜誌及玩具，吸引學生到宗敎室閱 

讀及玩耍。協和女子中學則在學生課餘，指導她們閱讀關於宗敎一類 

的書籍；每星期擧行宗敎聚會一次，由校內敎員輪流講述人生問題，以 

人格修養爲中心；又有主日崇拜、團契、靑年會社會服務工作、佈道會 

等，皆自由參加。 

許多敎會學校皆設有宗敎室，設置宗敎書籍及圖片，讓學生有自由 

接觸宗敎的機會°但在一九二九年’政府進一步限制學校陳列宗敎書籍 

及圖片後’敎會學校必須再作措置。眞光中學的做法是：將學校的宗敎 

部分全然抽起，以符合政府的規定；但同時又成立一個獨立機構——眞 

光宗敎中心，這中心在組織上與學校完全分開，以致政府不能加以干 

涉°宗敎中心的地點座落於校園一角的建築物內；當差會讓學校向政府 

註册時’該建築物不包括在校舍之內。爲了促進學校與宗敎中心的合 

作，中心的三名董事以個人名義加入校董會，但兩機構並無官式聯繁。 

宗敎中心僱用了兩名職員，擧辦如崇拜、學習、社會活動、交誼聚會 

等’目的在讓學生能有一個認識基督的地方 I5 2。 

無論如何’傳敎學校已接納了政府規定的種種規制，並使她從傳敎 

敎育（Miss ion School Education )稅變成基督敎敎育（C h r i s t i a n 
Education )，從而度過了 困難窘迫的日子。並且又在各樣限制中， 

找尋新的出路，以貫徹原來傳敎與敎育並重的目標。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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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刊於《濯導》，六二期（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總頁五〇〇；又《中國靑 

年》，二九期，第二集（一九二四年五月三日），總頁七。 

6 8
「廣州聖三一同學的正義要求」，載《中國靑年》，三三期（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 

日）；並見《徵導》，六七期’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6 9
同前註。 

7
0這從兩次宣言所用的措辭和非宗敎敎育的論據可以得知。其實整件事件根本就不 

是針對著聖三一中學學生要求結社或復課，而是全面地反對傳敎敎育，主張收回敎育 

權°及後學生在退學時發表第三次宣言，更指出：「我們運動的進行方案’是分開縱橫 

兩方面的°縱的方面，是請願政府收回敎育權，凡在中國領土以內之外人所設學校，槪 

須受中國主權之支配；横的方面，是向全國國民宣傳，務使全國民盡量的覺悟外人文化 

侵略之危險，同心合力的予以反抗° J (參《中國靑年》，三六期，第二集，〔一九二四年 

六月二十一日〕，頁十四）這樣的行動部署，絕非一間中學的學生可以設計出來的。此 

外，爲首鬧事的其中一個學生梁福文，在其回憶錄「記大革命時期廣州聖三一學校的反 

帝風潮」（載《廣州文史資料》，十六輯〔一九六五年第三輯〕，頁一六九至一七九）中， 

也記述了國、共兩黨如何給與他們行動上的支持和引導•，亦足爲證明。 

7 1
參梁福文：同前註；又溫仲良編：《廣東全省敎育大事記》（出版地不詳，一九二 

六)’頁一七四 ° 

72 Gordon Hewi t t , The Problems of Succes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

ary Society, 1910-1920, Vo l . 2，pp. 230-235. 
7 3
熊眞沛：「五四運動後廣州敎會學校的反動措施及帝國主義的宗敎侵略活動」’載 

《廣東文史資料》，二四輯（一九七九年九月），頁一八六。 

7 4
黃達修：「仙頭華英學校歷次學潮與反英嗣爭」’載《廣東文史資料》，八輯，頁八 

一至八五。 

7 5
《敎育雜誌》’十七卷，第四號（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日），頁十三。 

7 6
參嶺南大學同學會：《鍾榮光先生傳》，頁八八至九十；又瑪欽：「嶺南大學工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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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會的罷工鬭爭及被解散」，載《廣州文史資料》’十三輯，頁七一至八一。 

7 7
如磐基、德基兩小學，參《中華基督敎會廣東大會報告》，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三 

月），頁四二。 

78如一位署名Phys icus的讀者投函Chinese Recorder，批評Bitton在十月號刊登 

的文章 °他指出必須確定傳敎學校內宗敎與世俗敎育的比重，否則便會導致爲提髙學校 

水平而忽略了傳敎的責任。CR , Vol. 40(Dec., 1909), pp. 713-717. 
7 9
司徒雷登（J o h n Leighton Stuart )在創立燕京大學時說：「燕京之誕生，純粹是 

傳敎事業中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宗旨在給與敎會敎友的子女受敎育的便利，或者更是 

爲了培養在敎會工作的人。這種補助的功用，給與學校那種唯一的權利——設立在中國 

土地之上，而且有權求人們予以經濟的支持。」（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p. 66.) 

Educ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National Life, pp. 65-71. 
8 1
如眞光初期的課程，「以聖經爲本，每晨於授課前先誦聖經，上午讀聖經故事，及 

與聖經關係之書，覆書以問答式，下午背誦孔孟諸篇不講解……」參劉心慈：《眞光光榮 

簡史》，頁二一 ° 

82 James B. Webster, "Progress Plans and Work in Religious Education in Chi-
na", CMYB, 1919，p. 131. 

8 3
陳景磐、呂逹：「舊中國的敎會學校述略」，載《敎育科研通訊》三期（遼寧省敎育 

科學硏究所編，一九八三），頁二一。 
8 4
如華英中學，「學生生活學習各方面，充滿著宗敎氣氛，全體學生毎日早晨上課 

前，及晚間下溫習課後，必須齊集在禮拜廳擧行朝暮祈禱式。每日三餐開膳時，學生必 

待……祈禱，然後方敢就坐擧箸。……此外，每日早禱後，全體學生分成兩班，輪流間 

曰一次聽華氏（校長）講說耶穌聖經，約半句鐘。每逢星期日上午，華氏派敎徒敎員， 

率領全體學生分班在課室學習耶穌聖經，約二句鐘。下午華氏敦請汕頭或碧石長老會牧 

師來校，由四時起，在禮拜堂擧行宗敎儀式，一如校外敎會各禮拜堂無異，全體學生必 

須齊集參加，至晚餐前散會。校中又設立靑年查經班和唱聖歌班，由敎徒學生招集有宗 

敎傾向的個別學生入查經班，或唱聖歌班’共同學習。有時由敎徒敎員率領兩班學生到 

汕頭錫安堂參加宗敎儀式，其他各種宗敎活動尙多，不能盡述。」參黃逹修：「汕頭華英 

學校歷次學潮與反英關爭」，載《廣東文史資料》，八輯，頁七九至八十° 

8 5
孫德中編：《蔡元培先生遺文類鈔》（台北：復興書局，一九六一），頁一〇〇° 

8 6
張欽士 ：《國內近十年來的宗敎思潮》，頁二〇〇。 

87同前註，頁二七二。 
8 8
陳元暉：《中國現代敎育史》，頁二十。 

8 9
張亦鏡：《批評非基督敎言論棄刊全編》’頁一〇六至一•七° 

9
0楊效春：「基督敎之宣傳與收回敎育權運動」，載《中華敎育界》，十四卷，八期° 

9
1敬雲：「靑年會全國大會」，載《中國靑年》’五期’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第一集， 

總頁十四至十五 ° 
9 2
但一 ：「廣州聖三一學生的民族革命」，載《中國靑年》，二九期’第二集（一九二 

四年五月三日），頁四至八。 
9 3
「廣州聖三一學生宣言」；參註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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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代英：「我們爲甚麼反對基督敎」’載《中國靑年》’八期’第一集（一九二三年十 

二月八日），頁六° 

9 5
代英：「打倒敎會敎育」，載《中國靑年》’六十期，第三集（一九二五年一月三 

曰）’頁一六〇至一六一 ° 
96
獨秀：「收回敎育權」，載《濯導》，七四期（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六日）° 

9 7
張欽士 ：《國內近十年來的宗敎思潮》，頁三九五至四〇〇。 

9 8
陳傲天：《 近三十年中國敎育史》（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六二），頁一九四至 

一九五。 
9 9
同前註；劉以鍾全文，參經世文社：《民國經世文篇》，四册（台北：文海出版 

社 ’ 一九七一），總頁一〇一四至一〇一六。 

•詳參舒新城：《民國十六年中國敎育指南》（上海：商務，一九二八），頁三一三 

至三一六0 

101陳傲天：「醒獅運動發端」，載《醒獅》’四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10
2
余家菊：《國家主義敎育學》’轉引自註88，頁九二 ° 

•陳傲天：「與朱經農君論國家主義的敎育問題」’載《醒獅》，二三號，一九二五年 

三月十四日。 
�
0

4
余家菊：「論敎會學校之收回與註册」’載《醒麵》，二六號（一九二五年四月四 

曰）° 

！。
5
舒新城：《收回敎育權運動》（上海：中華書局’ 一九二七），頁一至三。 

10
6
同前註，頁十五；又丁致聘編：《中國近七十年來敎育記事》（台北：台灣商務印 

書館，一九六一年）’頁二十。 

《敎育雜誌》’四卷’第十號（一九一三年二月十日）’頁三八。 

lOS《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一八年），頁一〇八至一〇九。 

109 C.H.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p. 67. 
110參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特別是頁一至二，三七七至三八三；並參李 

淸涑：《帝國主義在上海的敎育侵略活動資料簡編》，頁十一至十五。 

” 1《中華敎育界》，十四卷，八期；並見陳敢天：同前書，頁三四四。 

I12獨秀：「收回敎育權J ’載《濯導》’七四期（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六日）。 
113
陳激天：「與朱經農君論國家主義的敎育問題」’載《醒御》，二三號，一九二五年 

三月十四日；余家菊：「論敎會學校之收回與註册」，載《醒獅》，二六號（一九二五年四 

月四日）° 

114
《敎育雜誌》’十六卷，十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又《醒娜》，五號（一九二 

四年十一月八日）° 

1 1 5
舒新城：《收回敎育權運動》’頁七九至八十；陳激天：同前書’頁三四五至三四 

六 ° 

”
6
「廣州反抗文化侵略靑年團通電」’載《濯導》’七四期（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六 

曰）° 

1 1 7
舒新城：《民國十六年中國敎育指南》’頁九；又《敎育雜誌》，十七卷’第七號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頁八。 



第八章民族怒潮的彳威擊 233 

ns全文可參《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二七年），頁五一至五二。 
1 1 9

膠秋垄：「基督敎中等敎育槪況」，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二九至三〇 

年），頁肆：五六。 

1
2
0《敎育雜誌》，十七卷’ 二期（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頁十六。 

舒新城：《民國十六年中國敎育指南》’頁三二三至三二四。 
1 2 2
詳參「大學院公報」’ 一期，頁二七至三一；三期，頁八至九’收多賀秋五郞著， 

民國編：《近代中國敎育史資料》，中册’頁四二五至四二六’四六七至四六八。 

I23應元道：「一年來中國政治社會狀況及其與敎會之關係」’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 

(一九二九至三〇年）’頁壹：八。 

I2 4同前註。 

1¾「査禁敎會學校圖書館陳列之宗敎書報畫片」’收《廣東現行敎育法令棄編》，頁三 

〇一至三〇二。 

126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Church, the Report of a Duputation, 1931, 

pp. 168-169; also see CR, Vol. 61，no. 9, pp. 594-598. 

127.John Foster, The Chinese Church in Action, pp. 51-52. 

1¾「取締敎會學校宣傳敎義」’收廣東省敎育廳：《廣東現行敎育法令囊編》（廣州： 

該廳，一九三一），頁三〇一 ° 

129
鍾可託：「年來中國敎會槪況之觀察」，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二七年）， 

頁二 ° 

ISO趙運文：「民國十六年之基督敎敎育」’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二八年）， 

頁肆：二至三。 

131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pp. 116-117. 
132參《醒獅》，二七號（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133 E.W. Wallace, "Christian Education in 1925", CCYB (1926)，p. 230. 
1 3 4
舒新城：《民國十六年中國敎育指南》’頁九。 

I3 5參嶺南大學同學會：《鍾榮光先生傳》，頁八八至九十；又瑪欽：「嶺南大學工人 

共濟會的罷工鬭爭及被解散」，載《廣州文史資料》’十三輯，頁七一至八一。 

1
3 6
《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二八年），頁伍：十二。 

137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p. xvi i ；嶺南大學同學會：《鍾榮光先生傳》’頁 

九一至九二。 

I38王治心：《中國基督敎史綱》，頁二七〇° 

I39《中華基督敎會廣東大會報吿》，二十期（一九二六年五月），頁十五至二十。 

1
4
0劉粤聲：《兩廣浸信會史略》，頁三五。 

《培道中學校》’頁五；「培道校史」，載《培道中學九十週年紀念特刊（一八八 

八至一九七八》，頁四一 ° 

I42《廣州私立眞光女子中學特刊》（一九四六），頁二。 
1 4 3

此表由廣東省敎育會秘書處：《廣東全省中上學校通訊錄（一九三〇）》（廣州’ 

該會，一九三〇）輯成，所錄者皆爲已註册學校。 
1 4 4

《中華基督敎會廣東大會報吿》，二十期（一九二六年五月），頁十五至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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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5
這是山東英浸禮會的情況，參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Church, the 

Report of a Duputation, 1931, p. 169; also see CR, Vol. 61, no. 9，pp. 594-598. 
�

4 6
同前註，頁一七二至一七三。 

147
楊名聲：「中國基督敎敎育 近之趨勢」，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二七年， 

頁五三。 

148 Hewitt, The Problem of Success, pp. 230-235. 
149 Foster, The Chinese Church in Action, pp. 86-93. 
IM培英中學：《民國廿三年度私立培英中學校校務報告》，頁十至十二。 

！
5 1
謝碧玉：「宗敎槪況」，載協和中學：《協和中學創校三十五週年紀念特刊〉（廣 

州：該校，一九四六），頁二二。 

152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Church, the Report of a Duputation, 1931, 

p. 169; also see CR, Vol. 61，no. 9, pp. 59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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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非基運動的衝擊，敎會學校的發展受到很大的挫折。雖然在 

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淸黨後，强制所有工人及學生運動，取綺了共產 

黨及國家主義派這兩個攻擊傳敎敎育 有力的黨派；又重申尊重人民信 

仰的自由，對敎會學校予以相當的保護，似乎 惡劣的日子已經過 

去1。其後在一、兩年間，人們已忘記了他們曾對敎會學校極端的排斥， 

又再踢躍將子女送來，結果學校又回復負笼者盈庭的局面2。但是，這 

不是說敎會學校可以保持一九二二年非基運動前的一般模樣。事實上， 

它正經歷著一些重要的轉變。 

一九三〇年春，美國浸信會聯會（即我們稱爲美北浸信會）海外傳 

道 會 的 海 外 幹 事 （ F o r e i g n Secretary ) 弗 克 林 （ J a m e s H. 

Franklin )到遠東巡視。他花了九個月的時間深入中國內陸，訪問該 

差會在各地開設的敎會。回國後將訪問所得，寫成一個名爲《中國基督 

敎的危機》（The Christian Crisis in China )的報告，呈交董事會。 

在報吿內指出敎會學校當前面臨的危機有三： 

⑴敎會學校獨自發展，已產生與敎會脫節的情況； 

⑵敎會學校越來越受富裕的非信徒家庭歡迎，以致脫離了原來的辦 

學目的； 

⑶敎會學校過分注重發展高等敎育，以致不夠資源供應低級課程。
3 

弗克林的觀察非常正確，充分反映出敎會學校在此階段的發展趨 

向°以下我們試就他所提出的三個危機，來檢討廣東基督敎敎育在二〇 

至三〇年代的發展情況。 

第一節與敎會脫節 

(一)傳教和訓練傳道人功能的減低 
傳敎敎育原來設立的目的，是爲著傳敎和訓練本地傳道人，此二者 

亦是令到敎育可以在傳敎事業中佔一合法地位的原因。關於這一點我們 

已多次論到 °但是，在二十年代以後，此二功能都出現了重大的問 

題 ° 

首先就傳敎而言，當敎育本身亦成爲敎會學校的一個目的後，傳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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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敎育此二目的便產生很大的張力。因爲平衡兼顧只是理想的口號，實 

際 上 ， 學 校 爲 提 高 敎 育 的 程 度 ’ 必 須 增 加 世 俗 學 科 （ S e c u l a r 
Subjects )的授課時間，相應地宗敎科目的節數便被削減，有的從原來 

每曰半天減至每週兩小時4。 

其次，負責學校的傳敎士由於花了大部分時間在敎學上，自然較難 

兼顧傳敎工作°雖然後來學校多聘用專職的敎育傳敎士，但是這些敎育 

家的傳敎熱忱往往不及他們對敎育工作的委身；特別是二十世紀以後， 

投身敎育及社會服務的人很多是受著自由主義和社會福音的神學思想影 

響，摒棄狹溢的個人得救觀念，强調對社會和文化改革的責任，故對傳 

敎的熱誠不大5。 

再者，在敎師的聘任方面，從前敎會學校僱用的只是傳敎士和本地 

傳道人（多是所屬敎會學校的畢業生），但是因著敎會學校對擁有新學 

的敎師的需求量增加，而社會上卻又有越來越多符合資格的非敎徒，故 

此敎會學校的非敎徒人數自亦有上升的趨勢；並且即使是基督徒敎師， 

由於聘任他們的主因乃其學識而非其傳敎的熱誠，故傳敎亦非他們 大 

的目的，甚至存在著不少的掛名敎徒6。凡此種種，皆導致敎會學校的 

傳敎功能減退。 

有關異敎徒學生在傳敎學校隐書而受洗的，據一九〇九年的調查 

指出：二十四個辦有走讀學校的差會中，兩個報稱有很多學生受洗，另 

外三個表示有 2 5 %至 5 0 %，十二個報吿爲1 %至 2 5 %，其他則說很少或 

難以估計；寄宿學校的情況較佳，五個差會表示超過50%，三個報告 

2 5 %至 5 0 %，七個報吿1 %至25%，六個表示很少或沒有學生在離校前 

受洗7。但一九二三年，另一個調査則顯示：在二十七間高級中學（絕 

大部分應爲寄宿學校）中，簽名慕道（並未受洗）的學生約佔總數的 

10%，五十一間初級中學的慕道學生則有15% 8。雖然兩個調査的方法 

和代表性不詳，但大致上亦可反映出敎會學校的傳敎功能在二十年間 

有下降的現象。而此兩數字若與十九世紀的傳敎學校相比，肯定還要更 

差。 

至一九二七年後，由於政府限制註册的敎會中學向學生傳敎，宗敎 

科目必須列爲選修科，也不得强迫學生參加宗敎活動；甚至小學和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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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許設立宗敎科，敎會學校的傳敎功能乃受到進一步的抑壓°雖然從 

實際的效果而言’學生自由選修宗敎科未必較强迫聽課爲差，甚至有報 

吿學生因消除了抗拒的心理，對接受信仰反有幫助9 ；但是大部分敎會 

仍相信這會限制了學校的傳敎機會，故此，他們拒絕或拖延註册的時 

間，甚至乾脆關閉學校。因此，傳敎士或敎會，不免要對敎會學校的傳 

敎功能作出新的評估。 

就訓練本地傳道人而言。其實筆者在第六章已指出：踏入二十世紀 

已有不少傳敎學校畢業生投身在政界、商界或其他行業，他們已毋須依 

仗傳敎士安排出路。民國以後，傳敎學校的畢業生從事傳敎事業以外工 

作的越來越多，甚至升讀神學院、將來參與敎會工作的反成爲少數^。。 

據一九一四年陳金鏞的調查：十四間敎會學校的畢業生，願意任職傳敎 

工作的，只有十分之二或三；而九間神學院從成立至今合共未及五百人 

的畢業生中，曾受高等或大學敎育的僅八、九十人11。這反映出神學生 

的敎育水平不高，另方面也顯示：大部分受過敎會高等敎育的人都不肯 

投身敎會工作。事實上，弗克林之謂敎會學校與敎會脫節的危機，正是 

基於他觀察到畢業生不願從事敎會工作才有感而發的
12
。 

敎會學校畢業生之不願意參與敎會工作，固然是由於傳敎工作的收 

入菲薄，地位不高；而他們在學校所受的英語及西學的訓練，卻足以使 

他們在社會上攀升至更高的階層，在實際的利益考慮下，他們自然拒絕 

投身傳敎工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敎會學校之越趨高等化，訓練出來 

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才就越多。據統計，從一九二一至二九年，赴歐美 

的中國留學生共一千一百八十九人，其中有89. 4 %的學生是出自敎會學 

校
13
 ；若連同並未出國的敎會大學畢業生，人數相當可觀。但中國敎會 

直至一九三〇年代，主要成員仍是目不識丁的農民 I 4，要服侍這些敎 

徒，根本用不著這麼多受過高等敎育的人。是以大部分敎會學校畢業生 

不從事敎會工作，也是很正常的事。 

還有一個因素是必須注意的。在十九世紀，除了鄕村的一人主理學 

校，因設立的目的是傳敎，致學生主要來自非信徒家庭外，設在傳敎根 

據地或總部內的中學，收錄的絕大部分是敎徒的子女。但是在二十世紀 

以後’ 一方面由於傳敎學校過分高等化，敎會內根本沒有足夠的初級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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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升學就讀；另方面也因著社會人士已認識到傳敎學校的訓練有價， 

紛紛送子女入學，這樣，學校的非信徒家庭的子女比例便越來越高。在 

一九二一年，全國敎會中學的學生來自敎徒家庭的平均爲38%，至一九 

二六年，已降至20%，一九二九年更降至18. 3 %
1 5
。 

信徒子女人數下降，連帶影響的是學校的基督徒學生比例。一九二 

六年，華東的四十二間學校裏，據報有45%學生是基督徒，一九二八年 

降爲23. 5 %，一九二九年爲 2 9 . 2 % 1
6
。一九三五年，廣州培英中學的 

正、分校學生共一千六百多人中，基督徒佔30%I7。 

敎會學校的學生來自信徒家庭的不多，所以基督徒人數亦不多，學 

生畢業後從事敎會工作的更少，這樣，要肯定敎會學校的主要功能在訓 

練本地傳道人，似乎是困難的事。 

)經濟獨立 
從功能上，已可見敎會學校與敎會的關係疏遠了。而從學校的財政 

來源看，雙方的脫節情況便更明顯。 

基督敎自一八〇七年馬禮遜到逹中國始，至一九二〇年基督敎來華 

已百多年，在這漫長的日子裏，傳敎士建立了一個佔全國人口比例不多 

的信徒羣體；但與此同時，卻又建立起一個靡大的傳敎事業系統。單以 

一九二〇年爲例，此時中國信徒人數爲三十六萬六千五百二十七人
1 8
， 

但是敎會擁有的學校卻包括幼稚園一百三十四間、初級小學六千零十 

二間、髙級小學八百八十九間、中學三百三十一間、大學十六間及其他 

學校近二百間’，學生總人數二十三萬多人
19
。 

廣東的情況亦相若，一九二〇年全省共有信徒六萬一千多人，同時 

卻有初小六百七十五間、高小一百二十二間、中學三十七間、大學及專 

上學院共兩間，光是中、小學生便有二萬五千多人。換句話說，信徒 

人數和學生人數的比例在全國而言是三比二，在廣東則爲五比二。倘若 

敎會學校所有支出均由本地信徒承擔的話，則廣東省每五名信徒便要捐 

款供應兩名學生了。這裏我們還未計算•療和其他種類繁多的社會服務 

呢！ 

靡大的傳敎事業需要大量的人手和經費，過去一直是由外國差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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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的；但是經過收回敎育權運動後，政府明令外國人需要在敎育工作 

上退居次要的角色，傳敎士也答允將學校交回國人自辦°但是如斯沈重 

的敎育擔子，根本不是人數才四十萬，且大部分都是貧窮的農民的中國 

敎會所能承擔得起的。因此，在一九二七年，政府頒佈收回敎育權法令 

後，已有人指出中國敎貪接收學校主權的困難： 

「人才問題爲移交之主要困難。敫會學校之選才较爲嚴格，需 

宗敎知識’及敫育經驗兼有之人才，始得合暹。基督敖學校之 

經費多半爲差會接濟，即便得有相當之人才，又須能得差會之 

完全信任始可。多數基督敫學校除差會常年經費之外，尚靠 

辦理學校者之西人暮捐’ 一旦移交’能否保存此經濟現狀者， 

尚爲一聯帶問題。」
2
1 

其實，這不僅是傳敎敎育轉變爲基督敎敎育時所面對的困難，也是 

中國基督敎敎會要謀求自立的 大障礙所在。自一九二二年，基督敎在 

上 海 召 開 全 國 大 會 ， 討 論 如 何 建 立 中 國 敎 會
2 2

開 始 ， 本 色 化 

(Contextualization ) 一直是中國基督徒 大的目標；而在非基運動 

的刺激下，讓敎會中國化：自治、自傳、自養的要求更甚囂塵上，但問 

題是中國信徒根本承擔不起這個由傳敎士多年奠立起來的傳敎事業。是 

以直至一九四九年，除少數完全不開辦任何學校或社會服務的本地敎 

派可以成功地自養外，所有由差會直接建立的宗派，無一能夠逹成自養 

的目標。 

一九二七年，已有傳敎士基於此緣故而反對中國敎會的自治，他們 

認爲「問題不在於傳敎士或差會是否願意移交管理權，而是必須保證有 

好的中國人來接任，以便工作能織續有效率地運作下去」；同時他們 

也反對爲勉强自養而降低了服務的質素
2 3
。 

但是儘管他們不願意，客觀的形勢亦迫使他們將傳敎學校的管理權 

交付中國人，加上經歷了一九二六至二八年傳敎士的大撤退、一九三一 

年開始的美國經濟大恐慌，以至二〇年代以後，歐美信徒遂漸減少對傳 

敎工作的支持
2 4
，都令傳敎士必須在敎育工作上引退。問題是：傳敎士 

撤退後所留下來的空間，卻並不是中國敎會所能塡補的。例如，單在一 

九三六年，廣州各敎會中學所要籌集的建築費和其他經費數額合在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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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
2 5
，這對於廣州信徒來說，確是天文數字。 

直至一九二九年爲止’所有敎會中學及大學都受著若干程度的外國 

援助，經費多數是直接由差會撥給學校，很少會透過中國敎會來分 

配 ° 一旦差會削減援助後，學校的經費立即出現困難。應付之法，惟有 

是另闢財源。 

開源的第一個方法，是增收學費，以期逹至常費上的收支平衡。如 

培英中學正校，在一九三四年共收學費、雜費約二十五萬元，剛可支付 

全校敎職員薪金及各項支出
2 7
。但是若要建造新校舍，或有任何發展， 

則學費收入勢難應付，敎會學校惟有採用開源的第二個方法：四出籌 

募。 

大部分敎會中學都在一九〇〇年以前開辦，至少有二、三十年歷 

史，培養了大量人才，散佈在國內外，他們不少已在社會上事業有成，生 

活豐裕，故亦成爲籌募的 佳對象。其次，海外華橋關懷祖國敎育工 

作，對學校的呼顢多肯慷慨援手；何況他們許多還遣送其子弟回國在敎 

會學校就讀呢。是以培正中學在一九一九年，已運用華僑捐款購得田地 

五百畝，租與佃農耕種，收取租金以幫補經費
2 8
 ；該校校長黃傲明又常 

遠赴海外各地，向華橋籌款建造校舍，故學校建築物有古巴堂、美洲華 

橋紀念堂、澳洲華橋紀念宿舍等名稱
2 9
。 

嶺南大學由於所需經費龐大，除向海外華橋努力籌募，足迹遍及東 

南亞、日本、歐、美、非、澳各大洲外，又得到一些外國的慈善基金， 

如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此外，她又得到第三個開源之法：政府撥 

款。廣東省政府每年均撥出一筆款項支持學校的經常費，而一些特別的 

研究計劃如農學院的蠶桑研究、農村計劃等，更會得到額外的撥款
3 1
。 

以一九三〇年爲例，該校歲入共八十七萬二千九百四十元，其中省撥佔 

十九萬五千元、學生繳費八萬三千三百四十九元、租息七萬五千三百五 

十九元、捐助款四十八萬九千五百八十三元、雜項收入二萬九千六百四 

十九元
3 2
。可見省政府的撥款和各界的捐助是收入的兩大支柱。 

在各界捐助款項中，華人捐助佔的比例 大，早在一九二五年，嶺 

南大學的華人捐助已佔常費的三分之二
3 3
，至一九三〇年起每年所收近 

三十萬元
3 4
。這大筆的捐款主要來自海外華橋及國內的紳商政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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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都不是基督徒，捐款給嶺南大學亦並非因爲它是一間基督敎大 

學，乃因它是一間管理優良、培育國人子弟的學府吧！差會和敎會的捐 

助相比之下便不多，事實上嶺南大學在成立之初已脫離了美北長老會， 

其後更銳意發展成超宗派的獨立學府，故個別差會的定期撥款很少，  

主要的支持形式是由差會支付某外國敎師的薪酬，然後派來敎學
3 5
。 

增加學費、四處籌募及政府撥款三個財政來源，皆與差會及敎會無 

關。很自然地學校的發展便需要向公衆負責過於向敎會負責，如改善師 

資及設備、提高敎育水平等，以博取外界的信心；這也造成了敎會中學 

及大學程度極髙，較諸其他官、私立學校都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原因。並 

且，爲爭取政界及商界的支持，校方特邀請許多非信徒的政、經界要人 

加入校董會，使到敎會學校更成爲社會大衆所參與的機構。因此之故， 

傳敎及培育本地傳道人以向敎會交代，就不是她 大的承擔了。是以敎 

會學校不但未因傳敎士的撤離而加强與敎會的關係，反而是更形疏遠 

了 ° 

(三）行政關係 

在收回敎育權運動以前，除了少數由華人自辦的學校外，大部分傳 

敎學校均直接在差會的管理之下，由差會委任專人統理各級中、小學。 

例如崇眞會（即巴色會，一九二二年易名）在總會董事部之下，分 

設敎務、學務兩部，各由傳敎士總其成，學務的負責人稱監督，管理全 

敎會學校事務
3 6
。汕頭英長老會的小學由中會（即敎區議會）料理，但 

中學則直接由西敎士會料理；而女學方面，從幼稚園、小學、中學至道 

學，均由西女士會負責
37
。 

此時，由於差會統轄各級學校，對學校的直接管治權是非常大的， 

不但學校的擴充、經費的籌措都由他們商議，連學額的多寡、課程的編 

訂、校務的決策亦受差會的過問。學校亦必須配合整個敎會的需要而發 

展’在地區的分佈、課程的銜接，以至學生的升遷均在計劃的安排之 

下。敎師的薪金是由差會負責的
3 8
 ；甚至如禮賢會，有一個不成文的規 

定：所有神學院畢業生必須在學校任敎一段日子，才受傳道職
3 9
，至傳 

敎士乃由差會派來學校授課就不在話下了。學生方面，差會亦給與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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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俾使安心就學’按差會規定的課程升遞，汕頭英長老會更由學區 

委辦來負責査察考試、考核各校學生的成績。 

但是當差會將學校交由華人敎會負責後，情況便顯然有所轉變。正 

如前段所言，華人敎會並無能力供應學校的經濟需要。例如中華基督敎 

會廣東大會成立後，原來各差會辦理的學校，也歸倂在中華基督敎會名 

下’ 一起協辦°但在一九二四年，該會主任幹事在第六屆年會上指出： 

「協和、培英、眞光’統統是我們廣東中華基督敎會掛名有分 

合辦的，但細查起來’那三個學校的協辦，我們皆是有名無 

實’培英、眞光，我們都派有代表參與董事會議，但每年所出 

的錢甚少，近兩年間，曽向海外及國内敫友爲協和暮捐基金一 

次，所得之款’不過千狳元，與武萬元的基金捐，相差甚逡。 

處著這個無功受祿的地位，在人家倘肯特别原該優容,在自己豈 

不惭愧萬分嗎？所以後十年内，我們對於協和、培英、眞光那 

三間學校，要有實力的協助。」
41 

然而日後的發展，卻證明眞光和培英兩校的經濟情況更加獨立。這樣， 

當一九二七年，所有差會都將學校完全轉交中華基督敎會時，敎會基本 

上已失去學校的經濟控制權了。 

此時期，敎會對學校的管理，多取間接的形式，即在各校成立董 

事會，由敎會、差會各派代表參加，也有敎育界的名人被邀請加入。校 

董會負責監察學校的行政，並且委任校長。總會方面，則成立一個部 

門，管理該宗派所轄學校，多採議會或委員會的形式，例如浸信會在大 

議會之下組織敎育委員會來管理各級敎育事業
4 2
。如此敎會與學校的關 

係，便是「總會——敎育委員會——校董會^ «長——學校行政部 

門」，與昔日「差會——學校」明顯地有大分別。並且，就常識而論，若 

甲對乙的控制從個人變爲委員會的形式的話，則控制權力便相應減低； 

尤其委員會的成員分別來自不同單位的話，則連意見的統一有時也出現 

問題
43
，更遑論有效地控制了。 

敎會對學校採取間接管理的形式，也可以從學校與分校的關係得 

見。前面提過，許多敎會中學如培正、培英皆設有分校；以培英的情況 

爲例，正校和分校皆設有校董會，人數都是十五人，但分校的十五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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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中，有八名係由正校校董兼任。他們亦不一定出席分校校董會議，可 

以授權校長代表；換言之，正校校長一人可以代表正校全部校董投贊成 

或反對票，具有絕對的否決權力。而各分校校長亦由正校校董會主席及 

正校校長聘任，以保證正校與分校的從屬關係，及維持敎學質素和敎育 

目的的統一。這樣，敎會對分校的控制權又隔了一層，分校先與正校 

連成系統，再倂入敎會的敎育系統之內。 

再者，敎會（甚至校董會）對學校的控制權，在收回敎育權法令頒 

佈後，其實已有很大的限制了。例如課程的編定、班級的規制，均由政 

府規定，學校必須按照敎育部的法令和章則辦理。 

除此之外，敎會敎育的獨立系統亦受到動搖。首先受影響的是神學 

院方面。一九二九年十月，廣東省敎育廳頒佈指令，禁止汕頭嚳石神道 

學院沿用學制系統內各級學校的名稱 4 5 ；敎會學校若要註册，必須與神 

學院分開 4 6。一九三四年，又規定私立學校不得設立師範科；是以協和 

女子師範學校改爲協和女子中學 4 7。雖然這些限制並未構成很大的影 

響，但政府之欲打破敎會學校的系統，卻是毋須懷疑的。 

其次，雖然敎會中學錄取學生時，往往給予敎會小學一些優待，如 

特准免試入學，甚至規定除敎會小學外，其餘小學畢業生必要參加考 

試，若程度不足，則先要在學校所設的預科班就讀，至追及後才准升讀 

正科48 °但即或如此，由於公、私立學校林立，敎會小學畢業的學生， 

仍毋須必然升讀中學，敎會中學亦不限於錄取敎會小學的畢業生。這兩 

者的升遷關係不斷下降，一九二一年敎會中學的學生有48%是來自敎會 

小學的，但一九二九年已降至25.4% 4 9。來自敎會小學的僅有四分之 

一，當中還不都是來自同宗派的學校呢。如此可見，敎會敎育的獨立升 

遷系統’經已不復昔日的嚴緊，不少學校已分立出來，成爲社會上衆多 

學校中一間有宗敎背景的學校。 

在一九三一年的傳敎會議，與會代表對敎會敎育作了這樣的描述： 

「（敎會的）傳敫工作主要以低下層窮乏而無知的人民爲對 

象’但敫育工作卻针對知識階層及富有的人。敫會學校越來越 

受歡迎，除了傳敫士敎師的薪酬外，已逐浙自給自足。受過訓 

練的敎育工作者致力提高學校的學術程度，畢業生被派往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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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回來任敫。敎會亦發現學校可以得到公象或私人的捐激， 

毋須他們太大的承擔。這樣，敫會學校與敎會間的開係乃逐浙 

減少。從此’中國人做校長、敎師的薪酬收入、學生的來源及 

出路等，均與敫會無關。」50 

第 二 節 貴 族 化 

傳敎學校 初設立時，本帶有慈善性質，收錄的絕大部分是貧苦家 

庭的兒女，他們不但毋須繳交學費，連膳宿、衣著也由學校供應。及至 

二十世紀，由於敎會學校提供的英話及格致課程有價，社會較高階層亦 

願意將子女送來就學，學校亦開始遂步收取學費。但在二〇年代以後， 

敎會學校竟遂漸演變成責族學校，只有社會上層人士，才有能力送子女 

來學。這不菅是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 高 昂 收 費 

敎會學校責族化的主要原因是學費昂責。當差會減少或中止了對敎 

會學校的援助後，學校必須解決經濟上的困難，自給自足是首要的目 

標。以一間歷史悠久、且原來是慈善免費的眞光小學爲例，一九二八 

年美北長老會將該校移交華人接辦，除將物業轉至華人敎會（中華基督 

敎會仁濟堂）外，從前由差會每年所例送的補助，一槪停頓；這樣，該 

校「如欲繼續發展，必須自力奮鬭」51。但是作爲一間小學，前述向海外 

籌募、政府撥款、基金支持等方法皆不切實際，唯一可行的只有增加學 

費。至於敎會中學及大學，雖可從其他途徑獲得援助，但爲收入穩定起 

見，亦欲使學費的收入能與常費的支出平衡。 

早在一九二五年，南中國基督敎敎育會召開第十屆年會時，靑年會 

幹事李應林發表了一個廣州中等以上學校學費的調査報告(參附表九) 5 2， 

已發現敎會學校學費一般較其他公、私立學校爲高。且以中學爲 

例，表列的嶺南、靑年會、聖三一、培正、美華、眞光、培英、華英、 

培道、華英女校、聖希理達等十一校，平均每年每學生應交費用 少爲 

171. 6元，而非敎會中學如南武、廣中、一中、坤維、公益等，平均每 

年每學生應交費用 少僅爲122.1元，相差逹40.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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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毎年毎學生應交 

與學校 少之數 

毎年毎學生 

應交與學校 

多之數 

毎年毎學生約需之數 

(膳宿費及其他費用在內） 

高 師 膳宿費等免 約150-200 

師 大 15 
如在校內膳宿者約 

170-200 

廣 中 26 
如在校內膳宿者約 

180-230 

法 大 42 如在校內膳宿者約250 

東山神道 54 約200-220 

農 專 
64 

(宿費學費免） 
66 約150 

女子體育 85 未詳 

協和女師 88 120 約192 

一 中 92 109 約210-250 

甲 商 96 如在校內瞎宿者約300 

聖希理逹 96 204 約300 

華英女中 105 未詳 

協和神道 110 約180 

培道中學 112 124 約200 

毎年毎學生 

應交與學校 

多之數 

毎年毎學生約需之數 

(膳宿費及其他費用在內） 

約150-200 

如在校內膳宿者約 

170-200 

如在校內膳宿者約 

180-230 

如在校內膳宿者約M0 

東山神道 54 約200-220 

農 專 
64 

(宿費學費免） 
66 約150 

女子體育 85 未詳 

協和女師 88 120 約192 

一 中 92 109 約210-250 

甲 商 96 如在校內瞎宿者約300 

聖希理達 96 204 約300 

華英女中 105 未詳 

協和神道 

培道中學 

110 

112 124 

約180 

約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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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中學 112 128 約160-280 

公 益 113 約200 

坤 維 139 約200 

華 英 140 約190 

培英中學 150. 5 192. 5 約230 

眞光中學 154.8 177. 6 約300 

美華學校 155 約200 

培正中學 196 230 約310 

聖三一校 198 240 約280-300 

靑年會英文專 318 228 350-540 

光 華 230 253 未詳 

南 武 240. 36 約300 

嶺南大學 321. 6 367. 2 約600-700 

嶺南大學 362.4 422. 4 約550-600 

當傳敎士將敎會學校交回華人自辦以後，學費更進一步的提高。一 

九三�年時，廣州敎會中學一般收費約爲二、三百元，此外尙有體育 

費、堂舍費、試驗費等，如嶺南大學附屬中學，一九三一年全年學雜費 

用爲三百三十五元（以大洋計算，若以小洋付款，則另加二十五元） 5 3° 

反觀當時的省立學校，一九三四年的收費亦不過是二百餘元(小洋严； 

非敎會的私立學校因無具體數字，難以比較° 

無論如何，敎會學校學費之昂貴，是他們自己也承認的。如一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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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嶺南大學交回國人自辦，校長鍾榮光在新舊校董交代典禮上發言 

時指出：「本校大、中、小及橋校學費，少者三百元，多不過四百元。 

所有修金膳費、堂舍費、學生會體育費及試驗室費，均計在內。比較港 

滬各校，未爲特多。」但他亦承認此收費已是貧苦家庭子弟難以負擔， 

故要提供工讀計劃，以解決他們的困難。培英中學校長傅世仕亦說： 

「廣州培英中學的學費不足夠開支，雖然所收學費比一般私立中學爲 

高，但師資較好，又絕無欠薪冠扣……」 5 6 

)英語程度 
敎會學校學費昂貴，必然地需在某些地方有過人之處，才能吸引學 

生進校。這些特點除了傳統深厚、校譽良好、管理完善、師資優秀、成 

績斐然外， 突出的是英文科目的程度。 

敎會學校 早課授英語，是爲著使學生能夠掌握閱讀外文的能力， 

以便升讀神學院時，可以應付學院要求，且爲提供翻譯聖經的人才；其 

次，當傳敎敎育轉趨高等化後，雖然基督敎敎育會在課本的編譯上下了 

不少工夫，但總的而言，中文的高等程度敎科書並不足夠，學校只能直 

接採用英、美的課本，授課語言自然亦是英語了 5 7。 

傳敎學校是否應用英語授課，在一九一〇年的世界傳敎大會已爲人 

所爭論°雖然有部分傳敎士認爲英語授課與民族主義感情相衝突，但與 

會多數代表亦堅持採用，贊成使用英語的意見中有些是帶著西方文化至 

上的眼光，認爲傳敎敎育必須敎導學生純正的英格魯撒色遜（A n g l o -

Saxon )文化，此非直接應用英文原典不行 5 8 ；但是另外卻有人反映出 

一個客觀的現實情況：中國人對學習英語的需求很大，連官辦學校亦已 

經敎授英語；並且，英語水平良好對學生畢業後的出路有大幫助 5 9。 

英語受到重視是極其眞確的事實，這也是敎會學校受歡迎的其中一 

個原因°是以絕大部分的敎會中學，均以英語授課。如培道中學在招收 

初中學生時已要考英文，高中的歷史、地理、理科，槪以英文敎學。 

培英中學「添加英文時間’自中國文外，各科均以英文敎授」。汕頭磬石 

中學亦「除國文外，餘皆以英文敎授」 6 2 ；佛山華英中學「除公民課 

和一部分英文課本是向嶺南大學購買外，其餘是直接從英國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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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說 是 英 國 中 等 學 校 用 的 。 因 此 歷 史 、 地 理 ， 很 自 然 就 是 英 國 

和其他外國的歷史、地理了 °」 6 3嶺南大學在格致書院時期已採用英語 

授課 6 4 ’課本也是外國的；及至三〇年代，由於外國文敎本價値甚昂， 

非學生能力所能負擔，加上商務印書館亦印行不少大學課本，才遂漸轉 

用中文書籍 6 5。可見英語敎學之普及，亦爲敎會學校的特色� 

學校的英文程度高，除了有助學生畢業後尋覓較佳職位，在商界和 

政界有所發展外，也方便了他們升讀外國大學，求取更高學位。如培英 

中學「歷年畢業生，升讀國內外各大學者頗多，故在國外如紐約、芝加 

哥、三藩市、東南洋各島……均有培英校友會之成立。」 6 6前面筆者已 

引述一項統計，指出自一九二一至二九年，中國留學歐美的學生中，有 

89. 4 %畢業自敎會學校，更爲一有力的明證。 

(三）學生家庭背景 

敎會學校雖然收費高昂，但由於學生畢業後出路較佳，自然吸引了 

不少富裕家庭的子女。據一九二五年靑年會幹事李應林的報告，已指 

出「學生中多屬富豪子弟」 6 7。培英中學校長傅世仕亦承認，該校學生 

「一般來自省港澳商賈家庭及美國華橋子弟，一小部分來自地主家庭， 

多是富有家庭出身的。」 6 8這裏指出了敎會學校學生的兩個主要來源： 

一是城市中的富有人家；一是海外的華橋或僑屬子弟，如四邑地區出洋 

謀生的人甚衆，故學生籍貫隸屬此地者亦 多。 

培英、培正等校學生，不少來自海外華僑家庭，對學校的海外募捐 

計劃提供很大的方便。華僑對學校也非常信任，因見她們在廣州開辦得 

頗爲出色，乃出資邀請他們到華僑原籍的家鄕開辦分校，以造福鄕里， 

是以培正、培英的分校特多，遍佈香港、澳門、台山、江門等僑鄉之地 6 9。 

嶺甫大學甚至被新加坡的橋商邀請往該地開設中學和小學，由嶺大 

派員前往主持；而在廣州校園內亦附設華橋學校，由海外各地集資美 

金十二萬，於一九一八年建成。學生來自美、澳、歐、非、亞諸洲，爲 

補習學校性質，待學生的國文、英文程度追及後，再編入各級正科 7 1。 

各學校亦設有一些工讀計劃，協助貧苦學生就讀。如培英准許部分 

學生到厨房洗碗，或在圖書館工作，以賺取零用 7 2。嶺南大學也容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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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附校各學生，每星期工作二小時，每學期得一學分 7 3 ；此外各種工 

作得由學生擔任，學校優給工資7 4。但是，由於敎會學校經費有限，對 

學費收入非常倚重，因而不可能提供太多這樣的學額。並且倘若學生家 

境眞的淸貧，則工讀計劃賺取的金錢亦不足以應付各項開支。所以，對 

於低下階層的人，敎會學校是他們望而卻步的。 

一個頗富嘲弄性的現象，是連傳道人或基督徒的子女，竟然也沒法 

負擔進敎會學校所需之資。中國敎會至三〇年代，主要的成員還是鄕村的 

農民，他們的收入極其有限。筆者並無廣東情況的資料，但是根據一九 

二五年江蘇省的調査，得知農村家庭平均人口爲4. 8人，家庭總收入每 

年平均爲316. 64元。江蘇省是中國富庶之地，而事實上此數字亦比另一 

個類似的調查所得的結果爲高 7 5，相信廣東亦不致相距太遠。一個五口 

之家，每年不吃不用，差可足夠遣送一名子女到城市的敎會學校就讀， 

其不可能之因實毋庸多言。當然城鄕收入懸殊、農民子弟缺乏敎育機會 

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大問題，我們不能苟求敎會學校可以憑藉己力以改變 

此事實；但因此之故’大部分敎徒都不可能就讀於敎會學校之內。 

傳道人收入菲薄，即在廣州大城市工作的，每年的平均薪酬亦不過 

爲五、六百元，倘要養活一家五口，亦不可能送子女進敎會學校 7 6。一 

些敎會的補救方法是提供傳道人子女的敎育津貼，同宗派的敎會學校亦 

減免他們學費 7 7 °但是若他們隸屬不同宗派，則有時便得不到此項優 

待°如聖公會的李求恩，便曾因無力送子女入學而受到困擾，當時差會 

並無敎育津貼，他的月俸又不過三、五十元（一九一五年時）， 後三 

子皆幸靠特別學額和半工半讀才能進校 7 8。從前本地傳道人及基督徒憑 

藉傳敎敎育而使下一代的社會地位提高，但在此階段，這個升遷的途徑 

反而減少了 ° 

傳道人和敎徒難以進敎會學校就讀，也是造成前一節所說的、敎會 

和敎會學校脫節的一個因素。 

(四）貴族化的社會印象 
一個 好說明敎會學校責族化的證據是當時人士對她們的印象。兹 

列擧一些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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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例子是嶺南學生被擄案，事發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六日。嶺 

南大學位於廣州河南康樂，康樂與廣州兩地須以電船來往。事發當曰爲 

星期六晚，該校敎職員及學生一行三十七人，從廣州觀罷電影乘船返 

校，爲匪徒持槍擄劫至宜珠砲台附近，勒索贖款每人三百元，即共贖金 

萬元。經政府派軍隊數千人往圍剿’五日後終拘捕匪幫十餘人，救出被 

擄師生。《敎育雜誌》記述此事時的解釋是「該校學生多富家子弟，夙爲 

盗匪所注目」79。 

第二個例子是花地的培英中學’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又爲 

匪幫持槍闖入學校宿舍，擄去中學學生五十一人、敎員四人，並備輪船 

三艘運參離去。後來每名人質各繳付了港幣二百元至數千元不等才獲 

釋，其中有一個學生陳哲如不幸遇害。 

兩次事件相距不過一年。雖然敎會學校位處市郊，人迹稀少，匪徒 

較易有機可乘是一事實；但兩案規模之大、動員人數之多，顯然是有周 

詳計劃的行動，他們也當是志在必得的。倘他們不是估計敎會學校大部 

分學生均非富則責，則可能不會發生這樣大規模的擄人勒索案了。 

第三個例子發生在一九三二年，嶺南大學附屬中學組織抗日宣傳 

隊到鄕間宣傳抗日，其中第二隊宣傳隊在一個飯店晚膳，點了五元四角 

的飯菜。恰巧碰到另一間女子中學的宣傳隊，對方的人悄悄地議論： 

「原來是嶺南貴族，眞是名不虚傳。」此事乃由當事人嶺南大學附中 

初三學生親記，並刊登在校刊上，應爲眞確無訛Bl。可見一般人對該校 

學生的一貫印象。 

關於敎會學校的責族化，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曾這樣辯解： 

「嶺大學生過去貴族化，誠屠不良。但中國人民生活困苦，比 

牛馬還不如。在此困苦社會環境中，樹立一優異生话的標準， 

使人景仰追求而奮發有爲，帶動社會進步，於社會不無妤 

處。」82 

這裏要補充的是，敎會學校貴族化的情況僅限於廣州數間有名的 

大、中學校，其餘在各地設立的（尤其是鄉間的小學），皆談不上貴族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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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各級學校槪況 
以下是筆者對各級敎會學校在一九二七至三七年此十年的發 

展，作一槪括的鳥瞰，從而評估敎會在此時期對敎育投資的比重。 

)小學教育 
直至一九三七年爲止，小學仍是基督敎敎育事業 主要的一環，據 

非正式的統計，一九三四年全國約有敎會小學數千所，學生逹十萬人以 

上 8 3。倘以上階段廣東與全國的傳敎敎育比例推之，則此時期廣東的敎 

會小學學生尙有萬多人。並且，在廣東傳敎的三十個差會中，開辦中學 

的不足十個，其餘大部分較小規模的差會僅設立小學。事實上如禮賢 

會、崇眞會等以農村爲主要傳敎地區的敎會，小學的需求往往比高等敎 

育來得殷切。但是，小學卻又是整個敎育事業中 受忽略、也 薄弱的 

一環° 

在此十年間，小學敎育接連受到多重的打擊。先是在一〇年代，德 

國差會因歐戰影響，幾中斷了對華的財政援助，致令敎會被迫停辦小 

學，或取消學生的津貼，至二〇年代尙未能恢復。非基運動爆發，各地 

敎會都受到衝擊，汕頭地區的影響尤大，學務幾完全停頓；其他地區也 

因傳敎士撤離中國，而導致一些學校乏人料理而被迫關門。如中華基督 

敎會的磐基、德基兩校： 

「整基、德基兩校，開辦數载，校舍設備、學生等，均與時遞 

増，頗得社會人士信託。自沙基慘案影響，發生種種問題， 

儉、真兩校長，不得已暫避於港，校中無人主持，乃宣佈停 

課 。 ,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淸共後，共產黨人乃發動武裝鬭爭，與國民黨軍 

接戰於潮汕一帶，戰火波及海豐、陸豐、普寧、梅縣、五華、大埔、豐 

順、蕉嶺等縣，對敎育的影響極大’學校不少受到破壞，甚至需要關閉85 ； 

敎會亦受到損失，英長老會報告有兩所小學及一所大學院（神學院） 

被迫停辦86。 

及戰亂平息後，由於外國差會對華的傳敎投資遂漸削減，敎會必須 

相應減少各項事工，方能維持。故此連傳敎工作亦有萎縮的趨勢，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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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縣份，如廣寧、博羅、南澳、澄邁、崖縣、翁源等，原來本已有試 

探性的傳敎工作開始的’亦在三〇年初被迫中止 8 7。敎育工作自然在裁 

撤之列°再加上政府完全禁止敎會小學向學生傳敎，也增加了差會關閉 

小學的決心。英長老會決定停辦敎會小學，轉而專注在主日學的工作上8 8。 

其他差會雖不致完全停辦’但亦不再有大發展，例如中華基督敎會 

廣東協會至一九三七年’各區小學合計約七十間 8 9，此數尙不如一九二 

〇年美北長老會一個差會所擁有的數字，總數下跌了超逾七成。美北浸 

信會所辦的高級小學只有六所，亦減少了十三所。 

敎會小學大部分仍在鄕間開辦，多是附設在敎堂之內，利用星期天 

以外的時間授課；基於地方所限，規模一般都很小，學生僅數十人而 

已。學生多來自貧窮的農村家庭，無法負擔高昂學費。這樣，一方面造 

成至一九三〇年，仍有 9 0 %的小學未能自給自足，須由差會支持；另 

方面在經費的限制下，學校亦難以聘請到優秀的敎職員。特別是自政府 

禁止敎會興辦師範敎育後，敎會連供應小學師資的訓練場所亦吿失去， 

故在小學任敎的多僅是不符合資格的舊式敎師而已 9 2。 

課程方面，已註册的自然遵從敎育部的規定辦理，但亦有不少學校 

因抗拒政府不准小學敎授宗敎科目的禁令，或未能符合政府訂定的敎育 

標準和學費數額，而始終未曾註册 9 3。學校沒有註册，便意味著學生畢 

業後不能升讀中學，但是農村子弟多無升學的打算，加上敎育極不普 

及，失學兒童極多 9 4，故不愁招不到學生。 

設在城市的敎會學校一般規模較大，特別是中學附設的小學，各方 

面的設備都較完善。例如梅縣樂育中學附設的小學，在一九三八年時共 

有敎職員九人，學生二百九十一人，分六班 9 5，在當地算是大型的小學 

了 9 6。至於廣州市敎會大學和中學附設的小學，水準和設備優良，更不 

在話下了。 

在此階段，敎會小學正處於一停滯不前的景況，政府諸般限制、社 

會的混亂、差會支援的減少，都對學校造成很大的困擾。加上小學旣然 

難以自闢財源，就只能附著於敎會之內。但是，此時期敎會工作卻沒有 

甚麼大的發展，因此敎會小學便要在有限的資源下維持下去。唯一能夠 

突破的是在大城市、附屬於中學的小學校，而她們之能發展，正是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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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擺脫了敎會的困局和束縛。 

(二）中等教育 
敎會中等敎育在非基運動中所受的衝擊 大，特別是英國差會所辦 

的學校，如華英中學被政府沒收後，雖經差會和英領事多番交涉，但政 

府仍堅決不肯交還，並聲稱不承認英長老會所擁有的業權和契約。直至 

一九三五年，汕頭市政府才與敎會達成一折衷方案，中學地產與建築 

物由政府收回，單爲發展敎育用途；政府給與差會三萬元作爲另外發展 

敎育之用 9 7。該會設在汕尾的作磯中學和五經富的道濟中學，又因著地 

方不靖、共產黨的活動而無法復校，結果僅在一九二九年，復辦汕頭聿 

懷中學’起初先設初中部，兩年後加設高中 9 8。可以說，英長老會在非 

基運動中所受的打擊 大，敎育事業也縮減 多。 

又如聖公會的聖三一中學，自被廣州黃埔軍校學生佔領而被迫停辦 

後，一九二八年先以小學的形式復校，三〇年交由中國人王乃春接任校 

長，向政府註册，重新開設初中部。其他學校在衝擊下，仍繼續開課不 

輕。 

不過，仍有部分中學鑑於政府的非宗敎敎育法令而堅決不肯註册 

的’此尤以女校居多，如聖公會的聖希理逹中學及英長老會的淑德女校“。 

由於女學生升讀大學的人不多，故這壁學生即不註册，亦未造成重 

大影響。據所知男校僅有汕頭覺民初級中學未立案而已。 

統計至一九三三年，廣東全省已註册或在立案中的敎會中學共有二 

十八所（參附表十），其中位於廣州的有十二所，梅縣三所，汕頭、佛 

山和壤山各兩所，其餘台山、紫金、揭陽、五華、曲江、中山、陽江各 

一所。從地點的分佈看，除崇眞會將其中學設在該會的傳敎根據地梅 

縣黃塘、五華黃坑嶺及紫金古竹外，其餘皆設在城市或縣城中。學生總 

數 六 千 七 百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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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校 址 立案日期 宗 派 

1.私立嶺南大學 

附設中學 
廣州河南 1931年10月 

2.私立培正中學 廣州東山 1928年10月 浸信會 

3 .私立中德中學 廣州市多寶路 1927年9月 信義會 

4 .私立培英中學 廣州市花地 1犯8年3月 中華基督敎會 

5 .私立靑年會 

中學 
廣州長堤靑年會 1犯8年8月 靑年會 

6 .私立興華中學 廣州市素波巷 1931年6月 浸信自立會 

7 .私立眞光 

女子中學 
廣州白鶴洞 1931年12月 中華基督敎會 

8 .私立培道 

女子中學 
廣州市東山 1921^ 3 月 浸信會 

9 .私立美華 

初級中學 
廣州市增埗 1935年7月 公理會（中） 

10.私立聖三一 

中學 
廣州市東沙馬路 1935年8月 聖公會 

11.私立嶺南大學 

附中西關分校 
廣州市蔡枝灣 1933年5月 

12.私立協和 

女子中學 
廣州市西村 1933年11月 

立案日期 派 

1931年10月 

1928年10月 浸信會 

1927年9月 信義會 

1犯8年3月 中華基督敎會 

中學 
廣州長堤靑年會 1犯8年8月 靑年會 

6 .私立興華中學 廣州市素波巷 1931年6月 浸信自立會 

私立眞光 

女子中學 
廣州白鶴洞 1931年12月 中華基督敎會 

8 .私立培道 

女子中學 
廣州市東山 1921年3月 浸信會 

9 .私立美華 

初級中學 
廣州市增埗 1935年7月 公理會（中） 

10.私立聖 

中學 
廣州市東沙馬路 1935年8月 聖公會 

11.私立嶺南大學 

附中西關分校 
廣州市荐枝灣 1933年 5 

12.私立協和 

女子中學 
廣州市西村 193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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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私立華英女子 

初級中學 
南海佛山文昌沙 1932年10月 循道會 

14.私立華英中學 南海佛山文昌沙 1930年10月 循道會 

15.私立培英 

初級中學 
台山台西馬路 1935年9月 中華基督敎會 

16.私立樂育 

初級中學 
紫金第四區古竹約 1934年11月 崇眞會 

17.私立眞理 

初級中學 
揭陽北門外 1933年7月 美北浸信會 

18.私立窘光中學 汕頭市嚳石 1卯0年8月 美北浸信會 

19.私立聿懷中學 汕頭市崎碌 1931年7月 英長老會 

20.私立樂育中學 梅縣黃塘 1931年7月 崇眞會 

21.私立樂育 

初級中學 
五華黃坑嶺 1926年8月 崇眞會 

22.私立德華女子 

初級中學 
曲江縣城 1930年10月 信義會 

23.私立匹瑾 

初級中學 
瓊山府北門 1935年5月 美長老（中） 

24.私立美理女子 

初級中學> 
中山小欖 尙在辦理中 同寅（中） 

25.私立廣益女子 

初級中學 
梅縣東廟堡 尙在辦理中 美北浸信會 

26.私立廣益中學 梅縣東門外 1930年8月 美北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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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私立景光 

初級中學 
陽江東門外 不詳 美長老（中） 

28.私立嶺南大學 

附中海南分校 
a山縣城 1929 年（ 

本表參考以下書籍合編而成：《中華基督敎會年鑑》，1929-1930年、頁5 ： 218-222， 

193 1 ^ 、頁359-360 ’ 1934-1936年、頁467-469 。 

《廣東省廿一年度敎育槪況》，頁312-437。 

《廣東省廿三年度敎育槪況》，頁103-136。 

以宗派分之，聯合數大宗派的中華基督敎會共佔七間，但直接隸屬 

該協會的只有培英和眞光兩校，其他仍歸各區負責的差會自行管理。美 

北浸信會轄下有四間，美南浸信會和崇眞會有三間，信義會、循道會各 

有兩間，聖公會和英長老會本亦各有兩間的，惟是皆有一間並未註册。 

以性別分之，男校共十七間，女校八間，另有營光、梅縣樂育、廣 

益三校是男女合校。男女合校在此時期有增加的趨勢，事緣差會經濟來源 

減少，爲求節約，乃將男校和女校合倂。營光中學便是由原來的窘石中學 

和正光中學合倂而成的。此外，也有女校僅辦至初中，高中則要往男 

校升讀，如廣益中學和廣益女子初級中學的關係便是。據估計，全國約 

有 2 5 %的初中學生是就讀於混合中學的，但此情況在廣東卻並不多， 

也許是女校發展得較爲良好之故吧。 

另一個轉變是走讀學生有增加的趨勢。基於經費所限，學校必須增 

加學額，以求增收學費，俾能自給自足。而將學校改辦爲走讀，騰出宿 

舍以闢作課室是 爲簡易可行的辦法，特別是在大城市，交通方便，學 

生集中，走讀制亦 流行。廣州的中德、靑年會、嶺大附中西關分校等 

都有部分學生是走讀的。但設在偏遠市郊的眞光、培英等仍維持寄宿學 

校制度；培英且規定即使學生住所離校不遠，除非經校方詳細了解該生 

家庭背景而特准走讀外，否則皆須住校；這除了是校方欲維持寄宿學 

校的傳統外，也可能因爲寄宿制度可使學生與學校的關係加强，亦有利 

於傳敎工作的進行。 

學校雖說由敎會主辦，但一般都已獨立發展，敎會很少予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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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方面，各敎會學校皆有自己的承認學校（acc red i t schools )，如 

敎會中學可特准某些敎會小學畢業生經校方保送而免試入學，敎會中學 

畢業生亦可免試升讀某些敎會大學。不過這種制度多是按個別學校的水 

平而給予承認，而非所有該宗派在各地所設學校的畢業生皆獲優待。尤 

其是廣州市敎會中學的英文程度極高，從農村來的敎會小學畢業生難以 

應付，故招生多限在城市裏進行，不復有宗派的門戶之見。 

敎會中學的師資大多非常良好。以校長爲例，廣東全省二十八間學 

校中，有博士三人、碩士四人，其餘皆大學畢業；當中且有十人曾出洋 

深 造 。 敎 師 亦 多 大 學 畢 業 ， 獲 更 高 學 位 者 大 不 乏 人 。 較 諸 其 他 中 

學，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高等教育 

廣東省基督敎高等學校包括有嶺南大學、夏葛醫學院，及一些神學 

院和護士學校。由於此階段神學院及護士學校不復在敎會敎育的系統之 

內，故從略，這裏單討論前兩校。 

嶺南大學自一九一七年第一屆大學畢業後，大學部的學生人數不斷上 

升’從一九二〇年的一百一"h五人增至一九三五年的五百一"h六人，^。 

學院方面，除文理學院早在一九一六年便成立外，一九一八年廣東 

省萬國絲業改良會特邀嶺南大學研究改良蠶種，除捐建蠶絲學院一座 

外’又增闢農地以種植桑樹及其他農作物作實驗11°。一九二〇年，成立 

嶺南農科大學；由於美董事會以經濟理由反對開辦，故組成獨立的農科 

大學校董會，由華人負責，並得廣東省政府撥款支持111。至一九二七年 

大學移交國人自辦後，農科大學與嶺南大學合倂’成爲農科學院。 

一九三〇年，由於醫療傳道會所辦的博濟醫院附屬華南醫學院，在 

非基運動期間發生工潮’及後又因經濟困難及人手缺乏，乃商議移交嶺 

南大學接辦，由嶺大董事會直接管理°至一九三六年又與夏葛醫學院合 

倂，成立嶺南大學醫學院°爲紀念曾在博濟醫院隐書的孫中山，乃稱爲 

嶺南大學孫逸仙博士紀念醫學院” 2。 

一九三〇年，嶺大又開辦工學院， 初只辦了一個土木系” 3。另 

外，商學院亦由文理學院分立出來。至一九三七年，該校已設有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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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工、農、醫五個學院。 

如前所述，嶺南大學主要的經費來源是各方捐助及政府撥款，但學 

費收入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以該校收費非常高昂。一九二〇年預科 

爲292. 5元、正科爲257. 5元；在當時全國十四間敎會大學中，收費名列 

榜首，比上海聖約翰正科的 2 2 8元及南京金陵正科的 2 0 7元，還要高得 

多…。但其師資和設備都非常優秀，學生畢業後赴洋留學，學問有成者 

大不乏人，如一九二四年的畢業生陳榮捷，在美國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 

學位，後回母校充任敎務長一職。 

夏葛女醫學校本來只爲四年制的專科學校，至一九二一年改爲六年 

制；四年後復改爲七年制，設預科兩年、本科四年、實習一年。一九三 

二年廢止預科，改本科六年、實習一年” 5。同年該校申請立案獲准，易 

名夏葛醫學院，增收男生。至一九三六年，倂入嶺南大學醫學院。夏葛 

醫學院在一九二六年有學生四十六人 I I 6，一九三五年則有四十四人” 7， 

並無太大變化。 

總括而言，此階段的敎會敎育，以中等敎育所佔的地位 爲重要。 

就數量而言，基督敎中等敎育佔全國中等敎育的比例，較諸其他敎育環 

節爲大。一九三�年至三一年的統計，中國中等學校共有一千三百三十 

九所，基督敎中學佔一百九十六所，即爲14. 65%11 8。就水準而言，敎 

會大學因差會及基督徒團體的財力及人力有限，難與政府相較量，故除 

少數的一兩間外，一般規模都不大；敎會小學則由於分佈較散，且多依 

賴農村或小城鎭的敎會來承擔，故除敎會中學附屬小學外，其餘水準也 

不高。只有敎會中學，旣爲差會或中國敎會能力所能承擔，亦足以比美 

任何政府學校。 

關於敎會在一九二七年後以發展中等敎育爲主的趨勢，李聖華有他 

的看法。他說在此階段以前，敎會是以辦小學爲主的，但一九二七年以 

後，則轉向以建立中等學校爲重點，「這種轉向的原因，根據帝國主義 

分子的表面解說，是敎會小學收費昂責，以致學生來源減少，不得不縮 

緊。其實際原因則是一九二七年後，我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進入新 

的階段，帝國主義分子看到作爲國民敎育的小學中國人士勢必擧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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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薄力量，不若集中力量來加强中等敎育。同時中等學校有承上傲下 

的作用，中學畢業生一般可以在工商界、洋行或敎會內找到『鐵飯碗』， 

也可以進一步培養成爲『高等華人』，這旣符合差會辦敎育的宗旨，也與 

當時我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相適應。」” 9李聖華的解釋，可作參考之 

用。 

註釋 

1趙運文：「民國十六年之基督敎敎育」，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二八年_)， 

頁肆：一。 
2
應元道：「一年來中國政治社會狀況及其與敎會之關係」，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 

(一九二九至三•年），頁壹：九。 

3 James H. Franklin, The Christian Crisis in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Bap-
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1931), pp. 92-94. 

4 James B. Webster, "Progressive Plans and Work in Religious Education in 
China," CMYB (1919), p. 131. 

5 參 T.H.P. Sailer, "What is Missionary Education", IRM, Vol. 20(1931)，pp. 189-

191; also W. Ernest Hocking, "General Principle", in Laymen's Foreign Missions In-
quiry, Commission of Appraisal, Re-thinking Missions, A Laymen's Inquiry after One 

Hundred Years (New York: Harper, 1932), Ch. 1. 
6
繆秋垄：「基督敎中等敎育槪況」，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 

年)’頁肆：六四；Re l i g i ous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Church 一 The Report of a 

Deputation, 1931, p. 175. 

7 L.B. Ridgely, "Schools and Colleges as a Factor in Evangelistic Work", CR, 

Vol. 41 (Jan., 1910), pp. 65-66. 
8
葛德基：「中等學校」’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三三年）’頁一一七至一一 

八 ° 

9 Franklin, The Christian Crisis in China, pp. 90-91. 

,0關於傳敎學校畢業生的出路’代英：「我們爲甚麼反對基督敎」一文亦有反映，參 

《中國靑年》，八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11《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一四年），頁四十b。 

口 James H. Franklin, The Christian Crisis in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Bap-
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1931), p. 92-94 

1 3
陳景磐、呂達：「舊中國的敎會學校述略」，載《敎育科研通訊》’三期（一九八三 

年），頁二一。 

Arthur J. Brown, One Hundred Years, p.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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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繆秋垄：《基督敎中等敎育槪況》，頁肆：六五。 

16 同前註’頁六五至六六；另參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Church — 

The Report of a Deputation, 1931’ pp. 174-175. 
1 7
洪高煌：「私立廣州培英中學廿四年度校務報告」’載中華基督敎會廣東協會：《中 

華基督敎會廣東協會第十一屆年會曁新會所開幕禮》（廣州：該會，一九三六），頁三 

“ - 0 

18 K.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780. 
19M.T. Stauffer,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pp. xciv-xcvii. 
20 Ibid., pp. 167，171. 

2 1
楊名聲：「中國基督敎敎育 近之趨勢」，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二七 

年），頁五五 ° 

2 2
天路客：「基督敎有甚麼話說」，載《神學誌》，七卷，四號，頁二七至三二 ；治 

心：「聚過基督敎全國大會以後」，載《神學誌》，八卷，二號，頁一至八。 

23 Gordon Hewitt , The Problems of Succes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

ary Society, 1910-1942, p. 213. 
2 4
朱立德：「世界不景氣對於中國敎會之影響」，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三三 

年)，頁六至七；J a m e s C. Thomson, While China Faced West, pp. 36-37. 
2 5
葛德基：「中國敎會學校之現狀」，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三六年），頁七 

0 

26 Brown, One Hundred Years, p. 329. 
2 7
《民國廿三年度私立廣州培英中學校務報吿》，頁二至九。 

2 8
賴奕輝、部臈揚：「廣州培正中學怎樣爲美帝文化侵略服務」，載《廣東文史資 

料》，十八輯（一九六五年二月），頁一二八° 

四歐陽佐翔：「黃傲明——培正中學一元勳J ’收歐著：《前賢景行錄》’頁一三三。 

30 Thomson, While China Faced West, pp. 38-39. 
31 Lin, Ching-jun,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CCYB (1936-1937), pp. 216-

217. 
3 2
《第一次中國敎育年鑑》，丙編’頁——六至——九° 

33 A.J. Brown, "Economic Status of Christian Schools and Economic Strength of 
Chinese", CCYB (1926)，pp. 255-256. 

3 4
楊永淸：「基督敎大學槪況」，《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三三年）’頁一•七至 

一〇九。 

35 The Economic Basis of the Ch urch — Preparatory Studies and Findings,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at Tambaran, Madras, India, Dec. 12th-29th, 

193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1939)，Vol. 5，pp. 295-296. 
3 6
《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二九至三〇年），頁戴：五五至五六。 

37
劉澤榮：「汕頭長老會」，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一六年），頁續三二至三五。 

38 W. Oehler, "German Country Work in Canton Province", CMYB (1915), pp. 
26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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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C.J. Voskamp, "The Work of German Missions in China", CMYB (1914), pp. 

376-379. 
4o劉澤榮：「汕頭長老會」，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一六年）’頁續三二至三 

五 ° 

4 1
《中華基督敎會廣東大會報吿》，十三期（一九二四年十月),頁二至三° 

4 2
《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二七年），頁五五至五六° 

明顯的例子是中華基督敎會廣東協會（從前稱廣東大會）’該會由不同宗派的 

敎會組織而成，但不同宗派的差會仍然存在，各差會又須向其祖國的母會負責°形成組 

織上的架牀疊屋，一個計劃提案要得到通過，往往需時甚久° 一九三〇年’美國平信徒 

調査團曾引用此敎會的組織情況作爲說明合一事業不眞實的例子。參 

sions, pp. 316-321. 
4 4
傅世仕先生答筆者詢問的覆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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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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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劉粤聲：《廣州基督敎槪況》’頁八四0 

4 8
嚳石中學：《嚳石中學校章程》(一九二〇），頁十七° 

4 9
繆秋星：「基督敎中等敎育槪況」，載《中華基督敎會年鑑》(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 

年），頁肆：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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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眞光小學編：《眞中中學眞光小學創校七十五週年紀念特刊》（廣州：該校，一九 

四七），頁十五° 
5 2
南中國基督敎敎育會：《南中國基督敎敎育會第十屆年會報吿》，頁三至七。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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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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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高冠天：《私立嶺南大學接回國人自辦之經過及發展之計劃》，頁二五至二六。 

5 6
傅世仕先生.答筆者詢問的覆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57 E.H.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

26, p. 12. 
58此以聖約翰大學的卜舫濟（Dr. Hawks Pott )爲代表，參Educat ion in Relation 

to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National Life, p. 92. 
59 Ibid,, pp. 94-95. 
6
0培道中學：《培道中學校》，頁七至八’三三至三四。 

61
培英中學：《培英一九二六年級畢業錄》，缺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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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窘石中學：《營石中學校章程》’頁十二。 

6 3
熊眞沛：「五四運動後廣州敎會學校的反動措施及帝國主義的宗敎侵略活動」，載 

《廣州文史資料》，二四輯，頁一八三。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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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至五三年的十六年間，對中國人來說不啻是深刻難忘 

的歲月，接踵而來的戰亂，導致千萬以上人民的死亡，房舍良田盡毀於 

砲火之下；政權多番的易替，社會接連地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幾乎波 

及所有組織和個人，基督敎敎育事業所受的衝擊尤多， 後且被排除於 

中國土地之外。 

第一節抗日戰爭 
揭開劫難序幕的是八年漫長的抗日戰爭。 

日本自甲午戰後已開傲侵略中國的野心，在日俄戰爭獲勝後，更在 

東北取得了優勢。嗣後迭傲事端，遂步蠶食中國的領土和主權，以圖實 

現其一統亞洲的夢想。此時，中國由於內亂紛擾，被迫節節退讓，在百 

般屈辱的條件下將決戰的日程一再拖延。至使日本在倂吞了朝鮮、滿蒙 

特殊化、建立滿洲國後，竟又企圖在華北扶植另一個傀偏政府，在無可 

轉圜的情況下，中國終於與日本展開全面的戰爭，時維一九三七年七月。 

) 撤 退 
戰爭先在華北爆發，遂漸蔓延至江南。在一九三七年，廣東亦未直 

接受到戰火的侵擾；但是戰報頻傳，亦使人民陷在極大的恐懼中。八月 

初，廣州市民已疏散至鄕村避難。九月一日原係各敎會學校招考新生的 

日期，但是廣州市將被日機轟炸的謠傳紛起，各校被迫改期開課。至九月 

二十八日，大部分學校勉强開學，只是不少家長爲安全計，已不讓子女上 

學。敎會學校就讀的多爲富有人家的子弟，自然更爲謹愼，故學生人數 

下跌得相當厲害，如眞光小學學生報到者，僅得二十八人1。 

由於學生人數稀少，上課情況不穩定；加上警報頻嘯，晚間復又燈 

火管制’在諸多困難下，一些著名的敎會中學，爲了避免在危城講學， 

已著手安排遷校事宜。在選擇地點方面，香港作爲英國殖民地，時英曰 

之間並未交戰，實爲 安全的地方；特別如培英等中學早在香港設有分 

校’已設置人手和物業，各方面的安排均較容易。是以在九月間，培英 

中學廣州正校 2、眞光中學 3、嶺南大學附屬小學 4、培賢女子神道學校5 

先後遷至香港，培英西關分校亦遷至澳門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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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些學校仍欲在內地開辦。如培道中學於九月遷校肇慶 6，協 

和女子中學遷至台山 7 ’培正中學遷至鶴山城8，興華中學於是年年底 

遷至赤坎 9等。新校址多利用其所屬敎會在當地設立的敎堂或學校，如培 

道便假浸信會所設舊培正分校的校址爲課室、光道聖經學校校舍爲宿 

舍 ° 一九三八年，由於戰情轉趨緊張，日機轟炸的範圍擴大，波及肇 

慶、台山等地，及後廣州等地更相繼倫陷，故所有內遷的學校均再遷至 

香港或澳門。遷港的有培道和興華，遷澳的則有培正和協和女中。 

至於一九三七年仍然留在廣州的敎會學校，因受戰爭影響，常間歇 

地停課’對授課進度產生很大的干擾。不少敎會小學相繼停辦。及至一 

九三八年，日機來犯更頻，廣州到處均受破壞，此時敎會多已終止了各 

項社會和敎育計劃，僅餘少數學校繼續堅持下去。但是人心惶惶，師生 

精神澳散，學習效果自然不佳。例如聖三一中學勉强支持了三七至三八 

年整個學年，但留校學生已很少；而協和神學院更有多位員生主動要求 

離校，或建議將學院遷至香港，校方乃決定任憑學生去留，結果有半數 

學生和數位敎師離去，。。 

一九三八年暑假後，遷移的學校更多，佛山華英中學11、華英女子 

中學 I 2、公理會美華中學 I 3等相繼遷至香港。 

十月十二日’日軍在連番轟炸後，先在惠陽沿海的下沖、澳頭、稳 

山等地登陸，十四日惠州失守。是日廣州市政府下令各校立即停課，一 

些尙未遷移的敎會大、中學校乃倉卒籌措出路。嶺南大學決定遷港，先 

行指定中西敎員十餘人留守原校。是時鍾榮光以年老退休，改任名譽校 

長，委李應林校政，李氏率領敎職員及學生來港，喬得香港大學借 

出校舍復課，呈奉敎育部及廣東省政府核准備案 I 4。協和神學院亦遷往 

雲南省大理府，與華中大學聯合上課 I 5。 

十七日博羅失陷’廣州已危在旦夕。十八日，省政府宣佈疏散婦 

孺，政府機關預備他遷，商店亦同時結束，許多人將較有價値的東西搬 

入沙面的英租界及法租界。二十日，政府機關完全撤退，市民爭相離 

市。政府亦炸毀所有重工業及防禦工事。二十一日下午，日軍入城 1 6。 

此時所有敎會及學校均已停辦，如聖公會將所有工作結束，傳敎人 

員撤至香港，聖三一中學自亦關門 I 7 。事實上，除了前述少數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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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的皆已結束。因爲只有這些歷史悠久，有優良傳統的敎會大、 

中學校的負責人，才會下定決心，冒各樣危險來使學校堅持續辦下去； 

也只有這些聲名昭著、信譽良好的學校，才會得到家長的信任，將子女 

委託給她們，跟隨學校到處遷移。敎會小學未關門而遷校者，僅有歷史 

久遠的眞光小學；由於校董會決意保留學校，不讓其發展中斷，乃在 

一九三八年二月，租賃香港九龍一房宇爲初期發展校址。九月小學遷 

港，增辦中學，名爲眞中中學 I 8。這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情況；除了敎 

會的大、中學校的附屬小學外，其餘小學悉數關閉。 

當曰軍尙未進入廣州城以前，美國軍艦民丹奴號派出水兵往嶺南大 

學及夏葛醫學院，保護美人物業 I 9。白鶴洞的眞光、培英、協和等校校 

址由於係英美差會開辦，亦懸上英、美國旗，日軍乃不進入。 

曰軍入城後，到處搶掠糧食，城內又發生大火，因無人負責灌救， 

大火直燒至四日才漸平息，主要喬業中心區幾盡焚殿。未能逃離廣州的 

市民，到處驚惶躱避。而廣州的敎會團體，在倫陷前一星期已料到有許 

多市民因經濟或其他原因不能逃走，致成爲留市難民，亟待救濟；於是 

乃組成「廣州難民救濟會」，設難民區於芳村明心學校，白鶴洞眞光、培 

英、協和等校，及康樂嶺南大學三地。故日軍尙未入市，婦孺老弱而不 

能逃亡者，倶往此三難民區躱避。他們的糧食、居住等事，槪由難民救 

濟會負責°計嶺南大學有難民四千五百餘人，眞光等三校有難民約四千 

人，芳村亦有三千左右。難民救濟會的經費由美國差會聯合籌劃，由美 

國敎會總部撥款資助2°。 

廣州失守後’日軍再向其他地區挺進。十月廿六日，佛山淪陷，東 

晃、寶安等縣亦相繼失守°至翌年二月以後，日軍由於兵源不繼，無法 

控制遼闊幅地，乃據守城市；偏遠縣份，遂重回國人手中。 

汕頭地區面，日機於一九三八年開始轟炸汕頭、汕尾等港口，沿 

海居民大量湧入內陸鄉村°英長老會的聿懷中學遷至五經富附近一鄉村 

續辦，隨來的有五百多個學生 21 0美北浸信會的璺光中學亦遷揭陽縣廣 

美鄕上課，後再遷縣城 2 2 °至一九三九年六月，日軍正式進駐汕頭市。 

總括一九三七至三八年，廣東省敎會學校搬遷者，有下列各間（參 

附表十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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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原 址 遷址日期 遷 地 

私立嶺南大學附中 廣州 1937年9月 香港 

私立培正中學 廣州 1937年9月 曲江、繼遷澳門 

私立培英中學 廣州 1937年9月 香港 

私立協和女子中學 廣州 1937年9月 台山、繼遷澳門 

私立眞光中學 廣州 1937年9月 香港 

培賢女子神道學校 廣州 1937年9月 香港 

私立培道中學 廣州 1937年9月 肇慶、繼遷香港 

私立興華中學 廣州 1937年底 赤坎、繼遷香港 

私立嚳光中學 仙頭 1937年底 揭陽 

私立聿懷中學 汕頭 1938年1月 五經富 

私立華英中學 佛山 1938年8月 香港 

私立華英女子初中 佛山 1938年8月 香港 

私立英華中學 廣州 1938年8月 香港 

私立嶺南大學 廣州 1938年10月 香港 

私立眞光小學 廣州 1938年10月 香港 

協和神學院 廣州 1938年10月 雲南 

遷址日期 遷 地 

1937年9月 香港 

1937年9月 曲江、繼遷澳門 

1937年9月 香港 

1937年9月 台山、繼遷澳門 

1937年9月 香港 

1937年9月 香港 

私立培道中學 廣 1937年9月 肇慶、繼遷香港 

私立興華中學 1937年底 赤坎、繼遷香港 

私立嚳光中學 仙頭 1937年底 揭陽 

私立聿懷中學 汕頭 1938年1月 五經富 

私立華英中學 佛山 1938年8月 香港 

私立華英女子初中 佛山 1938年8月 香港 

私立英華中學 1938年8月 香港 

私立嶺南大學 廣;I 1938年10月 香港 

私立眞光小學 廣 1938年10月 香港 

協和神學院 1938年10月 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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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居 
遷往香港、澳門及內地的敎會學校，因長途践涉，且輾轉更換校址 

多次，學生大量流失。如協和女子中學在戰前師範科、高中及小學三部 

合計，共有學生七百人，遷台山者僅二十人 2 4，繼遷港者恐更少。不過 

這些學校的名氣頗盛，故在新地方招生並不困難。如眞光小學因「校名 

遠播，故報名入學者，一旦已逹一百五十餘名，此後有增無已……校舍 

在四年內由一層增至九層」 2 5。事實上，大批難民的逃至，敎育需求量 

大增，亦使學生的供應不虞缺乏。 

前說聖三一中學於一九三八年廣州倫陷時停辦，但數月後，因該校 

宗敎主任侯利華（R e v . V. Halward )帶領一班學生約二十人逃來香 

港，乃借用聖士提反堂爲校舍，一九三九年九月，學校租用界限街一幢 

樓宇復辦 2 6。 

附表十 -九四一年香港部分教會學校的人數 

校 名 學生人數 備 註 資料來源 

嶺南大學 605 此爲1940之數 27註 

嶺南大學附中 400多 «註 

眞光女子中學 345 丨9註 

培道女子中學 

華英女子中學 

華英中學 

興華中學 

美華中學 

中學生384 

小學生170 

380 

310 

170 

500 

«註 

31註 

丨2註 

33註 

丨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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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九四一年時，香港部分敎會學校的人數大致如下（參附表十 

二）°此等數字雖然尙不及昔日在原居地的鼎盛情況，但規模亦屬不 

小°學生來源充裕，經濟問題亦迎刃而解。此時，敎會學校面臨 大的 

困難，是校舍不足。因爲她們僅能借用敎堂或某些小型學校的房舍，或 

租賃私人樓宇爲校址，地方遠較原日的狹小。特別在抗戰軍興、人口随 

增的港澳，要尋覓適當校址並不容易。培英中學的做法是將校舍分爲五 

處，高中部課室在羅便臣道、鐵岗、干德道，宿舍在衛城道，初中部及 

宿舍則在高街 3 5。美華中學亦將男校和女校分開置辦。 

至於儀器及設備方面，一些有準備的敎會學校早已從廣州運來大批 

圖書、儀器 3 6，足供敎學之需；其他的則在遷移後重新添置。 

這裏可以以嶺南大學爲例，該校借用香港大學上課；香港大學允准 

其使用圖書館、禮堂、各科的實驗室、學生會會所及課室等，惟上課時 

間多編在下午五時至九時半，以不與香港大學本身的課程衝突爲原則。 

農學院二、三、四年級爲便於實習起見，另在新界租地辦學；醫學院四 

年級隨同香港大學醫科四年級學生在瑪麗醫院上課，五、六年級學生一 

部分由醫學院院長率領在曲江上課實習，一部分則在國立上海醫學院借 

讀實習°此外，該校陸續租賃地方，以建立辦公室及各科實驗室，設備 

乃臻完善 3 7。 

敎會學校並未因身在香港或澳門，而與國家的關係有所疏遠，她們 

仍奉廣東省政府爲領導°如一九三八年六月，香港成立嶺英中學，向省 

府申請立案，至一九三九年八月奉准註册，開辦小學至高中 3 8。 

學生對於國難亦極其關心° 一九三八年眞光中學全校員生集體節食 

兩月，集資慰勞綏遠戰士 ’購買購機紀念章，推銷救國公債，並集款救 

濟留居白鶴洞難民區的同胞 3 9 °嶺南大學學生會於一九三九年組成「私 

立嶺南大學學生慰勞團」，於八月往惠陽、龍川、翁源、韶關、南雄、 

桂林等地，向前線的軍士慰勞。 

談到敎會學校對國運的承擔，我們必須述及與學校有密切關係的廣 

州靑年會°該會打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已積極從事抗日的民衆敎育工 

作，包括文字宣傳、演講及討論會、民衆歌詠團、話劇、倡用國貨，及 

組織戰時救護隊、隨軍服務團，徵集軍用物資，乃至救國公債廣東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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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廣州紅十字會等組織協助工作。他們在學生及普羅大衆中間有相 

當的影響力，敎會學校學生亦一直是各項活動的積極推動和參與者。廣 

州倫陷以後，該會派員協助辦理廣東難民收容所的管理及敎養事宜，但 

會址則被迫關閉，暫時寄寓在香港。 

廣東省政府自廣州撤退後，先遷連縣，繼往西江的韶關，由李漢魂 

出任省府主席 4 2。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間，李氏剛上任不久，即修函邀請 

廣州靑年會前往韶關設會，開展活動，共動抗日大計。經過數月的籌 

備，韶關的廣州靑年會曲江辦事處，終於在一九三九年六月成立。而原 

任靑年會幹事、曾因戰爭爆發返國的美籍人絡愛華（ E d w a r d H. 

Lockwood )亦於一九四〇年再度來華加入工作。在他的積極爭取下， 

駐重慶的美國援華會（Unked China Relief ) 4 3決定撥款援助華南的救 

濟工作44。 

廣州靑年會董事會執行部的書記爲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李氏在抗 

戰期間與重慶國府及韶關省府均保持密切的聯繁。時省政府除了邀請廣 

州靑年會至韶關工作外，又欲邀已遷港的敎會學校往韶關續辦，故廣東 

省敎育廳長黃麟書委託李應林代爲探詢各校意見。李氏乃將此問題交付 

廣東基督敎敎育會，由各敎會中學校長作決定。大致上，各校校長都覺 

得學校應在本國地方、本國政府管理下辦學的，但是他們卻又憂慮一旦 

將校內遷後，學校即會發生經濟問題。因爲內地學生多較貧窮，學費收 

入恐不足應付開支 4 5，是以始終未成事。直至一九四一年香港倫陷後， 

敎會學校才遷返內地。 

省政府積極爭取靑年會及敎會學校的支持，除了希望在戰時得到更 

多力量支持，以壯聲勢外；更重要的是因爲敎會機構和學校與英.、美等 

國仍保持一定的聯繁，這種對外聯繁對戰時的中國極爲重要。 

回頭我們討論內地的情況。 

日軍並無足夠力量佔據整個省份，只能控制一些大城市和主要交通 

幹線、鐵路和河流附近的地方。農村廣大地區，仍在中國政府的控制下 4 6。 

以廣東來說，廣州、汕頭及沿海地區是日人牢牢掌握的，廣州陷落 

後，日本扶植了一個愧偏政權，由陳廉伯擔任粤偽主席’彭東園、呂春 

榮等組織廣東省治安維持會’設有六個處，其中復興處由商衍蜜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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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下轄敎育科，管理廣州市的敎育行政，當時復辦有中學一間和小學 

十三間。一九四〇年，由於汪精衛已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廣東遂跟隨組 

織廣東省政府和廣州市政府，一切均照原來國民政府的編制。廣東省政 

府下設敎育廳，推動敎育工作，除於一九四一年成立廣東大學（由陳嘉 

藹主持）外，又設省立私立中學和職業學校共十七間、市立小學一百〇 

二間，學生總數逹三萬多人。各校內均成立大東亞聯盟支部，藉此奴化 

中 國 人 民 " 。 在 這 些 公 、 私 立 學 校 中 ， 並 無 任 何 基 督 敎 會 辦 的 學 

校48。 

由英美敎會組成的廣州難民救濟會仍負責維持三個難民救濟區，照 

顧近萬名難民。就白鶴洞難民區言，眞光等三校址共收容了四千人，分 

住學生宿舍內，每日供應兩餐。培英學校難民所的主持人係英籍牧師譚 

理活夫婦，另有一美籍牧師麥理倫，及華籍牧師李傲榮，並原培英中學 

敎職員數人等。他們見到難民所學齡兒童甚多，乃在一九三九年開辦臨 

時學校，定名慈幼學校。將所中兒童按程度分別編班，由小學一年級至 

六年級；原已小學畢業或有以上程度者，則一律編爲特別班，即共七 

班。每班學生由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後來附近鄉村一些學齢 

兒童及少數廣州敎會的敎友子弟，亦有來學，故在 盛時期，學生約達 

五、六百人。敎師則由負責難民所的傳敎士及原培英敎員兼任，低年級 

亦有選難民中曾當小學敎師者擔任°學校課程大致按廣州倫陷前的小學 

課程，但因缺乏課本，故由敎師回憶編寫講義°有所不同者爲從前國民 

政府禁止小學傳授宗敎，如今則設有宗敎課程，高年級讀聖經，低年級 

由 敎 師 講 解 ； 每 星 期 須 上 主 日 學 ° 高 年 級 學 生 中 多 有 接 受 洗 禮 

的49。 

康樂嶺南大學校址的難民區，亦辦有難童學校，由嘉惠霖夫人主 

持。鼎盛時期共有十七班，學生八百餘人；部分敎員由有相當學識及敎 

學經驗的難民充任外，其餘亦由留校人員負責。一九四〇年三月，且開 

辦僅具小學程度的成人夜校，旋又加設英文班一班，學生共二百餘。其 

後，又開設鄰鄕小學一所，使下渡、康樂等鄕村子弟，求學有所；其較 

遠之鄉人，甚至多願送子女入住難民區，以冀得受敎育。 

一九四〇年，由於汪精衛成立僞政府，人民有信以爲國府還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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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區不少人遷回廣州市，學生人數稍減°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 

爆發後，難民所學校停辦。 

白鶴洞和康樂的難民小學，是倫陷區內僅有的敎會學校。 

至於自由區內，大致上敎會工作仍能繼續，學校亦能開辦。如禮賢 

會在太平及耶山的敎堂曾於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間關閉，但在三九年重 

開，小學也吿復辦。中華基督敎會在三江的德基小學、連縣的光惠小 

學、陽江的景光小學等，均開辦不輕；至於各堂直接辦理的初級小學及 

民衆學校，亦在艱難環境中堅持敎學 5 2。 

同寅會在中山小抚設立的美理中學，照常上課，有學生三百人；汪 

長仁傳敎士更開設難民敎養所，收容男女一百餘人 5 3。 

(三）流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偸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形勢急轉 

直下。十二月八日，日軍進犯香港，所有敎會學校停課，緊急籌備他 

遷° 

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先電吿國府敎育部及省府敎育廳，然後冒險 

潛入內地，到重慶向中央請示， 後決定將學校遷至曲江大村（離韶關 

三十公里），接收軍除移交的棚屋四十八座，權充校舍。此時，一切運 

港.的書籍儀器盡失，幸得政府和美基金會的捐助，得以簡陋添置。一 

九四二年初，嶺大復課，農學院借用粤北坪石農學院，文、理工、醫各學 

院學生奉敎育部電命分別在國立中山大學、廣西大學及國立貴陽醫學院 

借讀。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中旬，離香港赴韶關辦事處登記的嶺大學生共 

一百七十九人、附中學生六十一人° 一九四二年新學年開始時，曲江大 

村校舍已建成，乃在本校復課。但因設備關係，理工學院及理科研究所 

暫不招生�學生人數方面，一九四一年居港時，大學部有學生八百三十 

人，一九四二年在曲江開學時則有五百零一人 5 4。 

中學方面，聖三一中學遷往北海續辦 5 5。培英中學先遷澳門，與原 

來在澳辦理的培英西關分校合倂上課°但校董會認爲在澳辦學，環境不 

宜，乃決定遷回中國內地，先派校長傅世仕至粤北安排一切，至一九四 

三年學校借用廣州靑年會在韶關開辦的夜校校址復課 5 6。眞光中學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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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校長何蔭棠往曲江’但未幾韶關又告急，乃將學校再遷至連縣三江 5 7。 

培正和培道二校先後遷至评石水牛灣，成立培聯中學，由趙恩賜任 

校長。嶺南大學附中亦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在曲江大村嶺大校址復課，但 

因地方關係，初中一、二年級停辦一年，一九四三年才復辦。中德中學 

在廣州淪陷時停辦兩年，後校長在韶關復校。華英中學及華英女中亦相 

繼遷韶。 

這次遷韶與前次從廣州遷港不同，前次敎會學校早有預備，儀器、 

圖書均可運走。但今次因日軍偸襲珍珠港，事出突然，至香港倫陷後， 

學校員生倉卒逃生’故學校所有財產皆蕩然無存。在這情況下要再次復 

校並不容易，不少學校都感到難以維持；加上在韶關屢因告警而要流徙 

躱避，使辦學更爲吃力。在無法獨自支撑的情況下，敎會學校乃有合倂 

之擧。如前述培正和培道兩校合辦培聯中學，華英中學和華英女子中學 

在遷韶後因校舍關係，亦男女兩校聯合辦理 5 8。 

此外，一再遷移使到敎會學校難以堅持其原來的一些傳統，特別在 

招生方面°眞光中學輾轉遷至連縣三江後，因校舍座落一小墟鎮，人口 

不多，乃兼收男生，但仍僅得一百五十人 5 9。嶺南大學附中也兼收女 

生。 

經費支細也是遷韶後敎會學校碰到的困難。因爲不少學生是隻身隨 

校從香港逃往內地，他們或因戰亂與家人失去聯絡，或因郵匯或其他困 

難，而失去家庭的接濟°學費的激納頓成問題。雖有救濟金代付學費， 

但爲數有限；且學校亦不能按物價的飛漲指數來調整學費金額，以免增 

加學生的經濟負擔°故此’學校除了靠賴校董會多方籌措，及救濟基金 

的援助外，復要向銀行申請貸款，以濟燃眉之急。嶺南大學且要向基督 

敎協進會申請撥款。 

學校經濟困難，連帶敎師生活亦受影響。一九四一年，中國基督敎 

敎育會曾爲敎會中學進行籌款。事緣生活指數上升，令敎師收入無法維 

持生計，該會乃欲籌集美金二萬元，以援助約二千名敎師。但成效如何 

不詳 60。 

學生的情況更爲惡劣°政府鑑於各專科以上學校的粤籍學生，因家 

在戰區，致款項不能接濟，乃特訂定專科以上學校戰區粤籍學生的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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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自一九四〇年九月份開始，指撥貸金總額三萬元，每名學生每月 

可得八元（一九四一年增至十二元，一九四二年爲二十元），名額按學 

校分配，嶺南大學分配到五十名。這個援助辦法立意雖善，但一來受 

惠學生限於專科以上，中學生未能受惠；且名額也極有限，嶺大五百多 

個學生中，獲貸金者僅十分之一。二來執法者上下其手，常藉故拖延放 

款；本來物價暴漲，公費已不敷生活所需，加上這樣延遲發放，故學生 

得款時往往連購買食物也不足夠。 

幸而世界學生聯盟與世界基督敎學生同盟，因鑑於中國學生受到戰 

爭的影響，乃在英、美等地籌款，設立救濟基金。他們將款項直接委託 

時在重慶的靑年會全國協會分發，廣州靑年會是其中一個分發點（其餘 

還有長沙、重慶、南昌、桂林……）；靑年會在其下面設立「曲江學生 

救濟委員會」，由靑年會幹事邵明耀擔任執行幹事。救濟範圍包括樂 

昌、坪石、韶關各公私立大、中學校學生。學生在申請而經審查獲准 

後，每月可得寒衣、被服、伙食、書籍、醫藥等補助，學費亦代爲繳 

交。受助學生中不少是從香港逃難前來的。起初，補助是免費性質，後 

期則改爲服務性助學金，規定受助學生參與一定數量的社會服務，此等 

服務多在暑假擧行，如醫學院學生組織醫療宣傳隊到農村進行防疫、宣 

傳衛生等工作，又開辦識字班、戰時兒童義務學校，及難民服務（靑年 

會亦辦歸橋救濟，因有許多難民逃至，故爲他們設立難民宿舍、膳堂， 

由受助學生負責管理）等；基督徒學生也有被派往敎會協助夏令會、詩 

班等工作。 

「曲江學生救濟委員會」委任了敎會及敎育界一些知名人士，如李聖 

華（華英中學）、王以敦（廣州靑年會總幹事）、李雪英（省立女 

師）、廖奉靈（協和女中）、伍學宗（曲江循道醫院院長）等十三人爲 

委員，共同商議學生救濟工作°總部設在韶關，坪石、桂頭和連縣則設 

立學生服務處，聖公會、循道會及女靑年會皆派員予以協助。 

雖然基本的衣食問題獲得解決，但學生的學習生活仍非常艱苦，他 

們居住在臨時搭建的草棚內，水電供應皆付闕如。晚上亦無燈火可供照 

讀；後來靑年會購置數十逢氣燈，分配各校，組織夜讀團，勉强應付需 

要。此外，書籍嚴重缺乏，學生沒有課本，只靠油印講義；敎師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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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惟有憑記憶口授，幸而學習情緖尙佳62。 

以上所說皆香港淪陷後內遷的學校情況。至於在澳門的敎會學校， 

如協和女子中學，則並未受到戰火波及，仍續辦如故。協和女中的學生 

且增至八百七十人°本來國民政府敎育部曾規定私立學校不得開辦師 

範科（這正是協和從師範學校改爲中學的原因），但因抗戰期間，內地 

之師範學校大多解散，師資人才嚴重缺乏。敎育部曁橋務委員會乃特准 

該校續辦髙中普通師範科，於一九四二年招生 6 3。 

一九四四年，戰情轉告危急。五月三十日，敎育廳諭令曲江疏散， 

各校務須提前於六月三日以前考試完畢，然後疏散至山村。嶺南大學將 

學校遷至评石，及後見韶關無恙乃返。一九四五年正月局勢又轉緊張， 

嶺大宣佈停課，帶領學生進入山村逃避。不久，日軍攻佔韶關，嶺大校 

址且被日軍躁躪，三載心血一旦盡毀，復課無望。部分學生曾報名從軍 

者，乃遣至平遠軍營；其餘學生或提前畢業，或介紹往中山大學借讀 6 4。 

嶺大附中亦宣吿停辦。 

中學方面，一九四四年一月，韶關告急之時，眞光中學已遷至連縣 

三江，借美北長老會在雙喜山建設的一座已廢置校舍復課，並與培英、 

華英、嶺英、美華、眞中等校合組基聯中學，聯合辦理 6 5。至一九四五 

年連縣復吿急，學校再遷入三江，伺局勢稍定後重返，如是者遷徙多 

次，師生均疲於奔命 6 6。加上山區痢症及瘧疾流行，盜匪娼獗，物資供 

應亦非常緊張；華英師生須拍賣衣物，並向外界以私人名義借款，始能 

維持生計 6 7。 

另一方面，一九四五年韶關淪陷前，省政府決定遷至東江的平遠。 

從韶關至東江，要從楓灣起，徒步走三百多里，經過曲江、始興、翁 

源、連平四縣，至連平後方可乘車到東江。當時急待疏散的達數萬人之 

多，廣州靑年會乃組成救濟委員會，沿線設立救濟站，有飯堂、宿舍、 

醫療站等，以救濟逃難人民。敎會學校學生參加救濟隊工作的人很多， 

醫療站亦由嶺大醫學院的敎授駐診，出力甚大 6 8。 

至於原屬自由區的敎會學校亦因日軍攻勢轉劇而受波及。如中華基 

督敎會廣東協會第五區（陽春陽江兩縣）的景光小學校，本有二、三百 

人之規模，但在一九四四年，該區爲日軍所佔，學校遭嚴重破壞，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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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頓。第七區（番禹、南海上部、花縣、從化）的光正學校曾受日軍襲 

擊而毀，雖欲復校，奈何因種種困難，始終未能成事。湛江（廣州灣） 

在 一 九 四 四 年 爲 日 人 佔 領 ， 强 迫 解 散 敎 會 ， 慈 光 小 學 亦 不 能 幸 

免69。 

總括在抗戰時期，敎會學校遭受空前的打擊。由於日軍對廣東的 

侵略是集中在惠陽至廣州、潮汕、欽州廉州，以及瓊崖海南島等四個戰 

區，而這些地區卻正是敎會及基督敎敎育事業的重心所在，故損失實 

非數字可以反映。雖然部分敎會大、中學校尙能遷徙續辦，但多番逃 

難，學校財產設備幾全損毀亡佚，人力經濟均陷困境之中。特別是在一 

九四四至四五年，數度倉卒撤退後，幾無學校能夠獨力支撑下去。幸而 

日本的帝國主義侵略行動已日暮窮途，不久便完全潰敗。 

第二節從復員到內戰 

復員 
-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綿延八年之久的戰 

爭，始告結束。 

抗戰勝利後，各已遷徙的敎會學校相繼返回原居地復員。以嶺南大 

學爲例，該校先遣接收人員返廣州，時國軍尙未進駐市區，爲防敵僞人 

員掠奪物資逃去，乃商得代管美國權益的瑞士領事館同意，先行於九月 

五曰接收僞廣東大學佔用的康樂校舍，九日接收敵博愛�院佔用的孫逸 

仙 博 士 紀 念 � 學 院 及 博 濟 � 院 。 

其他敎會中、小學亦陸續從日人手中接回校舍。至一九四六年，敎 

會中學復員者有下列各間（參附表十三） 71。其餘靑年會中學、美華中 

學、中德中學、興華中學等亦於不久復校。單以廣州市而言，據一九四 

六年十一月的統計，共有基督敎敎會中學九所、小學十四所、幼稚園四 

所，其他三所，共有學生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一人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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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三：一九四六年已復員之教會中學 

私立嶺南大學附屬中學 廣 少H 

私立培正中學 廣 少H 

私立協和女子中學 廣 m 

私立培道中學 廣 ；ill 

私立眞中女子初級中學 廣 州 

私立培英中學 廣 少H 

私立華英中學 南海佛山 

私立培英初級中學 南海佛山 

私立嚳光中學 汕 頭 

私立聿懷中學 汕 頭 

私立眞理中學 揭 陽 

私立樂育中學 梅縣黃塘 

私立聖三一初級中學 合浦北海 

學校在復員後面臨 大的困難，乃在財政方面，因爲不少校舍受戰 

火破壞，如培英中學在花地的校舍幾完全被炸殿，已不能用，只好合併 

在白鶴洞上課 7 3。其次，圖書、儀器的遺失也是一個嚴重問題，眞中中 

學原來貯藏在香港的圖書三萬册，被竊一空，校舍、校具，多遭損壞 7 4。 

嶺南大學圖書受損壞達百分之三十，儀器逹百分之五十，房舍逹百 

分之四十，可謂百廢待擧。然而在學校亟需大量金錢修殘補缺之際，財 

政來源卻又成大問題，如同李應林所說嶺南大學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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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四年間，本校經济至爲支細，國内損款，因戰爭影響 

幾等於零。玫府補助爲數亦少。學費收入，在當時學校玫策， 

以爲各橋生及裔陷區學生接濟困難，學校尚須爲其所請求贷 

金、救濟費及捐款設立工讀學額，以資維持，豈可收費太昂以 

阻向學之路。用是決收低額費用’並設法構受平價米以輕學生 

負擔。四年來始終爲全粵北收费 少之學校°美基金會補助， 

向只派遣敎授不助經費。此數年間雖有撥款，然爲數甚少，依 

然不敷應用。戰時美國停止各團體自由捐款，無法可以増加。 

其所支持下去者，主力蓋在英美兩援華會，美援莘會年助至 

多。英援莘會則多由於友詖閼係所繁忙……但戰事結束，兩會 

工作持績至若干期時，尚未可知。」
75 

由於國內民生调敝，經濟蕭條，敎會學校除仍大力向較富裕的學生 

家長籌募外，乃將勸捐重點移至海外。如培正中學校長潟棠在一九四七 

年赴美籌款，成績至爲美滿 7 6
。此外外國差會亦同時增加了撥款。那些 

可以獨立籌募經費的著名敎會大、中學校遂度過了難關。 

然而財政上仰賴本地敎會支持的敎會學校（特別是小學）情況便未 

見理想，不少甚至不能復校。這是因爲敎會在戰時所受的打擊極其嚴 

重，信徒失散、敎堂被毀。以信義會（巴陵會）爲例，戰前該會發展有 

十一個根據地，四十個外展站；戰後半數外展站已無宗敎活動擧行，許 

多建築物且被軍人佔領。敎會人數在一九三六至四六年間下跌了22%， 

從四千六百四十四人降至三千五百六十五人。不少信徒在戰爭中失去了 

家園財產，致他們以至整個敎會均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中；戰前該會共 

聘有一百零三個本地傳道人，但在一九四七年只能聘用四十五個 7 7。 

崇眞會方面，雖然敎友人數未因戰爭而減少，且從一九三七年的一 

萬七千五百九十一人增至一九四七年的一萬九千六百七十八人。但在戰 

火中，有二十多間敎堂被日機炸'殿，損失頗爲嚴重；加上戰後物價飛 

漲，經濟極爲困難 7 8。 

另外有些敎會除受經濟困擾外，尙要面對政治上的問題，這裏指的 

是德國差會開辦的敎會°戰後，德國人在中國所辦的各項事業均被視爲 

敵產，信義會和Schleswig-Holstein M i s s i o n s在廣東所設的許多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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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均被中國軍隊佔領。戰後中國政府又無意歸還，經世界信義宗聯會 

( L u t h e r a n World Federation )派地區監督到中國多番爭取，直至一 

九四八年年底，中國政府才允歸還 7 9。 

敎會財政萎縮’對敎育事業的影響自是直接而深遠的，較輕微的 

是：敎會決定不再增建學校。例如中華基督敎會廣東協會在戰後草擬了 

一個復員計劃，由汪彼得總幹事執筆，裏面指出：學校由於受損頗大’ 

加上人民生活困難、敎員難安其位、圖書儀器無法添置，均屬必須首先 

設法補救的事情；故計劃書强調：該會只應力謀改善和充實現有各校， 

使之成爲示範學校，原則上不必再求學校數目之增加。 

較嚴重的則乾脆將學校關閉，甚至變賣校產。擧一個較爲矚目的例 

子’由數大宗派聯合支持的協和神學院，在戰後因人事變動、經費難 

m，不得已將白鶴洞校舍轉售給培英中學，將產價在嶺南大學康樂校址 

建回中央大樓一座，嗣後神學院乃與嶺南大學合併上課 81。至於敎會小 

學之停辦者，則無庸擧例了。 

但是，即令敎會不再增建學校，或停辦部分小學，敎會的敎育擔子 

還是非常沈重的。例如中華基督敎會，據說在一九四七年共辦有十七間 

中學（此數極可疑）、二十七間小學，此外尙有與他會合辦的協和神學 

院和崇基女子聖經師範學校 8 2。 

播道會在戰後的敎育事業，包括廣州聖經學院及三所小學，其中大 

光和福華兩小學在廣州，導正小學在增城，共有學生七百餘人。一九四 

八年，大光小學因人事問題停辦，改辦平民學校，免費收容失學兒童百 

多名83。 

崇眞會在一九四六年共有初級小學四間、完全小學十間、中學三 

間、神學院一間，學生約四千人。三間中學分別爲梅縣樂育中學、古竹 

樂道中學及五華樂賢中學（古竹和五華兩校原亦稱樂育中學，一九三四 

年敎育廳以三校同稱一名，易相混滑，遂改名如上）。 

美北浸信會在潮汕地區設有神道學院、營光中學、眞理中學、碧石 

明道女子專修學院、揭陽護士學校和汕頭普益小學等。學生人數方面， 

營光中學在一九四八年共有學生六百九十七人，眞理中學超逾八百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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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敎會貧窮，但敎育擔子沈重的情形下，敎會不得不增加對海外 

差會的依賴。以崇眞會爲例，該會在一九四六年，華人信徒捐獻尙及敎 

會收入比例的76% ；但四七年由於貨幣泛値，該會總支出由一年前的一 

億五千六百萬暴增至二十五億九千多萬元。信徒捐獻佔敎會支出的比例 

乃跌至4 6 % 8 6 。其餘款項乃要由德國差會及美國信義宗（A m e r i c a n 
Lutheran Missions ) 協助。 

因此可以說，敎會敎育及其他社會服務的過分靡大，實在是中國基 

督敎會不能在經濟上自立於差會外的 大關鍵。 

除了經濟困難外，敎會學校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學生的程度參差。 

由於連年流徙，缺乏安定的學習環境；加上戰時學校的設備課本不足， 

學生水準普遍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問題是昔日位於城市的敎會中學的主 

要招生對象，是城市裏的居民子弟，程度較爲統一，但復員後來就學的 

學生，卻分成倫陷區生和自由區生，兩批學生在過去八年來一直接受著 

截然不同的敎育內容，則差別不僅是量方面，也有質的分別了。 

眞中中學的做法是： 

「本校爲促進學生學業進步，特設算學及英文補習班。又爲涂 

陷區生受紙别考試起見’特設黨義科目，以資精神訓練；其狳 

要受戰别之科目，如國語、化學、算學、史地、博物及英文等 

科，均特别指派敫員爲學生補習，參加執别考試。學生九十八 

名，除其中有十二名因學歷较差，在短期内未能趕及課 

程標华、至降低學級半年肄業外，其狳八十六名均獲合 

格 ° j87 

若與全省的敎育事業相比，敎會敎育的比例在戰後是遂步萎縮中。 

雖然在戰爭期間，但中國政府仍大力發展髙等及中等敎育。以中學爲 

例，一九二九年’廣東全省公私立中學共一百八十八所，一九三六年增 

至二百六十所，一九四五年達三百八十八所 8 8。但敎會中學在此階段新 

增的，只有協和女中、眞中中學及嶺英中學，但同時卻又有學校關閉。 

故此，敎會中學在整個中等敎育結構的比例上不斷減低。一九三二年 

時，廣州市公立中學有五間、私立中學五十四間，其中敎會中學佔十二 

間，即約20% 8 9 ；但至一九四八年，廣州有公立中學十間、私立中學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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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間，其中敎會中學只佔十一間，即佔13. 6% 9°。小學的比例更少， 

一九四八年時，廣州有國民學校約五十所，私立小學一百四十八所，敎 

會小學只約有十五所，即7. 5 % 9 1。廣州已是全省敎會學校 爲密集的 

地區，其他地區的比例更少。 

) 應變 
八年抗日苦戰結束，並未爲中國人民帶來長久安定的日子，短短三 

年間，中國竟又爆發大規模的內戰， 後政權易手。 

抗戰雖然勝利，但多年來戰火蹂躪，令經濟调敝、社會殘破；加上 

官吏徹底貪污腐敗’利用金融波動以營其私，套免黃金外幣，因而導致 

貨幣急劇泛値°單一九四五年九月起至十二月止，法幣已吃値了九分之 

八° 一九四六年，經濟繼續惡化，米價從二月每擔九千餘元增至年終的 

六萬餘元；四七年續增至三十餘萬元，兩年間物價上漲近四十倍 9 2。四 

八年的物價飛漲更如脫韁野馬，一日之間數易牌價 9 3。是年年初每百港 

幣伸國幣二百九十萬，至八月竟變成每百港幣伸國幣三億元，即八個月 

之間泛値99%。八月十九日政府下令改幣制，發行金圓券，匯率爲每百 

港幣党七十五元金圓券，至四九年一月每百港幣已党三千六百元金圓 

券 ， 四 月 之 內 又 吃 値 —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 廣 東 省 政 府 又 發 行 大 洋 

票，但不到一月內已麽値了一半。 

幣値狂薦’貨幣已盡失去信用’金融市場全面崩潰。廣州的工商業 

乃完全癱瘓°特別是上海限制棉紗南運、香港又限制棉紗進口後，原料 

來源幾全中斷，廣州的織布廠紛紛歇業。物資缺乏下，百業停頓。政府 

收入來源枯竭’爲開拓財源，廣東省政府竟要在一九四九年二月開放賭 

禁，允許開賭抽稅，到此情況下，政府已全無可爲了 9 5。 

經濟崩潰，人民生活極其困苦。特別是官商勾結下，糧價不斷急 

漲。因此’在一九四六年曾發生糧食恐慌° 一九四七年一年內，廣東白 

米每擔由六萬餘元增至一百二十餘萬元，生油由二千餘元一斤增至五萬 

餘元，松柴由每擔五千元增至十五萬餘元㈨。政府曾企圖遏止漲風，限 

制物價，但這種頒公文式的政策卻導致囤戶不出賣、工廠不配貨、商店 

普遍自行藏匿，黑市非常嚴重，黑市價比官價上漲了不知多少倍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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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政府在戰後仍大力徵兵。一九四七年規定，凡十八至二 

十五歲的壯丁，均有被徵的機會，方法是攤派名額至每縣、毎鎭、每 

鄉，如開平縣五堡鄕應徵送兵額十五名，由該鄉抽籤徵送。後又陸續增 

加名額。但由於廣東地區不少壯丁出洋謀生，於是特准募兵，以抵銷兵 

額，由每戶應服兵役的壯丁每名按年齢派款，然後募人充額。但應募者 

寥寥，甚至有不法之徒騙取安家費後逃遁，拒服兵役，故始終無法補足 

名額。整個開平縣的名額均不足，台山團管區司令部乃派督徵官率兵到 

縣協助落鄕催徵，限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如數淸送，否則强行徵 

集 9 8。徵兵制實爲一大苟政，人民深受其苦。 

在生計無著的情形下，人民被迫挺而走險。一九四八年，鶴山、新 

興、恩平、台山等地區，先後被土匪劫掠農村。政府雖定下淸剿政策， 

調整戶籍，注重保甲，五家聯坐，頒發國民身分證；又加强武力，訓練 

保警隊，一保徵一兵，嚴令各鄕組織自衛隊，各縣組織聯防隊，且抽調 

國防軍協助淸剿 9 9，始終無效。 

民生困苦，對敎育亦構成重大影響。以開平縣的縣立中學爲例，由 

於貨幣肢値無用，學費改收實物，以米爲本位。初擬收取學穀，每名三 

擔至四擔餘’但學童家長以學費太責，無力負擔，引起風潮。 後政府 

被迫抑減學費 ™ °但如此敎師生活又告無著，許多敎師被迫轉業。 

學生方面亦因敎育經費短細而陷困境。早在一九三八年，敎育部因 

戰區學生失去經濟來源，急待救濟，乃訂定「戰區學生貸金制」，但此制 

度實施後，卻又令到許多原來家境貧窮、無力升學者得以依賴貸金而進 

入高等學府；加上在戰時，中國的高等敎育非理性地擴充，急待受助 

的人數更猛升°至一九四四年爲止，全國領貸款生凡十一萬人，全年費 

用計一百零六億°這些貸款其實是貸而不還的。多年實行以來，學生已 

慣於由政府照顧生活開支，故戰後此制度亦不能廢除，僅在一九四五 

年敎育部將此制改爲公費辦法，規定入學新生約有百分之四十可享全 

公費或半公費。這樣一來構成敎育經費一沈重包狱，使原來已缺絀的 

款項更形不足；二來學生亦以物價急升，政府無法供給足夠生活之資， 

而迭起風激。一九四五年以後’各地學潮紛起，與貸金制有很大關係U)2。 

戰後學生運動非常蓬勃。學生對於政府的腐敗無能，人民的生活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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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深表不滿，紛紛起來以游行示威來表達他們的情緒。如在一九四六年 

十二月，北京大學先修班一名十九歲女生被美國軍人强蔡一案（沈崇事 

件），引發了全國性的學生示威’超過二十個城市的學生參加，廣州也 

包括在內°此時，學生除將矛頭指向政府外，也指向美國，認爲是在美 

國的扶植和縱容下，政府才致如此腐敗°隨後在一九四七年，又有反飢 

餓、反內戰運動；至四八年由於中共在內戰中已獲得實際利益，「反內 

戰」的口號遂被取消，而改爲反迫害、反飢餓運動。據一位學者指出： 

中共並非學生運動的策動者’只是有一些中共分子匿藏在大批學運活躍 

分子之後；不過很多學生受到中共的言論影響卻是明顯的事實。 

中共在當時的社會和學生運動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一九四七年 

三月二十九日，中共在廣州成立「愛國民主運動協會」，拉攏各界來推動 

反內戰、反飢餓和反迫害的運動。五月二十日，南京爆發五二〇血案， 

愛國民主運動協會乃號召罷課示威，嶺南大學學生亦加入響應。五月三 

十一日，約有三千名學生游行示威，被便衣警察歐傷數十人，嶺南大學 

醫學院學生積極展開救援工作1。 4。 

中共黨員亦深入各大、中學校，發展地下黨員及地下學聯，以組織 

策劃學生運動。敎會學校亦不例外。據說培英中學校方對於校內有政治 

分子活動亦已知悉，惟不予深究，且容讓學生參加游行，不予記過處 

分 

嶺南大學在一九四六年，由宗敎主任司徒衛與鍾榮光夫人發起「家」 

的組織，成立了十多個家，每家有一、二十人，由敎師領導學生進行 

各項宗敎活動。當時一些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利用「家」的組織作掩護，又 

進行政治活動。據該校敎師和宗敎主任李聖華憶述，解放後學校設廣播 

電台，讀出一些名單，方知原來許多「家」的成員是地下工作者。他估計 

在四九年前嶺南大學地下工作人員約有一百人。 

學生及社會運動，加深了政府與人民的仇恨，亦令社會問題更形深 

化 ° 

一九四七年七月，國共和談徹底失敗，內戰全面爆發。共產黨軍隊 

節節勝利，未及一年已佔領山東及遼西；四九年一月，更勢如破竹地攻 

陷徐州，自此江南門戶洞開，國民政府政權炭发可危。蔣介石辭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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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改由李宗仁繼任。二月五日，國府宣佈南遷廣州辦公，國土大半已 

落入中共手中。 

早於一九四九年初，形勢已對國府不利，基督敎會因見政權可能易 

手，乃紛紛召開會議，制定各種應變措施。如一月，中華基督敎循道公 

會 華 南 敎 區 在 香 港 擧 行 敎 區 年 會 時 ， 已 提 出 商 議 應 變 計 劃 ； 同 年 

七、八月間，中華全國基督敎協進會廣東分會亦在香港擧行敎會領袖 

的夏令會’名爲「華南基督敎事工檢討會」，討論敎會對時局的反應。 

大致上，基督敎會對於即將到來的無神論的新政權均感到恐懼，認爲必 

然會對敎會及各項事業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紛紛作出 壞打算。部分 

敎會團體撤離中國，轉移至香港續辦；但亦有人主張留守岗位，以盡本 

分；更有少數人認爲基督敎必須採取新的策略，以適應新的時代。 

就實際決策行動方面’除了組織和人事安排的部署外，敎會積極輩 

固現有的工作，並堅固信徒、穩定人心。其次，加强傳敎工作，特別是 

針對學生和靑年方面’如李傲榮、計志文等組織了「靑年歸主運動委員 

會」，專責引導靑年信主；中華基督敎會廣東協會在白鶴洞和西村設立 

的兩個學生工作中心，也努力向學生傳敎m。第三，華南聖經會（South 

China Agency of China Bible House )決定在一九四九年一年內出版 

聖經及福音書七百五十萬册，以配合傳敎的需要1”。第四’各宗派間亦 

加强彼此的聯繁和合作，例如四九年六、七月，東西北三江發生大水 

災，災情嚴重，在國民政府的要求下，廣州各敎會學校校長，以至幾個 

大宗派如中華基督敎會、浸信會、循道會、聖公會、信義會等，都派員 

參加救災”2。 

至於敎會學校的反應則較平靜，除了個別校長及敎師離去’以致人 

事上變動較大外，敎育工作並沒有停頓下來，也沒有學校像抗日戰爭時 

期般要部署撤離，連神學院亦多數決定織績留下辦理，僅崇基聖經師範 

學校遷港”3。 

以嶺南大學爲例，一九四八年李應林辭去校長一職，由陳序經繼 

任。此時由於中共軍勢已捲北方，許多原在北方大學任敎的學者紛紛南 

下，不少乃被邀請進嶺南敎學，如陳寅恪、姜立夫、陳永齢、陶谋措、 

謝志光、周壽惶、陳國情、秦光煌、許天祿、梁方仲、王力等，敎授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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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極一時之盛°不久廣東亦告勢危，部分學者再南下赴香港，另外一些 

則繼續留校…。 

第三節改造與結束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廣州解放” 5。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正式成 

立 ° 

由於中共在解放前已大事部署，各機關由潛伏在其中的共產黨員迅 

速接收，並維持秩序；加上廣州位處南端，解放時間較北方晚了一年 

多，故市民已有心理準備，並無太多衝突抵抗，一切都井井有條。 

是年年底，廣州市長及軍管會主任葉劍英召開市各界人民代表會 

議，基督敎方面的代表有廣州靑年會總幹事王以敦、循道會的熊眞沛和 

中華基督敎會的招觀海；而敎育界亦有陳序經以嶺南大學校長身分參 

加 I I 6。會議席上，敎會工作被允准繼續進行。 

敎育方面，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敎廳在一九五〇年制定了文敎工作計 

劃草案，包括（甲）改造思想、學習政策：發動現職敎育工作者參加學 

習班，改造他們的思想；（乙）建設新敎育：如創辦工農中學，優待工 

農子弟入學；（丙)改造舊敎育：如精簡課程，先改造師範敎育，加强對 

政治課的敎學領導，亦包括「加强對私立學校的領導和管理，議訂各級 

私立學校的暫行管理辦法和備案手續」；（丁)領導方式：加强對學校領 

導層的控制” 7。廣東省的敎育政策遂根據這個計劃草案來推展。 

有關（甲）項改造思想措施。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四日，廣東省文敎廳 

召開「廣州市公私立大專院校敎師暑期研究會」，全市十一間公私立大專 

院校（包括嶺南大學）校長、敎授、講師和助敎共三百多人出席，地點 

在嶺南大學。會議除有專題報吿有關日期的政治形勢和任務、自然辯證 

法和歷史唯物論、土改問題等外，又將與會者按其專門研究分爲四部： 

理工、農醫、文史、法商，分組討論在新時代的敎育問題、各科的內容 

和重點等。會議促成了一些學會如新哲學學會、新史學學會、新法律學 

會、新政治學會、新敎育學會的成立” 8。 

廣州市中、小學敎師，在一九五〇年暑假也參加進修班，由廣東省 

文敎廳和廣州市文敎局合辦，共有三千七百多人。學期由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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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八月二十一日，共四週，包括學習時事，土改、業務（由老解放區及 

其他省份的先進工作者介紹敎學和管理經驗）“ 9。 

有關（乙）項優待工農子弟入學的措施。各敎會學校原來收費較一般 

中學昂責，故只有中上階層子女進校就讀。一九五〇年政府硬性規定學 

校必須減費。這樣使到許多敎會學校的經濟發生困難，如培正中學被迫 

減費後，由於差會已無款項資助，也不可能進行籌款，敎師薪酬乃大幅 

削減，從原來一百多元（已折合人民幣）降至六十元，生活頓形困難。 

爲了應付難關，也不欲與政府直接衝突，校方乃與學生會組織學校委員 

會，共同協商學生收費，研究如何旣維持敎師的生活需要，又令工農子 

弟 得 以 入 學 。 

至於（丙)項改造私立學校課程措施。嶺南大學學生自治會於一九四 

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學校當局同意下，邀請校方、敎授會、講師助敎 

會、工友會和職員會派代表召開「校協問題座談會」。會上決定籌備成立 

「嶺南大學員生工友協商會議」，並選擧敎授王力爲召集人。一九五〇 

年五月二十日，該會正式成立，並於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七日擧行代表 

大會。會議修訂了課程，包括加强政治課、各院系一年級共同必修「辯 

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新民主主義論」；並組織政治課敎學委員 

會’專門研究並解決一切政治敎學的問題。此外，又檢討了學費的金 

額、敎師員工的薪酬等 I 2 2。 

其他中學亦紛紛改組°如培正中學在解放後一星期內取消了宗敎課 

程和活動。由於原校長已離去，故由敎導主任林瑞銘充代校長。學校按 

照政府新訂課程，增加政治科 I 2 3。 

一九五〇年年底，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不久介入戰爭，與美國直接 

發生衝突，敎會和敎會機構（包括學校）的情況極其敏感。仍居留中山 

小抚的同寅會傳敎士被地方政府傳召問話，但美理學校仍能繼繽辦理。 

至翌年局勢越來越混亂，傳敎士決定離去’學校由政府接管 I 2 4。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發佈決定，在一年之內 

將帝國主義在中國所辦的敎育事業接收’將敎會學校改造成人民的敎育 

事業125。 

一九五一年，政府委派黨員進駐敎會學校，充任校長及敎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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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師並沒有大量調走，但要參加敎育工作者工會。此時因政府欲普及中 

等敎育，使從前未能進學的窮家子女得以升學，乃使令學校增收學生。 

爲了增闢課室，敎會學校紛紛改爲走讀學校12 6。 

在經濟及政治的壓力下，一些敎會學校已無法續辦下去。眞光中學 

校方乃決定將學校獻給政府，改辦爲工農速成中學及粤秀師範學校。一 

九五四年再改爲廣州市第二十二中學 I 2 7。美華中學時由周振光做校長， 

亦發起將學校捐獻給政府，改爲廣州師範學院 I 2 8 。 

此時，各敎會中學的香港分校紛紛與廣州母校脫離關係。培英中學 

香港分校於一九五〇年七月更名爲香港私立培英中學 I 2 9。香港培道中學 

則早於一九四六年向南京橋務委員會立案時，便已將廣州培道中學香港 

分校易名爲香港私立培道女子中學；至一九五一年七月正式接獲廣州母 

校通知脫離行政上的聯繁。此外，培正、眞光、華英等中學的香港分 

校亦相繼獨立。培正且增辦中學部。 

一九五二年，省人民政府將中山大學、嶺南大學、華南聯合大學、 

廣東法商學院各校的文、理、法、財經等院系合併成爲中山大學，以河 

南康樂原嶺南大學爲校址。嶺南大學農學院及工學院改倂爲中山農學 

院和中山工學院，醫學院亦改名爲中山醫學院。 

至於協和神學院，由於政府不同意大學附設神學院，乃遷出，暫借 

東山浸信神學院校舍上課。兩年後，由於就學人數減少，各公會亦無力 

支付學院經費，學院乃宣佈停課 I 3 2。 

一九五三年，政府正式下令全面取締敎會學校。培正中學改爲廣州 

市第七中學，培道女子中學改爲廣州市第二女子中學，後再改爲廣州市 

第三十中學 I 3 3，興華中學則改爲第十中學。其他學校跟著改組。 

唯一較爲特別的是靑年會中學，改辦爲職業學校，開設會計、英 

語、文書、審計等科，由民主靑年聯合會撥款資助，屬業餘學校性質。 

一直至文革前兩、三年政府才收回，改成二十中學。這是敎會學校維持 

久者，但亦已非正規敎育，且沒有任何基督敎意味了 I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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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敎敎育不惟是傳敎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近代新敎育的 

建立中，也佔著不能被忽視的位置。 

正如前言所說，廣東是來華傳敎士首先到達的地方，敎會學校的興 

辦也 早。故此，不論是辦學模式、發展方向，廣東都具有實驗 

性的意義。雖然此等經驗不必然爲他省所取法；且廣東作爲中國東南沿 

海省份及 早對外開放的地區，其特殊情況也不一定與他地雷同。但無 

論如何，以廣東作爲研究整個中國基督敎敎育的取樣，仍是有代表性 

的。因此，經過前面十章的敍述後，我們除了可對廣東的個別情況獲得 

槪括性的了解外，更可以藉廣東這個具體例子，作爲一個典型，來觀察 

整個中國靡大的基督敎敎育事業，包括其創生、發展、轉變、成就、影 

響等。這樣的演繹雖不一定完全適切，但肯定比研究個別學校所獲致的 

成果更加全面和眞確。 

⑴傳敎士遠涉重洋來到中國，目的是將基督敎信仰傳送給國人，但 

由於政治上、文化上的種種障礙，傳敎工作未能順利推行。爲了加快推 

展他們的使命，乃聘用本地助手，給予適當的訓練，以爲傳敎的輔助。 

而訓練傳道助手，便成爲傳敎士辦學的首要動機。廣東在一八四二年以 

前興辦的首批學校，目的多基於此。 

騰片戰爭結束後，傳敎的政治障礙在條約的保護下漸次解除，傳敎 

士可以合法地在中國居留傳敎，但社會和文化的障礙卻並未隨之消失， 

反而因戰爭受挫，排外心理更形濃厚。因著國人對基督敎的普遍懷疑和 

敵視，致令直接的傳敎工作（D i r e c t Evangelization )遭遇很大的困 

難’成效不大°於是傳敎士乃引進敎育、醫療等間接的傳敎方法，以改 

善人民的態度，製造接觸的媒介°傳敎士在各地紛紛興辦學校，藉此向 

學童及其家人傳福音。傳敎成爲傳敎敎育建立的另一個原因。 

當中國信徒羣體遂漸形成後，由於傳敎士視傳統中國的敎育內容爲 

異敎主義，爲了防範信徒的子女受到異敎思想的沾染，培育信徒子女的 

責任，自然亦擔在傳敎士身上，這是傳敎敎育建立的第三個原因。而此 

原因又與第一個原因相銜接，因爲訓練信徒子女的其中一大目標，就是 

希望他們成爲傳敎工作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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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傳敎士 初接觸的，都是低下階層的人，所以也只能在這些人當 

中，簡拔傳道助手。由於他們絕大部分都是文盲，故傳敎士若要給與他 

們任何專業（翻譯、醫學、神學）的訓練，都必須從傲蒙敎育開始。另 

一方面，傳敎敎育是傳敎士引進中國的一套西方模式的敎育，中國本土 

並無相應的敎育機構與之配合，故傳敎士在給與信徒子女基礎敎育後， 

若學生需要升學，則傳敎士必須負責爲他們提供更高級的敎育。這兩個 

因素都促成了傳敎敎育學制系統的建立。 

嗣後，傳敎工作越加發展，所需要的本地傳道人亦相應增多，他們 

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爲著改善傳道人的質素，就必須提高敎育的 

程度，傳敎敎育遂趨向高等化。此外，由於中國開放給傳敎工作的範圍 

趨廣，傳敎士在各地設立的學校便越多，爲著使傳敎資源能更有效、更 

經濟地分配和使用，系統化亦屬無可避免。高等化和系統化，是傳敎敎 

育在十九世紀末發展的兩大趨向。 

⑶傳敎敎育是傳敎士基於傳敎的需要而設立的敎育事業，其敎授 

的內容並未適切中國社會的需要，故無實用價値；加上國人對洋人抱著 

懷疑和恐懼的心理，致使招生成爲一大困難。爲了吸引兒童進學，傳敎 

士乃以提供免費敎育、住宿、膳食、衣著等津貼爲館。這個敬法有效的 

使貧窮家庭將子女送到傳敎學校，但同時也使傳敎敎育帶著强烈的救濟 

性質，國人所求於學校的，是「衣食」而非「敎育」。 

國人對傳敎敎育並無所求，對其發展有很大好處。起碼這樣便爲學 

校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傳敎士可以任憑自己的理想和目的，來建立傳敎 

敎育的模式。事實上，當時中國亦無類似的敎育制度可供參照，故此， 

傳敎士乃從他們的祖國，將整套的敎育制度、課程和哲學移植到中國 

來° 

因著傳敎敎育與傳統中國敎育的內容和觀念截然不同’所以這從西 

方移植過來的敎育模式，其提供的知識在中國社會亦沒有市場價値；加 

上傳敎士對中國文化的偏見，視中國人的一切思想和行爲爲異敎主義， 

要求信徒與之分離。是以傳敎學校製造出來的，是一羣與中國社會脫節 

的人。學生在進入傳敎學校之後，便被安排在一獨特的環境下生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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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升學和就業，也都在傳敎事業這個獨立於中國社會之外的自足系統 

中，甚至他們的婚配和家庭生活也在傳敎士的安排下°而 重要的，是 

他們接受了一套西方式的文化思想和社會價値，這些思想價値與傳統是 

相衝突的。 

⑷但至十九世紀末期，中國在西方的壓迫下，急欲求變，西化的努 

力使中國的需求隨之變化，傳敎敎育提供的西洋知識，原來是與中國社 

會的需求脫節的，如今卻成爲難得的人才，畢業生在政界及各行業中均 

躍居髙位。這樣，前期傳敎學校造成學生與社會脫節的問題已不復存 

在，反而畢業生和基督徒，憑藉他們擁有的西學知識，攀登社會較高的 

階層，甚至帶動整個家族地位的晋升。傳敎敎育對中國基督徒的社會流 

動，實有決定性的促進作用。 

另一方面，傳敎士是 早將西學傳播到中國的人，傳敎敎育也是西 

式敎育引進中國的先驅，對中國的敎育改革，起了重要的示範作用。而 

在栽培人才方面，尤功不可沒，其提供的西學人才，正好適切了中國近 

代化的需要，在中國求變求富强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且， 

傳敎學校提供的西洋知識，除了直接應用於器物變革的層次外，此等西 

洋知識背後所包含的政治、社會的價値觀念，也構成政治革命和社會革 

命的重要推動力，基督徒和傳敎學校畢業生積極參與辛袁革命，可爲一 

明證° 

(5)中華民國肇造之後，中國近代化的步伐更爲急驟。此時，中國已 

建立起她自己的新式學校制度，又開始翻譯西學書籍，並且也有很多到 

外國體驗生活的留學生回國服務。西洋知識輸入的渠道，已非只能從傳 

敎士或傳敎學校而得，國人已可循各種不同的途徑接觸西學。中國人遂 

漸漸發現’基督敎與西學原來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彼此是可以 

有衝突的；尤其是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思想在中國知識界廣泛流播 

後，對基督敎信仰的質疑乃增加起來。 

在中國人否定傳統的信念系統，尋索富强的出路之初，基督敎曾成 

爲他們考慮的一個可能，特別是傳敎敎育的新知識的傳播、新道德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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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灌輸，成爲不少國人的希望。但是隨著國內外政治問題轉趨緊張及複 

雜化，中國人亟欲找尋一個有完整行動方案的改革思想，自由主義及民 

主主義因陳義過高而被共產主義和國粹主義所取代，基督敎提出的人格 

救國，自然亦因難以實踐而被人摒棄。 

造成基督敎與中國人對立的，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與傳敎敎 

育有關的。傳敎敎育在設立之初，由於中國還未發展新敎育，故此她乃 

建立起一個獨立自足的系統，包括有自己的課程設計、敎材編寫，以至 

完整的學校規劃，這在十九世紀並無任何問題出現。但是當中國官辦的 

新敎育建立後，傳敎敎育不但未有努力整合於中國敎育系統之內，反而 

更致力輩固其旣有的系統，使之更爲完備。這樣，傳敎敎育乃變成在中 

國國土上不受中國政府支配的另一個敎育系統；再加上校務行政多由外 

國人負責控制，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主權式的民族主義高漲的時候，傳 

敎敎育就被指責爲帝國主義對中國敎育主權的侵犯，收回敎育權運動於 

焉發生。 

(6)收回敎育權運動’對敎會學校造成很大的衝擊，除了迫使她從 

「傳敎敎育」轉變成爲「基督敎敎育」，學校交回國人負責，並向中國政府 

立案，按照敎育法令辦理外，更重要的是加深了敎會學校原來已存在的 

危機：學校與敎會的脫節。 

傳敎士辦學的目的， 初旨在傳敎，但即在第一所傳敎學校建立之 

始，敎育本身即已成爲辦學的目的°特別在傳敎敎育越趨龐大、也越趨 

高等化以後，更多傳敎半全職地投身於敎育工作之中，成爲敎育傳敎士 

(Educat ional Missionaries )；他們對學校的辦理，遂漸擺脫了傳敎 

需要的考慮，而著眼於課授知識、培育學生，以及提高學校水平等目標 

上，傳敎僅成爲衆多目標之一而已°並且在傳敎學校受到國人歡迎後， 

招收的學生已不限於敎徒，課授的也非爲傳敎事業而設的知識’學生畢 

業後的出路亦不再困囿於敎會中，加上學校高等化後所需的經費靡大， 

已非個別敎會或差會所能承擔，而要獨立籌募，行政也由獨立的董事會 

主理。傳敎敎育遂變成獨立於傳敎系統（M i s s i o n a r y Complex ) 以 

外，僅爲傳敎士所辦的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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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敎會學校需要由傳敎士轉移到國人之手後，原來賴由傳敎士作 

爲敎會與學校間的聯繫亦吿消失，敎會學校的行政和經費更形獨立；而 

且政府的敎育法令亦限制了敎會學校的控制權力，學制和課程都不由他 

們規定。這樣敎會學校只能算是由基督徒主辦，有基督敎氣氛（也進行 

傳敎工作），廣受社會人士歡迎的普通學校罷了。 

(7)由於傳敎敎育在十九世紀末的發展，已擺脫了傳敎的目的，而獨 

立於傳敎和建立中國敎會之外；如此，傳敎敎育的增長，也脫離了中國 

基督徒的需要，和經濟上的承擔能力。迨至二十世紀，在中國土地上， 

遂出現一個僅數十萬信徒的敎會，但同時卻有相若數量學生的龐大敎育 

事業的現象。傳敎敎育的過分龐大，使得她無法由中國基督敎會接管， 

這樣便產生兩種情況：第一，是不少敎會學校在經費和人才上，仍然仰 

賴西方差會的供應，因此也就仍然爲國人攻擊（如指責敎會學校是帝國 

主義國家奴化中國人）了。第二，是使敎會學校趨向世俗化。 

敎會學校旣不能在中國敎會尋得經濟援助，必須另闢財源，不少學 

校乃向國內海外籌款，或申請中國或外國的基金補助，這樣，學校自然 

須向社會公衆負責，而不（僅）向敎會負責了。此外，爲了達致收支平 

衡，學校大幅增加學費，形成敎會學校的收費在衆學校中是極髙的一 

類，故此’也只有社會上的富有人家才能送子女進學，「責族化」實不可 

避免°敎會學校在設立之初，吸收的只是社會上 低下貧窮的人，但至 

二十世紀後，卻演變成貴族學校，這發展實在非常諷刺。 

⑶中國在二十世紀，內憂外患，困難重重’使國人焦慮不安，民衆 

被圏入政治的漩滴是社會的普遍特徵，羣衆運動此起彼伏，學生的反應 

更爲敏感和激烈。加上政黨對學生運動的利用和操縱，此時期形成了 

學界的動湯不安，波濤洶湧°敎會學校由於爲外國人管理，對中國人的 

問題同情較少，加上管理嚴格’對學生的行爲控制較緊，故所引起的反 

抗 大’產生的衝擊更多°非基運動僅是其中較大的一次而已。 

如同傳敎在十九世紀開始之時，已不能擺脫與政治的關係，基督敎 

敎育的發展，亦一直受到國內國外的政治問題所左右，政權的更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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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和外戰，旣然影響及於整個國家的每一個層面，敎會學校自亦無從逃 

避。 後在一個反西方的政權成立後，隨著傳敎事業在中國的中止，基 

督敎敎育也結束了在華百多年的歷史。 

中國基督敎敎育規模龐大，影響深遠，其自身的發展，以至外在的 

環境——近代中國，在百數十年間均有著强烈的變化，其間的關係錯綜 

複雜，非三言兩語可以槪括，因而要全面地給與評價，例如判定文化交流 

與文化侵略間的分別，實已超越歷史學的方法所有的解釋能力。不過倘 

若我們相信歷史事實已是她 好的解釋，則我們當可看見，基督敎敎育的 

成就，乃在於她適應了轉變中的中國的需要，基督敎敎育之受打擊’是 

政治情勢變化的結果。如同前文所言，基督敎四度來華，皆不能擺脫與 

中國政治的關係，其成敗興衰往往亦繁於此；則基督敎敎育百多年來在 

廣東的發展，顯然亦在重複同一的軌轍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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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學校是自十九世紀開始，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 

建立的傳教事業隱要組成部分0它不僅是近代西學教 

育的先驅，爲中國近代化培訓了許多人才，也爲傳教工 

作帶雜大的貢獻與衝擊。 

本書以廣東全省爲取樣地區，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紀 

傳教士在帼建立教育事細始末盛衰：教育如何作爲 

傅教手段、教育系統化與高等化對信徒社會階層晉升 

的影響、在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自我調節、反帝國主義 

思潮下的震盪、國難中的掙扎圖存，以至中共立國後的 

結束。首尾相貫，籠罩全局，資料翔實，議論精闢，爲 

至今僅見同類題目的區域研究。 

對中國基督教史有興趣的人，本書是不能錯過的佳 

作。要是關心基督教會辦學前景與路向的話，它也是不 

可或缺的借鏡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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